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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总序



2003年7月，中国获得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的举办权，经过六年的筹备，这次大会于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在中国昆明召开。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成立于1948年8月23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合并到了一起。后者（ICAES）始于1865年，是众多人类学会议的产物，1934年正式创立。到1968年，这两个组织完成了法律上的合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既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的成员之一，也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CIPSH,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的成员之一，同时还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的成员之一。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促进自然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1979）上，曾发表过一项对未来世界人类学的声明草案：“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当代世界的主要事件，比如，环境管理问题，逐步减少不平等和重组世界秩序的压力，民族国家的未来，民族多元化和国民社会的未来，以及制度在协调具有人类基本的、衍生的生物驱动和心理驱动两者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会员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设有27个专业委员会，涉及民族、宗教、老龄化、妇女儿童、移民、环境保护、疫病防治、体质、语言等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系列热点问题。

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主题是：“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世界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者发表论文4000多篇，涉及了文化多样性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宗教研究、老年人与老龄化研究、艾滋病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儿童与青少年研究、传播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性别研究、全球化研究、历史人类学、人文生态学、人权研究、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多元化、语言人类学、数学人类学、移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紧急人类学等30多个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

作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的组织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决定编辑和出版“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分别出版不同主题的论文集，如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全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仁们能够共同分享在中国举办本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优秀学术成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主席周明甫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

2009年7月14日




序言



编写这本书的动议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组织者提出的。他们提议，为参加这届大会的与会者，送上一本关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历史总览的书籍。这部书包括两个版本：中文版和英文版。这样一本书的价值是，呈现出对当今人类学所涉及的广泛议题的概况。作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彼特J.M.纳斯（Peter J. M. Nas）教授很荣幸地出面邀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每个专业委员会的领导撰写一篇文章。在编辑好英文文稿之后，张继焦教授负责组织人员将其翻译成中文。令人欣喜的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由于我们的中国同行和各专业委员会领导的共同努力，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覆盖了众多重要议题的概况。这些议题都是各专业委员会所涉及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即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历史的。在昆明2009世界大会期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60周年回顾展”中，这本书里的部分信息将得到展示，并通过照片和其他物件得到延伸。

参见“本书各章的作者和译者一览表”。





本书各章的作者和译者一览表








荷兰莱顿 彼特J.M.纳斯博士、教授 中国北京 张继焦博士、教授




1.导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及其 专业委员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 彼特 J.M. 纳斯 著 殷鹏译

引言

本书是为2009年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而编著的，书中收录了各专业委员会撰写的论文。我们要求各委员会领导详细介绍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主要包括研究的问题、争论的焦点、研究的成果和方法等。作为开篇，本文介绍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背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本文大部分内容引自《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手册（1999—2003）》，并根据最新动态做出适当修改。读者们可以登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官方网站，了解最新动态：http://www.leidenuniv.nl/fsw/iuaes。

一、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简称IUAES）是一个由社会人类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及研究机构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同时也吸收有兴趣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参与。它致力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扩大全球学者的交流，集合各领域的知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为自然与文化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简称ICAES）每五年举办一次。它为各国学者的交流和讨论，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论坛。此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也举办中期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并鼓励人类学家参与其他国际会议和科研项目。通过下属的各委员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人类学家中激起了研究兴趣，并以出版物的形式传播研究成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通过《简报》形式及时发布最新信息。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成立于1948年8月23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合并到了一起。后者（ICAES）始于1865年，是众多人类学会议的产物，1934年正式创立。到1968年，这两个组织完成了法律上的合并。自1934年开始召开世界大会以来的情况如下：1934年在伦敦；1938年在哥本哈根；1948年在布鲁塞尔；1952年在维也纳；1956年在费城；1960年在巴黎；1964年在莫斯科；1968年在东京；1973年在芝加哥；1978年在德里；1983年在魁北克和温哥华；1988年在萨格勒布；1993年在墨西哥；1998年在威廉斯堡；2003年在佛罗伦萨。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将在景军教授的主席任期内，在中国的昆明召开。在各届世界大会之间，还召开了许多中期会议。

二、组织机构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既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简称ISSC）的成员之一，也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简称ICPSH）的成员之一。这两者都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还是国际科学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c Unions，简称ICSU）的成员。

世界各国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的维系下，相互合作，相互交流。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由世界不同地区的代表和人类学与民族学各分支学科的代表组成。秘书长和财务官与执行委员会紧密协助，共同管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日常事务。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由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组成，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个人会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常务理事会（The Permanent Council），由各国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选举产生，每个国家可以组成一个不超过6人的代表团参加。常务理事会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议事机构，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在决议时只享有一张投票权。所有付费的会员都有权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会员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并享有投票表决权。会员大会对常务理事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等起到了了咨询的作用。

各位读者可以登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网站，了解其详细的组织管理结构。

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专业委员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现有27个专业委员会，各自专注于人类学的某一研究领域。这些委员会可以独立自主地安排研究计划和参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活动。同时，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也可以不时地成立新的专业委员会。其具体步骤如下：

1.向秘书长递交详细的申请理由，供执行委员会审议。申请理由应包括主席、执行秘书长、3位或4位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学术背景、职位和研究经验等。随后，要提交拟创立专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的相关信息，不过其内容可以稍简略一些。

2.每个专业委员会的创办期为五年，经重新审核后，如有存在的价值可以继续保留。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年以后，应向秘书长递交继续保留的申请。

3.每个申请成立的专业委员会都应有清晰的活动纲要、明确的目的和确定的最终成果。

4.每个专业委员会主席在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时，应递交一份一页或两页的报告，汇报自上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以来的活动情况。而且，每年还应向秘书长提交一份年度报告。

5.尽管没有明确要求，各专业委员会应该能够广泛代表人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同时也应该关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加强国际交流，补充知识。各专业委员会应该发展新的知识。成立新的专业委员会绝不可成为研究者谋求自我表现或个人升迁的手段。设立一个专业委员会是否合适，取决于执行委员会对其涉及领域优先性的看法，包括其理论的意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所拥有的有限组织和资金来源等。

6.每个专业委员会须指定一名成员与秘书长保持密切联系。

四、专业委员会的出版物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每次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都会出版论文集。其下属各专业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单独活动和出版物。其中，许多专业委员会定期出版《简报》，还有一些专业委员会有自己的网站。

五、专业委员会名单

现有的专业委员会分别为：

1.老龄化与老年人委员会（Commissionon Aging and the Aged）

2.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Anthropology of Aids）

3.文献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on Documentation）

4.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化委员会（Commissionon Folk Law and Legal Pluralism）

5.食物与食品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on Food and Food Problems）

6.全球变迁的人类学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on Anthropological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7.人文生态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Human Ecology）

8.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委员会（Commissionon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9.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Commission on Museums and Cultural Heritage）

10.游牧民族委员会（Commission on Nomadic Peoples）

11.和平与人权委员会（Anthropology, Peace and Human Prights）

12.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Anthropology in Policy and Practice）

13.理论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oretical Anthropology）

14.旅游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15.都市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Urban Anthropology）

16.紧急人类学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on Urgen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7.影视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Visual Anthropology）

18.女性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Anthropology of Women）

19.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o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民族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on Ethnic Relations）

21.数学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Anthropology of Mathematics）

22.儿童、青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ren, Youth and Childhood）

23.生物伦理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Bioethics）

24.移民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on Migration）

25.人权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on Human Rights）

26.灵长类动物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imatology）

27.语言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六、投稿情况

我们要求上述各个专业委员会都要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撰写文章。每篇文章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列举各个专业委员会的活动、研讨会和出版物（这些都可以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及各委员会的网站和《简报》中找到），而是要简要地介绍各个专业委员会较为深入研究的主题，以及其成员与其他人类学家探讨这些主题的方法。一方面，我们对一些专业委员会没有能够提交文章，感到很遗憾；另一方面，我们对已收到书中的这些文章，深感欣慰。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昆明世界大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60周年回顾展”，涉及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历史。在此，我们对那些提供了照片、逸事资料和其他物品的人，表示特别的感谢。我们也对他们的配合，表示非常的赞赏。




2.全球生物伦理学：最新的研究现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生物伦理学委员会

查尔斯·苏珊娜 A.卡姆布隆 M.卡萨多 F.卡萨斯

B. 切尔瑞利 E. 雷巴托 M. 萨罗娜 A. 桑切斯

K. 西米托普鲁 M. 森特 J. 托斯

N. 希罗特里斯 著 殷鹏 译

引言

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由B.切尔瑞利（B. Chiarelli）教授、查尔斯·苏珊娜（Charles Susanne）教授以及欧洲全球生物伦理学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Global Bioethics）共同发起。创始之初，委员会同创立于1999年的《全球生物伦理学》（Global Ethics）的关系密切（Susanne, 1999）；现在，它和电子期刊《生物学研究》（Studia Bioetica）（N. 希罗特里斯教授主编）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委员会也得到了拉科鲁尼亚大学（A. 卡姆布隆教授）、巴塞罗那大学（M. 卡萨多教授和A. 桑切斯教授）、毕尔巴尔大学（E. 雷巴托教授和M. 萨罗娜教授）、里斯本大学（F. 卡萨斯教授）和赛格德大学（J. 托斯教授和M. 森特教授）的积极支持。本文即是以上学者相互合作的成果，并包含部分已发表的论著。

介绍

生物技术的发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样，都没有考虑人类、地球、非生物和植物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除了用经济理论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必要发展和提出一些新的道德观念，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科学家们不愿意简单的自称为“技术员”（technician），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本质问题：实际上，科学的每一个方面（实践的或是理论的）都包含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研究人员也不例外。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正在重复着物理学家研究原子能量和民族学家管理殖民地的活动。面对人与其他自然因素间脆弱的均势，我们迫切需要新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我们应该积极并理性地思考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公正与偏袒、什么是正确与错误、什么是服从与违抗、什么是责任与自由的概念，以及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广大自然界。

历史上，人类学在很长时间里有两个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家关心的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们没有考虑人类价值或者伦理道德问题。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则能够更多地关注这类问题。生物伦理学的最初目标是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方法，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因为它们同人类价值和伦理道德密切相关。文化人类学的确结合了科学和文化研究，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们同样无法做出判断，而且他们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也受到批判。“道德相对主义”认为，每个部落或少数民族都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它们之间差异显著，无谓孰好孰坏。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异族的风俗、习惯、态度和制度，在我们看来，他们大多数行为离奇古怪。但是当地萨满道士或巫师（medicinemen）都表示这些行为有其生物伦理基础，他们还声称自己能够控制人们面对的环境危害，并以此假定自己有神奇的力量。因此，宗教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之中应运而生，新的领袖人物的影响之下，在相互冲突的群体之中不断分化。今天，通过分析卫生保健、保护地球和长期生存中的共同点，生物伦理学可以协调不同的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需要全球生物伦理学来帮助我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后代生存下来。我们同体质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共同努力，可以揭示原始生物伦理如何在当地环境的作用下发展、演化。我们同生态学家一同努力，则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揭示：在全球伦理学的作用下，或是缺乏全球伦理学的情况下，世界环境如何演进和发展（Salona, 2004）。我们从一开始就申明，生物伦理学的研究不局限于医疗服务中的道德问题。我们认识到，很多灾难性的问题。如环境恶化引起的伦理问题，需要用生物知识来解决，甚至生态稳定的破坏也会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

研究现状

全球生物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平台，供各位学者为讨论生物伦理及其社会效应。但是有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主要原因有两点（Susanne, 2004a）：（1）我们不是“新型牧师”（new clergy），我们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当然也没有正确答案，我们只能促进大家的讨论，交流不同的观点和思想；（2）我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例如科学家的社会责任（Cambron, 2004; Cascais, 2004）、生物医学、生物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胞和克隆、基因治疗、神经系统科学（Szente, 2004）、新的繁殖技术（Lema et.al. 1999）、环境伦理（societalethics）（Toth, 1998）、生物多样性、动物权力、社会道德、人类移民、种族和种族主义、全球化和文化同质性等。

因此，全球生物伦理学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强对生命科学技术引起的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和教育。我们认为，生物伦理学是很普通的，它的基础是尊重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良心和尊严，还有尊重自然，将自然视为我们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一个兼容并包的领域，我们不应该局限在道德传统、政治偏见、宗教信仰、社会或文化习惯中，而应该吸收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一个批判和自主的领域，独立于司法制度（juridical regulation）、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deontology）和忏悔训诫（confessional morals）之外。

下章中，我们将列举一些实例。

生存权（right to live）和生存的定义

生命是生物的，也是化学的。遗传学者将生命细分为具有生命机制的细胞、控制基因代码的DNA和蛋白质合成的规则。对生物学知识的深入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生命活动（vital functions），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替换某些生物机能。

在对待生存和死亡的问题中，一些人提出了生命的道德权力（moral right）。这是一种绝对权力，通常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因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在这种绝对论（absolutism）中，生存权力的概念表明，杀人，即使是动物，在道德上都是无法忍受的。通过进一步引申，我们可以得出，各种战争也是不道德的，还有死刑，甚至是自卫、堕胎或者避孕都是不道德的。

堕胎是对胚胎期生命的摧毁，它打破了生命的循环；避孕或者是杀婴都是如此。我们不是想把堕胎在有限的范围内合法化，或者是找到一段非人类的（non-human）发展阶段。生命是持续现象，任何限制都是武断和错误的。

限制受孕是因为考虑到精子和卵子融合很可能产生新个体：于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精并非瞬间完成，而是至少需要经过24个小时；它同样忽略了受精初期阶段是未分化期但偶尔也有可能产生双胞胎；它还忽视了配子中已存在生命迹象，阻止它们融合和受精都是非自然的；用于打断交配的器具或者在女性排卵期（ovarian cycle）暂停交配更是非正常的。

当然，胎儿是一个潜在的个体，是生命个体发育完全的阶段，为生命的发展划分阶段非常困难，但是使用解剖学描绘法，例如对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进行解剖学描述却是可行的，但是要想评估它成熟程度却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更明显的指标存在于胎儿的独立成活力中，尽管胎儿之间有差异，但最终依靠医疗设备来维持生命，这在本质上并不属于独立成活。

女权主义者声称，即使是在胚胎的生存权概念中，堕胎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讨论堕胎问题。女性有进行私生活的权利，她们在享有这种权利的同时，可能会采取措施防止自己怀孕。

有人认为受精卵是人，有人则恰恰相反，认为受精卵仅仅是生命的开始时期的一些组织。我们无法对“人”这个概念进行定义。人们使用“人”这个字的时候有两种含义：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是错误的，一个胚胎是一个无辜的人，因此杀死胚胎也是错误的。在这个论断中，第一个“人”指的是道德上的人，第二个“人”是指由基因组成的生物物质。

在《利用生物医药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f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and Medicine）中，有人提出“我们必须从生命一开始就尊重人类尊严和人类物种（human species）的身份”（RE, 19），可是欧洲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对这一问题表示不甚清楚。在没有定义人类生命或是仅仅认为人类生命始于受孕观点的情况下，拿人权“嬉戏”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把人类尊严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生物实体，如胚胎，会引起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更多的问题。

人的定义

依照进化观点，人类学用社会特征来定义人，如工具和武器制造（arms manufacturing）、社会行为、宗教、艺术、语言，因此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上的标准而非生物或基因的标准。与此类似，我们不会用人类基因来区分个人差异，而是通过道德意识、情感表达、思想表达、交流能力和良心来区分。

如果没有这些标准，胚胎不能被定义为人。人们可以将胚胎视为潜在的人（a potential human being），然而，活着的人（living person）的权力也许不会受到潜在的人所影响。我们必须学会区分现在和将来。

要想给人下定义，我们需要寻找一些特质，来有效地区分一个连续循环中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使用生物学特质，如（神经的）敏感性和生长能力，或者是非生物学的特质，如知觉、思想、社会关系和归属感。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些答案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想找出一个精确的界线却几乎不可能，无论在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哲学的角度，孤立地看待某一特质都是武断和不公正的（Susanne, 1997）。

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生物生活（biological life），什么是有意识生活（conscious human life），什么是社会生活。生物生活先于人的生命（aperson’slife）而出现，直至死亡还在继续。这种差异是许多生物伦理学问题的核心，也正是这种差异区别了什么是生命活动停止的死亡，什么是脑死亡。

我们不能仅仅从生理机能来定义人，还应该从道德意识、内省心理学（introspective psychology）以及道德责任来定义。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定义的方式，才能从道德角度思考一个受精卵、一个胚胎、一个胎儿或者一个儿童的地位问题。只有人类才会有意识和道德的问题。不是每一个生物人——比如年幼的儿童、精神缺陷的人或是高龄老人——都被机械地认为是有意识的。

因此，人类生活也应该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人的社会意义会由于对他人重要性不同而产生差异。对于一个怀孕的妇女来说，她的胎儿十分重要，它需要呵护，全家都会给他细心的照料。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有的人把会胎儿当成是一个累赘，不喜欢它，认为怀孕的妇女也很痛苦。我们对生育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生命。对于一名怀孕的妇女来说，她是唯一能够在最后关头决定胎儿社会地位的人。体外受精也不例外，受孕的母亲捐献了自己的身体，她也能够在最后关头决定孩子的未来。

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生命是一个不间断的循环，我们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哲学观念，自由地定义受孕的生命。这种定义方式也意味着随着生命自身的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生命；同时我们应当推进先天性疾病的诊断技术，在胚胎发育的最初阶段实现基因疗法（genic therapy）。

人类基因组

人类学家面临着新问题。在遗传学研究（genetical research）方面应该如何深入？如何应用新的发现？

理论上，找出答案并不困难。我们不应中断或放慢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限制科学的发展。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停止对癌症、艾滋病以及老龄化的研究。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应当用于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事业。但是，如果它们被一些私人公司或者某些国家或个人所窃取，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功绩，它对基因的发现、分离、描述和排列，基因治疗以及预防药物的研制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Susanne et.al., 2003a; Rebato and Susanne, 2004）。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来保护遗传信息的机密性，以防保险公司或其员工以此为由歧视个人。当然，我们不能以基因组来定义个人，更不能因为某些基因歧视或排斥某些群体。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认识遗传易感性（genetical predisposition），这可以让我们像研究精神病、心血管疾病或癌症一样，研究哪些人更易于罹患某种（某类）疾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患病的个体差异或民族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摒弃官能主义（sensationalism），保持无歧视的人类学分析方法。只要我们保证伦理道德在民主和公共控制中的核心地位，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类学工具（Susanne, 1997）。

遗传工程（genetic manipulations）：遗传革命有悖于常理吗？

遗传“革命”不是遗传学家滥用权威，也不是哪一位研究者的伟大发明，更不是实验室里的随意发现，而是对遗传物质基本结构逐步深入研究的产物。

DNA是什么？这些遗传信息如何传递，如何复制？DNA在基因中是如何形成的？基因信息是如何规范的？我们是否可以根据遗传机制大同小异的事实，认识、理解和操作细菌、苍蝇、老鼠和智能人等这些生物？在分析这些基本的生物机制和打破生命机制的过程中，生物学家变得越来越有悖于常理。

揭开这些神秘面纱的人不仅仅有遗传科学研究者，还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也在不断收集生命机制的资料。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数千年的教条主义正在迅速消忘，与此同时，我们对生物结构的理解日益加深。这个转型实在太快，导致一些传统主义狂热者纷纷反应，例如上帝论者运动（creationist movement）和信封正统基督教派主义者运动（fundamentalist movements）。

一些生物学家放弃了传统保守的对生物系统和群落生境的研究，开始从化学和生物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学，他们为那些不愿意进行人类生命研究并进行一些非常规研究的学者们感到不安。

考虑到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实现，生物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如果说这些研究会带来危险或者焦虑，不是因为它们会影响现在局势，而是它们的应用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项新发现都会给人类带来恐慌。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害怕新的科学知识，我们担心对未知情况的探索。这些对新发现的恐惧源自于我们内心中的保守。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我们都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安逸地保持传统和勇敢地探索未知领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二者的冲突，我们每个人都在平衡这两种力量。同时，这种平衡是否能实现，取决于我们想要分析和探索的主题。

我们排斥未知和不确定的情况，这也是人性的一个特点。我们总想限制并抹杀那些未知的东西。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打造一套信念体制：我们创造了森林的一切，海洋的一切和今后的一切。宗教也是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一套信念体制（Simitopoulou and Xirotiris, 2004）。在这个体制中，一切都不容置疑。实际上，一些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教条”同宗教严格的教义一样，没有太大差别。而科学正好相反，我们必须质疑一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就在于假设和实验，不仅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应该如此，我们所有在自己领域里探索的人都应该如此。我们拒绝接受任何既定的观点，我们永远持有怀疑态度。

整合派（integrsti）认为，创立新物种是对上帝的不敬，“我们不应该改变任何东西”。整合派也指责生物学家，反对创造新技术，甚至认为生物学家取代了上帝。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完全的反科学态度，他们认为，所有改变自然法则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历史上，宗教一向反对人们污蔑神圣。在现代，也有一小撮人自以为是，认为研究细胞和基因是亵渎了神圣。

的确，科学态度是严谨的，并且它引发权威之间的争论。科学工作始于道德伦理，比如，客观性以及缺乏全面考虑，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主观的。人类不能逃脱客观研究。不思考这些问题就回到了“蒙昧主义”（obscurantism）阶段。

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fic attitude）将公众置于对未知的恐惧之中。假如每当我们受到惊吓时都被迫停止科学研究，那么我们的今天将会是什么样？这是个二元对立结构：恐惧与希望，无意识的构想与知识的突破。当巴斯德（Pasteur）最初发明疫苗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作巫师的学徒。科学家并不是学徒，而是负责人的专业人士，他们也不是巫师，正相反，他们的知识遵循清晰客观的规律。

生物伦理学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无疑，这种困境来自于真实生活与忠于传统之间的对抗。即使是神学家也承认，传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与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用来“帮助”人们而设计的一些代码。通过医学界和科学界，同教堂之间关于为生育或避孕提供医疗帮助的.争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非客观争论所强加给人们的道德标准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迅速，使得我们那些以保守著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习惯于缓慢的变化，这让我们很难适应这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呈指数幂地增长。实际上，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存在着保守的倾向，拒绝任何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重新改变他们的习惯、观念甚至是哲学思想。

人类基因治疗（genetic therapy）

如果我们通过实验证实有一些胚胎有问题，那么堕胎仍然不正常和不道德吗？这不是说堕胎是强制的：我们面对不同程度的生理缺陷或精神缺陷，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神奇的方法：只能承认母亲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

在这里，同许多其他伦理问题一样，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道德总是面临着选择。实际上，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在知道孩子今后有身体缺陷或精神缺陷的前提下，任由其继续发展，二是决定堕胎。但是在明天，我们会多出一种选择——例如，通过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技术在胚胎形成之前，检测出隐藏在母体血液的有害机制。后天，我们可以完全修复有问题的受精卵，甚至可以防止有缺陷的基因遗传到下一代（Susanne, 1997）。

现代科技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可以做产前诊断，检查异常的受精卵并阻止其发育，或者植入正常的胚胎，将来也有可能在胚胎中植入正常的有功效的基因。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堕胎了，只要“体外培养”。

种族和种族主义

人类学中，我们需要客观的研究人类多样性。划分种族实际上是对一个虚无的问题做出的伪解答（pseudo-solutions），消耗了许多无谓的精力。除此之外，它也加剧了种族主义倾向。

我们的常识常常告诉我们，曾经存在一些伟大的民族，他们有自己明显的核心特征（如肤色）。然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种观念根本站不住脚。研究进一步发现，与不同人种（population）间的表面差异相比，相同人种的个体生物差异要更加明显。将人划分为不同族群的做法是主观臆断的，而有悖于自然的。实际上，人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区域性团体（local groups）或者生物—文化集团（bio-cultural unities）。人类（human species）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或渐变群（clines），按照地理梯度（geographical gradient）分布，他们之间具有生态学差异（ecological barriers），存在基因流动（gene flow），然而唯一真正的差异存在于文化属性中（如语言和行为等）。今天，人类种族的观念已经失去了科学基础，在政治上也是不被接受的。我们无须置疑，如果种族是虚构的，种族主义将会自动灭亡。

在19世纪，种族压迫和歧视总是与生物理论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少数犹太人与广大基督徒格格不入；在美国，黑人白人势不两立。在这些情况下，长达数世纪的偏见都被合理化了：压迫者同被压迫者水火不容。直到20世纪，种族和种族主义研究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它同人类学的历史相关联，并且暗含在对人种改良和传承智慧（inheritance of intelligence）的争论中。

简言之，19世纪和20世纪的理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19世纪，生物学进步推翻了人类中心说（anthropocentrism），20世纪，社会人类学的进步推翻了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人是唯一的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是生物人类学的中心问题，也是各种歪理邪说的根源。人类学家必须承认，人的确是唯一的，其他所有物种也同样是唯一的。同样，黑猩猩不是大猩猩，狗不是狼。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差别就能够把我们区别开。人类学家也要用相对的眼光看待这些不同的特质：我们同其他所有物种，所有的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一样，要应对共同的生物基本原则。比如黑猩猩的基因同我们人类有99.5％的共同点。

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物种各有不同，没有哪一个物种“优于”其他，也没有等级之分，人也不在生物等级的顶端。人类中心说已经渐渐破灭；种族中心说，随着如博阿斯（Franz Boas）等人的研究，也会逐渐灭亡。

种族不平等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它是极端右翼势力意识形态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映。极端右翼势力操纵科学概念有很长的历史，十分可悲。他们宣扬极力自我本位主义（egoism），仇视他人，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

生物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一样，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都曾被滥用，帮助殖民主义者扩张殖民地、制止民族主义思想、控制土著居民。但是，人类学也有它的积极作用，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在多民族和跨文化的背景下，人类学可以促进教育发展。因此，人类学也可以伸张正义、宣扬平等、保卫人类尊严（Susanne, et.al. 2003b; Susanne, 2006）。

航天员在宇宙中可以看到，地球是一个单一的地球，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则可以对它的起源做出解释。我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团结的“地球村”：21世纪的人类学家不能继续附庸于种族主义，它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完全是社会的产物。

我们承认，不同人种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但是，这些差别是连续的，按照地理梯度（geographical gradients）渐变的，它不包含价值观的评判。相对于同一人种内部的个体差异，不同人种的表面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今天，虽然种族这一概念对于保护或增强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它却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对待种族主义，我们既不能否认人种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的确存在，也不能否认人们对族群认同的需求——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需求。我们应该保证，无论什么人都享有同样的资源，没有哪一个族群或者个人应该遭到歧视。

在人们同社会制度、法律审理、医疗保险、民族认同的关系中，基因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基本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在日常生活中及时更新有关种族、民族及其他衍生词语的概念，还要抓紧时间在社会中、学术圈里、立法机关以及社会政治体制中广泛的讨论这些内容。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和引导到这些讨论，告诉大家，“种族”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

所有的结果都显示，人种差异不是因为有些人拥有某些特定基因，而另外一些人没有。与此相反，所有人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只是排列规律不同。“种族”概念所指的某一人类群体内部的基因差异，相比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要更加显著。人类基因组知识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因此，任何试图将人类进行种族或者亚种族划分（当然也有等级的结构）的举动都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

DNA中包含的信息只是最终表现型的一个参考。实际上，最终表现型具有复杂的可塑性。“生态敏感性”（ecosensitivity）一词常被用来形容这种可塑性。环境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同，不同个人、性别和个体的发育也会表现出多样性。这种生态敏感性是通过长期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欧洲的人口发展和增长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性成熟时间提前（自1850年开始，大约每10年提前四个月）、高度增加（自1850年开始，大约每10年1.5—2厘米）、体重指数（bodymass index, BMI）和身体脂肪发生变化等。这些漫长的变化同生活条件（营养、卫生、疾病控制、儿童户外运动的减少）的变化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人类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贡献不是为了划分人类，而是要建立人类的相似性，构拟人类的发展历史和生态系统，理解人类发展、繁殖和老化的方式，认识人类他们的移民和基因混合的过程。总而言之，就是要理解种族融合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历史”（Bernis, 2004）。

与众不同是我们人类（甚至是动物）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把差异等同于不平等。其实，最大的差别存在于人类个体之中，而非不同人类群体之间。

我们现在有60亿人口，大家各不同相同，差异显著。如果大家都变成一样的，我们还会快乐吗？整个人类就是各不相同的，宽容才是永恒的主题：宽容不仅是文化和哲学问题，更暗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

因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富有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要因这些差异发生争执或冲突，那毫无意义。

我们必须警惕有些人会重新讨论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只有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才能避免偏见，解放思想。

人类学和人类进化的教学

我们的学校应该继续传授科学知识：古生物学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就是古生物学，并经受住了科学严谨的推敲。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什么，不应该传授什么，不是由宗教决定的。我们不要将这一切强加于无知，因为那样做我们这一物种将有可能灭绝在科技—政治极权主义与无知独裁主义的这面黑墙之中。

我们说，宗教信仰不应该超出私人领域而干涉公共领域，这不是反对宗教。宽容实际上是对个人的尊重。但我，我们同样不能接受仇外恐惧（xenophobia）、种族主义、性别不平等、排斥男女共同教育（co-education），我们也不能接受人们拒绝传授科学知识，包括人类进化的知识。当然，我们不应该仅仅传授科学知识，还应该传授历史知识，比如，比较人类进化的观点与宗教神学，让学生们学会成辩证地思考、具有怀疑精神。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在有一些领域中，我们不应该宣扬宗教信仰，而是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这些领域包括公共服务、医院、法庭和教学机构等。

然而，仅靠科学知识来保护我们不受流行意识形态（ideological epidemics）和狂热主义（fanaticism）的困扰是远远不够的。教学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学会辩证地看问题才是关键；学会怀疑、学会辩论才也是教育的任务。可是，在宗教神权看来，怀疑精神，特别是对科学的怀疑，是对自己的极大挑战（Susanne, 2004b）。

我们应该武装我们的学生，实际是所有公民的头脑，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这些狂热者们对于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拒绝做出任何解释：他们只是鼓吹他们的“真相”，却对于任何争论都毫不在乎；他们对普通市民毫不关心，却只对不受拘束的权威、上帝负责任。

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必要条件，它同自然紧密联系，却不把自然神圣化。它认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同时要对自己的态度负责。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拘泥于教条注意。

“自由意味着责任。那也是许多人害怕它的原因所在。”（萧伯纳，1856—1950）。

人类正变成机器

一些媒体和评论、还有一些科学家经常说，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s, NBIC）的引导下，人类正在向后人类（post-humans）或超人类（trans-humans）转型。纳米技术的研究在过去有很多限制，但是现在，它变得更为实用，可以应用到医疗诊断和治疗（帕金森病和耳聋中的神经移植）中，改善和提高人类生物本质。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纳米技术可以改善或恢复人我们的机能，以“完善”（complete）人类生物学本质。可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会给超人类带来新的或者不同的权力吗？对于新身份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如何界定其伦理立场？

全球化促进了地方认同的强化和复兴，而新的科学技术有可能使人们逐渐失去了自我认同，面对“我是谁”或者“我是什么”这类问题，也许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一直无法简单的做出回答，并且当我们面临人类变成机器这样的挑战时，连发问都变得很困难。几个世纪以来，知识来源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是同哲学和宗教有关。现在知识来源发展了，成为自然科学，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面对知识失控的危险和为了“挽救人类”，出现了关于人类的二元论（dualist）。许多作者（笛卡尔、康德）认为，人类是两种认同混合的结果，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们有必要保留精神价值，同时接受对于人类的科学解释。接下来，我们认为，人类的精神（灵魂），或者其他形而上学的原则，已经无法解释人类的结构和功能。最后，基因知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类特质都是由受人类基因组决定的。未来，通过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我们也许可以模拟人类生命，甚至是找到人事人类本质的新途径。然而，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人类生命的定义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不会局限于物理形式（Susanneetal, 2005）

人类学告诉我们，进化没有终点，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像一颗树，但是人类不在这棵树的顶部。人类是独特的，其他物种也一样。进化的各个分支是随意发展的，我们无法预测，它们有时候也会失败。人类的发展，包括智力的发展，都是随意进化的结果，其他物种也是这样，在基因上和文化上它们表现出了多样的特点。但是，这不表明在现有的科技知识和实践中，人类无法干预自己的进化。另外，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这些人为的转型不会让我们丧失团结、自由和灵魂。这些新技术仅仅是科学技术而已，不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只从科学的角度讨论这些技术，它们可以帮助人类修复感觉器官，延长人类生命，免受疾病的困扰。

结论

多数宗教都认为人类生命高于动物生命，用僵化的教义束缚人类生命，定义生命的开始和终结。然而，当生物学家不拘泥于研究动植物的群落生境，当人类学家不仅仅开展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当他们开始对生命做出科学的解释的时候，他们就触犯了那些不愿意探究人类自然生命的人，这些人认为人类生命是超自然的。

多元伦理学（pluralist ethics）的存在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教条主义，来抗衡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医药和新技术的产生迫使我们思考，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寻求更多的个人自主（autonomy o findividuals）和个人与集体责任。

基础和应用研究

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同技术没什么差别，遗传学同遗传工程也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知识的研究（如科学）同应用（如技术）是有本质差别的。科学发现不是得自于大变革，而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探索与发现。

生物和遗传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从细胞分化、到细胞间的交互作用、到细胞差异、到基因调控（genic regulation）、到诱变和致癌因素的影响以及受精和孕育的过程的发现。动物实验不可取代，但是必须通过人体实验来证实。

从长远角度看，拒绝新知识和新技术最终意味着失败；这一点对于基因工程来说同样适用。

科学—社会互动

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科学和社会之间也是如此。同样，如果遗传学影响了社会，社会也会影响遗传学以及繁殖科学。今天，我们应该限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最小的代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毫无疑问，这些社会“规范”（norm）一定会带来积极效果。每次重大发现过后，社会和科学之间都会相互进行必要的调试。

通常情况下，人们表达了对未知的恐惧之后，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试。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恐惧，其实体现了社会及个人的保守。但最终，社会要进行自我调适，个人也将改变他们原有的哲学和道德标准。

伦理学和遗传学

我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是没有先验道德（moral àpriori）的。这时候，如果忽视社会或家庭对道德的影响将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学习弗洛伊德以及家庭对性自我（sexual ego）的影响，或者是马克思与经济体制的重要角色，或者认识到我们的态度受到生活方式及社会规则的影响。如果我们向往自由，不愿受别人的操控，第一步就是要行成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

伦理学，对于一些人来说，教会他们什么是感觉和偏见、什么是纯正和罪过、什么是好与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教会他们什么是收入和危害、什么是冒险和希望、什么是获得与花费；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伦理学通过传授知识和健康，给他们带来了个人与集体的权力，即以解决社会及其成员问题的最好方式。

在判断基因技术道德与非道德、正确与谬误之前，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它今后的应用方向和应用价值。我们的社会应当提供更多的信息，甚至形成一种生物学文化。

终身教育

如果21世纪必须是一个生物学的世纪，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遗传学知识转型阶段，我们的教学已经落后了。我们的终身教育不具备一种科学的、生物学的理念。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缺陷，但是改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有非常和/或者相当长的路要走。然而，由于对新技术的描述使用大量专业术语，致使人们很难理解，导致误解产生，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恐惧源于无知”（Gandhi）。

然而，只有终身教育才能维护我们的自由，只有在教学中开展广泛讨论才能保证社会的人性化。担心人类会破坏自然机制，幻想人类走得太远实际上有损人类的智慧，将人与自然分离，限制人类进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需要压制性的道德标准：普及知识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教育应该帮助人类保持诚实与自由，去除伪科学和偏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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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移民研究委员会

阿南德·辛格

著殷鹏译

1998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在威廉斯堡举行的世界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下属的各个委员会都有一些关于移民和散居人口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呼应了各个专题会议的主题，也符合大会发言的要求。然而，这些论文的凸显说明，学者们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委员会，以求更好的关注和分享的移民和散居人口研究经验。我们不久就形成了初步设想。直到2001年6月，儿童、青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在西西里的阿格里琴托（Agrigento, Sicily）举行了一场持续了三天的会议期间，我们的设想才得到了具体化。200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世界大会上，我们起草了提案。2004年1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的IUAES中期会议上，我们又发表了九篇论文。最终，我们的提案获得了通过。在这次会议中，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关移民和散居人口研究的问题，并在会后也保持了密切交流。几乎所有的情况表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深入参与。在众多议题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格外注意，即对移民的理解和定义做出更精确的解释，数百年来依靠亲属关系和地方网络延续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关系之角色和特征的改变，全球化作为一种推动力量导致散居人口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更大和更宽的网络。

现在，各国人类学者已经或者正在就这些问题进行教学、研究和发表论著。我们还应该在世界大会上充分地展现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广泛研究，得出了许多理论，吸取了许多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开拓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方法，来探索这一迅速发展的领域。我们发现，国际上有三本不同的基础教材正在被人类学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广泛使用，可是这三本书都没有把移民当做一个重要研究领域（Keesing, 1981; Ember et al., 2002; Kottak, 2006）。这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入门和高级教材中只有略微涉及全球关系变迁的章节。例如，Keesing（1981）的书中最后一部分名为“第五部分：人类学与当今”，包含了六章；Ember等人（2002）的书中最后一部分名为“第五部分：使用人类学”，其中第30章名为全球社会问题；Kottak（2006）的书中“第四部分：变迁中的世界”中仍然没有给移民和散居人口研究在人类学中应有的地位。然而，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rigration, IOM）做了许多深入的移民研究工作，并在联合国大会取得了一个永久观察员身份。对于人类学者来说，要想树立和维护移民和散居人口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首先要充分地理解其中的内涵，以便采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参与到相关议题的研究当中。

一、在特定情境中分析移民

“Migration”一词有多种含义。它是用来分析人类迁移问题的，对此，应适当关注诸如情感束缚、财产中的既得利益和家庭、爱国主义、海外工作的冒险和商业利益扩张等。考虑到这些因素，“Migration”的概念同“Emigration”的概念是不同的。《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这样定义“Emigration”：“离开本国，在他国定居。”按照常理，离开本国移居他国，就意味着切断与出生地的联系。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人们想要出国必须走海路，想要交流也只能写信，二者都需要数周才能达到目的地。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必须到当地的电话局才能打电话，打越洋电话则必须向接线员预定。交流的缓慢迫使人们承认，距离会逐渐淡化人们的感情和纽带。但是，现在旅行的速度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缩短了不同大陆间的距离，无论我们想去哪里，一夜就可以到达。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可以联系远在天边的人，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已经不必再像四十年前那样需要断绝一些联系。

上面提到的移民，实际上指的是个人的选择或是人们自愿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移民，他们是非自愿移民，迫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原住地。这些移民既可能在国内流动（国内移民/境内流离失所），也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国际移民组织指出，造成非自愿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暴力冲突、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少和就业歧视等。在南非，由于缺乏政治制约，日益严重的暴力犯罪迫使大量拥有专业技能的人离开了南非。当人们被迫移民的时候，他们就会责怪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现有的局势，只能消极地离开或退出。

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和境内流离失所（Internal Displacement）二者是有差别的，各自都有不同的含义和引申义。国内移民通常是指，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从一地迁移至另一地，原因是他们无法融入移出地的环境，如就业歧视、就业机会短缺、高犯罪率和政治不平等。这一过程往往是自愿的，并且不需要州政府、当地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协助。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亲属关系、社会网络、职业技能或者工作机会，帮助他们获得收入以维持生活。然而，由于各国各地区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他们无法重建与移出地类似的社会、宗教和亲属结构，来创造认同归属感。

与此相反，境内流离失所则发生在更有压力的情形中，它同暴力冲突、政治不稳定或是国家软弱紧密相关。人们因为自己是某一种少数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或是因为所支持和代表的政治团体失败，而受到攻击被迫离开家乡。其形式包括种族清洗运动（Ethnic cleansing）或是种族屠杀运动（Genocidal attacks），成千上万人因此而丧失生命。最近，在布隆迪、卢旺达、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哥伦比亚以及黎巴嫩南部都发生过暴力冲突，激发了这种形式的内部移位。这些冲突导致大量无辜贫民失去生命，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阻碍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并将自己与邻居隔离，同发达国家隔离。最近，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一次地震，巴基斯坦政府无动于衷，迫使人们迁移到巴境内的其他地区，或非法流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这些难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他们倾向于迁移到国内其他的安全地区，有的也会跨越国家边界，到邻国或其他国家寻求保护。

二、移民和社会关系变迁

“国际移民组织”和“南非移民研究”（Southern African Migration Studies）等国际组织做了大量有关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研究，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统计数据。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分析了引起这些大规模移民的原因，以及影响他们的政治因素。虽然他们对移民原因的解释不够全面和精确，但是他们至少列举了一些基本信息，并提出了对移民类型的一些看法。总体来看，他们提出了一个宏观的框架，来审视移民类型和移民动态。但是，与人类学者不同，他们没有开展有关围绕个人的动态关系及其家庭关系和社区结构的研究。这些方面正是人类学者所关注的。

新一轮的国内/国际移民/流离失所浪潮迫使个人和群体不得不面对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考验和更加苛刻的要求。对于这些人来说，由于他们在都市工业环境中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或者所属的群体缺乏当地的认可，使得他们的收入或社会地位都无法提高，因此，不得不服从他人的意愿而劳动。这时，他们只能简单地依靠共同地缘关系，而非家庭或亲属网络，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联络关系为他们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提供了新的庇护。比如，在南非大都市中，公共停车场的汽车保安大部分来自刚果共和国、卢旺达和津巴布韦。因为在南非，汽车偷盗率和劫持率相当高，因此这种服务很有必要。他们共同努力、相互协作、相互依靠、增加收入，并将自己描述为有高级专业技能却仅仅因为缺乏所需证件便只能干汽车保安职业，以此博得大众的同情。然而，想找一名尼日利亚籍的汽车保安却十分困难，因为最近在南非德班，研究显示没有尼日利亚人参与这一行业。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开始贩毒或劫持汽车，他们都有国际联系。在南非，来自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移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群体，但本国的人类学者还没有展开认真深入的研究。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达到和进入南非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到达后的最初几天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阶段。因为当他们刚刚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任何安全网络。人类学对这类群体的研究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他们打算在南非待多久，他们的政治联系和目的，这些移民每天日常生活所依靠的个人和网络，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有什么亲属关系，他们如何安排与亲属的见面，还有在国际范围内他们的亲属是怎样、在哪个地方安顿下来的。

三、全球化、跨国主义和新认同的形成

埃里克森（Eriksen, 2003）最近写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他指出：自1990年以来，“全球化”一词在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已经没有太多新意了。尽管它只是一个概念，却得到了广泛传播。从20世纪早期的传播论和进化论开始，人们就开始关注思想、物品和人力的跨国流动。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全球化研究总是包含现代性的观点和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它与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Victorian Anthropology）的文化进化论者的基本假设几乎是相同的”（Eriksen, 2003:2）。但是，“中心”概念总是被理解为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

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中，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小的聚居团体在这些外国的土地上重新构建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像伦敦、多伦多和纽约这样的城市中，唐人街和“小印度区”（Little India）已经不单纯是容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移民的场所，已日益成为这两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财富的代表。他们在迁入国，为当地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提供了在西方的商场购物中心很难找到的物品。这些群体不但鼓舞中国和印度两国想要移民的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西方世界找到归属感（Sense of Solidarity）。它们的发展历程预示了全球化的兴起，并日益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它们在世界各国——包括像南非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广泛分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发达国家中日益增长的移民现象。正如埃里克森的明智预见，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是一个近似于“西方的东方化”（Orientation of the West）过程。关于这一点，他承认还几乎还没有人研究（Eriksen, 2003:2）。

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相对于“Emigration”和“Migration”概念的应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后两者指的是或永久或长期地离开本国或出生国；跨国主义指的是个人和家庭在全球流动，相互联系密切，而非局限在某一国。随着时空演变和发展，新的网络和关系萌生了新的感情纽带。因此，跨国主义也孕育了新的认同和归属，跨越了不同陆地，联结了不同国家的家庭成员、亲属网络和更广泛的社区，他们共享同一个起源、同一种语言和相同的实践。

在这一领域，人类学家还有很多需要研究，来展示它的独特性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我支持埃里克森的观点：“相对于其他学科，人类学的长处在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并揭示看起来是直观、线性发展的历史变迁的各个方面……”（Eriksen, 2003:2）。“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的研究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研究一样，也是跨学科的，需要社会学、人类地理学、政治学、文化研究和其他多学科的共同协作。人类学家能够带给全球化研究的是，承认由各种物质资源组成的社会和文化世界总是依靠有意义的关系来表现的。通过民族志的深入研究，人类学也有权利和能力融合以下几组相互对立的元素：地方和全球、虚拟和真实、地域边界（Place-bound）和无地域边界（Non-place-bound）、普遍和特殊”（Eriksen, 2003:15）。

移民和散居人口的研究由来已久，起初“Diaspora”一词的本义是指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个大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移民类型和方式给“diasporas”一词带来了新的含义；随着旅游和通信方式的改进，也孕育了新的社会关系和认同。同时，这些新的现象也提出了挑战，给我们树立起新的世界观，让我们从传统的“西方（The West）”之外看到了影响世界的新中心。现在的研究大多关注“西方的东方化将会怎样影响全球的政治和文化霸权”。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关注个人、家庭和社区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Nooks and Crannies）。毋庸置疑，人类学这门学科最适合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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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类学中的族群性研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民族关系委员会

E.L.塞罗尼—龙 著

周志静 译

族群性（Ethnicity）是一种需要特定观点来解读的新生现象，还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仅仅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某些偶然现象而貌似新奇？人类学有没有研究这一问题最适当的科学方法呢？人类学对族群性的研究能否在制定政策，特别是缓解族群纠纷中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呢？人类学方法是不是至少能够阐释族群现象呢？这些问题与当今社会人们对人类学——无论是广义的人类学还是狭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看法息息相关。现在人们正在广泛地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可能会加速我们这门学科的消亡，也有可能能够协助人类学家把那些相对粗糙的研究变为更强大的应用研究。

到目前为止，人类学对族群性的研究显示出这门学科固有的弱点。因为人类学有两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基础：一是社会进化论者（Social Evolutionists），过分强调“文明”和“野蛮”在性质和等级上的不同；二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Racialist Ideology）所认为的生物学和行为变异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西方殖民扩张运动、工业化和后来出现的经济帝国主义这三个历史事件孕育了现代人类学的诞生，也催生了“时代精神”（Zeitgeist），后者催化并强化了这两个站不住脚的假说，而这两个假说也使得这一思潮中的科学热情（Scientific Aspiration）变得更加可疑。因此，不难理解，较之其他学科，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更加毁灭性的影响。就像盖尔纳（Gellner）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实践者们“十分苦恼，他们无法了解自身和他人，因此，他们也不再需要为了解他人而自寻烦恼。如果世上每种事物都是片段的、形式多样的、互不类似的，没人可以了解其他事物乃至自身，人与人之间也无法沟通，那么，除了在艰涩难懂的散文中表达这种情形造成的痛苦，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引自Davies, 2005:158）。盖尔纳表达了他对20世纪初人类学所处社会形势的辛辣讽刺和他的担忧；而此后人类学有了进一步的规律性发展，这些发展突出表现在族群性的研究上。

一、理论构架

族群性理论引起社会科学家的注意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全球范围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它突出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问题。但是，更确切地说，它是民族多样性社会如美国，被“发现”的结果。人们通常以为，经过长期的融合和同化，美国民族多样性已经消失。格雷泽（Glazer）和莫伊尼汉（Moynihan）对美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堪称经典。他们（1963）指出，美国的“熔炉”（Melting Pot）现象从没有发生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位学者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事实上，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美国少数民族的数量迅速增长，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致使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人类学中的族群性研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分支学科。

我们的研究方法对于族群性问题有着独特的贡献，但它与我们这门学科的结合却十分有限，部分原因在于之前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造成的破坏性冲击。更准确地说，人类学对族群性的研究受到了三方面的阻碍，包括人类学对族群性的定义，这一定义因为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中后现代的趋势而被奉为正统学说，以及这一定义与少数民族群体对族群性的主观认知不一致。换句话说，当今大多数人类学家研究族群性的手段，与各族群的自身认知和亲身经历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概念差距。

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 White）在他的论文《血有多浓》中提到的“如果少数民族行动者是原生论者的话，那么情境论/原生论之间的争论还会存在吗”（1999）中，有力地探讨了族群性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性。实际上，情境论/原生论之间的争论似乎已经是早期人类学研究族群性的中心问题了，它也孕育了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韦伯曾经预言，像族群性和民族主义这些“原始现象”必然灭亡，尽管他使用的术语十分模糊（1921）。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借助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情境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 1969）提出，族群性产生于情境之中，某一族群的成员是依照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来作自我界定的。原始的、静态的文化差异并不能够产生族群界限；相反，只有当情境认为族群界限很重要时，才会借助，甚至是构拟文化差异，并为其差异辩护。事实上，巴思认为，文化差异是族群界限形成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族群性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而非某一个族群内部；族群性可以被定义为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源自勾勒族际关系的情境（Eriksen, 2002:12-13）。另一方面，原始论者认为“族群性的本质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和‘先赋的’……族群性提前、超越甚至加剧了人们对自身特点主观的看法及其对拥有这些特征的影响”（Vanden Berghe, 1978:xvi）。

乍看起来，找出区分族群性各种概念的共性，区分原生论和情境论的理论框架是非常有用的一步。但对这两种可比的理论方法进行假设性的区分，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暗指二者之间有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共同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原生论和情境论之间并无可比性，二者之间也并无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它们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实体。要想完全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概念层次，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还要关注原生论和情境论对于族群性研究有何功用。由于涉及各种方法的理论核心，因此，我们的发现非常明确：原生论关注的是人的个性，并视族群性为自我定义基本的质感因素；而情境论者则关注人类互动，并视族群性为社会组织中的结构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原生论者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和情境论者弗雷德里克·巴思二人之间的对比，来理解这两个理论。伊萨克斯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族群性，而是“基本的群体认同”，它由“所谓的‘原始的关系和附属物’构成。这种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出生之时就已习得。它有别于其他的多重认同和次级认同”（Isaacs, 1975:29-30）。在原生论者看来，这些要素都已经清楚界定并且量化，从体型到民族认同，而且被赋予了一定的重要性（Dormon,1980:34）。另一方面，情境论者巴思明确指出：我们可以假设，族群单位和文化异同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我们所考虑的这些特征并不是‘客观’差异的总和，而仅仅是行动者自己认为意义重大的特征而已……从这个观点来看，调查的关键就是定义不同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族群边界包围之中的文化因素（Barth,1969:14-15）。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伊萨克斯和巴思二人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随着逐步深入到核心，我们可以发现，原生论和情境论之间的论战与族群性毫不相干。相反，其本质是对什么是自我，以及人类经验如何构建的不同看法。

原生论假定，人类天生具有组织机制——人格，它是各种典型经历“导管”。这些经历之间彼此互动（同时与“导管”互动），进而形成了离散的现实，即所谓的“自我认同”。诚然，这些经验为个人提供了与“重要的他者”之间的符号连接（社会层面）和时间与空间的“归属感”（时间和空间层面）。同时，这些经验凝聚成为认同感的过程是漫长而又充满困难的，因为一个健康的自我要求自己的民族“凝聚”要保持一致，并且十分明确（DeVos and Romanucci-Ross, 1975:375）。而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是，人类从五花八门的经历中，提炼出自我认同的能力。因此，原生论与19世纪的种族主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有些人相信，人类具备某些天生的、具有生物学基础的特性，并且通过种族代代相传；而原生论认为，人格成熟的潜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唯一特点。而这种成熟的过程是通过获得基本的群体认同完成的。这种群体认同具有民族的特点。

另一方面，情境论并不事先假定存在族群认同的心理尺度。相反，“人们是通过公共行为来维持认同，而这是无法直接测量的：首先，我们必须把它转化为可用的族群替代品”。也就是说，“族群认同可以起到包容/排斥的类别和互动的类别的作用，只有在本我（Ego）和他我（Alter Ego）的行为有意义的前提下，才能保持一致”（Barth, 1969:132）。换句话说，认同不是形成于既定的或可识别的心理结构中，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动态的自我剖析。

社会组织通过互动变得可操作，通过将族群性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结构原则，人们开始关注群体的动力。因此，如果原生论强调的是族群认同（个人的过程）的重要性，那么情境论则关注的是族群的形成和维持，这很显然在暗示族群边界的重要性。反过来，族群单位的连贯性取决于对建立和维持族群边界的理解，也暗示了族群内部形成的族群边界概念，族群外部理解和认知的边界概念有着极大差别（Dormon, 1980:30）。

换句话说，族群构建的过程必须有认知的成分，这也凸显了文化研究中主位—客位对照分析的重要性。事实上，其他一些对族群性研究有影响的分析，如利奇（Leach）和莫曼（Moerman），就是人类学家对文化单位进行的分析，同时他们考虑到了主位—客位的对照。

因此，在面临东南亚的“文化相互渗透”时（Leach, 1960:50），利奇对克钦人（Kachin）和缅甸高原掸人（Shan）的特性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不是通过文化统一性中并不适用的标准、定义完美的领土、语言或社会政治组织的明确界定，而是通过他们祭祀行为的动态互补性（Leach, 1954）。这是自觉的客位抉择，在族群和政治变革相互关联过程中，部分地取决于利奇所谓的具体利益的过程，但在这个抉择过程中，跨族群象征性互动具有暂时性和政治操纵性。另一方面，当在泰国遇到“依赖残缺不全”的农民团体时，莫曼则通过坚定的主位立场方式来解决问题。族群成了他的分析单位，卢人（the Lue）本质上是自我界定的，而这个自我定义则是通过与其他族群的自觉对照而形成的：卢人只能是卢人，不会变成元人（Yuan）（Moerman, 1965）。

在区分和描述过程中的参数和步骤时，卢人将他们界定为一个独特的族群。莫曼提出了要转变基本的方法。尽管在经典的韦伯理论中，族群性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归属状态”，但有认知倾向的互动主义的做法却会将族群界定为成员类别的标准，并为族群内部成员和外来者进行本质定义或定义时广泛应用。这些准则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而标准本身则都被排列在逻辑上，分门别类、有层次地嵌套在一起，并选择不同标准（“族群标签”）用在每一个通过系统安排的、交互式提示决定的具体个案上。而这一切显然意味着族群不能与族群成员相脱离，即使这两个概念必须在分析时加以区分。同时，对这样一个族群的定义，我们需要进行归纳研究而非演绎研究，我们需要将其看做一个过程而非国家。

最后，对族群构建和维持中的认知成分的认识，暗示我们对种族归属特征再评估的必要性。至少当某一族群在某个具体特征的基础上，对其独特性作详细说明的时候（组群成员类别的标准），他们对族群的维护进行投资以维持族群的长久。莫曼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族群似乎……是土著居民和民族学者之间一个好奇的同谋。我之所以认为卢人作为民族实体的原因……是因为卢人的宗族成员成功地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整体”（Moerman, 1967:9）。按照莫曼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通过鉴定组群的低俗分类，来反衬较高水平的无分层族群鉴定”（Moerman,1967:10）。但是，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吗？这样的解释又如何来证明就像之前提到的在维持族群长久特征过程中通过低俗鉴定，来反衬高水平鉴定的案例呢？

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再一次集中在族群边界的概念上，不再关注社会的相互影响，而是关注构建机制的理解。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多次论述将对污染的意见（1975）和膳食结构（1972）作为世界固有分类在人类头脑中再现的表达方式。边界及其暗含的内在与外在的矛盾，被看做是这些固有分类的基本外在表现。从不同角度出发却得到了类似结论，西奥多·舒瓦茨（Theodore Schwartz）将族群的形成看做是同一心理过程分别在选择、反对和同样适用于图腾分类的隐喻集合体等情况下的产物（1975）。当然，如前所述，假如我们将创建合理分类的认知差异的过程概念化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就不仅是这一构想“毫无特征的一面”（Mead, 1934），从被发现到被国际化的过程，而成了自我约束意识的日渐完善（日渐自觉），除非我们将它放在一个（或多个）能够“制约”和“反对”它的族群中。因此，族群也就成了认识力的合理必备品。

我们得到族群“必要性”的结论所根据的认知路线，与原生论者和情境论者提供的路线非常相似。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三个理论方法中的每一个，都是充满心理主义；尽管它们建立在不同的理论框基础上，并分别侧重于人格发展、符号互动、认知分类等方面。涉及理论框架的层次，这些框架与有影响力的心理人类学“学派”密切相关：文化与人格适合于原生论者，过程主义适合于情境论者，而结构主义则适合于认知主义者。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情境论者研究族群的方法逐步确立为正统的原因。由于文化与人格和结构主义都被看做是有缺陷的理论方法，加上对“实践”的研究可以成功地结合韦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组织的真知灼见（Ortner, 1984），因此，情境论者对族群的分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标准。

两个附加因素加强了这一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和与族群有关冲突的增加。后现代主义以普通意识形态姿态出现，并从近期的、先进的或者说消费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诞生的事实，已经被明确地指出了（Jameson, 1991; Norris, 1993）。后现代主义是传统社会框架在失去了连贯性、力量性和稳定性之后，致使消费成为自我定义的唯一机制。因此，后现代的学科只有在它意味着个人选择（即行使“消费自由”）的范围内渴望联盟。情境论者研究族群的方法，特别符合后现代的时代精神：由于是建构主义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强调后现代学科在族群界线发展中的中介作用；由于是动态研究，因此，族群界线被视为偶然结果，而族群认同则被视为不断变化的互动过程。这协调了后现代对社会科学“客观化”的批评，以及对主观性和认同形成中创造性中介的次要关注。事实上，后现代的观点对于任何形式的“本质论”的拒绝，依然落后于文化概念的自我批评，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关注点（Abu-Lughod, 1991; Strathern, 1992）。因此，在人类学家还无法用确凿的理论根据来区分“部落”、“民族”和“国族”这几个概念的时期（Lewis，引用自Eriksen，2002：97），族群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法现今被看做是不相关的，甚至是不适当的（eg, Baumann, 1999; Nash, 1988; Vermeulen and Govers, 1994），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美国，后现代主义一直特别有影响力，因此，对族群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其创造性、情境因素分析（Goode, 2001; Stern and Cicala, 1991; Waters, 1990）。此外，通过将情境论者的观点引入最终结论中，有些学者会以族群等同于利益集团的结论而告终（Cohen, 1974）。因此，族群被看做是一种“政治”现象，从而失去了其优先于构成参考群体的其他形式，其文化本身被政治化和平凡化了，完全变成了一件商品，正如引文所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主体享乐，与世界日益增加的商品供应，为自我创造提供了振奋人心的新机会”（Turner, 1994:419）。

族群多样性在过去的1/4世纪里，导致了如此多的族群间冲突，则是人类学家中情境论者关于族群的观点被采用的另一个原因。很明显，族群和冲突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已经在上述三个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备受关注。因此，族群认同的分散将导致内部心理矛盾和人际关系问题（Lee and DeVos, 1981）。另一方面，在每个人的设想构成中，关于族群成员分类的不一致认识，将导致认知困难（Douglas, 1975）。但在相互作用下的族群界线管理，将会慢慢引发根深蒂固的族群不平等，甚至族群冲突。因此，情境论者清楚说明了族群多样性中加剧族群冲突的方面，特别是关于那些先前和平共存过的族群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从而备受社会科学家的重视。

如此多的人类学家和族群成员，出现了概念上不一致的现象，他们原本是这些之前已经提到的支持情境论者，却在明显地支持原生论，并要求继承文化独特性，进而将此作为其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基础。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学术界。随着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族群研究者首先要成为族群的一员，这已经成为一个调查工作秘而不宣的必备条件（Pangle, 1998）。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唤起对文化影响论在族群多样性研究中潜在价值的注意（Cerroni-Long, 2001; DeHeusch, 2000; Eriksen, 2000; Flores, 1998; Jenkins, 1997）。事实上，这种做法似乎在强烈地表征着非西方人类学家，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如阮西湖（Mu, 2004:5），但同时也激发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发展（Taylor, 1992; Kymlicka,1995）。

跨文化差异表现了人类学的族群研究，可能事实上暗示了将族群看做文化单位和在一个比较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至关重要性。但是，这种方法也需要对文化概念进行强有力的阐释。目前，这一文化概念的适用范围已变得比以往更宽松，既适用于通俗领域，又可以适用于新的社会科学领域，如在文化研究中使用。通过分析文化和族群是否有所不同，并将族群本身与单一民族国家的结构相关联之后，将会产生一种可以大大推进调查研究的新分析框架。族群是一个生活经验，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以微观观察为基础来探测宏观格局，通过地方性研究来分析全球。这是一种利用大范围的反应来理解某种现象特别有用的工具。人类学的研究在澄清族群性一些关键问题上已经作出了相当明显的贡献，文化研究方法的发展确保了在一系列的研究课题中对重要规律的洞察更进一步。

二、研究问题

一个人类学家已澄清的重大问题是种族/族群谜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转变成一种邪恶的种族主义政策；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呼吁杰出的国际学者制定“种族声明”（Statement on Race），以澄清对这个概念的任何可能的混淆和误用。四个声明在此后数年陆续起草，人类学家积极参加了这些声明的制定。其中，最活跃的是蒙塔古·阿斯列（Ashley Montagu）。他相继写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关于种族分类危害性的文章，并提出应该完全放弃种族这个概念并用“族群取而代之”，因为“族群”这一术语认同了特殊的却没有任何“混淆情绪影响”的人类社区的存在（1964：379-380）。

蒙塔古的建议，即使在人类学家中也没有被完全采纳。一种显然是对种族概念荒唐依恋的想法，在一些作为种族歧视对象的族群成员中得以延续。理由是，坚持种族内涵不仅要重视种族歧视的历史，而且还要展示他们对种族歧视的蔑视（Bonilla-Silva, 2003）。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虽然现在有大量记载，存在于任何两个种族之间的所谓的“种族”聚落有很多重大变异；体质特征的代代相传不仅仅提供了明确的群落边界（Brace, 2005）。智力与物理或生物性状（例如眼睛颜色或血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根本没有物理标记来区分所谓的优等民族或次等民族。尽管如此，人类对于体质特征多样性基础上族群边界的认知倾向或建构倾向，在种族之间关系中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事实在族群研究中成为一个复杂因素。

在族群类型学方面，它可能是有用的，其中将包含在区分群体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物理标记和“无形”标记。此外，这种类型应考虑到种族主义者对历史上特定族群的分类。举例来说，在美国的非洲奴隶后裔的共享经验：必定被看做是体质特征被混合、文化被连根拔起的、一直遭受种族歧视的种族。因此，奴隶贸易创造的族群既不是土著人，也不是移民族群；尽管他们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

另一方面，土著族群本身应是区别于那些被纳入或置身于单一民族国家中的自由人口。由于西方殖民扩张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了一种行政区划的表现形式，用以保持长期建设的政治架构中文化的独特性，尽管我们推测文化独特性并未受到影响。威尔士或巴斯克人（Basques）在某一特定区域肯定是土著人，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类型学特点可以拿来共享。例如，毛利人（Maori）、瓜拉尼人（Guarani）或阿留申人（Aleut）（Eriksen, 2002:14），他们其实是为了凸显自己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共同之处，有时自称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或第四世界（Fourth World）。这些族群所拥有的“自决权和在法律上所拥有的权利是可以管理和控制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需求”（Hughes, 2003:20），但也经常遭受种族歧视，而那些依靠非工业的生产方式的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则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但典型的土著族群的类型和分离主义者的解释，或者至少是自治论者，鼓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依靠某一特定领土和与之相适应的某种生活方式。这一现象曾与单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主权遭到弱化的现象联系起来。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仅仅证实了族群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定族群的特殊性是足以抵挡社会控制和行政合并被同化的危险的。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族群关系委员会所采用的族群工作定义是“任何视自己的文化不同于其他社区并在社会政治层面根本相关的社区组织”（www.emich.edu/coer/objectives）；这里强调的是，族群事实上并不是政治独立的，即它并不是或简单或复杂的主权国家。因此，虽然族群可以被看做是“国家”，但他们并不具备发育成熟的文化，而是在博厄斯学说意义上拥有鲜明的自治传统的独立、自治的“人群”。所以，这样的群体可能非常渴望通过分离主义运动来完成或者夺回他们的“文化整体性”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而当这一渴望与特殊地区尤其是那些族群祖先的发祥地之类的地区结合起来的时候，渴望将会变得愈加强烈。

通过移民运动刺激族群“文化完整性”的渴望的情况并不总是会逐步高涨，尤其当族群成员生存空间分散，亦或当他们由于族群通婚、宗教皈依或是其他形式的社会融合而失去了他们的文化独特性的时候，就会抑制这一渴望的增长。矛盾的是，这一渴望也产生自对无外来影响的族群文化起源的强烈依附感，族群中的人们依旧单纯地认为他们是家乡的一员，尽管他们都已经背井离乡。但是，如果主体文明排斥并歧视移入族群，不断提醒其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的时候，对祖先文化或者说是不经意的混合版本的依恋和对东道国家的效忠之间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增强，并最终使族群产生分裂的渴望。

事实上，歧视或对歧视的感知，可能是促进族群形成的最有效的催化剂，亦或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成员共享一组不同于主流并足以让他们产生特殊性或分裂的想法，慢慢地以他们从根本上有别于自己的同胞且与其自身指派的新族群地位大相径庭而告终。无论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还是广义上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往往都是亚文化分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甚至是同一意识形态内宗派主义的分歧，部分冲突则是由于优势族群有优先发展权产生的种族歧视引发的。印度锡克教徒是该类案件中一个值得作最仔细分析的案例（Axel, 2001），其他族群则可根据这一案例作卓有成效的研究。

如上所述的所有过程，从要求主权的土著居民到分离主义运动的族群，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迁移、区域边缘化、文化杂交，甚至次级文化族群在过去25年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类似的情况。有些学者视这种现象为一种“新部落主义”，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传统结构不断衰落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Moynihan, 1993）。其他一些学者则关注加剧了全体成员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并强调个人层面上潜在的社会流动性（Appadurai, 2006）。另外，有一部分学者仍视其为产生于无法比较的不同价值观和信仰之间日益增长的互动作用下“文化冲突论”的序幕（Huntington, 1996）。

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自媒体、流动和迁移的影响不断增长，这应当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民族关系政治化的催化剂。然而，应该对族群的使用和族群的内容加以区分。格雷泽（Glazer）是最早指出（1975）这种观点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认为，有些因素致使族群成为冲突的共同焦点，受到社会中伤，总的来说利用族群特征具备了外在的战斗性。他指出的这些因素包括：当代世界中多族群社会的增殖和扩散，民族之间冲突焦点之一是阶级重要地位的不断下降和利益最大化实现工具的作用不断减弱，以及族群常常被卷入导致分离主义和国族构建意识形态的抉择。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族群作为构成并维持边界的一种机制，它总是意识形态的。它最好是被政治学家通过有关的情境对族群产生的特殊历史根源进行分析、研究并解释根据它所引发的对抗形式和它所形成的政治策略（Moufe, 1993; Young,11976）。

然而，对族群性的内涵，巴思（1969）不屑地把它称为族群边界包围起来的“文化玩意”（cultural stuf），我们应该从它自身的角度去研究，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家最擅长的，只要我们能够避免心理简化论。我们将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取向和基本假设”（Huntington,12000:xv），把族群性视为一种精神现象。如上文描述的那样，许多人类学家研究民族性采用的理论框架，后来都不幸地发展成为这种观点。这也是各个社会中被迫“涵化”政策背后的主张，这些社会都不遗余力地消除文化多样性；人们都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教导某一民族群体的成员学会用主流群体的价值观和信仰替换原先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随后而来的同化将会非常迅速。而这个办法长期以来总是不成功（Cerroni-Long, 1986），足以见得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对族群性作整体分析非常重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它可能是明晰族群性和社会分层二者相互关系的最好方法。各类经典研究都曾这样记录到，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当各民族被相互依存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而无法逃脱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最终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框架中产生分层。在这种框架中，最强大的力量设定了“社会规范”；各个民族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同，获得资源的途径也不同（Dahrendorf, 1959）。更有甚者，对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差别，格鲁克曼（Gluckman）使用“分裂”（cleavage）这一术语来形容，族群之间的差别越大，族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发现，族际冲突可能性的极端案例：在这种社会中，各民族之间极其不协调，各族群都发展出自己的社会文化制度，他们在主流群体（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强迫下，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共同生活（Smith, 1965）。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一个有潜在冲突的多民族社会中，分析文化冲突的变量，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避免公开争斗，至少可以缓和暴力。

实际上，对暴力与和平、公正与犯罪、惩罚与奖励中的民族因素作文化分析，可以非常有效地分析出那些缓和或加剧族际冲突的机制和结构。要想分析这些现象，我们似乎需要采用心灵主义的方法（mentalistic approach），它与相关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有关。不过，社会文化研究的长处在于它的整体论，它使我们能够发现不同行为模式的催化剂。当这些行为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它们甚至会与那些有意识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失去关联。而且，文化的人类学分析中暗含比较研究的特点，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各种行为的功能中，分析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反过来，这种分析又能够为民族实践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为消除跨文化间的误解与冲突，提供深刻的见解。

研究族群性中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对于研究族群性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间的关系有所借鉴。早期的学者们，如博厄斯及其追随者认为，民族群体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独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的确，在此之前，原住民更希望自己被称为是“第一民族”。然而，这样一种描述给人感觉十分模糊，因为大家都认为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之间具有一些普遍的相互关系。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现在社会中的现象；那么“第一民族”如何适应这种框架呢？人类学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强调了三个关键点。第一，政治主权，无论它与现代人对它的理解有多么的不同和多大程度的退化，都会为任何庞大的人口——民族（ethnos），建立起民族特质（Bodley, 1994）。第二，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产生于被领导的人口和资源大量聚集这一历史情境中（Carneiro, 1970）。第三，民族主义作为催生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拿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为文化同质性下赌注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Gellner, 1983; Smith, 1986）。很多现代多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多民族的，但其文化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群体的单一文化。这是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的根源。

在一些意识形态中，某些原则的滥用加剧了现在这种状况。这些意识形态被高傲地视为是统一的、“民主的”，但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具有特定文化特质的学术传统。对于民主所谓的“广义”解释，关注的是个人主体自由和自主的政治权力（如Gutmann, 2003），进而引出“公民国家”（civicnation）的概念。它同“民族国家”（ethnicnation）相对，是由一群共享社会契约的人组成，他们也受到社会契约的保护；而社会契约是由公民身份决定。的确，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基础包含了这些原则，同时也掩盖了种族民族国家主义的现实和文化霸权。美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抽象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实际行动形成了对比，广大人民否认存在美国文化的事实，更加掩盖了这一现象（Cerroni-Long, 2004）。

全球化引起了大量人口迁移，加剧了多民族共存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同质性的减少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减少。新移民就是外国人，但是他们能够在共同起源的基础上，与本地民族社区联系起来。他们的涌入也加深了同主流群体的文化距离。外来文化的表象，如语言、宗教、家庭体系、教育、食物口味、装饰品、娱乐、艺术表现，甚至是医疗实践，完全被吸取这些文化的人口数量强化了。这一切又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由完全不同的文化预期勾勒的情境之中。在各种所谓的“公民国家”结构之中，都有这种预期。这个发现引出了后来的“身份政治”，后者利用个人主义人权传统，为保护群体的“文化权力”而辩护（见Rosaldo, 2003）。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就是源于这个看似矛盾的策略，它也有可能限制妥协政策。然而，它的广泛应用常常反映出了，这种对文化及其动态的严重误解，以及族群性中的文化内涵可能加剧冲突的错误理解。这样一来，它的后果总被认为是适得其反。多元文化教育，是20世纪最后25年最重要的教学发展（Early and Ang, 2003）。人类学对族群性中文化内涵的研究，对形成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最恰当的形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些努力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效果上，都十分有限（Cerroni-Long, 2002, 2006）。

甚至还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其目标是要推翻民族国家，但它已经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被经济动力削弱了。如果按照这观点，多元文化主义就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像我们所知的那样，将“部落制”（tribalism）等同于“文明的衰退”（Roosens, 1989）。人类学家很有必要澄清，“部落”（tribe）一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其特点是某个阶段的人口聚集，它与特定的生计和生活方式相关。同时，还应该指出，在历史上，部落间的冲突远远少于广义的国家间冲突，特别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可能会希望看到，逐渐出现“国家权威的丧失和小规模半自治单位的产生，同时伴随着一个超国家联邦或几个类似联邦的兴起”（Bell and Freeman, 1973:12）。这应该将国家和民族分开，在一个能够自由进入的行政联合体成员中扩展政治控制。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帝国的危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多民族国家的危机。但是，前南斯拉夫的案例给我们鲜明地展示出，超国家政治单位也许无法缓解其成员之间民族冲突的潜在根源。正因为此，它是不稳定的，它的解体随时可能发生。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明确理解国家中的文化变量，可以为缓解政治冲突提供深刻的见解。

最后，研究族群性中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与人类学自身的认识论价值有关。如果民族群体是没有国家的民族，研究其文化特质，对于了解在文化的产生、稳定、变化和消亡过程中政治自治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通过研究这些不同排列组合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定义将会更加精准。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是对文化及其多样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文化是我们这个物种最基本的适应机制，而文化多样性是这个机制的随机结果。这就是我们分析的立场，我们的研究方法既允许又限制我们从这个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研究的文化存在于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之中；对这些行为进行解释，我们既要从行动者本人的角度看，也要从多层次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方法的基础。对族群性中文化内涵的研究，将帮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我们这个学科的目标，更好地理解我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样，我们才能走出长期以来的自信危机，走出长期以来的民族志虚无主义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要将我们的研究推向新的理论构建和民族志分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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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的数字判断神经生理基础建立在布罗德曼（Broadman）39区的角回中。在这个区发生中风这样的脑血管意外将导致计算力的缺失，并使人的计算能力受到损伤。布鲁卡（Broca）语言区和威尔尼克（Wernicke）语言区失语症与之类似，它是由于大脑左半球说话中心受损而导致的（Dehaens, 1997）。自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数学能力具有神经生理基础，并且与基于特殊神经生理中心的说话能力发展相平行。

我们也许可以假定左右脑半球的数学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是全息的。通过神经生理类推，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些结构与沟通视觉定位的神经生理结构进行比较。在这个模型中，神经中枢结构的反应时间都是0.1毫秒，并且它们定位声源的能力都基于先天神经结构的经验。这样，要将微秒的两耳时差翻译出来，就必须有精确的阻断（Brand, Behrend, Marquardt, McAlpire, and Grothe, 2002）。

通过类推，我们可以假定，构成我们数学能力基础的数字线路也是同样的，大多是基于先天数字线路结构经验来提高我们比较数量顺序的能力。

因此，在概念上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必须天生能够对大量有组织原则的知觉经验进行分类。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布罗德曼39区的角回属于大脑组织区域。大量用于理解感知的数字描述清楚地证明了人们对普通的组织感知是先天的。

举例来说，数字和几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人类概念历史上一直都很明显。我们可以引用毕达哥拉斯的概念框架。他在几何学中证明了勾股定理：a2+b2=c2（即在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两条边长的条件下，可求出第三条边长），这是通过观察“自然中的数字”而得出的结论。理解在形成数量感的基础中的中心作用来自我们自然生活习惯的进化适应。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数量感为知觉比较提供了可靠的索引。它为我们比较不同的形式（比如视觉和听觉）、不同的感知准备了更坚固的基础。在这个假定下，接受音乐表演和写作训练是在数学线性的结构下，提供了数量感领域中的感知基础的指令。

在检测其他物种的比较性数据时，一些证据显示狼也许能够数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够比较不同规模的不同狼群。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能认出每一种物品与一个数目相关。同样，最后一个数字代表物品的总数。

与狼相比，狗在实验测试中显示出数量感。狗对1加1等于2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在实验测试中，当1加1等于3时，它们的刺激反应时间长了很多（Mateo, 2002）。

一、数学理解天分的辅助证据

我们人类对感官质量的普遍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区分什么美，什么不美）会显示出感知某种数学比率的能力。这个比率被称为黄金比例。这很容易产生，即通过把一个部分分割成两个，并使较小的那一个比较大那个的比例，相当于比较大的那个在整个原来的部分中所占的比例。这在古代和现代的艺术和建筑设计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Fibonnacci Numbers, 15th Edition）。

因此，小时候的平常经验和布罗德曼39区的先天要素也许让我们支持让·皮亚杰（Jearn Piaget）的发展理论。他提出，儿童在生命的前12年习得数理逻辑的基本公式。我们还可以从纯粹先天的立场修改让·皮亚杰的初始立场，使之变成：儿童心智中数学概念级数的获得是受经历影响而不仅是纯粹天生的。

另一方面，从先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我们在还没意识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数学知识。接下来，文化在决定什么是允许的经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Bursent, 1986）。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先天的数学能力和经历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样的文化环境。我们可以再次类比语言发展和数学发展。引用高斯密（Walter Goldschmidt）在《人类之路》（Man's Way）中的话：“语言能力作为一种能力，不仅是对符号的反映，还创造了符号，因为语言是符号性的行为。”（Swisher, 1989）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到，在达尔文的进化适应论中，我们拥有数字线和心理感知的部分。这种经验的或者神经生理的层面随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全景而出现。我们作为符号使用者和创造者，把这种能力运用到这些感知要素的符号中。同样，全世界上学的孩子为了学习好语言，不断地重复又缓慢又麻烦的课程表，学习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规则。

符号作为对知觉刺激的编码，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这是通过重复来达成的。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语言学习。同样，父母在孩子学习数数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因此，通过感觉运动的行动计算台阶数、物品（比如纽扣和弹球）提供了现成证据，来证明这种方法对于数学概念的早期学习很有效。

儿童的跳跃经历从抽象算术原则、大量计算等，到代数和之后的微积分方程式，这个转变看起来成了数量感的障碍，导致了大量现代文明人恐惧算术。如果可以用人类学或民族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来改善数学技能和理解的教学水平，将是对全世界的重大贡献！这项工作还要跨越另一个障碍，即对电脑的基本指令、电脑操作和编程技术等有一定的认识。

二、来自社会科学的借鉴

在学习环境中，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将学习与激情、参与相分离。这样，笑声和欢乐被严酷的努力和记背所取代。当然，这种情况在数学教学中比在其他地方更甚。通过学校，学到的知识既不会完全造就天才或新发现；也不能说在学习过程中，知识在通过其他形式被表达出来之前就在理论上存在。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知识是在与组织密切而激烈的关系中产生的。比如，你在数学教学中要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受到了必需的限制（Game and Metcalfe, 1996）。

首先，我们会推荐将数学教学积极地融入音乐和美术之中。欢笑、有图像和有节奏的互动，能捕捉儿童的兴趣，并把努力学习变成提高技能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有吸引力的游戏。由于有几何实例和图像，这些活动同时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将数学教学融入舞蹈和歌曲中，就是在其中注入了欢乐和积极的社会互动。现在，那些与数学学习和演练有关的恐惧反应，至少被这种教学方法部分地排除掉了。在理论学习中，这种教育过程也许代表了对数学的恐惧反应，被更积极的学习导向反应类型所替代。

记忆装置也许可以定义为是有助于默记或回忆的方法或系统、物理行为、言语公式、图形指示或物质发明（Leach and Fried, 1972）。在没有数学或音乐记号的无文字社会，民族学靠的就是这些记忆装置来保存记录，计算时间，算账，保存历史与系谱记录、神话、音乐和仪式知识，以及激励歌手去收集和背诵部落大事记。

在文献中显示的记忆装置有这几种：1）一些计算形式不只是表示数量。2）一些图形符号经常与不同类型的计算相结合，来代表广泛的意义。3）口头背诵与其他回忆方式可以相关，也可以不相关。

这种记忆装置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加人（the Incas）的奇普（Quipu），就是在符木上用绳索打结，由主要的绳索和辅助的线与次要的绳索相连。这样，数量和总数以十进制被记录下来，并且计算的物品用不同颜色的线区分开来，物品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它们之间的位置来显示。

所以，奇普不是一种计算装置，而是帮助受过训练的人进行记忆。类似地，北美印第安人的贝壳串珠（wampum）也是一种记忆装置。这些贝壳串珠项圈、带子和绳索被用做记录和交流的方式。

即使是在有书写语言和精确的书写数学和音乐符号的地方，人们也经常使用记忆装置。人们使用图表系统，还使用手图、韵律、结晶、旋律、文字游戏、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系统等，来帮助记忆。节奏以重点的重复作为重复的一种形式，是辅助记忆的一种可靠方式。

同样，我们在自然中看到了具有数学性质的重复图样模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数学能力是自然的反映（Dixon, 1998）。我们注意到，叶序（Phylotaxis）现象来自希腊语（Phyllon—树叶，Taxis—顺序）。有趣的是，茎上分布的螺旋形的枝或者植物开花时花瓣、萼片和螺旋花的数目符合著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提出的数列的连续性数字。在这个数列中每一个数字都是它前两个数的和，比如：1，1，2，3，5，8，13，21，34，55等（Klar, 2002）。

印加人编码奇普中的级数种类时，规定了记住一个序列的迅速方法和理解斐波那契数列递增的记忆装置。在这个例子中，记忆装置能够用于对符号逻辑和集合论进行编码的基本操作。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记忆装置被翻译成电脑基本的指令方法。因此，基于电脑的图标表达将适用于数学语义学的编码，进而增进回忆和改进对问题的解决。

在更普通的情况中，口头背诵能力可以编码数学符号和在任何民族语言学环境中构成易于理解的语法。所以，当地人将数学符号翻译为适当的语法和语义（惯用的）系统，成为国际间的数学教学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把数学文本置于其原始状态，前述的所有教学原理将没有一个合适，而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在这种教学系统中持续产生数学文盲。

由于先天的数学操作结构存在，我们假定数学精灵真的在人类的大脑功能性的心灵语言中存在，那么，管理音素语法和语义范畴的鲁卡语言区和威尔尼克语言区中发现的复杂结构在数学理解中也可能存在。正如人们认为音素是现代语言学的理想模式，而数字是算术中的理想模式。形状和数字作为理想模式被归于先天神经生理学过程，因为数学领域里的形状（比如几何形状）是理解数学的正式基础。

如前所述，在数学教学中能假定我们把均衡的多种几何形状和数字集合起来，如同在叶序现象中自然呈现出来的那样。

所以，在每个例子里，学科间的课堂教育能把不同植物标本混合来阐明数学级数。在这个标本中，数学级数得到很好的阐述，并且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计算。因此，在更常见的情况中，指导方法论与在数学人类学中的达尔文原理相符。这种达尔文原理认为，自然和数字中的对称，即自然选择这一点是由我们大脑中布罗德曼39区编码的。与其说是利用事先编码记住数字关系或者学数学的人的事先分类，倒不如说，这是基于基本原理，即通过课堂上举的例子形成了数学的感应知识。

人们也许认为，布罗德曼39区所展现的先天结构提供了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识别装置定量（LAD）类似的定量识别装置（QRD）。在这个假定下，量化的过程将来自先天的神经生理结构。计算1，2，3和更多哪个大，以及加减的基本运算与音素的译码和编码功能相似，这将可以通过智人的先天数字线功能来分析。

一旦这些基本理解建立起来，在给定的民族语言学环境中的数学问题，将被看成拼图、游戏和智力考验，而不是失败和挫折的来源。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喜欢在活泼的环境中享受智力挑战和解决难题。可以假设，用这种方式教的高等数学概念将有助于缓解把解决问题转向更复杂的方程式。

从达尔文的视角来看，可辨别条件下的连续性是最基本的刺激。不同刺激形态的转换，比如从大小到形状到颜色，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对基本数字概念进行编码的方法。这些不同维度的主动和感官驱动的处理，对于保证快速正确的学习是必需的。

教师要考虑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来辨别什么方面的刺激对学生是合适的。让·皮亚杰的理论认为，语言学和语义学分析以及与学生心理年龄相符的指导，对于学生编码数列和其他数理逻辑操作是最本质的。

从哲学上看，柏拉图把形状和数字作为理想模式（精灵），归于更高的领域。这种更高领域包括布罗德曼39区的皮层区域，其功能是对在智人的进化环境中发现的各种规律进行量化。同样，与大脑右半球的布鲁卡语言区和威尔尼克语言区类似，语言习得是后天的。它是通过民族语言学的经历而习得的，而不是推理演绎出来的。但是，在这种假设中，能力的基础存在于先天的数学理解中。

三、家庭环境与结论

人们假设数学可以像语言知识那样慢慢地被灌输到儿童的智力发展中去。以算数、有趣谜题中的数学问题为基础的早期数字经历，是一种家庭的文化活动。哲学和数学理解被视为人类理性的概念框架，是获得优异数学能力的必要成分。所以，学校环境同样也带有这种数学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场景中最好地设置它，就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数学人类学委员会的目标和价值所在。

作为理解数学的普遍原理，我们发现从代数学到微积分方程式和更高的高等数学的过程，要求更多的提取和简化。数学的形式越高等就越容易理解，因为已经建立了足够必需的基础，其操作就更容易。更高形式的数学需要的计算方法更简单，虽然比如从概念上来看，微积分中的微分可能是最难形象理解的数学值。

由于电脑语言是最抽象的数学形式，所以现代的小学和初高中课程也应在介绍层面增加电脑语言课程。这样，在小学和初高中完成对一门古代和现代外语的入门的同时，也将要求在早期介绍基本程序设计语言。

熟悉数学为形而上的关系做了准备，这对从定理和辅助定理起源和论证的自明系统是正确的。这些基础工作成为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流体动力学、电力学和等离子物理的支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理由认为数学理解力是进入大学课程或甚至从初中升到高中的先决条件。

现代数学及其运算法则、数学地形学、集合论以及布尔代数使我们的现代文明转变为数学世界。几年前还是很深奥的学科，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知识。那些含蓄的、某种程度上笨拙的象棋手现在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些人已经成为“工业巨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偶像”（Krauthamer, 2002）。

在数学知识中，有一种既是文化的又是神经生理的来源与这些假定一致。数学知识的基础作用在所有人类文化中显示出来。这种普遍性也支持了更普遍的达尔文主义，即数学编码能力肯定影响我们人类的生存潜力。所以，让我们用理论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执行和教育。

从历史来看，科学相比纯粹哲学所取得的胜利宣告了实证研究的价值。但是，人们普遍不愿意接受科学上的进步，除非它有数学支持。现在，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随着现代电脑和因特网的控制论，我们认识到数学理解力中存在着更大的价值。

因此，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数学人类学委员会将在21世纪继续致力于这一迫切需求的研究。




6.法律多元化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化委员会

安妮·格里菲斯著关祎译

引言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化委员会成立于1978年，至今已有30余年。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学习、了解民间法（Folk Law）与法律多元化，关注民间法与国家法律（State Law）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适当的情形下，它的活动包括：“为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律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努力地作出一些合情合理的、富有建设性的贡献，进而解决现代社会中民间法统治下的原住民集团、少数民族集团以及社会集团中存在的问题。”为此，该委员会还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对法律多元化各方面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总的网络平台。该委员会利用其自身的实用性特征，力求对至少部分的学术研究活动加以引导。这些学术研究致力于解决地方团体（Local Groups）中存在的社会与法律问题。这些地方团体通常透过国际法律形式（如人权）来挑战或抵抗国家法律的权威。

这就产生了一个关于法律多元化（Legal Pluralism）究竟是什么含义的问题。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指代多样性并且广受争议。的社会领域（Social Field）中。两者之间是连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取决于国家法律不同程度的集权性（Centrality）。一方面，国家法律界定了法律多元化存在的条件，包括对习惯法（Customary Law）的认可；另一方面，国家法律的集权性被认可的程度：许多因素可以引发法律多元化产生，可以使得习惯法无须依附于国家法律便具有其法律效力，认可程度便是这些因素之中的一个。

“法律多元化”这个术语的提出相对较晚，主要归功于吉利森（Gilissen）于1971年编纂的名为《法律多元化》（Le Pluralisme Juridique）的论文集。从那以后，J.格里菲斯（J. Griffiths）（1986）便开始围绕着他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多元化概念，发起了讨论：一种观点是“弱势的”（Weak）、“法理学的”（Guristic）或者说“经典的”法律多元化概念（在此他结合了律师对多元化的看法），另一种观点是“强势的”（Strong）、“深入的”（Deep）或者说“新型的”（New）法律多元化概念（结合社会学家对法律的看法）。J.格里菲斯的兴趣在于构建一种“描述性的法律多元化概念”，用于比较性研究。社会科学的视角是将法律看做是一种实证主义状态下的事物，这就促使他将法律多元化定义为“事物的一种状态，它存在于任何社会领域中，其中的任何行为都遵循一种以上法律规定”。

一、弱势的、法理学的、经典的法律多元化

许多关于“弱势的、法理学的、经典的法律多元化”的早期研究都将土著法（Indigenous Law）或习惯法（Customary Law）视为欧洲或者西方式法律的对立面。如何定义“法律”（不仅仅指国家法律），引发了不少的争论。像习惯法（Customary Law）、地方法（Local Law）、民间法（Folk Law）、非正式法（Informal Law）、群众法（Peoples Law）以及土著法（Indigenous Law）这些术语都曾被讨论过；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对于国家法律和民间法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并不存在一个恒久不变的概括。然而，以上这些术语通常被用来指代一种国家法律之外的、同国家法律相区别开来的法律。

对习惯法或土著法的关注产生自长久以来对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追求。自启蒙运动时代起，人们对追溯人类发展的演化史就产生了兴趣，而法律被看做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为它被看做是理性的代表，超越于其他形式的规则，例如利己主义等。于是，法律成了“文明”社会的注解，它使得人性及社会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变。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法律在这样的进步过程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它带来了更为卓越的前景，它将所谓的文明社会同所谓的原始社会区分开。进化性以及普遍性假设中潜藏着这样一种人类发展过程，因此，开展比较研究，比较不同社会中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律师们和人类学家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对全球法律的研究被看做是法律研究的重要典范和推动力，至今尚无人超越亨利·梅因爵士（SirHenry Maine, 1965）的研究成就。

同一时期，获得殖民地以及对殖民地的统治，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不论是在直接规则还是间接规则之下，规则都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正如恰诺克（Chanock, 1985:4）等人所说的那样，法律是控制管理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利刃。与此同时，法律自身及其所在的社会都将发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强加于殖民地的欧洲（西方）法律在某些个案中并不适用，例如，当对殖民地居民的家庭生活进行管理时，应将其交由地方法、习惯法或者土著法进行管理。由此看来，十分有必要对这些形式的法律进行研究，以将其整合到殖民统治的框架之中去。于是，地方法、习惯法以及土著法被看做是西方法律以外的法律，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法律。如前文所述，在这样的法律多元化模式下，国家界定参数用来标明不同法律体系在其统治区域内所覆盖的区域，例如习惯法、伊斯兰教法律等，将它们覆盖的区域界定为独立的、自治的区域。这种多元主义的一个首要例证由胡克（Hooker）提出，他对亚洲、非洲和中东部地区多元法律体系进行研究，并且将法律多元化定义为“产生自现代社会，是跨越文化界限、整体法律系统转型的产物”（Hoker, 1975:1）。

1.对该模式的几点批评

对该法律多元化模式的主要批评集中在于：它是一种中央集权化或形式主义模式的法律。人们认为这种法律概念的中央集权主义意味太浓，这会影响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在这种模式下，权力以国家形式被中央集权化，透过国家政府得以体现，其最直观的例证就是立法机构。法律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却又有别于政府部门，它拥有自己的特别机构，例如法庭以及经过特殊训练的法律工作者。法律通过国家获取其权威性，并且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法律具有其权威性。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看，对这种权威性的保持是通过强制执行国家制裁得以实现的。

总而言之，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它使用一种标准化的视角来看待法律及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J. Grifiths, 1985:3）；也就是说，该模式将法律置于整个社会环境的中心位置，并且它提供一种用于理解社会的标准化规则。在这种模式下，法律规则同社会规则相分离，而且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上（Roberts, 1979），法律规范还被用于终止所发生的冲突（Roberts, 1979:20; ComarofandRoberts, 1981:5）。因而，法律被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框架中，该框架将法律与社会生活相隔离，使法律具有一种自治的特点，用以维持法律的力量，及其凌驾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上的权威性；从而，在维持等级观念的同时，法律也在维持其管辖范围内的中立与平等。可以这样说：所有关于法律的研究都站在这种中央集权主义或者说形式主义的法律模式所具有的普遍深入的权力的阴影下（Galanter, 1981; J. Grifiths, 1986）。

然而，这种法律模式引起了广泛争论。在本章节中笔者主要对其三个缺点加以阐述。第一是，涉及一种将法律视为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体的观点；第二是，关注法律的独断权依赖于国家权力，而非法律的识别性、合法性以及有效性；第三是，涉及国家法律对公正性、一致性以及统一性的要求。

第一个缺点：法律是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体。

在这种模式下，法律脱离了环境，成为了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体。然而，不仅要透过历史阶段来看待法律，还要对特定历史时期中法律在全世界各地的出现作标记。这样的方法在本质上属于实在论（Essentialist）或归纳法（Reductionist）。它提出了一种特定的法律模式，该法律模式产生自某一历史时期，产生在某种统治范例下，它为存在于任何时间地点之中的法律提供框架。该领域遭到了批评（详见下文对强势法律多元化的探讨），当将其用于比较研究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有问题了，例如，当它促使官方去鉴定什么是法律，什么是不符合其标准应被排除在外的部分时。

第二个缺点：国家权威高于法律的识别性、合法性及有效性。

这种具有排他性的权威使得研究南部苏丹努尔人的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162）通过考量其他因素发现努尔人社会中不存在法律。由于不满足于将那些不符合中央集权模式的社会打上原始的或无法律的烙印，许多学者包括克拉克曼（Cluckman, 1955a,b）、博安南（Bohannan, 1968）和博思皮赛尔（Pospisil, 1958）都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对该问题的争论。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带来一个好处：它迅速扩展了调查研究的范围，例如，为了参与争论，学者们对法律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资源或机构。定义法律变得十分重要，并且这种定义不是形式上的定义，而是实质上的定义，它是指使秩序确立并存续于社会之中的一种手段。通过社会对未决冲突的处理得以体现。对法律的跨文化界定的关注促使后来的一批学者（Abel, 1973; Roberts, 1979; Comarof and Roberts, 1981）开始摒弃法律术语的使用，因为它们具有教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味；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彼此间的讨论以及社会秩序的实现过程作为比较分析的框架。许多研究都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当地进行详细的、微观的调查，以获得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ord Geertz, 1973）提出的对调查对象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样，他们为法律研究提出了一种对立面，该对立面基于抽象的法律理论，表达当人们应对统治地位、从属地位和被排除正式法律舞台之外时的复杂的方式，还有围绕着人们如何获得法律使用权以及如何使用法律的一些探讨。从总体上说，对于法律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转变，即从对法律规则和制度结构的研究向关注行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动态过程方面研究的一种转变（Nader and Yngvesson, 1973; Comarof and Roberts, 1981; A. Grififths, 1997）。

使用民族志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是，它能提供一种法律研究的对立面，即通过研究人们对法律详细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来研究基于抽象理论的法律。但是，当民族志方法为法律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抽象法律理论的全新视角的同时，其自身的一些理论和表述也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通过构建人类学文本以确立“民族志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这曾经遭到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ord and Marcus, 1986）、马库斯和费舍尔（Marcus and Fisher, 1989）等人的挑战。威尔姆森（Wilmsen, 1989）曾经批评民族志方法的实践，认为该方法是将部分选定的社会情境从社会构架之中脱离出来，这样做通常会造成一种文化要素主义的局面。女权主义学者察觉到男性权威在理论构建时占有优势地位，并对此发起挑战，包括批评马库斯和费舍尔没有考虑到或者说没有提及该领域内女性人类学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法律学者们（Lacey, 1992; Smart, 1989, 1992; MacKinnon, 1983, 1987; Finemann, 1983, 1991; White, 1991; Minnow, 1986）长久以来一直提出批评意见，因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中并没有适当地涉及法学研究中存在着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参与以及女性的实际经验；即便是略有涉及，也甚为不足。

所有与“弱势的、法理学的、经典的法律多元化模式”有关的问题都回归到了“权力”这个论题上面。这里的“权力”是指界定法律的权力、实施法律的权力以及使用法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使社会成员们制定的一系列主张具有权威性、合法性以及有效性（或者完全相反）。科利尔和斯塔尔（Collier and Starr, 1989）排斥法律多元性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法律多元化的概念并没有适当地涉及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的权利关系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只是将他们看成平等的，然而此种情况在现实案例中是很少见的。这种观点或许反对“弱势的、法理学的、经典的法律多元化模式”，然而，它也未必支持笔者下面即将探讨的“广义的、深入的、新型的法律多元化”。

第三个缺点：国家法律对公正性、一致性以及统一性的要求。

法律中央集权主义（形式主义）模式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国家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它排除其他一切形式的惯用规范，使它们远离法律的范畴，于是，法律中央集权主义（形式主义）模式断言，国家法律具有公正性、一致性和统一性。然而，法律多元化学者们向“国家法律的排他性”这种理想化断言发起了挑战，正如伍德曼（Woodman, 1998:51）在提到非国家法律的存在及其特点时所说的那样。他指出，对于非国家法律对国家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理论（而非排他性）所发起的挑战，学者们有一种含蓄的认同趋势。他还指出，“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1）国家法律并不是一个内部前后一致的法律体系，（2）国家法律同其他社会惯用规范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和区别”（Woodman, 1998:51）。尽管如此，伍德曼仍然强调梅莉（Merry）对其他一些惯用规范如何影响国家法律所作的观察是“非常不科学的”（Merry, 1988:884）。谈到习惯法，需要针对其在内容和应用方面是如何变化的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习惯法是否被当地居民所采用并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法律”，它是否同律师和法院所认定的习惯法相区别（Woodman, 1985），还是它已被看做是国际化的习惯法。

2.对法律的重新构想：国际视角与全球化视角

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在某一特定具体的情况下将习惯法引进并使其发挥作用，对这种特定具体的情况进行探索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它为“习惯法的有效性不依赖于国家”这一观点开辟了空间。现如今，在这样一个法律以及司法机构跨越当地、地区以及国家界限的时代，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地方范围”隐含在地区、国家以及国际权利信息网络之中，并且受到它们的影响。可以将这些相互之间贯穿交叉的、辩证的关系看做是全球化的产物，正如特文宁（Twining, 2000）所说的那样：“尽管这些过程尚未渗透到全球的所有领域，但是已经有了如下趋势：创建并巩固覆盖全球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单一生态体系以及复杂的信息网络。”这种视角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内容：检视国际法律模式以及准则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境中，通过社会实践实现“全球化”的不同方式。

3.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配置法律

这种重新配置对于法律来说有其深意。国家之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法律主权体系这种观点遭到了全球法律互动模式的动摇，全球法律互动侵蚀了国内与国际法律之间的界线、外国和本国法律系统与实践之间的界线，以及内部与外部司法权威之间的界线（McGrew, 1998:336）。正如德扎莱（Dezalay, 1990:281）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法律范畴中，全球化给“自治这个老问题带来了新光亮，或者也可以说，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国家司法文化”。

这种问题引发了关于权威以及法律正统性的探讨，这需要用其他方法来理解法律。如托依布纳（Teubner, 1997）所说的那样，全球法律的产生没有通过立法，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划分政治阶层的规范，这就使得重新思考传统法律教条显得十分必要。这将是一个解放性的工程，与此同时应认真研究形成自这些条件下的法律权威性与正统性。科赫（Koh, 2002:328）曾经表示，由于真正的全球问题的产生以及非政府行为的出现，国际法律的作用发生了改变，于是法律就再也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的等同物，而是促使国家与非国家在该领域中的合作具有人道主义干预，提高其民主化以及法律效力，并且提升国际职责”。

这样，国际化法律就变成了拥有自身权力和标准的事物，并且“到时候，本国的与国际的将变成一个整体，使得我们再也无法弄清楚某一概念在本质上是纯粹属于地区的还是属于全球的”。这一进步的正面意义是非常显著的，举例来说，通过制定迎合普通大众的国际化私人法律，可以跨越目前民事法所存在的障碍，如支付给印度博帕尔帮（Bhophal）受害者的赔偿金不够充足（Galanter, 2002）。

负面看法来自对合法化之后将发生什么的关注。正如博纳克（Banakar, 1998）所说的，在现代法律理论中，法律的概念被认定是基于合法化概念之上的，也就意味着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公民对法律规则的接受。“公民”和“单一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在世界层面上没有其对应物，结果就导致国际化法律的合法性及其执行力（由国家行为体建立或者由商业行为体创建的机构支撑）遇到问题。这是由于传统结构推崇的责任在这里可能被忽略了。

麦克伯奈特（McBarnet, 2002）曾表示，专业人士有选择性地吸取具有多重法律裁判权的法律来创建国际化法律构架，以便于满足其商业客户的需求，这样做可能会发生危险，因为这将暗中削弱保护公共利益的国家法律。

二、强势的、深入的、新型的法律多元化

这种法律多元化的含义是：从属于社会成员的法律规则应有多种形式，对其权威性的认同没有必要依附于国家。这种模式的多元化使法律研究避免遭到前文讨论过的“弱势的、法理学的、经典的法律多元化”所遭受到的批评。桑托斯（Santos）曾将“多孔式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定义为“不同的法律范畴在我们的头脑以及行动中进行配置，互相融会贯通的，（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墨守成规”（DeSousa Santos, 1987）。

强势的、深入的、新型的法律多元化克服了认为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来源于国家法律这种弊病，学者们开始将社会变化与转型动力考虑在内。例如，梅莉（Merry, 1988:889-890）明确指出，对强势的、深入的、新型的法律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曾经发生过转变，或者说将来法律研究有可能脱离理想型法律中央集权主义，脱离纯粹的法律定义，而转向对历史的理解，对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属性进行检视；并且应该辩证地分析标准化规则与对它的抵抗之间的关系，这些标准化规则提供了一种用于理解法律强制接受动力学的框架。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了解这些程序如何运作至关重要。由于全球化的不均衡性及其延伸程度与影响力的不同，分析必须基于实证主义研究，这些实证主义研究记录国家、社区、集体以及家户是如何陷入全球网络中并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它们突出了控制的无数变量，以及社会中和社会间作用的影响力。

三、全球化与法律

复杂的交流网络是在“人权领域”这样一个舞台上，影响着对习惯法及其同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认识。正如玛丽所观察到的那样：“原住民集团通常使用全球原住民众人权运动制定的标准以及国家法律条款来界定他们自己（Merry, 2000:127）。”这样的集团在要求保留他们对土地及（或）水源的权利时，迫于法律的相关规定他们必须宣称自己的文化特性（不管那是不是该集团本身的主要特征），这样诉求才能实现。

就这样，“原住民集团所在国家的法律条款以及一些国际规定影响着某一原住民集团如何呈现自己以及一些预想的民族特征”（Merry, 2000:127）。这种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它将人们蒙蔽，使得人们很轻易地将这样的集团视为“传统的”，以迎合“近来全球和国内权力格局的转移及其对原住民集团居住地的意义的这样一种新适应”（Merry, 2000:127）。

关于人权的探讨对全球以及地方层面施加影响（透过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一目了然）的速度，超越国家的机构处理“权力”事务空前扩张的范围，以及通过当地个人、联盟以及“原住民”集团对“权力”的宣扬，这些都在要求对文化、权力以及法律进行重新理解。

由于人类学家们将这种权力视为全球通用并不加检验地在世界各地使用，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特征上去，而它来源于“欧洲政治哲学理想主义”（Wilson, 1997:4），以及将这种模式的权力不加批判地强加给所有社会所产生的风险，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家对人权的探讨一直遭到批评。在探究这种权力的起源时，人类学家们在权利与文化之间作了一种连接，而这种权力的拥护者们也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争论变得两极化，一级是权力概念的普遍通用观，另外一级是权力概念的相对观。

然而，这两种立场都依赖于权力与特定文化结构之间的连接。由于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已经转变成了“多视角网络”（Hannerz, 1992:265-266），或者变成了一种“社会学虚构，一种关于无秩序社会背景中产生自社会活动中的相关实践与信仰的速记”（Cowan, Dembour and Wilson, 2001:14），于是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了。因此，需要另外一种视角，透过该视角关注地方、区域、国内以及国际范围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法律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超越于“僵化的文化概念及其名义下的二元化”（Abu-Lughod, 1998）。

在重新定义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使用一些强调过程、流动性以及争论性的分析性术语，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法律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破坏了两者之间关系的任何决定论的、约定俗成的观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它否定了“法律规则与当地文化特征图表”之间同一性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文化特征在其版图范围和法律体系之中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必然结果”（Greenhouse, 1998:65）。该方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法律与文化特征有着各自的必然结果”，正如她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文化自身合法化的基本原则”。

1.与性别有关的工作

在关注法律的性别特质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分析显示了它的解放性。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女性学者一直以来都在批评主流法律研究并没有将性别考虑到他们对法律本身的研究中去。法律多元化视角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那些侵犯到女性生活的惯用规范的方法，并将其纳入研究之中，关注日常社会生活中，女性与男性发现他们自己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同他人协商的情境，以及与此相反的情境；并且关注其如何形成人们的感知，如何影响人们接触法律、使用法律。

笔者自己的关于奎纳人（Kwena）的民族志是从琐碎的生活历史之中得来的，个案的延展性研究强调女性与男性共同生活着的性别化的世界，关注它如何影响女性介入法律的不同途径，如何在某些情境中赋予女性权利，又是如何在另外一些情境里压制她们的。在关于斯瓦希里（Swahili）女人是如何在当地卡蒂希（Kadhi）法庭（伊斯兰教的）从事物质分配的研究中，赫什（Hirsch, 1998）提出了一系列差别细微的研究，研究在那些涉及男性与女性间话语贯穿及互动的习惯法、宗教法、西方法律以及社会规范框架中，妇女是如何获得权利，以及是如何被剥夺权利的。在赫吕姆（Hellum）关于津巴布韦的研究中，她引用了半自治（Semi-autonomous）社会领域这样一个概念用以构架她的研究，研究揭示了规则如何管理亲属关系、婚姻，以及性别在解决生殖繁衍问题过程中是如何得以形成或持续的。

这种形式的研究对于后殖民社会尤为适用，该社会趋向于使用弱势的、法理学的以及经典的模式来研究多元化。所存在的问题正如斯图尔德（Stewart）所观察到的那样：

后殖民法律的宗旨有一种中央集权主义的趋向——当代法律研究者的任务看起来好像是通过研究当代司法体系以及最高法院裁决来深入理解包括殖民地法庭在内的当代法律。它对理解当代社会背景并不关心，尽管人们的风俗和行动始终与法庭判决与解释框架之外的世界相关联。（Stewart, 2000:11）

这种研究方式忽略了社会变迁与流动的能动性。对于那些从事非洲妇女法律工作的人来说：

例如“强势的”法律多元化这样的概念以及半自治社会领域中的相关工具开启了探索法律与生活之间互动的全新的、决定性的方法，因此，要尽量绘制一幅包含各种因素的全景图，这些因素影响着妇女的日常生活现实及其选择或决定，还有她们被迫接受的趋向。（Bentzon et al., 1998:46）在这场斗争中，民族国家的妇女团体还致力于动员国际干预，例如，联合国《消除歧视妇女公约》，目的是为了向给妇女和儿童施加了负面影响的国家法律发起挑战。例如，博茨瓦纳尤奈提·道（Unity Dow）审理的案件。当时人们发起了针对国家公民法的持续性抗议，该项法律禁止同外国人结婚的茨瓦纳（Tswana）妇女所生的子女获得公民身份；与此同时，同外国人结婚的茨瓦纳男性的子女，以及其父亲没有公民身份的未婚女子可以获得公民身份。通过该案件，尤奈提·道获得了国内某女性团体的大力支持，例如艾芒·巴萨迪（Emang Basadi）（女性站起来），还得到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例如都市摩根人权研究所（Urban Morgan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辛辛那提大学法律系等，因此，她将这项法案提交到了博茨瓦纳高等法院。

有趣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博茨瓦纳政府试图修正基于习惯法之上的两性之间的歧视性条款。这种观点未起到任何作用。它认为，如果宪法中加入抵制歧视（特别是那些掩盖性别本质）的相关条款，如果这种歧视不再合法，那么习惯法本身也将不再存在。因此，政府发起了一场关于“文化权利”的探讨，即关于茨瓦纳习惯法（其本质是家长制）的持续存续，以此来伸张个人权利。

判决中最高法院所持的态度是：“如果宪法的构架中明显地存在性别歧视性条款，那这将是对现代思想以及宪法精神的侵犯。”（全文的第17页）世界妇女大会对此影响颇深，尽管博茨瓦纳当时并没有签约加入。法庭呼吁最高法院对此判决进行重新审议，再一次依靠国际人权这一工具，支持消除歧视、法律对平等的保护，以及消除针对女性的歧视。

2.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另一组对法律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和国际援助，这使得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转变，从向政府多方机构、捐赠阶层和相关投资和发展基金提供直接援助，转变成对个人组织提供直接援助。这一政策所带来的重要结果是产生了很多非政府组织（NGO）。这些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选民扫盲、发展小商业、资源管理和对人权的监督等。这些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一系列不同组织的角色，从操控着几个大洲百万资产的组织，到代表商业利益组织、草根联盟，或者是宗教村落和文化团体。它们在规模、组织成分、资金来源以及同政府关系等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时它们中的任何部门，“本国和跨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在全球层面上运作，同私人公司或者其他的非政府组织组成联盟，以交换意见和信息，协调经济利益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并且游说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来开展保护妇女权益和保护环境等相关活动”（Leve and Karim, 2001:53）。

3.跨国世界中的法律多元化

鉴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衡且多样的影响，朗戈（Long, 1996:43）提出，有必要研究全球化环境下的“内在化”和“非局域化”过程，用以揭示“新特征、新联盟的产生，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特定人口之中争取空间和力量的”。深远的法律多元化提供一个透镜，通过它来检视分析法律多元化的操作及作用机制，并且分析全球化世界环境中的局部区域。在这样一项事业之中，指向参与者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承认局部范围内的分析，例如习惯法，例如一些简单的由外部机构、利益和市场驱策力（衍生自国家、地区和跨国机构）所驱动的范畴。与此正相反，该视角支持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即不仅仅分析全球环境如何影响局部区域，还要分析局部区域如何回应。这种分析框架促使跨国力量的作用及其干预更加完善，认为这些现象表征了社会构成和持续协商的进程。该视角不仅将当地部门考虑在内，还为当地的执行者处理这种现象献计献策，包括他们的管理、拨款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将其彻底瓦解。这也反过来催生了一种共识：这些“外部”干预是如何变得多种多样，是如何被赋予了一系列当地含义以及实践活动的。

就这样，社会行动者不仅与跨国力量（以其自身固有的经验和对文化的理解为形式）相互影响，并且还通过这种两者之间的相互碰撞获得新经验和共识；正如朗戈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过程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刻见解”（Long, 1996:50）。因而，社会行动者将他们对全人类的职责定义为两种分析形式——基于抽象形式的分析和基于理论形式的分析，它们试图对社会关系的连贯性和变迁进行说明。这种形式分析的价值在于“不可以将行动者的行为简单地看做是由有计划的干预或者文化危机所决定的”（Long, 1996:52）。同样，正如朗戈曾经提出的“一种关于非政府组织自由政策、理论以及实践的全新的观点，它超越于通常的研究趋势，并非仅仅是从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策角度来研究”（Long, 1996:52）。

四、发展趋势：形成法律研究议程

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这样一点：法律是作为一种概念被构建起来，而习惯法和法律多元化正是依靠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构造标志着正在进行中的鉴别、商议和争论过程，反映了一项工程总是处于建设状态之中，就好像学者在对法律的研究过程中，随时注意到它的存续与转变。行动者导向和法律民族志研究存在于广义法律多元化的血管中，它们通过三种方式对那些争论和研究议程作出贡献。这些研究议程更加恰当地使用全球与地区（法律的）这两个维度。详细的论述见下文。

1.法律作为一种陈述和意义的体系

将法律作为一种陈述体系进行研究，它是在国家权威的体系之下产生其自身含义的。这种研究应该涵盖以下内容：检视法律是如何创造、产生以及深化文明、合理、公平、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通过研读关于发展、民主化以及法制等内容的相关论著来关注法律的文化内涵。然而，我们同样关注法律如何成为文化特质的符号的这种过程，及其表征公民身份和各少数民族团体利益的深层内涵，这种内涵不仅仅依托于国家的权威认定，与国家对版图和领土的权威认定有所不同。这样的研究将会更为具体细致地去理解民族国家的运动是如何起作用的；并且更加深刻地体会宗教活动的深层动因，这些宗教活动切断国家之间的界限，有一些甚至在当时还形成了反政府力量。

2.法律在地区、国家及国际层面上的流动

通过参与有关民族认知和文化权利等内容的人权探讨，来检视原住民或当地居民是如何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的。这些研究将揭示这些行动者使用哪些资源支持他们的主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利用国际或全球网络形成他们的文化特质；还将探讨他们的主张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国家法律的桎梏，同时也使得国家法律面临更多挑战。研究将揭示全球、国家以及地区框架下的权力是如何转变，进而使得那些主张得以实现的。这些研究将揭示法律、权力以及民族团结是如何贯穿彼此的；也将考虑到权力的流动及其具体化的过程，这些权力存在于当地官方与民间、规范与策略的构架之中。自然资源管理以及环境保护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原住民团体及其他们的代表正试图通过号召维护当地公众权益来发起一种对森林、土地以及水源进行管理的“原住民”概念。他们是通过参与、自我管理、“新政府”以及特许等方式来明确他们的主张，这些均衍生自话语权力和国际法；这将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研究领域。

3.形成自其他标准化法规的国家法律

本段内容将探讨标准化法规是如何形成国家法律的，还将对法律领域内其自身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对国家法律的多样性得以产生的条件，将给予更加系统化的考虑，包括其制度化以及强制力的程度。这些研究使人们对国家法律是如何运作的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些研究允许不同程度上的兼容性或者非兼容性的存在，因此，国家法律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则需要考虑到其同质性。官僚政府机构试图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体与集团的生活进行管理，研究将检视其多种多样的管理方式，同时也将考虑到这些个人和团体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国家通过其多种多样的发展计划和组织结构对其版图与子民的控制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笔者还将探讨这些五花八门的控制方法，并且还将研究在当地层面和超越国家层面上的“无国家”模式的控制与之有怎么样的关联。部分研究还将探索国家法律体系如何处理宪法每一章内容中的不同意识形态，并且探讨差异性的文化内涵。这样的研究将确保对差异性、法律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研究不会简单地沦为民族国家为其自身合法化而描绘文化地图的过程。

说明：本文的一个较早版本曾经以“法律多元化”为题目，收录在R.巴纳卡（R. Banakar）和特拉弗斯（M. Travers）主编的《法律与社会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Social Theory）（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Hart Publishing, 2002）一书中。




7.抢救文化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紧急人类学委员会

斯蒂芬妮·维兹鲍尔—侯汉沃德 著 关祎 译

一、紧急人类学委员会的发展历史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研究人类历史的众多分支领域中的科学家们便发现，他们的研究无可否认地忽略了对原住民及其文化和语言的记录和存档。研究人员几乎尚未采取补救措施对世界各地的濒危社区进行抢救，同时抢救的呼声也很微弱。

20世纪50年代人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关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订有效方案。195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罗伯特·冯海涅—格德登（Robert Von Heine-Gdldem）教授同该领域里的一些非常有经验、有声望的研究者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抢救民族学”的论坛。他在开篇介绍中这样写道：

“对全世界部落民族的研究发现，非欧洲文明的彻底改变或者说完全毁灭，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然而……这一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全世界的远古文明都在以空前的速度瓦解和消失。部落民族将被周围更强大的集团吞并，独立集团将不复存在。未被妥善记录下来的风俗和语言将永久地消失。”

公众能够接受的不仅仅是满意以及深刻的印象。1956年在费城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紧急民族学与人类学专题再次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和广泛的兴趣，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代表们也开始着手接管该项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主席保罗·里维（Paul Rivet）教授（巴黎）、秘书长佩德罗·博斯—吉姆帕拉（Pedro Bosch-Gimpera）教授（墨西哥城）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全体大会上提出了设立紧急人类学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on Urgent Anthropology）的议案，并将其总部设在维也纳大学，冯海涅—格德登（Von Heine-Geldern）教授担任主席，安娜·侯汉沃德—格拉奇斯丁（Anna Hohenwart-Gerlachstein）博士担任助理。1956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在新德里召开之前，该项提案被提出。经过讨论该项提案获准，并且之后的执行条款由维也纳秘书处写入章程中，内容如下：

“经由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商议，该委员会主席将由官方认定，对那些面临变迁、瓦解或者灭绝威胁的文明及语言的研究应给予鼓励，并使其得到援助。”

一经官方批准，紧急人类学委员会便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同国际机构和相关个人进行联系，开始着手最紧迫的研究任务并计划撰写简报。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委员会一直在发展壮大。许多国家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并为每一年的简报作出了贡献。文化的变迁甚至消亡，使当地文明、民众及其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危险，及时地对这些资料进行记录深受这些人类学家们的推崇。冯海涅—格德登教授直到1968年去世前，一直在该委员会中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为了继续发展这一项已完善建立的事业，冯海涅—格德登教授多年的助理安娜·侯汉沃德—格拉奇斯丁博士接任他，成为委员会的主席并且负责简报的编辑工作。从前的学者联系继续保持，过去和现在的简报投稿人拥有同等的地位。

197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紧急人类学委员会的报告在参会代表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常设理事会提出了扩大该委员会工作的强烈倡议，倡议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设立紧急人类学委员会为一个常设的委员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常设理事会向全体大会提交了该申请，并以全票通过。该委员会的总部应该设在其委员所在地——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系，侯汉沃德—格拉奇斯丁博士担任主席。指导方针如下：

（1）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放主题为“您在做什么”的调查问卷，寻找正在从事相关研究的个人和团体。

（2）编辑一份委员会《通讯》，陈述对民族志文档和影像记录的迫切需求。

（3）努力获取来自各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的意见。

（4）促成与当地专家和组织的合作研究、建立档案并对问题进行反馈。

（5）努力与影视人类学专家合作，他们的努力方向应符合人类学家标准和调查研究的要求。芝加哥世界大会结束之后，该委员会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工作。首要的工作就是大范围地发放问卷，并且收获颇丰。接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筛选那些知识渊博的并了解该委员会初衷的学者。内容如下：

（1）为了当地民众，并同当地民众一起抢救土著文化遗产。

（2）科学地记录生活和文化中那些面临巨变、消失甚至灭绝威胁的任何方面。

（3）人类学及其相邻学科拯救的主要对象是物质财产和非物质财产。接下来的重要一步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紧急人类学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res on Urgen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在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仔细准确地挑选稳定可靠的学者，令其担任“区域中心”主席一职。选定的主席们负责部署田野调查工作者，对他们进行指导并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且紧急人类学的网络也在不断地扩大。委员会的《通讯》对区域中心、国际合作及企业等的情况有非常详尽的报道。自1972年起，斯蒂芬妮·维兹鲍尔—侯汉沃德（Stephanie Wiesbauer-Hohenwart）就以各种方式同委员会合作。她的职责是担任《简报》（第37期—38期，1995—1996年）的执行主编，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有关学术会议，并代表本委员会出席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举办的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2003年她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安娜·侯汉沃德—格拉奇斯丁博士担任该委员会的理事长。2003年11月，在奥地利波伊斯朵夫（Poysdorf）镇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食品与食品问题委员会国际大会上，普林兹（Prinz）教授促成了紧急人类学委员会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民族医学系的合作。2005年11月，新研究中心在维也纳举行落成典礼，许多来宾在那里赞赏了装饰一新的房子并进行了生动热烈的讨论。斯蒂芬妮·维兹鲍尔与民族医学系合作，针对发展问题组织了一场跨学科的专题会议；其后，她参与筹备了2004年12月在印度兰契召开的题为“土著居民的发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主席是维贾伊·阿帕德黑（Vijay Upadhyay），他也是该委员会设在兰契的南亚区域中心主任。维也纳的研究中心发起了许多合作项目，特别是2006年2月与Kubik教授和芝加哥黑色音乐中心的合作；2006年11月与维也纳科学院的卢卡斯（Lukas）教授合作，在维也纳民族博物院联合召开了一个关于东南亚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紧急人类学委员会自1956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同上百位学者进行过合作。维也纳总部及其区域中心可以欣慰地回顾取得的各种成绩。

紧急人类学委员会肩负着继续前行的使命。我们鼓励国际合作，鼓励组织或个人赞助，让我们一道共同营救和记录地球上的濒危文化遗产。

二、研究取向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很明显，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必须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才能完成，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学者，更应该同那些致力于护卫和记录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人进行合作。因而，该委员会的宗旨一直是“同人民一起工作，为了人民而工作”。

区域中心不仅仅关注当地活动，还组织召开有国际代表参加的研讨会，在委员会的《通讯》和《简报》上报道他们的活动。超过半数的《简报》供稿人来自非西方国家。

这种合作将长期持续着，通过彼此交换出版物而克服现实的障碍，相互成为信息伙伴。

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委员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简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明确阐释“紧急”的两种定义：“传统”意义上的和“现代”意义上的。

1.“传统”的研究取向

研究和记录的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它们受现代化或者外部世界力量的影响，面临着文化突变、替代甚至毁灭的威胁。建议研究者的主要关注方面有：原住民的习俗和仪式、法律、口头文学、医药、音乐、艺术、传统技术和手工艺品等。

2.“现代”的研究取向

人类学家所面临的“紧急任务”是努力提升原住民的权益，保持他们的社区生活方式，保护他们的传统文化遗存。这一研究取向扩大了该委员会的视野和工作范围。例如，这些关注现实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强权剥削、贫困状态下的落后群体（流浪儿童、部落妇女）、健康问题以及由滥用药物或其他行为造成的健康损坏等。

三、发展前景

上文提到的在印度兰契召开的关注原住民发展策略的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发展的前提是和平与相互信任。和平与相互理解作为发展的基础，需要进一步深化；需要建立处理冲突的机制；需要建立讨论、建议和调解中心。

·对于特殊案例和特殊时期，原住民和政府应均具有否决权。

·法律援助不仅仅用来管理下层民众，他们应自己组织起来并寻求法律援助。

·人类学家应该与执行调解、建议、实况调查有关的程序和中心融为一体。

人类学家在深入调查的结果之上提出辩护意见。

·发展必须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上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发展必须建立在被关注人群的意愿之上；他们的文化、社会结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共同利益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享有生存权利，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享有工作机会和合理报偿，享有获得教育和信息的机会，享有使用医疗设备的权利，对儿童、患者及老年人的关怀，享有宗教、文化和政治诉求的自由。

·因此，共同利益体现在对抗不同形式的贫困和维护人权之上。·基础参考文献详见《世界人权宣言》和《千禧年发展目标》。

随着交流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文化碰撞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因此2009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下一届IUAES国际大会的主题确定为：“原住民/本土文化中的宗教融合所引发的问题（在社会文化和医学领域）”。为了方便探讨，相关主页正在建设中。

四、出版物

《简报》第1期到第44期。绝大多数的过期《简报》可以从设在维也纳的研究中心获取。

《通讯》最新的一期为第6期。绝大多数的过期《通讯》也可以从设在维也纳的研究中心获取。其中有区域中心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

五、办公地址与联系方式

紧急人类学委员会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一个常设专业委员会，由斯蒂芬妮·维兹鲍尔—侯汉沃德（Stephanie Wiesbauer-Hohenwart）担任主席，安娜·侯汉沃德—格拉奇斯丁（Anna Hohenwart-Gerlachstein）博士担任名誉主席。在国际上，它是通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哲学和人文学理事会报批而成立起来的。在地区上，它的总部设在维也纳医学院的民族医药系，阿尔名·普林兹（Armin Prinz）博士是该系的主任。办公室坐落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伯格嘎斯（Burggasse）大街33号，邮编：1070（e-mail:icuar＠wiesbauer.org），其内有一个存放交换出版物的图书馆以及该委员会的《通讯》和《简报》编辑部。




8.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我们能将它抛于偏远地带吗？ 博物馆机构不可预知的作用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委员会

M.K.高塔姆 著 关祎 译

引言

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索尔·塔克斯（Sol Tax）教授和LP.维德亚尔塔（LP. Vidyarthi）教授都感觉到一种建立博物馆委员会的迫切需要。于是，1978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大会主席维德亚尔塔教授同博物馆学家P.H.波特（P. H. Pott）和文化人类学家M.K.高塔姆（M. K. Gautam）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经商议决定，新成立的“博物馆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将由莱顿（荷兰）的学者担任。然而，1983年在魁北克和温哥华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该委员会被更名为“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Commission on Museums and Cultural Heritage，简称COMACH），由高塔姆博士担任主席。从那以后，“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组织了许多地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会议，并推出了若干人类学—博物馆学项目。“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曾经同国家政府以及地区博物馆合作过。在过去的30多年里，在文化遗产及其认同问题成为当今首要论题的大背景下，该委员会见证了外界对博物馆机构态度的转变。新近博物馆的数字化设备和全球化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藏品收集工作更加平稳高效。然而，它们仍然在破坏和忽视区域特征及其文化。极为有限的资金使得满腔热情的博物馆学专家和人类学家们寸步难行。我们共同期望，对一些尚未被博物馆机构收藏的地方性文化遗产，各种基金会能够积极地给予资助，开展研究、记录及发表研究报告。

一、认同与遗产

依据文化遗产的概念，“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试图强调对区域认同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形成理想化一元地球村的一种必要参数，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区域认同看做是对我们世界遗产的一种反映。它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应当被忽视。被关注群体的认同由一些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如语言，交流方式，手势，宗教仪式，行为准则及其价值观念，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构架，招募新兵的方式，婚姻和亲属关系，生活危机，父系制与母系制下的同族通婚和居住形式，对姻亲、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的期望及其继承关系（Gautam, 1977）。认同（Identity）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适用于一些次级认同的形式（Parsons, 1951, 1967）。换句话说，认同（Identity）和遗产（Heritage）是一对同义词。由于人们的观念是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得以保存、维持，以及被实际地使用和解释，因此，它们便成为了文化遗产的神经系统。这些观念通过抽象的、有形的和象征的等多种可能的形式发挥作用。故事、民间传说、背诵、交流和言语等形式的口头传统，它们不论是否已被记录成文字，都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心理学所谓的遮阳伞般的保护。它们通过抽象的形式产生了感性认识、意象和具体的表现方式，借助神话的构成体系转变成了实体的外形，并划清了不同群体认同的文化界限。

二、博物馆的发展

在西方通过殖民化不断扩张的时期，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被那些鲜为人知的群体及其文化所深深吸引。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的一切物质存在都是具有异国情调传统的东西。他们将之收集起来布置在私人房间里，或者是送到一些公共博物馆中。这种收藏行动的持续进行促进了民族志与人类学的发展（Gautam, 1969, 1972）。

在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殖民化、资源开发和贸易扩张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私人收藏者，并且他们在收藏者的圈子里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远游四方，有许多故事对你讲”（Wieverrereizenmaakt, kanveelverhalen）（Pott, 1962）。他们的收藏很不系统，由于他们不了解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因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看法，即认为它们是低等的。在欧洲，那些人被称做是“未开化的”、“野蛮的”、“没有信仰的”、“原始的”人（Locher, 1954）。与西方文明相比，非西方文明被看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将非西方文明打上了“未开化”的烙印，潜在地包含了某种种族歧视。这种观念没有持续很久，人类学观念就发展了起来；然而，这些物质收藏和受人关注的文化仍然被划分到与西方文明不等同的其他体系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私人收藏还是官方收藏都，该向公众开放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欧洲博物馆发展的开端。在欧洲，许多博物馆纷纷建立起来了：大英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41年，布鲁塞尔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5年，莱顿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7年，哥廷根（Gö
 ttingen）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737年，莱比锡博物馆建立于1871年。这些博物馆都是在一些先驱学者如Blumaenback（哥廷根）、Jomards（巴黎）、vonSiebold（莱顿）、Thomsen（哥本哈根）、GustavKlemn（莱比锡）等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Gautam, 1969, 1972）。因此，在19世纪的前25年里，“人们在异国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成了民族志博物馆研究的主题（Pott, 1962）。

博物馆在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发展。在美国，巴斯蒂安（Bastian）、巴霍芬（Bachofen）、梅因（Maine）、摩尔根（Morgan）和泰勒（Tylor）等学者领导着整个学术潮流。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1818年在圣路易斯建立了第一个印地安人博物馆；紧随其后的是亨利·摩尔根（Henry Morgan）于1843年在纽约对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收藏；在芝加哥1893年建起了第一家田野博物馆。

1884年，人类学成了英国大学课程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早在1874年，在包括皮特—瑞弗斯（Pitt-Rivers）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记录与查询》这本“科学家指南”手册就出版发行了。1893年，普特南（Putnam）和他的助手博厄斯（Boas）参与组织了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Collier and Tschopik, 1954; Collier, 1962）。博厄斯强调内容准确具体的专题说明应该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旅行家和探险者的报道逐渐失去了科学价值。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田野调查者在墨西哥、美国西海岸、西伯利亚和南太平洋展开了有关的田野调查。

在欧洲，受杜尔干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术观点引领着人类学研究走上功能主义的道路。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的建立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他们在收集藏品的同时，强调对物质文化、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等进行描述性的、功能性的和比较性的研究。

正如博厄斯（1907）所说的“物质不仅仅只是物质，它还是思想的载体”，“在田野调查和博物馆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学这门学科已日渐成熟（Kroeber, 1954）。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新思潮和来自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观点等都渗透到了人类学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博物馆学者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他们应该跟上“民族志目录索引”的思路，这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与大学人类学系（Fenton, 1960）。博物馆藏品及其研究可以作为从各个方面“研究文化遗产”的物质资源（Gautam, 1969, 1972）。

三、博物馆机构作用的变化

通过观察收藏活动与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人们可以这样说，早年间殖民时代猎奇性质的收藏如今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那些地方性的文物尽管已被收藏起来了，但从来没有获得平等的价值。一旦藏品被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那么向人们讲解远方文明的活动便开始了。有时候，例如在英国和荷兰，建立研究所是为了培训行政官员。在荷兰，热带研究所（KIT，阿姆斯特丹）成了收藏物品、研究报告、文献资料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象征的中心，它们都是些关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东西，从具有穆斯林风格的爪哇和苏门答腊，到具有印度特色的巴厘岛、住有部落民的婆罗门岛、新几内亚及其周遍的大量环礁。

如今已进入21世纪。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许多博物馆还处于边缘状态。或许它们由于缺少资金，无法对许多地区性文物进行研究，并利用微型照片复制等技术进行整理和分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藏品被挪放到角落并无限期封存，既不向公众开放，也不向科学研究者开放。这样，鲜活的藏品便不存在了。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然而，9·11双峰塔事件又给恐怖主义和种族仇恨增添了新的含义。各政党在对人进行分类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结果是，世界上许多地方性文化被忽视了。虽然人们给这些地方性文化贴上了新标签，但它们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现实中，博物馆机构的存在仅仅是名义上的，政府在政策上对它们的支持缺乏热情。博物馆及其藏品被认为是非赢利的，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博物馆无法赚钱，这是事实，但其中的藏品却可以为以情动人的游说活动创造条件，至少它们可以从文化旅游开始，逐渐形成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关系。

四、预警警报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曾经非常清楚地表示：掌握了方法与理论的人类学家们此时此刻，应立即采取行动，加速对留存下来的社区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否则将会太迟。他在纪念史密森研究所成立200周年的庆典中讲了这样一番话：

“让我们假设，现在天文学家警告我们说，一个未知星球正在向地球靠近并且将在近地轨道上停留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随后将永远消失。为了抓住这绝无仅有的机会，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建造基地和卫星。直到最近大家才认识到：未知文明同已知文明是如此毗邻，除了缺乏人力物力以外对它们的研究不存在任何障碍，同样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努力，尽管很快它们将大白于世，但这项工作却是无比的紧迫和无比的重要。土著文明比放射性物质衰竭得还要迅速，而且月球、火星、金星也都将永远同地球保持亘古不变的距离，然而未知文明向我们举起的这一面镜子却将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到那个时候即使再贵重再精准的仪器，也无法让我们再次辨认并研究我们自己的样子了。”（Levi-Strauss, 1966）

五、丰富的桑塔尔（Santhal）收藏

如今依然有许多藏品闲置在博物馆的仓库里。既然人们时常会对物质文化进行探讨和争论，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家博物馆拥有保存完好且独一无二的藏品？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藏品，难道我们不应该做点事吗？

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藏品，是关于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旧称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乔塔·那格普尔（Chota Nagpur）]的桑塔尔—蒙达（Santhal-Munda）部落的。其他的藏品被存放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Lillehamer）和荷兰的莱顿。这些手工艺品是由斯克莱弗斯拉德（Skrefsrud）和博丁（Bodding）在19世纪下半叶以及高斯达尔（Gausdal）在后来的时间里收集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收藏品散布在奥斯陆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各处，并被命名为桑塔利斯坦（Santhalistan，指位于印度桑塔尔的一个被传教士神化了的、从未存在过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着手整理记录这些藏品。在奥斯陆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重组的过程中，我听说收藏品被移送到了偏远地区并无法继续对其再进行研究。同样，20世纪60年代我在荷兰整理桑塔尔—蒙达部落的相关物品时，由于缺少基金我的研究也无法继续。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在波特的指导下，桑塔尔的全貌将在布雷达博物馆（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的附属建筑）向世人展开。目前，藏品暂时被存放在其他地方，人类学家无法接触到这些藏品。

对待桑塔尔—蒙达部落的珍贵藏品，如果能够给予适当的关注，便是接受了五百万桑塔尔—蒙达人民的认同及其文化遗产。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藏品从来未被公众和科学家们所关注或加以适当的研究。这些较为完整的收藏品是这个部落民族150年历史的见证。这些藏品首先被斯克莱弗斯拉德于19世纪经由海上运送到欧洲的挪威，随后在1903年到1911年间又被博丁运送到了奥斯陆和莱顿。20世纪50年代，高斯达尔也收藏过一些物品并于1956年将之运送到奥斯陆。在莱顿，在波特的建议下，我在1968年和1972年前往桑塔尔—蒙达部落完成了藏品的收集。令人遗憾的是，继波特之后，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对此收藏并不感兴趣。

存放在奥斯陆利勒哈默尔和荷兰莱顿的桑塔尔—蒙达收藏品非常珍贵，因为它非常完整（Gautam, 1969, 1972, 1973, 1977）。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家居生活。

（2）经济生活：

a）打猎、捕鱼和食物采集；

b）农业；

c）手工业。

（3）社会宗教生活：

a）炊具与火炉；

b）服装与装饰品；

c）生命周期事件和Bonga（精神）仪式。

（4）盛宴与节日：

a）乐器与舞蹈；

b）装扮与娱乐；

c）体现社会承认和社会关系的示意动作。

（5）其他各种物品。

总的来说，这些收藏品加上口头传统的描述让人们对桑塔尔的神秘形象有了感性认识，包括他们的起源、历史上的被迫迁移、与其他部落的纠纷、部落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和平和与自然共存的认识。对该群体的研究将为研究周边地区及其民众的生态变化带来启示。这些部落在150年里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转型，他们的技术和经济类型的改变，他们对行为准则的普遍认识以及民主价值观，还有他们的整个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是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模版。在现实中，文化遗产是被研究对象仅存的记忆。

桑塔尔—蒙达部落地区经历了75年的部落土地保卫战，如今它终于成为了印度共和国的一个新的省（Oraon, 2004）。

这些收藏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部落民是如何以及在何种历史政治背景下创造和重建他们的民主传统的；他们的新特征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部落民通常遭到边缘化并通常被迫融入主流文化的世界里保护新特质又维持旧传统的。情况变得令人担忧，或者说现存文化正在消亡。

许多地区的文化遭受着各自政府的博物馆政策的破坏，桑塔尔—蒙达部落就是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印度和缅甸边境（印度的东北部，缅甸的西北部）的纳噶（Naga）部落。莱登博物馆（荷兰）、巴塞尔博物馆（瑞士）、维也纳博物馆（澳大利亚）均未收藏弗雷尔·冯·海曼朵夫（Fureryon Haimendorf）教授的收藏品。偶尔维也纳博物馆和巴塞尔博物馆会在一些展出活动中陈列这些藏品，而莱登博物馆仅仅是对它们表示好奇。于是，许多部落文化被博物馆忽视。情况紧急，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警告过我们的那样：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或者将那些珍贵的藏品还给收藏它的人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国家。2004年位于印度新省贾坎德邦的省会兰契的部落研究中心组织了题为“印度新省贾坎德邦的部落的状况”国际大会，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文化遗产及其认同。当与会的学者、部落民积极分子和政府官员得知他们生活文化的重要部分正在被欧洲国家收藏着，他们便变得十分激动并要求印度政府将那些藏品召回家乡，归还给当地人们及其子孙后代。尽管奥斯陆大学民族志博物馆并未作任何科学研究，但是它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将它带回家——奥斯陆大学民族志博物馆》（Bouquet, 1996）。本书的目录中确实提到了这些收藏品，题目是“传教士的严谨”，之后就对其缄口不言。

结语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已成立了许多委员会（Nas, 2006），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立即行动起来作一些刻不容缓的研究，然而由于缺少资金，我恐怕工作只能停留在纸上并且渐渐脱离我们所关注的草根群众。十分有必要让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探讨出一个资金策略，不仅仅是为了收藏品、文化遗产以及保护其认同，还要鼓励年轻学者将他们的时间用于作研究，公布他们的成果以及提出理论见解。




9.从和谐的角度看全球不同女性和性别文化： 关注21世纪的新统一体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女性人类学委员会

费伊·哈莉森 著 关祎 译

一、从女性到性别及其他维度的差异

在过去的30年里，各种类型的人类学调查、分析和理论构建都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女性（指妇女和女孩）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发挥作用的方式、身份认同等。这些研究发展迅速，在理论与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以往的许多女性研究对更早前人类学过分男性化或者只考虑男性的趋势采取一种应对和纠正的态度，认为其缺乏对女性真正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未被当做一个分析范畴，男性在民族志研究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丝毫没有顾及其潜在的文化元素：不论是在正式的还是在非正式的（即制度上的或结构上的）领域中，男性都被当成社会的人造产物，而未被看做是生物自然力量的结果。

在人类学发展产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女性开始被认为是“撑起了半边天”（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推广的一个口号；详见Friedlander, 1996）。然而，人类学家们及时地意识到女性人类学自身存在着局限性。在最初的时期，使用人类学的描述性术语记录妇女和女孩的复杂经历，将一般的记录发展为文献资料，这肯定是十分必要，但也严重不足。同时还需要一些概念化、理论化、方法论化的工具，用以帮助理解和解释潜在的逻辑与原则，这些逻辑与原则影响着（如果不是决定的话）构成全世界“性别”文化多样性的内涵、社会实践与权力结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人类学家们一直在认真反思：在学术成果和理论体系最具影响力的领域里，认识论规则与西方文化偏见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着性别研究中的权威术语。

女性人类学最终发展成了性别人类学。性别通常被界定为一种产生自两性间生理及生物差异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在各种社会中这些社会文化内涵是如何通过象征或具体的方式得以体现的（Mascia-Lees and Black, 2000）。人类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性别这样一个相关性概念对于阐释社会文化体系的丰富多样十分有效，它给女性、男性以及双性人赋予了内涵、角色期望和定位。性别和性别关系研究的理论和研究主题十分丰富多样：从对女性的象征性解读到对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再到人类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劳动力划分等。它们同时受到认识论与本体论假想的影响，认为它们或多或少与文化相关联，然而真实情况却不尽然。许多西方人类学理论中隐藏着的文化偏见是个课题，这些文化偏见是许多性别人类学与女权主义学者间争论的症结所在。

美国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理论实践家雪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 1996）曾指出，性别和性别论题的基本定位是：认为女性或男性身份并不是通过自然过程得以延续的。性别是通过意识形态过程或者话语过程得以形成的，有时对它的描述不具备实体，而是通过行动者或媒介物的行为、抵抗和协商实现的。行为及其无意识的后果都是建构、解构和重构性别的关键因素。该论点强调，在特定条件下，当男女两性的行为和能力处于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时，就有抵抗、侵犯和重构权力格局的可能。

早期（也包括目前的一些）性别研究对于性与性别采取外延与内涵的二分法原则。“性别必然地透过生物学性别表征文化”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分析的破坏。社会分析通常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视角，尤其是一些“奇异理论”的影响，对异性恋与异性恋者的研究不断发展进步，然而在性别和性特征研究方面却存在偏见。性/性别系统理论中植入了二元性，并且性的自然属性（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并且彼此排斥）遭到了一些理论的挑战，这些理论模糊了性与性别的界限或者完全割断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对生物学性别的观察和理解是透过文化构造的透镜对其本身进行性别区分、审视和解读的。换句话说，性是文化概念，同时性别也是，但性别并不一定挂靠在性、解剖学或生殖器上面。瑞士民族志学家唐·库利克（Don Kulick）以其对巴西特拉维斯提斯人（Travestis）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出，性别的构成包括“理解、过程、主观和实践，而不一定形成自（依赖于）生殖器官”（Kulick, 1998:10）。正如下文中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这种更加具有弹性（可变）的性别观念存在于非洲学者研究视角的许多方面。这些非洲学者认为主流人类学观点具有文化局限性，与其说它们是全世界的，不如说是欧洲中心的。这些研究指出了对性别进行多学科构建的必要性。

性别的概念与性别研究框架对于人类学家和其中的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是重要的成果，他们将其作为人类差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与中心维度进行探讨。然而，性别仅仅是进入人们生活的一个点。在过去的20年间，女权主义学者（致力于拥护和动员性别平等及女性平等权利）已将社会分析引入其中，将性别作为许多重要轴线或矢量（差异、不平等和权利）之中的一个，必须将以上所有要素都考虑在内，以确保囊括了女性和男性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元复合维度。许多女权主义和他性（Other Gender）学者们在研究性别是如何同年龄、阶级、种性、民族和种族相互交织关联的问题时，已经开始将交叉研究方法引入其中。游离于女性政治和女性研究运动主流之外的女权主义者已向经典理论（精练化、具体化的性别）发起挑战。（例如，对它进行构建，假定其具有某种固定的、根本的特质，可以引入任何情境中应用于所有女性。）这个有待商榷的性别实在论以那些女性（全世界总人口中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人口）理所当然的体验作为基础，她们分别被界定为一系列不同的阶级、人种、种族和民族认同。工人阶级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女性，连同那些来自种族划分或宗教少数人群社区的女性们，长久以来一直坚称性别同时受到阶级、人种、性别偏好、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和相互建构；因此，关于“女性地位”的普遍观点，隐藏于较深层次和大量的比较性论据，这些都导致了许多女性经历被排挤和边缘化，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学术贡献。许多年来，该领域的学术帝国始终关注热切的讨论，特别是在例如联合国妇女大会这种国际场合中。人类学也有类似的讨论，这引发了女权主义人类学非殖民化的诉求（Bolles, 1995; Lazreg, 2005）以及远离美国标准的人类学的诉求，只有这样性别人类学才能在其他国家场域中发展起来，特别是南半球和东半球（例如中国），才能经由潜在的改造从通常被看做是边缘转变成为学科扩展、国际中心（Harrison, in press）。

二、人类学或女性与性别人类学的竞争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女性和性别的研究没必要完全一致，尽管它们可能契合在某单一目标中。不存在单一的女性及（或）性别人类学。有多种多样的人类学和项目计划对人类学进行重构，使得该学科在21世纪更加富有成效，尽管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仍然存在。通过“和与或”（and/or）的视角对女性和性别进行思考还存在是另外一个原因。女性与性别通常是混合的，具有性别意味着女性，反之亦然。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日益增长的男性研究，女权主义性别研究通过批评性地披露理所当然的父权制所带来的影响使得男性研究产生了这种增长。我们也不可以忽视学术项目，这些学术项目在探讨性别压抑时并未阐明它是批评、分析和政治干预的唯一或关键要素。例如，美国的女性有色人种（支持女性主义的从属人种女性）将所有压抑与歧视视为种族压抑的结果；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女性和她们的团体，他们看到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将性别视为学术分析与政治动员出发点，对此他们持抵制态度（Philips, 2006）。

人类学家之间的国际或跨文化对话关注女性地位及其从性别不平等之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这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这样的组织已经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用以实现全球人类学界各国不同场域中的良好实践。当然，这是个理想型且长期的目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女性人类学委员会致力于召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实践者，以实现不同视角之间的学术交流，进而有可能形成研究课题的系统表述，这一切更倾向于产生自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背景中。例如，在2003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上一届大会、200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世界大会以及非政府（NGO）论坛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女性委员会组织了专题会议和工作会议，探讨并参与了多种文化与国家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实践行为开辟了一个容纳新层面和现代论题的空间。这些现代论题的主题反映出一些先锋关注点，并且具有同美国及西欧人类学界不同的视角。

非洲、阿拉伯和东南亚人类学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已经显示出了针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例如生殖器切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少数民族团体的全球化、跨国女权主义联盟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等。这种介入的一个清晰例证就是伍呷（2000）所作的一个（以中国云南彝族为例）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它探讨的是少数民族女性经济地位的变化、健康状况以及民族认同重构问题。另外，还有法德耶·古因迪（Fadwa El Guindi）的一项富有争议的研究。该研究揭露了传教士对美国女权主义隐匿的偏见，削弱了它适当有效地处理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女性生活复杂性的能力（引自Harrison, 2003; El Guindi, 2005）。

自20世纪70年代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南非人类学界就已经开始扩展女权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并打破其（西方统治的）局限性。《女性、艾滋病和人权》是一本新近非常重要的论文集。该论文集产自该委员会同印度人类学联合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4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中期会议之间的合作。尽管该论坛和随后发表的成果中包含有美国（例如Harrison, 2005a）和法国人类学家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整体，该特殊论题对艾滋病（性流行病）应用人类学领域的主要论题进行详细描述，这同印度人类学家自身话语体系相符合。然而，该论题是向全世界同仁开放的，它以文化趋向性行为（Culturally-inflected manner）作为框架，最大化其相关性和有用性，为印度的公共政策提供信息，其最根本的基础是同全球环境以及资源权力总体分配不均相关联的“向权力道出真相”。

《印度人类学家》艾滋病专栏的编辑与撰稿人苏芭德拉·米特拉·查娜（Subhadra Mitra Channa），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指出，许多印度女权主义者关于现代性和发展问题的观点是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过多地同西方化融合混淆（Channa, 2004）。这种观点使得印度原住民知识发生贬值甚至“成为无价值之物”，并导致针对传统女性的极其恶劣的人权暴力。根据查娜的观点，如果使用真正批判的实践方式来实施女权主义方法论，那么该方法论就能够成为重构权利体系的重要工具，使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具有更公正的社会政治成为可能。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她引用了她对女权主义方法论的重构，用以超越印度人类学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局限性，那些人类学家避免探讨印度世袭等级以及性别与世袭等级的交集（Channa, 2005a）。

非洲学者对于性别人类学观点的国际化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阿玛第尤梅（If Aimadiume）、奥约伍咪（Oyèrónké Oyēwumí，一位研究人类学许多方面的社会学家）、斯提迪（Filomina Chioma Steady）和恩基罗（Esther Njiro）（2005），她们曾经发表过关于性别、发展和艾滋病等方面非常有见地的文章，并引领了一种趋势：将非洲女性的认识论和文化知识引入关于女性与性别的人类学探讨中。他们的观点证明了重构西方主导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这样他们才能依照一系列多样文化知识进行重新定位并且形成多元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这样一个新综合体与体制转型才能实现。通过耐心且开放胸襟的付出与收获，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对话，实现西方与非西方、东方与南方、学术与非学术视角观点之间的共融（Harrison, 1997a:2）。将差异与杂交排除在外，欧洲中心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对于性别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将始终无法调和。非裔美国人、泛非主义者（Steady, 2000, 2006）和格温多琳·迈克尔（Gwendolyn Mikell, 1997）根据他们具有分歧性的历史和关于女性与性别的假设，都曾经阐明过西方与非洲女权主义之间的显著差异。

女权主义理论家、女性运动民族志学者迈克尔认为：

“非洲女权主义有其自身的源头，同形成西方女权主义的原动力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自非洲女性抵抗西方霸权及其在非洲文化中的遗存的过程。很显然它不是产生自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并非产生自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父权对女性的控制……”（Mikell, 1997 : 4）。

她进一步指出非洲的女权主义尚处在“慢慢浮现的阶段”，很明显是“异性恋的，尚未成形的，并且过多关注‘面包、黄油、文化和权力’之类的论题”。她所提及的观点反射出了非洲国家被迫同新自由全球化进行交涉的经验。这些情形已经：

“推动女性更加勇敢地利用经济政治资源，用以改变和影响她们在具有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的社会中的地位”（Mikell, 1997:5）。

斯提迪（Steady）认为，非洲女权主义是具有完整性、人文主义特性的，它导致了“一种多元知觉，该知觉不仅基于性别，同时还基于种族主义结构，它产生自种族主义统治、剥削和压迫的岁月”（Steady, nodate:4）。非洲的女权主义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同时强调行动主义，并且帮助女性发展“生存技能、抵抗策略与获得权利的策略，并使之通过自身或者通过与其他人的联盟获得更多资源……”（Steady, nodate:4）。重视文化的同时摒弃文化实践或文化占有，这些对女性是有害的。

阿玛第尤梅（Amadiume）和奥约伍咪（Oyewumi）、伊博（Igbo）和约鲁巴（Yoruba）分别向西方关于非洲女性及性别体系的女权主义结构发起了激烈的挑战。通过引用学科史学、民族志史和民族志证据，她们指出，西方的女性与性别概念建立在“生物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用于理解非洲社会性别史是不恰当的。她们认为，“女性”的根本属性指代“分享利益、欲望及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概念产生自殖民主义以及生物决定论思想体系，它被强加在了西非社会中。她们指出，在前殖民时代，“身材”和“身体理论”并不以社会认同、吸纳或排斥为基础。根据她们的观点，前殖民时代的个人具有高度环境性和变更性，并且它并不是以二元解剖学为基础的（Oyewunmi, 1997）。不考虑生物学贡献，女性的性别角色（例如在伊博人社会中的男性女儿和女性丈夫）也能得到改变（Amadiume, 1987）。甚至今天，对热点性别论题（非洲传统如何毒害女性）的强调已经使得许多国际/跨国女权主义有能力欣然地透过其文化遗存，参与并学习那些女性成功的、富有权利的部分。例如，奥约伍咪讲述她1996年的田野调查时回忆道，她无法预先假设所有地域都是男性统治的。她面对的是“约鲁巴兰德（Yorubaland）的巴里（baálè）村里的两位女头目，她们是家族传承统治的领导者……”（Oyewunmi, 1997:xiv）。

在试图弄清性别与女性生活时，受文化影响的认识论与理论上的差异并没有造成学者间交流沟通的不可逾越、不可调和的障碍，特别是当他们理解批判主义、自我批判主义的结构性角色，并且参与到学术或专业发展中去的时候。格拉西亚·克拉克（Gracia Clark）和玛丽·维斯曼特尔（Mary Weismantel）这两位女权主义人类学家通过其文化上相差异的学术传统和轨道之间的交互影响实现了她们学术成就的提高和加深。她们为成功沟通和调和差异树立了一个榜样。格拉西亚·克拉克（1994）的一项关于加纳库马西市场女性的示范性的研究，表明了黑非洲女权主义理论跨越种族和大洲界限的流动性和可转移性。格拉西亚·克拉克是一位受英国教育的经济人类学家，她使用了黑人女权主义交叉理论构建并实施她复杂的研究，该研究是关于结构性调节和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约束的背景下，市场女性同经济状况非同寻常的交涉。

玛丽·维斯曼特尔也是美国人，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脉与原住民祖姆巴古阿人（zumbagua）一起工作。在其成熟老练的研究中，她使用了从原住民研究顾问那里学来的理论。他们是普通的原印第安人，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专业训练，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给民族志学者“提供信息的人”。那些民族志学者的研究通常远离田野，以“提供信息的人”提供的资料为基础，以期拓展理论的来源。祖姆巴古阿人通过物质的交互作用制造亲属关系的观念，提供了一种白话版的理论，使得维斯曼特尔的研究与理解既清晰，又正式。极具争议性的是，这些关于祖姆巴古阿人世界的解释性分析形成了维斯曼特尔对于性别、收养和家庭形成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局限于她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庄，对该世界的分析及其分析模式在重新思考变化着的结构与美国社会亲属制度期望值时显得十分有用。她指出，当地美国印第安人理论一旦被提取精炼出来，就不仅仅是客观资料，还是跨文化例证，它能够解释世界的其他部分。

三、当女权主义交流时

尽管有竞争激烈的女性与性别概念和理论，以及各种女性社会定位和权利趋向，仍有根本的证据证实女性不公正遭受着贫穷、政治剥削和其他形式结构暴力的正面冲击，从环境退化到准军事化弊端以及军事男性化（Harrison, 2004）。无论阿玛第尤梅关于英国殖民者登上舞台之前女性生活的立场如何，她认为，在后殖民时期的尼日利亚和在英格兰的非洲移民社区中，女性组织必须动员起来，争取性别平等（Amadiume, 2000）。斯提迪曾经详细记录过非洲女性为发展与民主化所进行的合作行动，特别是塞拉利昂个案——从传统联盟到联合国系统（2006）。非洲女权主义为性别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显然同国际女性运动是相一致的，尽管存在跨文化张力、矛盾与断沟。

尽管存在着这些复杂性，人类学家仍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忘掉合作联盟的一些准则，这些合作与联盟是基于跨文化、国家和半球的差异之上。这些努力来自于一项承诺：“寻找我们共有的痛苦、价值体系、挑战和目标”（Billson and Fleuhr-Lobban, 2005:399）。下面将强调三个例子用以说明合作项目的种类（具有应用和实践内涵）。在这些合作中，人类学家的参与是朝向那些目标的。第一个例子是伊娃·弗雷兰德（Eva Friedlander）的一个重要论文集。它充分地收集了来自1995年中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随后的非政府（NGO）论坛上的演讲（Friedlander, 1996）。世界妇女大会（IWAC）的一个成员，曾经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女性人类学委员会共同合作，伊娃·弗雷兰德担任NGO论坛全体会议的协调人，该组织中曾出现过许多国际女性运动的行动与学术领袖。为了使和平、发展与女性权利的多样视角具有更广阔的观众，伊娃·弗雷兰德的《透过女性的眼睛看世界》（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women's eyes）在许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著作，不论是在国内维度、跨文化范畴，还是多学科领域内。相当一部分发言人/作者都是人类学行动者，将该学科视角引入女性NGO行动中。

第二个例子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女性人类学委员会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世界大会项目，它催生了名为《抵制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关于人种、性别和人权的全球视角》（Resisting racism and xenophobia：Global perspectives on race, gender, and human rights）的出版物（Harrison, 2005）。通过许多撰稿人，该论文集将性别交叉与人权暴力相联系。人权暴力意味着种族主义，以及全球许多地区的相对排斥性。尽管该论调并非始终一成不变，它仍然被看做是联结与争论之间的共同网络。这个合作性质的项目由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者（笔者）领导。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将笔者看做是“一位生活在西方且有着多于西方视角的非西方的西方人”（Eisenstein, 2004:114）。该现象根源于由泛非主义理论家、行动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最先提出的双重意识（1961[1903]）。她对于非裔美国人尤其是白人霸权下的种族主义问题有很丰富的研究。女权主义者已经建立并扩展了该观念，以阐明“多元意识”在按人种划分且通常属于从属阶级的女性文化，在学术成果和社会/政治集体行动等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如，Harrison, 1997b:97; Steady, nodate : 4）。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及其出色成果，形成自人类学视角。它是一个比较性研究，并催生了《女性地位：面向社会变迁的全球理论》（Female well-being：Toward a glob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Billson and Fluehr-Lobban, 2005）一书。它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由跨越4个大洲的11个不同国家的工作组承担工作。比尔森（Billson）和佛勒尔—罗班（Fleuhr-Lobban）提出了一条非常具有概念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脉络，编织出一个相对具有衔接性的、关于20世纪女性福利不断变化且不均衡发展状况的画面。这个全面广泛的研究项目使得她们能够为社会变革和全球女性福利构建一个总体理论模型。书中已界定出超过30条准则来解释这些复杂、多样且非线性的程序，它们是从统计学、历史学以及（可能的情况下）由个案研究得来的民族志资料的广阔视野中扩展而来的。在此，仅举三个准则为例。如下：

准则4——广泛的、公共支持的女性教育是社会变迁（改善地位）的必要条件（378）。

准则18——女性越拥有权力、越独立，有权力的男性更倾向于对其进行虐待、忽视、嘲笑或肉体伤害。这是男性重获实在或感官上失去了的力量的方式（383）。

准则24——穆斯林女性的地位不取决于她是否有工作，而是取决于她的家庭生活水平、她的安全感和避免伤害虐待的自由、她的教育程度、她的媒介感和她的个人表现（387—388）。在这项重要的实证主义模型构建项目中，包含了关于“行动主义者经验教训”的富有创见性的探讨，比尔森和佛勒尔—罗班有能力对全球女性地位意味着什么和用于实现既定目标必需的全球准则，从观念上和行动上进行重新界定和扩展。平等的教育、经济状况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医疗条件；远离暴力；以及受到保护的人权等，都是必需的条件。女性的福祉绝对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区、国家乃至世界的状况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获得女性福祉依赖于女性的集体意志。“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促成了”更具包容性的人权运动，形成了集体意志的中心力量（BillsonandFleuhr-Lobban, 2005:411）。虽然该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它也显示了北方女权主义具有更加巨大的基础空间，去发起并协调开展远程的、多地点的项目，其结果是创建出突破社会研究受地域局限的新理论。尽管其用心良苦，该项目的分工协作在许多方面与之前的两个出版物相类似，再现了当今的学术水平。这个友好的批评仅仅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类学家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实现这种转变。这个转变对重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去殖民化十分有必要。这样，基于非洲或亚太的研究和理论构建才能出现在世界社会科学舞台的中心，拥有所有必要的学术机构和理论支持，使这一分水岭的发展得以合法化和巩固。




10.营养与食品人类学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

伊戈尔·德加里纳海伦·麦克贝思里卡尔多·阿维拉弗雷德里克·杜阿尔特瓦莱丽·德加里纳伊莎贝尔·冈萨雷斯·特莫克劳德·马塞尔·赫拉迪克安妮·休伯特F.克赛维埃·梅蒂娜

艾伦·梅瑟帕特里克·帕凯沃尔夫·斯基芬霍夫卡门·斯特伦加鲁 著 关祎 译

绪论

在过去的四十余年中，人类学对食品和营养的关注与日俱增，且已发展形成了人类学同其他一些学科之间的结合。当代IUAES委员会中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ICAF）成立于1977年，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拉温德拉·尔哈雷（Ravindra Khare）对其在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今，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主席是伊戈尔·德加里纳（Igorde Garine）（garine＠wanadoo.fr），秘书长是安妮·休伯特（Annie Hubert）（anahubert＠club-internet.fr）。委员会成员的详细信息参见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网站，www.icafood.eu。

然而食品与营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都很少关注食品这方面的问题。人类学家与营养学家之间的首次合作诞生自理查兹（Richards）与魏多森（Widdowson）（1936）之间，并且在英国殖民事务所和非洲饮食习惯与营养研究所（ORANA）中得到深入发展。对食物采用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Guthe and Mead，1945），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成员们对此有浓厚兴趣（Kardiner et al.，1945）。实用营养学寻求来自人类学家的相关信息，这样人类学便得以服务于食物稀缺与营养不良方面的研究。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如国际儿童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和粮食与农业组织等都将人类学视角纳入其食物与营养的研究项目中，并且1966年粮食与农业组织内部成立了一个饮食习惯分部。1964年，国际生物学发展规划（IBP）将食物与营养作为组成部分纳入人类适应性部门，促使全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学、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专家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拉帕波特（Rappaport）（1968）和李（Lee）（1979）将人类学中的“人类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加以区分，如同斯图尔德（Steward）、哈里斯（Harris）和罗斯（Ross）（1987）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将食物纳入到他们的研究领域之中。随后，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65）以及结构主义学派的成员们均透过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来关注食物问题。在IUAES委员会中，第一个相关工作成立于1960年第六届ICAES大会，关注食物象征意义，1968年第八届ICAES大会中，食品与饮食习惯人类学国际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ICAF）的诞生。

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ICAF）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点：

·协助全球人类学家对食物进行基础及应用性研究；

·鼓励生物人类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机构与专家个人之间的合作；

·催生食品与营养人类学的相关教育与培训、研讨会以及出版物等；

·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本土专家关注食品问题与营养。

到了1974年“营养人类学”这个名词被使用在了美国人类学联合会上。1983年，“营养人类学委员会”（CNA）成为了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AA）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拥有自己的研讨会和出版物，同年西半球—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名为“家庭的营养人类学”研讨会，随后发表在了《食品与营养会刊》（Food, 1983）上。1984年，梅瑟（Messer）发表了一篇题为“饮食的人类学视角”（Messer, 1984）的文章，回顾了人类学与食物和营养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随后的几年中又有许多更深入的探讨，如明茨（Mintz）和杜波伊斯（DuBois）（2002）的题为“食物与饮食人类学”的文章。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和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间的相互沟通对于两个组织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本章要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2004年，营养人类学委员会面向社会更名，表达了其对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友好合作关系。

如今，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拥有了全球框架，五大洲都有概念性分部。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包含14个国家委员会，但目前主要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美国曾经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成员有玛丽·斯克林肖（Mary Scrimshaw），拉温德拉·尔哈雷（Ravindra Khare）和格雷特尔·佩尔托（Gretel Pelto）。他们都致力于加强人类学家与营养学家之间的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多年来尔哈雷一直负责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报纸发行，报纸是由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会员们轮流编辑撰写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编纂了一部研究食物的人类学指南，该指南用以帮助和促进一些组织同人类学专家沟通。同时其他国家中也有一些食品与营养人类学的成员个人或相关团体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国家委员会组织。多年来在学术上十分成功却缺乏组织体系，与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中的同事和朋友间的合作十分松散，说服一些领域里的人类学家，使确信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并形成会员制度并不容易，但随着对该领域关注度的提升和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这又是十分必要的。网站主页正在建设之中，其首要任务就是辅助全球联系与合作。

学科内与跨学科合作

IUAES委员会中的食品与营养委员会于1977年成立，1974年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AA）开始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与此同时“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或“营养人类学”）成为人类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受到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巨大影响，许多研究纷纷抛弃孤立的理论体系，并开始选择跨越学科和理论间的界限。生物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在该领域内展开合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二者互相忽视并且由于若干领域内的争端而拒不合作，他们通常误解彼此的语言和理论。然而，众所周知营养学是个多因素的学科，特别是在应用性研究中十分需要合作。与食品相关专题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和研讨会已经实现了社会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生物人类学家以及古人类学家同营养学家、饮食学家、生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之间的合作。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也同样受到影响，一些专家逐渐意识到食物和营养相关研究应当在全球范围展开，并且考虑到不同社会背景，还要控制在小规模且以复合学科为视角（e.g., Garine, 2004）。

不仅仅是重复性研究，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开展的绝大多数多学科研究和研讨会均关注与食品有关的各种主题，例如饥饿（下文将详述）、体质、肥胖、酗酒、季节性、肉类、啤酒、打猎、必需品消费等，或者针对特定地区，例如地中海国家、墨西哥山区、港口等（见参考文献中表一：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组织的研讨会，表二：出版的相关书籍）。研究生活在各种特定环境（如北极、喜马拉雅山区、热带雨林、干旱热带等）的人群的营养适应性，均显示出社会学与生物人类学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其中在欧洲和美国有这样一个例子，牛津大学的生物学系以及法国科学研究国家中心（CNRS）关于“食物差异人类学”的研究小组之间的合作，最终催生了喜马拉雅山区“塔芒族人的健康与营养”研究项目（Koppert, 1988; Panter-Brick, 1986, 1988 and 1989）。还有一个例子是独一无二的弗朗科—喀麦隆（Franco-Cameroonian）项目——“喀麦隆居民的食品人类学”。1986年到1992年间对14个人群进行了比较民族志研究，食物消费调查和生物人类学研究，考察一年中不同时期营养的重要性（Froment et al., 1996）。最近的一个合作的例子是2003年启动的，合作方包括利比利亚美洲大学（Ibero-American University）营养系，墨西哥城，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态人类学和民族生物学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对地区多样性的关注和环境和生态的文化视角。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生物—社会学之间的合作是十分困难的，因为通常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和研究标准，为千差万别的研究问题寻求答案，并且论文发表的比率也有不同。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中研究项目的跨学科合作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欧洲各地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后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其他领域研究中也盛行起来。

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从事这种多学科研究项目的人对于跨学科合作中的若干方面是非常了解的。诚然，调整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期达到预想的目的而又不降低各学科的严密性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已经认识到通常有必要寻找一种途径，使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例如，量度饮食和摄入食物的定量方法或许同时需要扩充定性信息，再如，定性民族志信息或许需要定量数据来验证（e.g., Froment et al., 1996）。

“单纯”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风险，例如，关于食物偏好、口感、味道等方面的定量研究可能会误导好恶程度（e.g., Macbeth et al., 1999）。不同文明社会中摄取的食物未被营养学家纳入构成表格中，使得营养学家忽略它们的存在，此时跨学科研究视角或许能够证明它们在饮食中的重要性（Mac Clancy et al., in press）。在进行整体性、比较性以及多学科研究中民族志方法获得了新的支持，且十分必要，同时统计方法背后的基本理论甚至也得到过社会人类学的支持。为这种合作的复杂性列一个表格将会十分冗长，但又是可以长存的。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同学科间视角的组合以及考虑到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态背景，但还有一个变量，就是时间和时间段，几十年，几年以及一年四季（e.g., Garine and Harrison, 1988; Ulijaszek and Strickland, 1993）。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研讨会和研究项目关注过一些跨越不同地理区域的水平变量，处于基本相同的时间段，也有其他一些研究采用历史性视角，例如史前、历史上或近代。冈萨雷斯·特莫（González Turmo）和马太思·沃度（Mataix Verdú, 2004）的研究工作是从老年受访者那里收集饮食习惯的信息，且由可知食谱和经济数据的相关信息获得了验证，他们的研究开创了三分支研究方法，用以验证关于较早时代的不确定的口头信息。

生物社会人类学，饮食与健康

种族划分、文化多样性以及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Macbeth and Shetty, 2001）使得健康与医药这个领域十分需要同食品人类学之间的合作。人类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将在下文加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要探讨与社会文化视角之间的联系。食物的概念同传统体液健康观念体系紧密相连，该体系强调平衡。这些观念对“传统”（如今可以说是“二者选一的”）医疗实践仍然影响巨大，应当牢记希波克拉底医派（Hippocratic medical）同样是体液论的。此种观念的核心是食物、健康以及环境之间直接紧密相连的概念，由此产生了整体论方法并且认为健康个体同他/她周围的直接环境间保持着完美的平衡，同时有些文化持有完整的宇宙观，例如中国的道家思想（Hubert, 2000）。

另一方面，食物的营养是生理需要的重要元素，多样性的文化判定某种食物“可食用”还是“不可食用”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联：象征意义、健康状况概念（Wiessner and Schiefenhvel, 1995）、个人喜好、烹调体系、环境可能性、经济观念甚至还有对现代食品知识的了解。因此，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观念相关信息对于研究造成族群间多种流行病的饮食因素是十分关键的。关注饮食习惯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对给与个体病患饮食建议、对于关注饮食的公共组织来说十分重要，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尤其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学家必须同医学研究机构、医学专家以及流行病学家紧密联系。流行病学的目标是为群众病理分布或其他一些健康状况变量提供描述性和分析性的信息，如果缺少同人类学家的合作这些研究将会相对薄弱。当这些研究结果服务于公共卫生事业或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某些群体时，这种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HubertandSancho-Garnier, 1992）。然而这种合作却时常缺失。此外，胡贝特（Hubert, 1997）编纂了一部手册用以对小学初中学生教授健康饮食。研究多元文化社会中有关饮食的各种观点，以及为其他一些国家制定援助项目时，人类学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如表一、表二中所示，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中的成员很大程度上的参与到了关于英美裔人对“地中海饮食”观念的探讨。这为人类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埋下了伏笔。凯斯（Keys, 1970）首先提出了对“饮食”的此种探讨，他以来自“七国研究”获取到得流行病学数据为依据。随后，心脏病学家、生化学家以及营养学家加入其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某些物质，如橄榄油、油质鱼类、杏仁、新鲜水果和蔬菜对治疗心脏疾病十分有益，这些食物对某些人群（如沿海居民、南部欧洲，甚至非地中海沿岸的葡萄牙人）也十分有益。这种观念为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若干研讨会筹得了资助，既有来自医疗机构基金会的也有来自南部欧洲当地政府和执行官员的。然而，食品人类学家也充分地阐明了此种情况并不如同凯斯推广教育或其他一些案例那样简单，例如，食物的摄入和准备既有地域性又有暂时性差异。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视角，应该将其采纳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e.g., González Turmo and Romerode Solís, 1993 and 1996; Medina, 1996; Teti, 1996; Cresta and Teti, 1998）。有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对现今的“地中海”人口而言，橄榄油和鱼类对于多数消费者来说仍然相对昂贵，其他一些蔬菜油（通常含大量棕榈油）和超市贩售的鸡肉消费者较为能够负担得起。由于鸡肉和黄油（饱和脂肪）或者人造黄油（通常含有反式脂肪）常见于餐桌，奶制品消费量有所增长。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一些成员策划了一个欧洲联盟可行性项目，从1997年到1998年针对“地中海地区饮食”进行多学科研究，以北部欧洲和南部欧洲饮食之间的对比作为基础，包含一些小规模人群个案，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比利时（Hubert, 1999 and 2004; Macbeth et al., 1999; Macbeth and Mowatt, 2004; and Simmen et al., 2004）。

早些时候，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就曾对最初的欧洲联盟计划（关于丛林民族的未来）起到过积极作用，将食物与营养最为研究的重要方面（Bahuchetm, 2000）。20世纪90年代，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就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人类与生物圈（MAB）分部合作过，包括一些研究以及出版物（e.g., Hladik et al., 1996）。

在美国（e.g., the Universities of Pennsylvania and of South Florida）、欧洲等地，人类学家经常参与针对肥胖（Garine and Pollock, 1995）和糖尿病的研究，帮助分析饮食病原学用以预防和制定对策。包括鼓励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在移民工人和美国大学附近的贫困社区间开展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参与项目。

食品人类学家还关注其他一些健康的消费行为，例如母乳喂养、零食习惯、青春期及儿童时期压力、乡村与城市贫困差异、饥荒时期的食物、维生素与矿物质缺乏、微量元素营养、贫血、素食主义等，特别是那些通过教育便能够得到改善的健康饮食习惯。由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紧密联系，毫无疑问的关注点多种多样。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最近的一次有益合作是关注太平洋群岛上的鱼肉毒问题、法国的咽喉癌、上文提到的肥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与移民的糖尿病问题等。2005年，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研讨会（见表一）的医疗问题关注食土癖，发表了若干篇论文（Hladik, in press; Hooda and Henry, in press; Krief, in press; and Young, in press）。同时，人类学家也曾表示，包含有营养因素与客观条件的一个更加具有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对预防性医学是十分有益处的。另外，人类学家与营养学家们所警惕的是他们会导致关于食品加工方法争论（e.g., Messer, inpress），或者会引发对其他一些加工方法以及公共制造业某些未经验证的论断的批评。总之，人类学和食物与营养的整体论方法对健康科学来说十分重要，在对流行病多样性与医疗需求进行研究时，营养生物学将社会与文化的视角纳入其中。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曾大量的参与到这种合作中，并且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

在这一部分中还要提到一个完整的、不可忽视的独特分支学科，那就是民族医药学（ethnomedicine），在该分支学科中食物与消费是十分重要的要素（Kutalek, 1999, Prinz and Kutalek, 2004）。总的来说，民族医药学关注的是并非基于“西方科学”的“异”文化，并且对于观察者来说，弄清楚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以及什么是可以获得疗效并治愈疾病的“医药”是十分困难的。这部分内容将回避医学人类学，因为医学人类学的关注点是什么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民族医药学与上文探讨过的内容看起来似乎坠入了完全不同的话语理解，并且各种理解在不断深入。

营养人类学

同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AA）的情况一样，欧洲的一些偏向生物学领域的人类学参考资料通常都被称为是“营养人类学”，而不是“食品人类学”或者“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总的来说，在生物人类学领域内，十分显著地强调人类生物学多样性，强调病因学及其未来，并且许多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一些具有适用性的方法，是人类能够在我们的星球上开拓出更广阔的生存环境。从这种适用性角度考虑，营养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营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具有根本性的联系，如环境的制约与人类对这些制约乃至其他一些环境因素所做出的生物或文化方面的反应。任何能够降低营养的制约性或者提升营养素的功效以降低制约性的生物要素或行为要素都被认为对人类有益且应为人类所用。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那些以生物人类学为视角的营养人类学的研究曾试图采用以下几种路线：

·人类的营养方面的特质以及如何使其进化；

·在某些人群中设立基金会，但是如基金被用于超越当地环境、条件及限制，则不予设立基金会；

·个人的调整以及对当前营养缺乏或过剩的反应，是通过人类适应性获得的（可塑性）。

有一些研究从物种层面分析了我们不断进化的祖先及其周围环境是如何对“哪些食物对如今的人类来说在生理上最为适合”产生影响的（e.g., Milton, 1999; Hladik and Pasquet, 1999 and 2002）。同时，他们也关注食物和营养要素是如何影响人类进化的（e.g., Gordon, 1987; Leonard and Robertson, 1992; Cunnane, 2005）。这些研究的依据如下：

·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遗存化石（包括形态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等）；

·其他一些考古遗迹（e.g., coprolites, pollen, the break ages of nonhuman bones, etc.）；

·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和社会性肉食动物的比较形态学和行为学研究；

·遗留物所显示的生存方式研究，通常指相对独立、传统的社会。

营养人类学家关注人口内部的人类多样性、基因形态多样性和适应进化的特征，因为这些同选择压力相关联，而选择压力是由不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中的饮食要素所造成的，从采集、狩猎到农业和驯养家畜（e.g., Holden and Mace, 2002; Caldwell et al., 2004）。与此同时，营养适应性研究同生理学以及对各种可获食物、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所产生的行为反应相联系。这种研究可以是关于功能层面、成长以及/或者原动力和认知发展层面的研究（e.g., Schürch and Scrimshaw, 1990）。有些人关注对运作、功效、能量和产生能力的研究，这些因素同营养状况（Spurr, 1983）、再生产功能（Rosetta, 1993）、对不同生态系统中季节更迭时能量平衡的适应性反应（Pasquet and Koppert, 1993）相关联。还有些人关注某些文化群体的新陈代谢结果，以及与饮食相关的实践（Pasquet et al.,1992）。最近的一些研究是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营养过度新趋势的不适应性（Pasquet et al., 2003）。

总的来说，营养人类学家关注应用性研究，辅助营养学家、健康专家、政策制定者以及管理者的工作（Froment et al., 1996），使用的是生态学、整体论和长期性的研究方法。如今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尚未被营养学家提出来。因此，文化人类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不论在哪里同营养学家合作研究饮食习惯，且关注人口统计学方面、饮食相关的文化、社会结构、能量平衡、可塑性以及人口适应的历史等，这样的合作都能十分有效的帮助界定最理想的食物、营养需求以及健康状态。鉴于此，2006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公共健康与营养第一次世界大会签署了公共健康营养学家同食品人类学家之间合作的建议书。

关于饥饿与饥荒的食物应用人类学

前文所述详细论述过的营养和健康两个机构都十分关注人类学、社会、文化以及生物学，期望它们或许能够为研究饥饿与饥荒做出贡献，并且该领域中的专家或许能够帮助救济和建立一些机构。早在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印度大会（1978）上便开始了对这项工作的探讨，数十年来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家就一直致力于该项研究。1984年，经由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AA）的资助建立了非洲饥荒工作组，并且每年在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召开分会议。他们关注适当的食物与救济，帮助人类学家同政策制定者和直接服务机构建立网络关系。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合作研究饥荒与食品加工体系。1988年和1992年的人类生物学研究座谈会上，欧洲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占有重要地位（Garine and Harrison, 1990; Ulijaszek and Strickland, 1993）。

自1987年以来梅瑟（Messer）及其同事与布朗大学的世界饥饿研究组一起工作，研究新技术、可持续性食品构架、全球化以及人权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因为这些因素都与食品、饮食、营养和饥饿相关联。这个组织要求联合国认定其为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关注饥饿问题，将社会调查分为三个相关层次。

·食物短缺：关注国际、地区和国家的食物供应不足；

·食物贫乏：关注家庭层面的食物缺乏，或者家庭“食品（不）安全”

问题；

·食物剥削：由家庭内部实物分配不均或个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个体营养不良。这最后的一点常被称为“食物利用”。

在这些层面的研究中加入人类学维度能够给社区带来更多启示，并且有利于增加当地政策制定者同国家层面之间的联系（Messer and Heywood, 1990; Messer, 1996; DeRose et al., 1998）。

因而，对营养与贫困的研究加入跨学科视角的有上文提到的波士顿项目组还有欧洲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与世界较贫困地区人们的需要相关联，开展研发具有高产性、抗昆虫性或杀虫剂耐受性的转基因植物物种，也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e.g., Shears, 1990），以及近日来关于基因改造有机体（GMOs）的一些争论（Stone, 2002; Messer, in press）。人类学家在观察和参与这些讨论、为当地、国家以及国际机构提供相应整体性分析的时候具有特殊作用。

与食物相关的社会人类学

民族志学的描述对人类学中的许多分支学科来说是非常基础的资料，但是许多相关信息来源于这样的描述性分析，并且还有助于提升食品人类学的理论高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此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与整个营养过程的整体论方法相关联。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方法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有一种看法是认为食物摄取的定量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饮食习惯或者缘由。全球化了的富饶国家往往具有饮食的多样性，这就使弄清食物的选择比简单记录下食物的摄取更加重要。个人能够形成自己的口味和喜好，甚至在家里人们也可以挑剔和选择。与此同时，贫穷国家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欠发达地区（见上文）中并不存在选择，定量研究将显示贫困和营养不良仍然顽固存在，然而，研究食品问题以及人们的饮食需要要加入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第二，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说他们吃了什么往往与他们实际上吃了什么并不一致。仅仅询问是不够的；十分有必要进行观察并且展开长期的访问。深度访谈能够获得较好的结果，并且随着时间和信任程度的不同结果也会不同。一般开始时的反应通常是受访者总说些他们自认为调查者想要听到的答案，或者他们总是说些自认为应该说的话，而并不是出于营养、医疗、民族、政治或者社会声望的原因。只有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实地调查，利用社会人类学家的专业技能同受访者进行不同层次的交流，才能获得比发放问卷更加可信的结果。饮食习惯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变得清晰起来，从而会出现更多的细节，包括事物的好恶等。于是更多的变量得以被发掘，它们可以在其发生的社会、历史以及区域背景中得到验证。综上所述，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人类学的重要性，我们同样强调多学科合租研究项目的重要性。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近几年来有社会人类学参与的食物相关研究：

·改变饮食习惯：饮食习惯的快速变化归因于技术革命和农业营养市场的全球化，这些同样也给饮食习惯变化研究带来挑战（Gracia Arnaiz, 1996; Poulain, 2002; Aguirre, 2005; Diaz Méndez, 2005）。人类学家已经研究过这种变化，他们较多的采用社会文化变量（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执业情况，民族成分，宗教信仰，性别以及年龄）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定量研究。这些变量与那些更具地域性或支配性的自然（全球气候，营养不良，国际，国内，省级，地区，当地，乡村—城市或者市场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也影响到食物的分配和消费（González Turmo, 1999）。

·食物分享：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食物分享与分配（e.g., Goode, 1989; Messer, 1997），可见下文关于分配的部分。

·分配体系：对于市场、分配体系、全球化（Contreras, 1995; Millán, 2000; Corbeau and Poulain, 2002）、广告（GraciaArnaiz, 1996 and 1998; Medina, 1998, 2003 and 2005）以及消费者对所有这些他们必须考虑的新因素的感知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十分具有实质意义的（Millán et al., 2004; MacClancy et al., in press）。

·不同食物的重要性：与上述所有与人类有关变量的分析相关联的是关于不同人群中不同食物的社会重要性的研究，特别是当前气候不断变化的情势下。针对这系问题，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开展过许多研究和研讨会（见表一、表二），例如关于饮酒（Douglas, 1987; Garine and Garine, 2001），特别是含酒精的酒类（Fournier and d'Onofrio, 1991），例如啤酒（Schiefenhvel, in preparation; Tressera, in preparation）、龙舌兰（Fernández and Deraga, in press）或者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例如肉类（Aubaile, 2005; Hubert and Avila, 2005）、牛奶和日常产品（被看做是“食物”）（Espeitx Bernat, 1995）、野生食物（Garine, 2005; Macbeth; in preparation）和水（Teti, 2003）。

·餐厅与烹饪体系：厨房的概念是食物文化的中心，近年来已经促使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将餐厅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必要，甚至比美食学还要重要。因此，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如何对餐厅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从烹饪体系到实际厨房里的烹饪技术（Cazes-Valette, 2006）以及食物的准备（Neirink and Poulain, 2000; González Turmo, 2004; Cazes-Valette, 2006）。餐厅成了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在法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餐厅作为国家、文化财产是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分部的主要关切点。近日瓦嘎斯（Vargas）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在墨西哥营养研讨会上作了关于保护墨西哥本土饮食特色的演讲，与此同时试图将独特的文化特质注入世界食品加工业中（Vargas, in press）。他还成功的将墨西哥传统饮食玉米饼和豆子纳入需要保护的“国家遗产”之中。他指出如果政府继续为玉米饼制造商提供标准玉米，使其生产出口味欠缺的玉米饼，较为贫困的墨西哥居民将会转而选择同等价格的其他谷类产品，而不会选择传统食品，并且食用更多的面包和面条。·变化的环境：另一方面，新的生活现状促使人们开始研究食物和饮食习惯：生物技术（Stone, 2002; Espeitx, 2005）、食品工业革命、食品安全与危险（Gaona and Navas, 2003）、营养剧变和旅游业（Tresserras and Medina, in preparation）这些因素都与消费者有关，并且就这些因素社会人类学家有许多话要说。在这部分中，可以包含有国际联盟（麦当劳集团，可口可乐集团等）的研究，并且关于一些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无机物要素的争论，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商业原因或者货架寿命（González Turmo, in press）。·移民、迁移、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样的道理，由于移民及其饮食习惯和食物的迁移造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现实（Harbottle, 1997; Crenn, 2002 and 2004; Bergeaud-Blackler, 2004a and 2004b; Cáceres and Espeitx, 2006）。与此相关的，迁移前的传统和与接收地居民饮食习惯的同化都十分强烈，这也就是哈伯特尔（Harbottle, 1997）所讲的“习得与融合”。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造成了一种抵触反应，催生出了一种本地饮食的荣耀感和对当地名称（Contreras, Espeitx and Cáceres, 2003; Bérard and Marchenay, 2004）、当地餐厅以及饮食体系的强烈维护（Alvarez and Pinotti, 2000; Medina, 2005; and Long-Solís and Varga, 2005）。·词汇与术语：正当社会人类学家持续关注这些问题及其目前的变化时，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概念和新术语，这些需要仔细加以探讨（e.g., Macbeth and MacClancy, 2004; González Turmo, in press）。研究食物历史的人类学方法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对食物历史以及饮食习惯具有特殊兴趣。人们可以像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开始这样的研究，我们会继续努力促成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中形成这样的组织。在过去的十年间，食物与营养的历史成为了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里公认的学科，但是区分什么是人类学的什么是历史学的却十分不易。这是个真正的交叉学科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有许多研讨会、联合会和研究项目等关注它们。其中之一就是弗朗德兰（Flandrin），他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细致的研究来关注口味，这些统计数据来自旅行者和年代史编者对食品相关问题的记录。许多研究饮食习惯的历史人类学家都是从当地视角出发，举例来说，如蒙塔纳里（Montanari, 1979）撰写的中世纪的饮食习惯和坎波雷西（Camporesi, 1993）撰写的19世纪到20世纪见艾米利亚罗曼娜（Emilia Romanna）的餐厅。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某些民族或文明。也有一些跨国的研究，例如沙塔内（Chastanet）等人（2002）关于非洲餐厅与社会的研究，以及加里多·阿兰达（Garrido Aranda, 1999）关于1492年发生在亚特兰大的内部变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泰蒂（Teti, 1994）有一项关于辣椒和胡椒的研究。桑迪（Santich, 1995）则有所不同，他依据中世纪的菜谱和历史撰写了关于“起源、前哥伦比亚时代地中海地区的餐饮”。同样的，关于这个论题有许多研讨会和研究项目，历史视角占首要地位，例如2004年召开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大会，名为“史前与古代时期的啤酒”（Tresseras and Medina, inpreparation），同时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研讨会的许多交叉学科研究中也有许多论文是关于这些论题的历史的。一些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中的部门或者团体都曾经专门研究食物的历史和饮食习惯；不仅如此还有专门研究欧洲饮食历史的国际委员会，以及欧洲营养研究所，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对于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这同样是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最后，列举几个关于该论题的著名期刊物。波雷恩（Poulain, 2002）撰写了烹饪的历史。饮食习惯的历史十分丰富且十分有前途，还有许多等待我们去探索。保持这种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肯定会存在于研究任何与食物相关问题的复合学科视角中，因为过去岁月中的事件和生活方式为今天提供了相应的解释框架。

食物喜好与口味

本段内容可包含上述所有论题，这些论题都影响事物的选择和人们对它们的反应。该论题包括有，生理学的神经中枢作用，生理上的恶心反应，食物的生物化学成分（以及对其产生的不同反应），烹饪法，民族或当地社会的童年时期，年龄变化，移民或新技术，以及完整的信仰体系（从健康信仰到宗教信仰再到象征）（Macbeth, 1997）。有关于口味、味觉（见下文）以及嗅觉（Aubaile, 2002）的研究，还有如何对其进行测量以及其他一些喜好的定量与定性研究（Macbeth and Mowatt, 2004; Messer, 1986, Simmen et al., 2004）。将人类学纳入其中是十分恰当的。在本段内容中，我们将提供关于这一个视角的更全面的信息——通过研究人类和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对不同刺激物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进行研究所获得的（见下一部分）。在此之前，我们希望人们关注2005年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召开的名为“非食物性的食物”的大会上所提出的奇异消费这一概念。这就促使研究主题十分多样，如食土癖、都市垃圾饲料、渴望怀孕、食用胎盘、销售干燥的鼻分泌物以及现代的一些争论，如转基因食物和现代食品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非食物”成分（MacClancy et al., in press）。这次大会的主题的开创将很有希望引领新的、重要的多元学科研究领域。

对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进行细致的观察不一定能够帮助更好的理解人类饮食习惯，但是由于大猩猩与人类之间具有高度相似的基因，从这些观察中仍能获得很多启示。人类与食物有关的行为具有地理以及语言历史上的多样性，植根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Millán Fuertes et al., 2004）以及经济和生态条件之中。通过研究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喂食行为，有人曾试图区分出哪些是人类饮食习惯中的文化变量、哪些可以看做是生理现象。然而，对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对大猩猩的观察中同样发现了“文化”要素，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过于简单化的区分。不仅如此，所有的这种区分都是假二歧式（false dichotomies）的，因为他们忽略了造成食物相关行为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口味的人类与非人类模型

尽管如此，与味觉相关的，作用于灵长类动物味觉系统的进化压力，使得许多物种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辨别它们所获的食物到底有益还是有毒，这可能会促进生成一套味觉感受器，这套味觉感受器能够激发正确的反应。赫拉迪克（Hladik）等人（2002）通过认知味觉阈限指出，非人类与人类味觉系统的相似性可以归因于他们共同的进化过程，因为他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毒的。这看起来与下面的一个测试相关：一只手拿着糖，另外一只手拿着碱类和单宁时的味觉反应。然而，对食盐的味觉限度研究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对于人类来说，不同环境中的人对食盐的敏感性十分不同，因纽特人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且他们不喜欢食盐，这个程度远高于赫拉迪克（Hladik）及其同事在五个欧洲国家中对小样本人群调查报告中所显示的结果（未发表的1998年欧洲联盟可行性项目报告）。与此同时，没有哪种供灵长类动物食用的植物能够浓缩食盐，即使已经到达识别阈限，人类的食盐识别接收器的进化过程一定具有更加复杂的历史。赫拉迪克（Hladik）及其团队的调查包括实验以及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田野调查，物质的生物化学分析，味觉接收器的生理学知识，以及人类测试以及不同环境中的人群样本的各种民族志资料。

还有许多重要的为研究食品人类学而进行的灵长类动物学实验的例子。其中塔尔诺（Tarnaud）地区的实地调查关注的是一个小灵长类动物获取食物时的喜好，在自然环境下有许多有毒或无毒的不同植物种类（Simmen, 2004; Tarnaud, 2006）。对塔尔诺（Tarnaud）地区观察的令人惊讶之处是，在断奶之前，婴儿灵长类动物对潜在食物进行探索和尝试，且尝试的种类超过成年人尝试的。这种行为适应使得灵长类动物的饮食更加觉有灵活性以应对环境变化。依照此类观察（Adessi et al., 2004），有人提出疑问是否人类婴儿也曾存在类似的适应性行为。

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民族医药

观察到的灵长类动物中其他形式的适应看起来非常像人类消费选择的起源。包括对植物中有毒物质的使用（小剂量），很显然对于保护或治愈某种疾病是十分有效地（Krief et al., 2005）。感知与传递信息或许就包含在这类案例之中，并且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情况都应在其相应的复杂程度中加以理解。这个领域内的研究与人类学和医学（见上文）相关联。

其他论题

复合学科人类学的一个特点是，研究的论题和主题在数量上远超过其子题目，我们可以将其放入本段内容。另外，不仅学科间，论题题目之间，甚至我们的小标题都不能孤立存在，存在着永恒的相互交叠。多样性，与所有我们探讨的论题题目相关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并且我们不会在孤立的小标题之下探讨它们。而且，如果人们认为古迪（Goody）的五阶段论（生产、分配、准备、消费和储存）（Goody, 1982）是与食物相关的民族志分析的路线的话，那么不难理解我们将提出多少论题。农业体系，包括有畜牧者（Little et al., 1988; Little et al., 2001），园艺家，刀耕火种，综合体等；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动物学，不仅仅是林奈学派的分类法，还包括当地分类以及对食物的信念与使用（Szabó, 2004）；农用工业，市场体系；全球经济平等。列一个表格的话将会没有尽头，为过去和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实践性与促进因素

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工作在教育岗位上；只有一小部分从事全职的研究工作。IUAES委员会能够脱离外部资助仅依靠自身开展研究项目和出版物的方法并不多。然而，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组织的大会激励了许多个人开展他们自己的研究并且在大会上发表他们关于这些论题的论文。如果说，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作为一个委员会自行召开研讨会有失偏颇的话，那么在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资助下，自1989年以来委员会成员及其大学院系、研究所已经举办了25次研讨会，大多数都在欧洲。每次申请资助，这项任务在组织者那里都会模糊放大。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南部欧洲，为了为自身做宣传，当地委员会或旅游部门曾经非常慷慨地给予帮助。还有一些研讨会是关注某种食物或饮品的，并从相关工厂或当地制造商那里得到了资助。从国家或国际基金委员会获得的资助十分稀少。然而，还有更加极端的例子：两个完全没有资助的研讨会，一个在罗马尼亚，一个在英国，都十分成功的召开了，与会者付钱租用乡村会议厅，以及廉价的家庭型村舍式的餐饮和住宿，并且也包括路费。这就证明了超低预算的会议是可行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名为“当代文化遗产的使用——美国与欧洲的食物来源与烹饪体系”的大会，在2006年塞维利亚举办（Alvarez and Medina, in preparation）。

总的来说，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研讨会及其出版物的成功归因于原创性的、经济构想以及个人成员的努力工作，并且我们的传统是召开低成本的会议。2003年在佛罗里达召开的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大会上，代表成员的花费使得许多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一些官员都无法承受。表一列出了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大会的名单。表二列出了有这些大会出版的书籍，包括未出版和已出版的。我们为这些不断取得的进步感到理所当然的骄傲，今后的会议已经计划在2007年、2008年召开。

我们十分高兴的欢迎年轻研究者来参加会议，不论他们是预备博士还是博士后，并且他们将为大会作出怎样巨大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关注的论题同样存在于教育领域中。食品与营养人类学领域有许多种题目，目前是若干本科和硕士教育的课程。教学资料由营养人类学委员会（CAN）提供，名为“营养人类学教学大纲”，并且还为联合国大学印制了一系列书籍。佩尔托（Pelto）和梅瑟（Messer, 1989），匡特（Quandt）和瑞丹鲍尔（Ritenbaugh, 1986）以及麦克佩斯（Macbeth）和麦克克兰西（MacClancy, 2004）都撰写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书籍。鉴于此，也应该提到斯克林肖（Scrimshaw）和赫塔度（Hurtado）的关于快速评估方法的手册。其他的许多出版物都与这个题目相关，但是我们决定在表二或参考文献中仅做有限的列举。

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所做的主要贡献是促进了学术发展，并且食品与营养人类学的各个方面学术关注之间的相互交流促成了学术研究。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都创办了期刊和网站首页。同时，研讨会是这种交流的重要形式，甚至关于下次会议的信息也要在此公布。食品与营养人类学委员会目前在欧洲有一个金字塔形的构造，用以通过国际会议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会员发布信息。这就减轻了中心办公人员的工作量，避免出现由繁忙的志愿者工作人员管理着的学术团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如今网站主页由网络管理员进行维护和更新，同时也发布最新动态，我们目前也经常为网站提供关于会员及其学术观点的简报。这为全世界的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美好前景。




11.从地方到全球——都市人类学的重要性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

朱里安娜·普拉托 著 杨春宇 译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将都市人类学研究放到更为广阔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背景中去。本章的讨论试图展示出，“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是如何与来自学科的和方法论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指出都市人类学研究对我们理解型塑了21世纪地理政治环境的进程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持续变迁的环境除了让许多旧的挑战重新浮现以外，也造成了新的挑战。这一学科有着越来越趋于分裂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都市”人类学能够再次促使人们完整地理解人类和社会。与此同时，不同以往的是，人类学家发现自己与各相关学科分享着同样的信息来源。虽然跨学科特色不应该令人厌烦（我的许多同事依然如此），但我主张，我们必须承认经验证据对于理论的重要性，这可以让我们在看待个体与社会以及微观进程与宏观进程之间的关系时有效地避免决定论的假设。

导言

纵观历史，城市代表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有时，它们被认为是象征着超越族群和文化差异的身份的场所。在其他时候，它们则被概念化为分裂的而非统一的场所，也就是说，是造成社会孤立的地方，最终则是冲突的地方（正如对19世纪欧洲城市的经典社会学分析所展现的那样）。无论哪种情况，城市都被认为是体现人类差异和互动的场所。人们因此有理由期待，城市能为所有那些有兴趣专注于分析人类和社会的人提供一个恰当的研究地点。然而，尽管21世纪的社会学家已经站在了城市研究的前列，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却长期忽视了城市也可以成为合适的田野研究地点。这种态度的根源之一在于学术界的学科分工，它让人们假设人类学家只关注“异国”社会和部落社会，而西方工业社会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长期以来，城市研究总是与后者相联系。

二战以后，各种历史事件迫使人类学家思考“传统”社会中的都市化进程，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西方社会来。我将在后文中详述这些发展。现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多人担心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学科认同。一方面，人类学家想知道那些专门为了研究村庄和部落社群而发展出来的人类学经典方法论是否能应用到更大、更“复杂”的社群中去；另一方面，跨学科带来的危险也引发了方法论方面的话题。人类学家发现要定义他们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全球变迁迫使他们考虑那些学术上被“分配”给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材料，特别是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此外，对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对欧洲的研究，实际上是开了学科的倒车而非鼓励学科进步。正如科尔（Cole, 1977）指出的，人类学家在欧洲乡间关注“现代化”进程，相信分析这些进程将为理解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变迁提供一份蓝本。人类学在坚持主导的功能主义范式的同时，是否又重新发现了其进化论根源呢？

与受到广泛认可、毫无疑义的学术分工（特别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工）相反，在1930年代后期，诸如雷德菲尔德（1947）等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在城市背景下针对那些住在城里的乡村移民进行田野研究。与此同时，欧洲殖民主义的危机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向英国人类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非洲的都市化现象是新的历史环境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但是，在非洲城市中开展的研究并没有被当做真正的都市研究（Grillo, 1985）。

越来越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城镇开展的研究并没有导致建立起“都市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分支来。有希望的进展发生在1970年代，《都市人类学》杂志于1972年创刊；1979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内部成立了“都市人类学会”（SUA）。对“都市人类学”的这种明显的兴趣在1973年芝加哥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促成了一场多学科参与的研讨会，然而，研讨会的出席者很少，下一届大会上也没有组织进一步的讨论会。

尽管更大的人类学社群并不乐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当时的主席西里尔·贝尔肖（Cyril Belshaw）还是支持在联合会内部成立了都市人类学委员会。高斯·安萨里（Ghaus Ansari）教授应邀在组织过程中协调预备性的咨询事宜。在执教生涯中，安萨里教授率先开设了都市人类学课程，并激发了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和争论。咨询与都市研究有关的人类学家的意见是件非常漫长的事，完成后，第一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席明纳”终于得以于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席明纳的15位参与者来自奥地利、加拿大、埃及、印度、日本、科威特、荷兰、尼日利亚、美国和委内瑞拉。布瑞尔出版社（Brill）于1983年以《城镇谈：都市人类学的动力学》为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主编者高斯·安萨里和彼得·纳斯（Peter Nas）。这本书为委员会的科学项目奠定了基础。在1983年的温哥华国际大会上，委员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内部获得了完全的隶属身份。

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胜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感觉到有必要将国际上在都市背景下从事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来，以激励这一领域内的进一步研究。正式获得认可后，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就是组织科学讨论会和研讨会、出版通信和建立国际网络，以促进人们在被称为都市研究的那类研究中讨论方法论上的和理论上的问题。一些创始会员如安萨里、福克斯、加特坎德（Gutkind）、纳斯和萨索（Southall）等人的投入，以及因他们各自学术路径的异质性而引起的争论无疑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多年来，委员会的国际会员人数不断上升，最近还建立了网站和覆盖各大洲的地区联络办公处。它的成员在世界范围的许多国家生活和工作，包括北美、中美和南美、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人员构成不同（有的政治立场还与政府相对立），但他们在共同的学术追求中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这使得委员会在科学交流和合作方面颇富价值。

一、都市人类学与功能主义范式

在整个197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数量不断上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在方法论和理论上重新定义人类学范式的需要。

战后的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人类学本身在范围和方法以及研究目标上的批评性反思（例如，见Ansari and Nas, 1983）。研究兴趣变得更加分散。与此同时，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导致了对主流功能主义范式的批评。许多人类学家质疑对那些所谓“封闭”和“自主”社群的研究的有效性，开始将他们的民族志看做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这些颇有见地的质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都市研究。

在乡民社会里的传统城市开展研究的那些美国人类学家提到了乡村—城市移民。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总是对相关的宏观进程给予足够的重视。受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影响，一些美国人类学家致力于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例如贫困、生态和少数人群等。许多这类研究关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和棚户区里的乡村移民。英国人类学家也开始考虑社会变迁，但尽管如此，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照旧深受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他们分析去殖民化的后果的兴趣最终导致了对非洲都市进程的研究。无论如何，这些英语圈内的前沿研究确实为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1930年代，像戈德弗里（Godfrey）和莫妮卡·威尔森（Monica Wilson）这样的英国人类学家们研究了中非“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的过程（见G. and M. Wilson）。罗德利文斯顿学院（Rhodes Livingston Institute）对都市非裔的研究贡献尤大。迈克斯·格拉克曼从1941年起担任院长，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推动力。该学院鼓励许多青年学者研究发生在中非的社会转型，其中包括都市化进程。这些研究关注的是铜带（Copper belt）矿区。在1940年，格拉克曼为罗德利文斯顿学院起草了一份“断年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鼓励在乡村和城市地区的研究，特别指出了那些受迁往新矿区市镇的劳动力移民影响的乡村地区。格拉克曼领导的研究阐明了殖民主义对部落经济发生影响并将他们纳入市场的过程，关注在新城市地带产生的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铜带矿区市镇的人口主要来自周围乡村的移民，他们都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被雇用的。据格拉克曼所言，这些城市移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网，这些关系是都市“系统”中典型的形态（1961）。所以，在这些市镇里开展的人类学研究都被认为是对社会转型以及这些转型过程所发生的背景的研究（Mitchell, 1966）。爱泼斯坦关于非洲政治的著作（1958）和米切尔关于都市社会关系的著作堪称这类研究的范例。

除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展的研究之外，到20世纪中叶为止，格拉克曼领导下的英国人类学家通过研究贡献了大部分的都市民族志。在1949年格拉克曼被任命为曼斯特大学的校长之后，这一批人类学家以“曼彻斯特学派”著称。虽然后来人批评这些工作的功能主义取向，但是它确实在为人类学研究发展新方法方面贡献巨大。特别是个案和网络分析，大家广泛认为这是该学派的重要遗泽（例如Mitchell, 1966; Mitchell, 1969）。但总的来说，人类学家似乎把城市当做一个新的实验室，来展开对亲属制度、信仰和价值体系或者小团体动力学的传统研究。这一趋势直到1960年代仍在继续，使得乌尔夫·汉纳兹（1980）质疑都市人类学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

概括说来，在城市里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一开始关注的还是那些传统的题目，例如都市里的亲属关系，对棚户区社群里的贫民窟所作的研究，还有那些永不消失的民俗和仪式。在整个1960年代，都市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有三个：（1）城市里的农村移民；（2）都市问题，例如贫困、生态因素、主导阶级的角色、少数人群社区（以问题为中心的取向）；（3）把城市当做实验室的传统民族志。总的来说，基本的关注点是乡村—城市移民。

二、“都市”的概念：“关于都市的人类学”对“都市里的人类学”

在1970年代，以那些在日本、印度、东南亚展开的田野研究以及那些在非洲、南美的一些国家和美国完成的工作为代表，一种更为讲究、在地缘上更分散的都市人类学出现了。萨索主编的《都市人类学》一书开始将一种洞见引入当时开展的各种研究，它总结了方法论和民族志方面的贡献，还包括一份70页之多的都市研究文献目录（Southall, 1973）。

这种社会经济的和地理政治的民族志体裁在确切定义“都市”概念时引起了一些混淆。对一些人来说，“都市”指的是人们以某种规模聚集起来；其他人则用“都市”的行业特色，即非农业或者非直接的生计生产来下定义。还有一些人，例如艾登·萨索（Aidan Southall, 1973），将“都市”定义为社会互动在空间上的高度密集性，拒绝仅仅基于人口或者物质密度的都市定义方式。萨索（1961）在此之前曾尝试对城市作一分类。他对非洲城市的分类很适合那些在非洲前殖民地开展的研究。根据萨索（1961）的说法，非洲城市可以归于“A类”或“B类”。A类城市包括那些早在殖民管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代城市，它们的特点是发展缓慢，与周围乡村地区的生计经济保持着坚固的联系。B类包括那些近代形成的城市，它们的特点是发展迅速，居民主要是受雇于欧洲白人建立的矿山和工厂的乡村移民。

加特坎德（1983）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另一个“都市”的定义。与萨索类似，加特坎德认为不是物质的密集，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造就了都市环境，据他说这关系与农村环境下的关系极为不同。加特坎德认为是阶级斗争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真正内涵。

萨索和加特坎德都将城市视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制度”。于是，从这种视角出发，人们应该把都市人类学构想为关于都市的人类学，而非都市里的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的目标应该是研究都市进程，并与历史上形成的大都市进行比较分析。

在研究都市的各种取向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立场。其一是沿着萨索和加特坎德铺就的道路前进。追随这种立场的人包括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 1968），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整体，应该对其本身作透彻的探究。阿伦斯伯格的立场也反映出功能主义的强大影响，这体现在他与索兰·金伯（Solan Kimball）1940年合著的书中，他将在爱尔兰乡村的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论框架套用到都市研究上。这样一种取向并不足为奇，因为正如罗斯玛丽·哈里斯指出过的（Rosemary Harris, 1988），阿伦斯伯格和金伯都承认受到过洛伊德·沃纳（Lloyd Warner）对“扬基城”的研究的影响。另一种立场的代表是里兹（Leeds, 1968），他与前一阵营的学者相反，坚持认为不应该把城市当做脱离广阔的国家和国际背景而存在的孤立单元来研究。根据里兹的说法，微观层面的研究被过分强调了，而他认为这一层面对于理解城市的意义有限。他的批评指向“都市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他认为此前的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似乎假设（1）城市是个孤立的单元，（2）似乎在城里研究的事物与城市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他的结论是“城市只是人口聚集的一种形式，其中所有人都在构成社会的极其复杂的互动体系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Leeds, 1972:4-5）。里兹致力于界定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好让人类学家将都市的“整体”当做更广阔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也就是城市所归属的国家和国际背景。里兹用地理的比喻阐明了其研究取向：“没有一个市镇是自足的岛屿”（Leeds,1980;另见Leeds,1973）。据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宏观世界里的一个元素，只有将宏观世界纳入考虑，才能分辨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格尔茨对巴厘的尼加拉（市镇、都城、国家）和德萨（乡野、村庄）的历史叙述尽管把这两者极端化了，但却鲜明地展现出这样一种取向的解释力（Geertz,198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其他的人类学家意识到城市不能被当做集权化国家的附庸，应该把都市现象放到全球体系的大背景下来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例如萨索（1983）这样的学者鼓励用宽广的时间和空间视角来对都市生活作跨文化研究。然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试图将历史上建成的大都市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来进行比较。与此同时，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 1977）强调了要在全球视野中从事地方研究，历史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迄今为止，都市人类学的议事日程上依然显著地缺少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研究。形势发生转折的标志之一是，人们开始承认在新的后殖民情境下从事“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困难。

在前殖民地从事“传统”人类学研究经常遭遇的障碍是缺乏当地政府的配合，以及人类学家的国家对这类研究的兴趣逐渐枯竭，资助自然也是如此。结果，一些人类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社会，造成“在家乡寻找陌生”。

三、“陌生事物就在身边”：西方社会里的都市人类学

到1980年代为止，人类学内部发展出了三种潮流：（1）研究发生在所谓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转型；（2）研究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所谓的“家乡人类学”；（3）研究欧洲的社群，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后一种潮流在英语人类学家（主要是英美裔）中间尤其发达。从1960年代开始，地中海民族志迅猛增长，特别是关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虽然在地理上不算地中海国家）、土耳其（部分的考虑是其地处欧洲与中东之间），还有个不那么明显的例子是法国，因为法国有自己的“家乡”人类学传统（例如Dumont, 1951）。

所谓的“地中海学家”们依旧把人类学想象成研究小规模社会的学科。于是，他们对乡间的村庄作共时性叙述，把它们作为“孤立的单元”来研究，并没有当真将这些村庄与其所处的更为广阔的国家背景联系起来。所以，尽管在其他的民族志区域里，传统的功能主义范式已经明显表现出了局限，可是依然被套用到地中海的乡村研究上，关注的依然是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结构中团结和静态的那些方面。

在1960年代，地中海人类学变得颇为流行，当然比“都市人类学”更流行。为了在这片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里激发出共同的理论取向，人们出版了很多民族志，举办了很多国际研讨会。然而对欧洲有研究兴趣的一代新人类学家开始质疑“地中海人类学”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质疑当时发展出来的主流分析取向。在希腊作过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赫兹菲尔德曾对这些批评作过恰当的概括（Herzfeld, 1987），他把地中海人类学当做一种次优的方案，指出吊诡的是，一门声称拒绝异国情调（指耸人听闻的文化他性）的学科实际上却在寻求研究文化他性。据赫兹菲尔德说，地中海人类学处于陌生与熟稔之间的边界上，他通过诠释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提出，地中海人类学是种“不在其位之物”（Douglas, 1966），意即各地中海社会似乎不在人类学的分类体系之内。西方人类学家尽管声称它们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就是欧洲文明的历史，却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我们”。最重要的是赫兹菲尔德指出，对乡村的关注遮蔽了联系地方与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网。

在赫兹菲尔德之前，就有其他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方法论观点。波瓦瑟文和弗里多（Boissevain and Friedl, 1974）主编的一卷书意味深长地题为《超越社区》，对居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它造成了一种倾向，将对象部落化，刻意搜求边缘人群，并在研究中把社会表述为时空上孤立的单位。他们的批评与对那些都市人类学中只关注群体动力学和社区的研究取向的批评类似。正如福克斯机敏地指出的，都市人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是一场不体面的大混战，大家都争着在贫民窟里发现野蛮人（1973）。

值得重申的是，“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密切伴随着人类学家对自己的社会的研究。然而，当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家乡”时，他们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用性的。他们感兴趣的是研究他们自己社会里的“问题”，帮助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干预计划。当然，对这些人类学家来说，西方大都会造就了滋生社会问题的温床。城市被想象成一幅拼贴画，上面的每一片都代表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的取向并非试图研究整幅拼贴画，而是将每一片拆开来观察和分析。众所周知，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就赞成这种取向。汉纳兹认为该学派的一个主要局限就是无法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主要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工作受都市人类学传统影响颇深，特别是他们对“少数群体聚居区”社群以及和族裔相联系的问题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感兴趣不值得惊讶，正如马尔库斯和费歇尔指出的，他们一直都有“对国内的兴趣”。他们的“陌生化主题”在传统上是美国印第安人、都市移民和侨民（Marcus and Fischer, 1986:112）。英国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欧洲（例如法国，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行相反，他们把对自己社会的研究看做是“可怜人的人类学……既没有实验性，也没有包含严肃的学识”（A. P. Cohen, 1986:15）。他们顶多会注意爱尔兰和凯尔特社会（有时被说成是“殖民地”）或者欧洲（主要是地中海）农民。这些社群都被认为足够“远”，所以“适合”人类学研究（Ardner，1987）。距离（特别是语义上的距离）有助于扩张（如果不是装点的话）人类学的视野，前面提到的与地中海相关的批评要表达的就是这种观念。当然，要保持距离，还有什么比将研究的社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更好的办法呢？最终，大家终于明确承认，必须研究一个特定的单元——无论是村庄、市镇还是大城市——与宏观进程之间的关系，这宏观进程既影响着地方动力学，也被它所影响。然而，正如爱尔贝拉（Albera, 1988）指出的，尽管学界对地中海学家们的方法论取向和研究方法有所批评，但他们所作的分析被“不合传统地接受了”（Albera, 1988:435），正如对欧洲（北欧）其他社群所作的分析那样（Ardner, 1987）。

爱尔贝拉特别批评了格拉克曼主编的一卷书中对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定义（1964）。这本书集合了曼彻斯特学派研究者写作的欧亚民族志。人类学家被鼓励在两方面限制其研究领域，一是“相关的事物”，二是“怎样和在何处”施展他们的研究技巧，以便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界定他们的研究领域（Devon and Gluckman, 1964:162）。

让我重申一下，前面提到的批评针对的是乡村研究，因为主流的人类学依然忽略欧洲的城市。到1980年代，只有一小部分民族志研究的是欧洲城市，进入主流讨论的甚至更少。尽管如此，大多数这些论文都没能进行整体的分析，多专注于特定的题目，例如西印度裔的伦敦狂欢节（Cohen, 1980），在法国的移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表述（Grillo, 1985），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关系（Kertzer, 1980），对西班牙工业精英的社会历史研究（McDonogh, 1986）。前面提到的讨论依旧忽视大多数都市民族志，原因是讨论的目的并非鼓励对城市的研究，而是发展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学术批评。这些讨论最终提出一种关于“复杂”民族国家社会的人类学，关注的是如科层制、民族主义、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性别和族群关系等具体的话题。和以前一样，人类学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论应用到更“复杂的”（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以及如果需要作出改变的话，怎样才能不失去他们的学科认同（Banton, 1966）。在1980年代，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对新方法的声援。

四、城市中的人类学研究正式崛起

桑德拉·沃尔曼1980年代早期在伦敦东部从事研究，她提出一种“依靠代理人的人类学”的理论（Wallman et al., 1982; Wallman, 1984）。沃尔曼质疑参与观察法在大城市地区的实用性，她使用的研究方法借用自其他学科。这很快就被证明是沃尔曼的一个主要局限，虽然她的著作本来很有可能富有启发性，例如，她指出分析例如时间、信息和认同等“资源”对于理解伦敦内城居民的重要性（Wallman, 1984），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与此相反，伊达罗·帕尔多（ItaloPardo, 1996）1980年代中期在那不勒斯的研究出色地证明了，在欧洲城市中不仅有可能进行参与观察，而且还可以成功地进行人类学传统中的整体式研究。帕尔多著作中的重点是关注能动者体系的关系，它显示出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那些典型的对立范畴的弱点，以及道德、理性和价值在人们的选择和策略中的重要性。帕尔多从细致的民族志中汲取材料，旁及沃尔曼对于资源的研究以及帕里（Parry）和伯什（Boch）对于交易道德的分析（1986），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框架，促使人类学家承认在物质对象与非物质（包括精神）对象之间“有力而持续的互动”的社会学重要性（Pardo, 1996:11-12），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还有长期目标与即时回报，以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联系。新的都市研究由此继续关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之间的互动，这将地方动力学和变迁放到了国家历史进程的大背景当中（Prato, 1993, 2000）。已经有其他著作（如Spyridakis, 2005）采用了这种框架，关注地方进程、国家进程和策略的全球性调整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从根本上影响了国家决策。

在1980年代，大量都市民族志得以出版。然而，正如桑杰克指出的（Sanjek, 1990），都市人类学发现和自己竞争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类学”——有应用、环境、医疗、教育、审美人类学，有“关于性别的”、“关于发展的”人类学，它们都与一些更传统的分支一同发展起来，例如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和法人类学的一支（即法律多元主义）等。然而，桑杰克注意到“在1980年，都市人类学在所有这些兄弟分支中毫无疑问是最为狭隘、理论上最微不足道的一支”（Sanjek, 1990:151）。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跨越五大洲的都市民族志。文章旨在强调那些吸引人类学家注意力的话题，但同时也想强调那些被忽略的题目。

重要的新趋势出现在美国，那里的人类学家开始“向上研究”，考察诸如财富继承的动力学（Marcus, 1980）和国会里的庇护关系和仪式（Wheather ford, 1985）。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单一主题问题的新兴趣，它促使人们研究老年人、少数族群激进主义、性别（特别是女性主义导向的）和教育。人们转而特别注意族群和宗教身份以及族群关系。桑杰克注意到许多这类研究依然是基于邻里关系的。在其他地方，对地方动力学的经验研究被与更广阔的历史和国际进程联系起来。例如，一些研究中东阿以冲突的民族志研究关注宗教教育对政治进程的影响（Fischer, 1980）、族群人口迁移的重要性（Shokeid and Dresden, 1982）以及合法化过程（Aronof, 1986）与重要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部分研究非洲社会的民族志依然反映出传统的兴趣，例如都市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和劳工移民；一部分则转移到新的领域，研究例如权力的戏剧编排、地位象征体系和共济会会所之间的关系（Cohen, 1981）、新出现的土著领袖（MacGafey, 1983）这样的题目。研究女性在经济活动（特别是非正式部门）中的角色的民族志也说明了在这方面日益增长的兴趣。在哈特对非正式部门所作的开创性研究（Hart, 1973）的启发下，有新的研究关注女性在贸易活动中的主导地位（Trager, 1985, 1987）；其他的研究则关注女性作为商品生产者（Obbo, 1980）和家庭工作者（Cock, 1980）的身份。

工作、阶级和性别，与城镇里的象征体系、都市计划以及“都市”宗教一样，都是亚洲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值得一提的是霍姆斯钟（Holmstrom, 1985）对印度的组织化和都市化工业部门的研究，盖茨（Gates, 1987）对中国台湾的工人阶级的研究，以及滨田（Hamada, 1980）对日本商业文化的研究，还有罗宾逊（Robinson, 1986）对印尼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纳斯（1986）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印尼城市的都市计划中的问题。许多研究都把性别与工作联系起来，其中王爱华的研究（Ong, 1987）关注的是马来西亚日本工厂中的女工；特雷杰（Trager, 1988）则审视了菲律宾女性移民的工作；其他的研究关注的是女性在家户经济和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例如卡普兰（Caplan，1985）研究中产阶级和精英印度妇女，沙玛（Sharma, 1986）研究家户的社会再生产。还有其他学者关注“性旅游”（Phongpaichit, 1982）和艺伎文化（Dalby，1983）。斯里尼瓦（Sriniva）在其对上攀婚的变化和妆奁泛滥的研究中展现了向上流动。在中国研究领域，人口政策和城乡地区的妇女地位差异成为了民族志的考察对象（Wolf, 1985）。宗教研究则覆盖了从分析婆罗门祭司的工作（Fuller, 1984）和印度教停尸仪式（Parry, 1980，另见1994）到分析阶级和宗教间的关系（Lewandowski, 1980）、日本的“新宗教”（Davis, 1980）、伊斯兰复兴（Nagata, 1982, 1984; Nakamura, 1983）和宗教制度与殖民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Appadurai, 1981）。

亚洲民族志的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内部的变化，往往忽视外部的影响，只有关于性旅游和联合社团投机的著作或许例外。与此相反，大多数关于拉丁美洲的都市民族志都遵循“世界体系”的取向，分析经济政策、妇女劳工、地方政治甚至宗教（例如Chaney and Castro, 1989，对女性工厂劳工和市场商人的研究）。

欧洲的都市研究在地理上更为分散。正如前面提到的科恩（Cohen, 1981）和沃尔曼（1984）的著作显示出的，在英国的都市研究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族群，特别是英联邦移民（Burghart, 1987; Werbner, 1986）；也有些作品可以代表这一趋势中的异数，例如马尔斯（Mars, 1982）关于工作场合犯罪的著作、哈里斯（Harris, 1986）关于产业权力关系的著作以及芬尼根（Finnegan，1989）关于隐蔽的音乐家的著作等。在南欧作的研究很少，在东欧的几乎没有（不过可以参阅Sampson，1982）。然而，正如桑杰克指出的，虽然在南欧的研究仍被局限在地中海学的传统中，但是已经开始出现新的理论取向（见Murphy, 1983, 关于塞维利亚的代际变迁；Pardo, 1989, 关于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社会动力学）。法国都市吸引了英国（Grillo, 1985）和当地人类学家们（Zonabend, 1981; Segalen, 1985是其中之一）的注意。瑞典是欧陆研究最多的目标国。瑞典研究同样多注重族群题目，关注福利制度、阶级和文化。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上述著作都基于都市民族志，但却并未呈现为“都市人类学”。许多著作更多地被当做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性别、政治人类学、物质文化、环境人类学等。学术界依旧隐隐浮现出对都市人类学的恐惧。这种情况再一次使整个学科乃至对社会的科学理解都冒着四分五裂的风险。与此同时，其中一些（分裂的）“分支学科”很有分裂出人类学的危险。

五、全球“村”与都市人类学的重要性

不用说，上文（也包括下文）中提到的著作并没有穷尽都市人类学领域的所有研究，但它们代表着多年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都市人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是普通人（包括少数族裔和本地人，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与他们的管理者、治理的合法性（Pardo, 200b, Pardo 2001; Gill2000, 2001; Prato, 2000; Sant-Cassia, 2000）、社会空间与治理（Bray, 2005）、政治意识形态对都市计划的影响（Colombijn, 2006）、暴力和冲突等，同样进入考虑的还有历史资料（Golombijn and Lindband, 2002）、国家形成和族群一民族复兴的合法化过程（Rubel and Rossman, 2006; Weingrod, 2006）、都市象征系统（Nas, 1993; Jezernik, 1999; Schefold et al., 2003; Nas and Samuels, 2006）、对都市空间的利用（Colombijn, 1994; Rotenberg and McDonogh, 1993）、多元文化主义（Prato，即将发表）、都市环境和环境议题（Aoyagi et al., 1995）、都市化和移民的适应（Jijiao, 2002）等。

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活动反映出这些新的兴趣，常常成为新的争论和研究的起点。委员会召开了关于多族群社会、权力与都市空间利用之间的关系、都市形象、大都市化、人权、都市政治、排斥和剥削的新形式、童年与族裔、都市变迁的主导者、人口迁移和适应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还有更关注区域问题的研讨会，涉及的区域有非洲城市、印尼城市、中国城市地带；还有包括中亚的全球化经验这样的主题。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东南欧的解体，对欧洲城市的兴趣也在的会议虽然基于地域，但是对诸如公民身份、治理和合法性（见Pardo and Prato，即将出版）这样的问题提出了更广泛的理论探讨。最近，关于欧洲都市认同的会议也讨论了定义“人类学田野”方面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

委员会成员的几部出版物已经证明了跨学科争论的有效性，研究微观进程和宏观进程之间联系的有效性，基于经验的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将理论与经验资料联系起来的必要性（最近出版的文献中，见Pardo, 2000a; Pardo, 2000 and 2004; Erdentug and Colombijn, 2002; Gugler, 2004）。

今天，人类学家关心的主题多姿多彩，包括了全球化的所有方面（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技术和生物伦理学、新的生产技术、人权、排斥的新形式（包括空间隔离）等。最重要的是，人类学家终于承认了研究诸如合法性和治理等问题是合适的，欧盟已经发展出了重要的“研究计划与框架”，扎实的博士和博士后工作也正在展开。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Prato, 2006），在21世纪早期的情况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地方主义、跨民族主义和前景不妙的多元文化主义方案重新浮出水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城市作为一个关键性场景出现；在这里，人们一直在重新商讨公民身份（或者扩大到认同与归属）、民主进程、人权和公民权（Appadurai and Holston, 1999），法律和政治的道德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审视。城市不仅代表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也代表着文化和族裔互动的枢纽。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导下，为了准备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委员会鼓励组织了关于族裔公民身份、文化多样性、跨民族主义、贩卖人口（特别是儿童）、后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和都市问题及冲突、以城市为途径（gateways）和人口发展与全球变迁的冲击等问题的讨论会，再一次起到了促进跨学科合作的作用。

正如我在本章开篇处指出的，在研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方面，跨学科性——在合作和交流研究发现的意义上说——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社会。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冒1980年代学科分裂的危险，因为这种分裂与我们获取科学知识的首要目标背道而驰。生活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类学家专精于某一领域，这并没错。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不应该被转译成学术的复杂性，更不应造成学科的不稳定。要记住，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城市，而且都市化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可以明白地说，当今的都市人类学确实是人类学。都市研究一定可以有助于整体式的理解，而这正是我们的学科的基础。




12.主张的理由：人类学在全球化 研究中的共享



全球变迁的人类学研究委员会

索黑拉·萨哈萨汗尼 著 周志静 译

一、关于术语的反思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变迁和全球化是最具活力、最常用的一个术语，不仅在人类学中是这样的，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从经济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国际关系研究，也都如此。而这个非常活跃的、正面的、涵盖面极广的术语现在却遭到了激烈的抨击。或是因为它本身定义的含糊不清，或是它所引发的各种动作也都存在着两面性。这就需要用人类学的理念来全面理解这一术语。说它是个正面的术语，是因为它并不包含那些来自二元对立如殖民统治者和殖民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等方面的紧张。它意味着平等地参与地球上的各种活动这一假想的诞生。现实世界和假想世界在全球化这一概念这儿相遇并使之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和现实。因此，人类学中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变迁的独特观点，就是来自我们这个领域的主张。全球化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涉及全球性的象征符号，而且将并列存在的全球性和地方性合并起来进行分析，还为人类学的研究涉及国际法律、政治关系、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跨国公司、全球道德标准，以及包含在人口流动、物质流通、观念传播等的所有方面，提供了切入点。人类学家总是对时空变迁中的人类活动怀有浓厚的兴趣。

在人类学的独特切入点为，其研究涉及从上层到底层，和从底层到上层，从决策层到这一决策对某些既定人群的影响，以及这些人群对决策层的影响。它研究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链条。它研究边缘事物和事物边缘化的细致变化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在研究当今人们最关切的话题——全球化中，我们作为人类学家提出的力所能及的主张。

二、关于历史的反思

在中世纪时代，整个世界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时，每个物种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和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状态已经在“启蒙运动”中被“宇宙是无限的”论点给推翻了。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去理解这种无限性的能力和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智力范围，使人类智力的具体定位更为集中。这是很重要的。对此，各种反思实验和活动依然正在进行之中。从这些地点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超越“启蒙运动”。地球的自然奥秘被一个接一个地发现、研究并相继摆上了化学的、生物的、博物馆的台面和架子上。自然很快成为一种资源，而每种物质也都成了制造其他物质的潜在材料。而人类在这一过程中要么充当了合作者，属于同道；要么就成为自然的奴隶，“地球上的可怜一族”或“多余者”。地球变得可知，所有物种渐渐固定化，而人类文化作为一度受到怜悯或轻视的对象，曾经是博物馆的展品和曾经被赞美的物品，现在可以作为传统的知识，被纳入处于核心地位的混合知识中了。

启蒙运动中提出的“社会巨大进步和运动将会使人们从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很快也变得令人质疑了。在整个世界，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到处充斥着接踵而来的矛盾。

而今，不只人类会对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中予以回应，而且受其启发，连大自然也在进行消极应对。宏观上，人类思想觉悟的提高会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科学和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存在着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对地球上生命的不恰当管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对各种物种及其子孙后代生活的限制等严重问题。

人们呼吁，要运用相关的科学、知识、信仰体系和道德等，对上述的变故进行补救。我们首先不禁要问：这可能吗？其次，难道我们别无选择吗？

对此，理论人类学委员会与我们一起做出了清晰的历史性回顾，我们还将与该委员会一道就此问题及相关话题召开专题会议。

三、其他领域

全球化已经被某些领域所指引，又被另一些领域所研究。它对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让我们简单论述一下。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史无前例的。由于科技的进步、制度化的生活和冷战之后的局面，它与过去显然是割裂的。这些情况都与经济变化密切相关。经济集团的资本积累及其在地理上的突出地位，使得这些经济实体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权力。随后出现的跨国公司，提供了相当多的工作岗位，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它们使自己不仅成为世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关于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并通过他们某些富含文化特色的国际经历制定了法律法规。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国家及其法律法规，就受到了来自这些跨国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气势的威胁。

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大概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唯一的国家机器，仍显示出超越跨国公司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除了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私人军事集团之外，军事机构和经济集团之间的不同之处必须自我澄清。众所周知，商业战争涉及重大的财政预算，那商业和平呢？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和平与人权的人类学研究委员会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紧迫问题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

由于最近20年的变化，涉及地域边界、国际法、国家法、公民法和劳动法等的案件将被重新审读、重新审视。这些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对这些案件进行重审，在利益上对国家、公司和人民，哪一方更为有利（“人民”在这里是根据阶级、政治派别、性别和年龄来划分的）？衡量这些利益的标准和尺度也是需要仔细权衡的。在这些标准和尺度中文化是中立的吗？有多少文化中立的成分？是否存在文化中立的标准和尺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一种制度，如民主制度，被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选做他们的理想国家类型，这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相当普遍了。这种制度必须提供建设必要基础设施的管理权，并为全球化提供其积极的可能性。除非有些机构对道路、电力、教育和保险等进行建设和维护，否则无法进行投资推荐。但是，某些地理位置上的管理权似乎问题不少。由于自然资源充足，这些地区并不贫瘠。过时的种族争论已经被科学证明是无效的。一些民族国家被摧毁得民不聊生，另一些民族国家依然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管理权的问题很明显地是与在当今世界新秩序中占统治地位的、造成不平衡的变量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些变量被人们讨论的话。对各种民族国家、它们的历史疆界、它们的国内毁灭性战争、他们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能量进行综合性研究时，有必要建立一个拥有海量信息的数据库。关于这些材料的理论研究工作会引导其向更为均衡的未来发展。由于人类学拥有了这个数据库，它就可以从自身的观点出发，以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许多民族国家的最近历史含糊不清，充满了“国家机密”。而事实上，当这些东西30年之后公之于众的时候，它们已经变得对社会和政治参与者毫无价值了。而其他一些事情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似乎又不合时宜，因为这些事情占用了其他重要事件的媒介时间，使得这些事情的利益所在，变得可疑起来。因此，媒体作为民主国家的工具也变得似是而非起来。媒体创造了词汇，它影响人们的心态，它选择性地使某些事件变得有意义，它创造了历史。全世界的媒体本来都是人民的眼睛和耳朵，但由于它主次不分，由于它缺失公平公正，更缺失讨论和对话，在许多国家中，它就有点控制过度了。

金钱本身也需要得到更多的文化研究。虽然它的意义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那只是对它的片面诠释。它造成了文化内部关系的基本变化。由于金钱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人类行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关爱他人、尊重老人和爱护小孩，以及其他价值观，已经被残酷根除了。金钱在当地使用似乎可以再现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动荡的年代需要更多的关注。在这一重大变化过程中，在无所不包的价值体系渗透下，不同阶级、性别和年龄的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从移情的立场出发从事这种研究工作时，为了使自己的调查结果更加有用，可以更多地开展应用性的研究。关于全球变化在法律、经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对人民和决策者之间关系的促进，对研究者来说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任务。他们必须正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人道的研究结果，他们需要着重强调文化冲突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能还有一项任务，是把全球的愿望和地方的愿望拉近起来。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从事田野工作并且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发觉困难的人类学家来说，这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持相对论主义的人类学家，在研究了从史前直至今天的人类文化之后，获得了将必然性和全球化联系起来，并诉诸讨论的知识能力。这未必会对某个团体有利，也未必要采取具体的路线。人类的头脑在操纵着所有这些过程，并设法在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地球的利益中执行这些过程。人类学的整体论立场有助于理解、阐释这一观点，并使之运行起来。




13.21世纪的医学人类学：在当地/全球 卫生的神话与全球卫生 新自由的毁灭之间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委员会

莎娜嘉·斯波尔加-伏兹纳 帕瓦奥·鲁丹 著 朱叶娜 译

导言

对任何学科或分支学科的浅显叙述通常都从时间框架开始，这是人们定义和分类（更多地是限制）复杂的专业知识体系结构最合适的方式。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也不例外。人类学家经常粗略讨论三四种主要理论观点来确认自己定位的长处。因此，通过许多重要的文献和教科书的介绍，我们对医学人类学理论（McElroy and Towsend, 1989; Alland, 1966, 1987, etc.）、文化解释人类学（Kleinman, 1973, 1980; Good, 1994, etc.）和批评医学人类学（Baer, Singer and Susser, 1997, etc.）的理解，伴随着上述先驱作者以及不断壮大的追随者和研究兴趣而出现细分。这就是我们研究领域发展的动力，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和提出关键问题：我们知道了分支学科日益增长的复杂原因是不是就能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特点？我们能不能用通达的方式强化和使用这些特点？

在巴特（Barth）的思想下，过去十几年中人类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有很多分支学科都受到了责难，人们认为它们只着迷于关于改变和“他者性”的理论，或培养了对暗示“讽刺、精英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最多对强加于弱势人群的条件表示愤慨”（Barth, 1994:350）的反省；但医学人类学没有受到这些责难。与医学人类学对他者的改变的关注相结合的是，它以最有竞争力的方式着手进入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就像库伯（Kuper）说的那样，人们意识到直截了当的都市人类学对第三世界人类学家关心的事情兴趣寥寥或根本没兴趣（Kuper, 1994:115）。我们相信，过去的十年时间足够对一门分支学科进行重新评价并反复检验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敏感性延伸到这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有没有保持（用巴特的话说）对他者的变化的精心关注？或用库伯的话说，我们有没有把都市（文化的或社会的）人类学延伸到感知现实世界的紧迫问题？

一、追寻颠倒的事实、现实和等级地理

一方面，在文化或社会人类学领域，解决这些问题仍要透视一门分支学科在动态定位民众从当地紧急问题到全球紧急问题的循环或反向循环中，能保持多大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承认“中心的”、“大都市的”与“地方的”、“地区的”、“边缘的”或简单地称为“他者”的对比，在医学人类学中对这种地理分布早就有争论，尽管预期这些想法起源的真实性是在掩饰全球“紧急事件”的戏剧性本质。只需扫一眼当前或稍微之前通过解释（Kleinmann, 1973, 1980; Good, 1994）或批评人类学方法（Baer et al., 1997）展现出的思想和行动困境，就能注意到这样一门分支学科，它不仅能揭露真实世界中充满社会苦难（Kleinman et al., 1997）、被修改的身体（Sceper-Hughes and Wacquant, 2002）、生死基因重制（Franklin and Lock, 2003）、权力的不平等和病理学（Farmer, 1999, 2005）或者不健康的卫生政策（Castro and Singer, 2004）的强盗统治的世界系统，也能够使自己转向认可人们需要一种全球健康新自由毁坏下的人类学。最近，一群公众卫生专家和卫生及卫生权利领域的活动家正通过实地试验，积极寻求这一主题的实现方式（Fort et al., 2004）。

所有这些证明作者们知晓一个事实，即要讨论个人和群体所在的真实世界中的任何问题，都要冒着因严格需求导致的代表不足的风险，它需求通过科学的、实证的、类别上的计划形成。此外，这也说明作者们能够及时承认医学人类学有很多能够利用的方法论的研究潜力，但同时也会被滥用或根本不被采用，以此来反思自己对事实的表述技巧上的不足。最近，正如批评人类学评论的那样，这代表了第一世界的作者们为其他世界（第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作者们进行了声援。但是，与最后的评论自相矛盾的是所有上述作者的工作证明了不平等和承受痛苦的世界是一回事；同时另一方面，病理学后面的权力没有“世界”定位，更准确地说，它在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框架中引人注目地成为跨国的、跨公司的、全球化的，并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开展广泛的科学分析。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在这方面没有准备。在我们的概念中，对物体、人口和个人的描述已足够让我们了解事实；但要完整认识这些现实，我们需要颠倒和反转这些概念。通过上述作者的视角描述的物理现实，把我们引向寻求认识不同的体系（科学也不例外）在现象中所起的作用而迫切需要的反转视角。事实上，这更多是创造了现象。保罗·法默（Paul Farmer）和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他们是不断增加的学者中的先驱）举了两个突出的例子，通过透视被颠倒的“事实”来认识事实。从保罗·法默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各种传染病带来的痛苦后果不仅受到对某些致病因子（比如TBC和AIDS）的出现进行的本土诡辩的影响；而且今天的制药公司与卫生项目最强大的资助者（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方法的形式、程度和有效性，它主要依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成本效率，而不是已知的疾病参数和关于疾病的治疗（Farmer, 1999, 2000, 2005:122）。更进一步地说，我们需要注意研究影响一个人健康的更广泛要素，比如对土地、水、空气资源和人类卫生社会体系的利用，因为它们会使人越来越贫病交加。范达娜·席瓦给我们举了其中一方面的例子。通过她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一个印度农民的贫穷不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使用土地、种子或周围环境，而是因为他被迫放弃可以维持生活的本土知识而接受当地权威认可的农业条件；而且，这些只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来达成，这些公司计划通过商业（种子）买卖获得全球利润（Shiva, 1993, 1997, 2000, 2002, 2004）。如果有人质问第二个例子与卫生健康有什么关系，那他/她也许从没去最边远的地方做过田野调查，他们拿着一罐可口可乐，不理解同样的人群有可乐喝为什么没有干净的水、为什么不能解决卫生条件、为什么没有卫生系统的有效覆盖，只能住在树阴下，或简直没有任何维持基本生计的简单方法。

看过所有例子，人们能得到结论：我们研究并根据现象学将之“分割”为“儿童卫生”、“老年卫生”、“妇女卫生”或任何其他卫生保持类型的疾病，加上把它们从亚分子到生态系统层面描述进行的学科分类，只不过是对已观察到的所有层面的卫生和生态恶化的苍白描述。对自然现实及其可能的复原，只能通过反转进步的兴趣和地理位置，从“中心”到“边缘”、从技术上“不文明的”到“文明的”、从“不发达的”到“发达的”，来进行研究。人们总是想知道，“不发达的”和“不文明的”难道不应该首先成为我们的（科学的）方法的标准？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所有上述作者不得不去追寻他们研究的现象的因果循环中意义的倒置，来确定那些被低估、未被充分代表的、未经分析而且痛苦的现实。他们还需要在头脑中重塑新的由奉献精神主导的地理学，这将催促人们下结论并提出一个激烈问题：并不只是“金钱使世界转动”，而是“在浪费了大量金钱后，地球是如何继续转动的”。

十年前巴特指出“……我们还没能弄清立场，甚至没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兴趣点，事实上人类活动似乎正在毁灭人类自己的全球栖息地”（Barth, 1994:350）。十年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应坦率承认，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学科隐藏于此）或任何类似科学有没有预见到，在之前提到的基础之上扩展到了我们需要追寻颠倒的真理、事实或等级地理的系统性存在？我们的科学知识是否对市场、利润和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法的竞争免疫（或只是视而不见）？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已经到了提出“科学知识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还是毁灭”这个问题的时候？

二、追寻虚拟现实和虚拟未来的危险

每一天，世界上“因为水供应、废物处理和垃圾引起的疾病而死的有3万人，这些疾病占折磨人类的所有疾病的75％”（Stillwaggon, 1998:95）。每一天，世界上“……10多亿人把城市贫民窟作为他们的家”（Tibaijuka, 2004）。由于贫民窟缺乏洗漱设施，身处其中的居民被迫使用诸如公共花园这样的露天场所，这又导致了他们与中产阶级居民之间关于通便权利的紧张关系（Chaplin 1999:15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测可预防疾病（除了HIV/AIDS）导致的死亡中，80％发生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地方（UN Press release, 2003）。关于HIV/AIDS：

……每一天，非洲有超过5000人死于艾滋病。专家估测，全世界每年需要投资70亿—100亿美元来对抗HIV/AIDS，以及诸如结核病和疟疾这样的疾病。尽管面临着人道主义危机，非洲国家仍然每年向债权国家和机构支付135亿美元债务。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合国提议的全球HIV/AIDS信托基金（Cheru, 2002:300）。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对一个精益求精的流行病学家来说，上述数字可能靠不住；而对一个批评人类学家来说，其意义在别处。它显示了导致当今人类疾病的因素——疾病、贫穷、债务以及最彻底的对建立卫生和生理学权利的需求。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些现实，公共卫生已经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它关注的是实验室疾病，并默默助长了城市贫穷、都市化失败、卫生失败、卫生医疗失败，以及总和上来说就是人类的衰退。但是，虚拟现实“高调”宣称试图要描绘真理的反转形象和版本。他们说，一切都在掌握中。他们说，正在接近目标，支持人权并确认优先权。既然如此，为什么“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仍然优先？似乎只有一样应该优先——停止共同的对卫生和生态恶化的新自由主义毁坏。

虚拟现实轻易地就会滑入虚拟未来。所有的产业都以保持令人信服的特征为目标。在富兰克林（Franklin, 2003）关于细胞文化“突破”新策略的一篇重要批评人类学文章中，他察觉到，不仅是遗传学有危险，任何科学/技术“突破”都很容易陷入危险。人们许诺流通的经济会有希望，正如富兰克林观察到的那样，科学进步和技术潜力的同样语言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新遗传学上出现。富兰克林描述了“允诺语言”的重要意义：“它在公众中有多大程度的不确定以及科学本身那些著名的潜在进展中有多少风险，并且这些风险不仅是生物学和医学上的”；最后，工程师的解决方式成为解决社会民族问题的保证（Franklin, 2003:122）。在通过生物重新定义社会的过程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通过基因食物喂饱“所有”穷人，或者通过基于基因革新的个别调整治疗方法来医治“所有”病人，或者通过八个发展目标解决全球灾难等这样的神话。为了确定这些问题的严肃性，人们最需要拥有的清晰洞察力来自明显和不那么明显的领域。很明显，当对某一革新的反应变成救世神学般的礼赞而不是审慎的科学沉默时，我们必须停下来反思对“其他世界”的拯救计划的严肃性。另外，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这些解决方式说清了事实，它们也应该早已“发挥作用”解决了“第一世界”中的问题。可是，它们有吗？

在重要的教科书《医学人类学和世界体系》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力的几个解开了对贫穷、垂死挣扎和苦难的地理定位的神秘化。我们知道，孟加拉国人在35岁以后的存活率高于纽约黑人住宅区的人（McCord and Freedman, 1990），或者一个哥斯达黎加新生儿活过一岁的几率大于一个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裔美国新生儿（Edelman, 1987）。考虑到婴儿死亡率作为人口综合健康的重要指标的意义，作者们（Baer et al., 1997:174）强调了这种让美国蒙羞的“小”秘密并不只限于美国的首都。显然，解决上述流行病学现象的可用方法不是简单的计划。与所有这样的数据相反，所有基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模型转移，比如知识和技术、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文明社会/不文明社会，或只是简单的泛遗传学或其他万能药式的解决方法，都是不专业的、不严肃的、不真实的，并且全都是危险的。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恶性循环，即虚拟现实和虚拟未来被等级地理观念控制，而真正的答案却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在调查研究疾病和痛苦的社会起源时，发现了一点，即现象如果不以复杂的动态视角来观察，就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辛格（Singer, 1994）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他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指称都市贫民所面临的、互相纠缠作用的、不断提高的卫生和社会问题的主要趋势。他的“Syndemy”概念在当时很适合美国城市中的艾滋病患者。今天，它成了全球适用的概念，但这只迈出了被学科挑战的、对任何疾病的复杂交互关系进行描述的第一步。事实上，我们可以质疑这一术语外延到泛领域，不仅仅造成了对第三世界都市经济新自由主义重构的闹剧。处于过渡期的国家（东欧和苏联国家）、一般所指的第二世界，在卫生体系、卫生和社会支持体系恶化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病理学症状相对温和；但是，所有改变了生计的变化过程和类型与第三世界或城市中Syndemic人口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普遍呈现出来的变化因子来成功追踪。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这要求调整所有社会活动部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卫生和社会支持体系的改变。与当代医学人类学最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出有力的方法论和新概念，来检测最明显的并最终能通过可测量的结果来追踪危险的实质；它与来源无关，但在每个人群中都以卫生恶化的形式出现并且不管身处千禧年中的人们正朝着安宁和健康的生活努力。

三、未来方法论关注点：虚拟方法论

人们怎样研究同一现象的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危险间距？这对卫生和医药领域来说是特别迫切的问题，这里没有出现的危险的归宿是最明显的（Farmer, 2000, 2005），同时还有已取得的新技术成就与关于世界范围贫穷母体的再生产的个人/群体卫生的持续恶化之间不断增长的差异。医学人类学并不是唯一致力于解开这一自相矛盾的背后因素的神秘学科；但是，它很多次成为救世思想战线的领导力量和吸引力。因为它在其他领域，比如医学社会学、民族医药、医药史、社会医学、生物制药等，具有指导意义，这通常与它的方法论特点有关，因为它在创造有效知识时能很好游走于归纳和演绎之间，被认为是我们所使用的方法论“透镜”的力量的结果。但是，基于人类学经验，我们也倾向于提醒自己，了解一个人群不仅是优雅或不那么优雅地通过复杂的环境动态学参数来描述，就像流行病学那样（True, 1996）；而是要把所有考虑因素都置于其主题之中，这比单纯检验宏观/微观因素要复杂得多。研究显示，研究过程不只是用一套方法来收集和阐述数据。当研究体系的整体性出现时，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一过程包括一系列互相连接、互相作用的决定，每个都要求研究者有主观评价；同时，还有对价值进行评估，以及对可选方法进行选择（Ratclfe and Gonzales-del-Vale, 1988）。事实上，坚持一种严格的设计方法和排除某些对严格研究问题无用的数据，也许是成熟完备的流行病学方法的特点；但是，人类学家觉得比起被巧妙合并成问题组的方法，已提出的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更重要（True, 1996:346）。到目前为止，这种灵活性对我们来说有多大用处呢？

拥有灵活的方法论的学科支柱意味着拥有谨慎的态度，它知道匆忙下定论的有害作用，以及由于限制性问题在统计上“有效”但是事实上靠不住的答案而产生的误解。更进一步说，这个学科的目标是深度参与（Scheper-Hughes, 1995），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在边缘性的问题意识中工作，并受制于象征强大的、政治利益与相反思潮的认识论”（Scheper-Hughes, 1990）。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大城市的“进入边缘”，过去是，现在也总是与人类学家住在“边缘”并沉浸在“他者”所描述的现象中相关。因此，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学这门学科需要反省科学的辩证实质（Rabinow, 1975），并且要能有力为下层社会伸张正义（Paine, 1985）。当然，很多人会争论说，每种科学中都有普通程度的为他们的辩护，比如，生物制药中一直重视未来几代人的健康。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人类学思想的精神；这更多是为了知识市场和用有利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发展方向，尽管几十年来花费了很多钱，却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大多数人类学家谈论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声援，即对知道自己的限制和对道德两难境地的科学家们的批评。这使得在当今科学中亟须的谦卑成为最重要的一点，如葛兰西（Gramsci）所说，科学家们的行动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不科学的表现信号，就是科学家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发现他们自己冠冕堂皇的谬误（Gramsci, 1958:71-78, 1971:3-23）。全面来看，相关的人类学家认为，唯一能拯救新自由主义模型下的世界的方法，就是持久地向学术界介绍自省的世界观。只有那时才有可能理解对病毒变异、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上不断增加的贫困等主要挑战作出回应。这些都在千禧年八大发展目标中，都支持人权和卫生权利；但是，没有一个提到需要停止对卫生和生态资源的联合攻击，它最终造成了贫困、痛苦和恶化。

谨慎、灵活性、自省以及辩护都是我们强大的献身精神，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创造关于我们身体和社会文化互动的最广泛知识。在严格的医学生态学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把人类身体看做多种表达场所，它同时可以被看做是个人/社会真理和矛盾的互动结果，以及通过显型基因表达出的对环境影响力的敏感。用保罗·贝克（Paul Baker, 1996）的话来说，“永恒三角”，即基因、文化和物理环境的持久互动，在所有生物基础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人格是通过形态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显型来表现的。但是，医学人类学方法中不包括以下事实，即存在和真实已成为虚拟。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言之，科学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门户网站上公布的任何报告呈现出的结果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需要一个新的医学人类学，那将是一个能双重聚焦于现实的医学人类学。批评医学人类学（CMA）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在分析中重视政治和经济元素；但我们还需要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即理解我们正在分析的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需要用来揭示虚拟现实动因的方法论，不是我们原来使用的那些简单方式，而是多学科研究的多元化杂交方法。

最近社会学提倡对有理有据的洞察，尽管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们都习惯把分析放在“地方空间”的基础上，但只有少数人适合在“流动和移动空间”跳跃作例证式的分析。“流动和移动空间”是卡斯特尔斯（Castells, 1996a, 1996b, 1997）提出的概念。实践中，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惬意地认为，我们研究的个人和群体是固定实体，在研究的地方拥有可追踪的现象；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寻找办法来理解现在他们遭遇的、对他们产生影响并持续改变他们的流动的严肃性（资金筹措、人口、生活中每一个商品化/政治化/经济化的部分的全球化概念改变）。相对地，讨论个人/群体，不仅是讨论他们的健康或疾病、幸福或痛苦、地理位置、生态学影响等参数，而是要讨论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全球主义影响、商品化过程的破坏力以及卫生和生态恶化的连续有害影响。全球化作为一种过程，与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项目的市场经济蓄意扩大，两者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不断承认现在的全球危险状况是为了创造更大的全球市场，去耗尽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而这只是让少数人获益。如果我们深度沉浸到全球主义过程和影响力的知识中，就是故意滥用我们关注到任何现象的方法论“武器”。我们的方法论“武器”只有在了解了影响人类痛苦的总体改变（通常是向坏的方向变化）之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用更现实的话来说，尽管我们很久以来就知道“……我们一起创造的意义、我们集体书写的教材”或者“我们创造的社会世界”永远是“……多样化、复杂的、开放的和变迁的”（Keesing, 1987）；但是，我们很谦虚地认定我们毫不了解（人类学）知识对文化和社会以及生物因素是如何分布、控制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布置把我们带回到所有学科都应共有的基础讨论：人文主义是否必然流行？事情是这样吗？

四、若即若离的综合症与达到永无止尽的跨学科状态

人们还没有完全关注与卫生、疾病和治疗有关的所有现象。考虑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人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提问，即所有的现象有没有可能最终都被完全关注到。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现在的科学声明伪装出希望能对所有提出的问题给予快速解答的认真样子。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可变性的视角，使研究者更能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或全部时代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同样的原因，使得许多其他学科缺乏理论方法、工具、实地连通性，或只是缺乏学科的自省。但是，虽然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生命科学、生物制药等）以此为借口，来确保自己处在舒适的实证主义态度领域中；人类学却不能承受这种没有生气的想法，并且勇敢地希望处于永无止尽的跨学科状态中。从最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四大领域的霸权式人类学概念（Anderson, 1996:20），到现在输入的“世界人类学”概念（Ribeiro, 2006; Ribeiro and Escobar, 2006），大范围的紧张状态仍然存在。但是，它包含的大范围从生物学知识的亚分子水平，到社会文化（Rudan, 1973, 1977, 2001, 2004; RudanI. et al., 1999）以及现在的全球化，不仅带给我们关于不确定的紧张，还有勇敢行动的新基础；因为没有不可能开展的田野调查，没有不能接近的主题和不值得关注的人群。人类学曾经是新方法论的试验场和接近边缘化人群的前沿，现在已成为科学家可能得到学术自由来支持对“困难的”、“不可见的”、“没有赢利的”或被盗贼统治毁坏的人群进行研究的唯一一门学科。

显然，反思不仅是愿意进入思想、批评、争论和共同行动的新领域的基础，它也应该是任何努力改进人类学整体方法论不可缺少的部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这种行动的潜能意味着，它知道自己深深根植于人文主义的倾向。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拉比诺（Rabinow, 1975）所言：“一门反思的辩证科学”有苦也有乐。这在人类学引导跨学科（Anderson, 1996:42）的主要“思想习惯”中尤其明显；同时，也要知道我们的方法论存在的偏见：不能捕捉现实。很少有人能弄清楚成为一种“思想习惯”的跨学科研究与多学科研究之间有何不同。人们至多认为，大家起码是一起合作的人类学家这样一种情况。卫生、疾病和治疗领域，在研究文化、考古或古人类学特征时产生误解的标志之一是，本职业只要求承担微不足道的后果。这种误解是毁灭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搞不清楚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差别如此具有破坏性？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很明显有太多（昂贵的）科学见解对目标误入歧途。换言之，我们在“跨”和“多”上有名无实，而且只得到了所需知识的单向版本。这方面的例子是，人们热衷于比较生物/生物制药/心理学研究，它与人类学的贡献是不同的，因为它缺乏输入对社会人文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差距似乎是来自非常流行的民族/国家标准而不是贫富分割，而这最后使我们更难于理解自己已深陷永久的盗贼统治殖民类型项目中。当今大部分卫生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尚未解决的参数、国家不同或民族不平等，而在于用来进行调查研究的金钱被滥用在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是为了使科学的力量不朽，而不是关注群体/个人的基本权利，也不是给予能够弄清认识论差异的社会人文科学平等的资助。

安德森（Anderson）指出跨学科研究不只是多学科的团队合作（Anderson 1996:19）；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只对“多—多”或“微观—宏观”领域着迷。现在流行的方式是对一些现象的所有结果在所有层面和方向上都有宽泛掌握，而不管这种理解多么浅薄。但是，要真正从这种方式得到知识收获，就必须做到跨学科研究，包括“相关学科达到某种程度的相关性，包括一些组织概念、信仰、理解和共同方法等”（Anderson, 1996:20）。我们与分支学科之间是否还有相关目标？调查的目标是为了我们人类/个人的福祉吗？人类学任何分支学科的核心都不存在这种伦理疑问，似乎也不是所有同一分支学科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因此，达到相关目标意味着也要达到永无止尽的跨学科状态。这意味着不仅要承认卫生、疾病和治疗是任何文化/社会的重要部分，而且同时要理解围绕这些实体让人不知所措的体系，在我们奋力靠近它们的研究中（主要包括研究项目和资助），同一文化/社会的平等组成部分正是我们关注的现象和问题所在。任何文化/社会的生理学敏感部分都需要有这样的学科，它能够治疗，它能够理解来自承认生物/文化/社会之间的重要关联而产生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要能够发现自己体系的盲点。而修正自己的意识状态不是一次性工作。特别是，人类学家要永远保持这种追求。因此，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今天，当世界政治、经济和生态条件充满危机并可能导致人类灾难时，肤浅的分析和争论，比如，那些关于“种族”或先天侵略性、领土和等级的讨论，都是带有偏见的。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是他们想要保持现状的唯一安慰，因为他们对人口稳定、对“种族”的用语和他们的分类、对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松散而带有偏见的类推（都非常幼稚简单），又回到了对智人提出的更重要问题的关注。这些与其他问题一起，都构成不平等的生产和分配、消费和教育、卫生保健等问题。上述理解掩盖了真实的人类问题，帮助了那些希望维持分割和种族隔离、阻止历史发展和进化的人（Rudan, 1975:16）。

30年后，在上述章节所说的进化论图谱之外，除了浅薄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签，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应付人类需求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回答的时间变少了！从武科瓦尔（Vukovar）到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到卢旺达，到科索沃，到伊拉克，所有这些进行了“（精神）健康稳定”、“热爱和平”、“充满自由”、“享有教育权利”、“检验民主”等项目的“地方”；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所有这些居住着从民族上定义为“危险”的恐怖分子人群的“地方”；从美国与墨西哥的围墙到欧洲的申根（Schengen）边界，所有这些“地方”，人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一游戏的真相——失败的全球化、上升的全球主义、牟取暴利的市场扩张以及限制移动的被迫移民人群。30年前，我们还可以讨论现状，现在它已成为混沌，而且在混沌之中我们正在进行希望达到一定的专业高度，但却无视基层现实的“杰出”科学研究。人群的现状已经没有了。全球联系已经发生“地震”，如果不算持续增长的地球气候恶化（Lay, 2007）和健康恶化这些共同主题的话，更不要提全球卫生体系恶化，或者为接近可测量的（全球）公共卫生利益的（不）成功的基因破译问题（Rudan and Rudan, 2004）。虽然其他的分支学科能够奢侈地假装在方法论上若即若离地、惬意地调整多学科/跨学科计划，但是，卫生人类学家（考虑到他们对人群长久以来的奉献）应该处于充满不安和焦虑的空间或流动中。现在，要真正做到跨学科，意味着不断地接触新挑战和对峙（当然，那需要人们足够敏感并接受足够的科学教育来发现），这不是通过简单的合并生物学/文化概念就能做到的。要真正做到跨学科，意味着不仅要愿意创造新方法论，还要共同评定人类精神进化的合适时机是否已经过去。

五、进入21世纪人类学：拥抱全球人类学概念

面向未来但仍带着批评性，我们应该足够谨慎地把我们的分支学科导向最敏感的方法论，使之能够抓住21世纪卫生恶化和医学体系的侵略行为。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持续加大的有害变化的全球循环，并结合微妙的或引人注目的变化的当地信号，这些将影响人们健康与否，取决于不断恶化的医学体系的保健衰退程度，作为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压力、渐进的人口边缘化和持续的世界盗贼统治等的回应。我们应该能够在对变化下结论阶段之前作出反应。比如，我们知道战争将使人的健康恶化，但就算是合法流行病学的事后方式，它也没有配合人类学方法论的敏感性来谨慎描述基础事实。

有这样的例子：在当前世界上一些地区受到所有毁坏之前，陈述只有少数理解实地研究价值的人能想象的制裁（20世纪80年代）的结果，以及对“恐怖之地”通过灌输民主价值实行双重约束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同时又对人民实行长期制裁，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几乎是10年后，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有害行动都是在卫生/痛苦/医学问题上最早显示出来，而不是最后才显示出来。今天，当一些国家的（卫生）毁坏状态显而易见时，我们忘记了制裁预示着“赠与”民主价值的危险后果。早在1998年，当霍思金（Hoskins）指出，对伊拉克的制裁会引起短期的和长期的影响时，应把卫生健康放在第一位（Hoskins, 1998）。我们可以带着人类学的反省扪心自问：这一研究到底对谁来说是重要的，或者它有没有使事情变得不同起来？

我们还可以问自己，还有哪个其他学科有这样广泛的质疑。毫无疑问，考虑到当代（医学）人类学的所有理论争论涉及了所有提到的对立面，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对处于深重灾难中的人们需要抱有同情心。但是，如果巴特（Barth, 1994）对医学人类学的独一无二地位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心他者或同情心”还剩下什么？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回到“缩小重点”和“限制使用文化‘他者性”的立场？

无论这些问题看起来多么理论，它们都是医学人类学这门分支学科目前最大的测验核心。我们陷入遗传潜力、卫生维持、疾病表达或疾病生计等问题的困境中，我们关注了解决世界上极端问题的办法，而没有时间去寻找科学的、热情的解决方法。在“为所有人的健康”（Alma-Ata Declaration, 1978）和“联合国千禧年目标”（UN, 2000）之间的相同隐喻中，除了事实上恶化从未被改变之外，全球卫生危急已经坏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紧急重新定义可见可数的人权手段的无效和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冲突。没错，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批评医学人类学在指出这一事实时非常准确。这使我们带着对世界体系框架中生物制药/西方医药体系的建设性批评，处于可能的理论适用模型中，并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概念化和保证所有人健康人权之间的分水岭（Baer et al., 1997: 233）。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认识的现实作出重估。知识的考虑方式当然不是全球化的。如果符合预期，这就是我们“文明”世界最大幻想的一部分。从地理学看，这在第一世界以外的国家尤其如此，并通过强加的“进步”等级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全球”知识都经过了回流，没有达到现实。但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强大的科学能够回答现代世界的任何问题。这通过高技术的生物科学来保证许诺我们的未来达到顶峰，它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更生动地说明。用法默的话来说：“我们不用社会学来看问题，这显然让人无法接受，因为事件、过程、病理学编年史（参见他的书《传染病与不平等》）看起来也许是生物的，但却都是来自社会基础。它们是生物力量和社会力量互相作用的。”（Farmer, 1999:281）。法默所帮助的地理上无形的人类进行实地诊断世界。这个世界通过传染病证明不平等产生不平等这种逻辑的不朽。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寻求生物—社会研究，旨在追踪不平等的产生和机制的研究仍然是很大的挑战。在先进的遗传流行病学领域，这尤其具有挑战且受到欢迎。（Franklin, 2003:121）

今天，不管哪个学科的大多数专家，从肤浅的意义上来说，答案也许就是简单地把生物学和文化/社会（“整体的”或“多学科的”）“结合”起来。只抓住几个参数也许让人很有兴趣，甚至在科学上显得很迷人，但事实上对任何现实问题都无法得出具体回答。今天的人类学家似乎仍陷于戏法的对面（比如，很久以前就很流行的生物/文化、文明/“原始”、历史/史前、现代/传统等）；仍然将分支学科的主要概念精练或复杂化（比如，“文化”、“族性”、“种族”、“原始”、“文明”等）；仍然把技术成果神秘化或非神秘化；把健康定义为在适应性回应和恶化世界体系中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目标之间；或者简单地，试图从在一个学科中理解自己的研究跳出来，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法默说的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越来越重要（Farmer, 1999:282）。

在进行医学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学科的理论基础，并推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是对一个诚实务实的医师或人类学家的崇高要求。希望这种工作能影响到其他人，比如那些在“中心”的人，他们关于现实带有更复杂的动态盲目。任何知识、科学或学科的“中心”都需要离心、重新历史化和身兼数职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批评人类学/人类学来说，尤其中肯（Ribeiro, 2006:364）。有充分证据证明，我们沉浸在“大城市地方主义”和“地方性褊狭的世界主义”之中（Ribeiro and Escobar, 2006）。考虑到非霸权场所的知识生产，与在霸权中心天真的人类学家的数量结合，通常是在非霸权场所的人们对霸权中心的详尽知识（Ribeiro and Escobar, 2006:13）。

所有这些是如何转化为生物、生物文化的和生物科学的，我们是否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研究中的生物社会现实？如果我们的田野调查点、实验室和长期田野工作的资金在主题上是由与基层现实很不相同的策略来定义的，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就必然不会到达我们研究的人群。因此，我们在卫生领域里的集体行动的不平等性（Farmer, 1999: 282），也在知识生产核心呈现出来。我们还能怎么解释事实上技术进步与成功解决日益加重的大多数显现（再现）的疾病之间的对比、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遗传性的不可摧毁的病原体与种群遗传力量、媒体关于流行的（有利可图的）全国流行病的恐怖宣传，以及更多无止境的问题？通过新的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社会心理学和公共卫生知识取得的成就与解决疾病、贫穷和社会不公平的新的可行测量方法不成比例，这反映在我们不能利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来寻求解决全球问题（Castro and Singer, 2004）的方法。我们必须准备面对我们基层专家的意见，为它在有意义的主导性的地图上找到留宿地，并更进一步用社会学视角来维持它的屈光精度，而不能向全球近视妥协。也许21世纪有意义的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幸存，取决于承认并拥抱一个事实，即复数性和多样性永远不会达到饱和，就像“世界人类学”成为“霸权人类学”的默默跟班这个例子一样，永远无法把自己的知识告诉给“中心”（Ribeiro, 2006: 380）。

很明显，不管我们是否关注某个受苦群体的问题，这门学科内部和外部都有严格的方法和分界；而且，在我们试图得到足够有用的各学科间交织使用的伦理方法前存在模糊点，它主要与在学科中保留人性和它们表达的平等性相关。再一次，我们发现自己需要反省，而且要知道通向更痛苦的反思过程的途径。更明确地说，虽然我们相信“为什么医学人类学占据引人注意的位置”这个问题仍然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位置。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尴尬，因为这是一门丰富的学科，它对人类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但是，对未来更好奇（当然也是痛苦）的问题是：带着所有这些丰富的认识论，它将走向何处？它是否能够不断地对应复杂的人类现象导致的所有需求？它能否在未来全球健康受到新自由和公司攻击时保持回应？它已经被卷入现存的颠倒黑白的真理、现实和等级地理问题当中，拥抱世界人类学的真实（健康）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4.民间/地方性知识与当代问题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多萝西·比林斯 著 殷鹏 译

最近几十年，在“人类—自然—社会”系统中，传统遗产（traditional heritage）和自然界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人们对这一过程也产生了新的理解，也吸引了民族学对该领域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运而生，为民族学在当代社会背景下重新研究民间/地方性知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确保对这些遗产（其中文化/民间智慧是关键要素）的研究能够为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委员会的发展历程

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姆斯堡（Williamsburg）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上。本次大会是20世纪最后一次全球性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会议，它的主题“21世纪：人类学的世纪”预示着我们这个学科的未来。“21世纪人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Cult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Human kind in the 21st Century）（主席是多萝西·比林斯和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的专题会议是本次大会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该专题会议的与会者（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学家）进行了二十多场演讲发言，在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就可持续发展的各类问题做出了广泛讨论。本次专题会议也成为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首场专题会议。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美国威奇塔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多萝西·比林斯博士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博士）于1998年7月30日，在威廉和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詹姆斯会议厅（James Room）举行的会议中选举产生。两位学者在相关领域中都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比林斯博士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美拉尼西亚的历史和文化专家；卢德涅夫博士是欧亚民俗文化问题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族气象学（ethnometeorology）和土著知识，当地居民的土著知识可以有效的利用自然为自己服务。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关注土著/民俗文化知识，不仅是民族学的新兴要求，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存问题的迫切需要。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人类—自然—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人类不得不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由于人类在生存活动（life-support activities）中所做的决定至关重要，因此该话题被提升到了学术议程的高度。学者们纷纷提出了新观点，并使用了跨文化、多学科的方法解决各种新、老问题。20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更加密切。人类成功创造大量人工环境，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却也给可再生资源和人类健康带来了新的问题，恶化了生态环境。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巴西，里约热内卢）制定了六条标准，阐明了哪些行为会对全球环境造成破坏。大会的第21项议程指出，必须使用新的方法解决自然与社会关系问题，而多学科方法是一种积极的方法。议程还指出，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自然、社会和人类三者的平衡”。

民族学家在这方面占有第一手且独一无二的资料。在前工业土著社会，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有着独特的经验。他们在维持生活的同时，注意节约自然资源，因为他们没有现代技术，不能置大自然的要求于不顾。民种族传统文化和民间知识国际会议（1994年3月21—24日，俄罗斯莫斯科，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任大会主席）是20世纪末的一次全球性的民族学会议。大会提出，民族学资料在解决人类健康和可再生资源问题方面有积极作用。民间和土著社会的传统文化与可再生资源能够完美的结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1992）已经把“自然—社会”不同模型的发展以及利用这些模型进行的数据研究列为了重点研究目标。

开展跨文化和多学科研究是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其中的重点就是维持生活中与大自然建立起来的民间/土著技术、民间/土著伦理和民间/土著的世界观。

1998年7月26日—8月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

本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中的“21世纪的人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该专题的四个主题分别为：（1）科学技术解决了旧的问题，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2）植物的营养和医疗功效；（3）资源管理；和（4）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组织与结构中制定技术、发展和管理政策。

会议还特别关注了非工业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那里的土居居民正在迅速失去对传统资源的掌控，但同时也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机会。

有几篇论文讲述的是民间/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Mode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虽然我们的幸福生活依赖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这些知识却十分有限，因为我们是在自行创造的人工环境中开展生活的。民间/土著居民在大自然中积累了独特经验，能够很好的阐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含义（Rudnev）。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理论方法来看待和解释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能够理解对文化动力以及社会文化系统发展的局限性（Orlova）。

影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因素很多，不单纯包括知识，还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眼界。马来西亚的2020宏愿（Vision 2020）已经认识到，在国家的主要民族之间，发展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同时，这种价值观要既要能够符合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也要能够促进经济全面发展（Khairuddin）。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认为，我们应该综合不同文化传统，创造出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应该摒弃简单的单线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无助的人们会淹没在包罗万象的机器大工业时代（Raum）。国际贸易和媒体在传播可持续发展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Aoyagi）。视觉艺术不仅能够反映出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而且也可以对其施加影响，这在中国的油画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Hatchers）。所罗门群岛的居民发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通过逐渐重新解释他们过去的观点来适应当今不可避免的变化——道路、学校、耕地和政府——同时尊重传统。

对于另外一些土著/本土居民来说，发展不是可行之道，或者至少不是首选的可行之道。在这种情况下，非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Models for Sustainability without Development）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被当作“异端邪说”而遭到了无情的抹杀。然而，也许在明天，这些“异教”可以挽救全球生态环境。有一些欧美人士认为，人必须控制自然。这些人最终会让步于传统土著信仰——人为自然的一部分（Monenerkit）。

南夏延齐斯齐斯塔斯（Southern Cheyenne Tsistsistas）的狩猎传统和生态法则，早在北方针叶林（boreal forest）地带转变为草场时就已存在，至今仍然在齐斯齐斯塔斯的礼节中被广为传授（Davis Stephens）。通过考古学资料，我们可以从前欧洲和美洲在长期利用土地的过程中，看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子（Peacock）。克罗地亚的村民们能够在战乱时期、不稳定的政局中生存，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以乡村农业和捕鱼为基础的可持续经济（Bennett）。这种生存方式不仅仅要求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能力，还要求在民族集团中的存活能力，这种方式与专业化社会实体和机构基础上的后工业全球一体化及相互依存关系之间存在冲突（Karlov）。我们可以通过在线社区（Online community）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模式，这些模式为相对应的世界带来了可持续发展文化。

建立可持续发展社区的行动取决于“谁掌控环境与资源”（Who Controls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美国的土著居民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保留了部分主权，他们独特的法律地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发展。他们建立赌场，增加了收入，而没有带来任何负面问题（Hascall）。在澳大利亚，土地申诉（land claims）和立法使得原住民可以享有部分土地的产权。他们把这些土地回租给澳大利亚政府，逐渐参与对土地的共同管理（Peterson）。新汉诺威的人们极力阻止外来开发者控制他们的土地，阻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政府把他们的岛屿纳入管辖范围（Billings）。在斐济，妇女们在认识到教育、医疗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就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外部发展所带来的犯罪、贫困和失业的问题。她们同非政府组织（NGOs）一同协作，希望能够把发展的控制权交还给斐济的普通百姓（Johnson）。而在马里西南部，当巴芬谷（Bafing Valley）建造水坝的时候，当地百姓没有人能够参与其中。数以万计的马林凯人（Malinke）不得不离开家园，只剩下一些无助的妇女们，缺地少水，无法种植庄稼。

以下几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寻了“跨文化差异”（Cross-Cultural Diferences）的重要性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方法。

在共产主义解体后，经济学家在中、东欧国家的政权舞台上占有支配地位，他们希望能够与西方国家融合。但是，他们只看到了两个世界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却忽略了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传统的差别（Boski）。日本和西方在音乐教育上的不同，也反映出了二者在价值观上有着同样的差异：西方形而上学强调自我主义，而日本的音乐教育虽然脱胎于西方的美学，却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发展思想（Imada）。

全球市场和国际贸易为利润和生产力实现双赢提供了可能，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对文化要有共同的理解和认识（DeSilva）。在南斯拉夫、危地马拉、纳米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和柬埔寨等地，人们由于文化和民族认同产生差异，而导致了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寻冲突双方文化中的共同点（Hitchcock）。文化和交流可以帮助和加强多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Iordan）。

要想在“不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中生存”（Survival in Unsustainable Conditions），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些技术。在海地，经济生产力衰退，人们不断采集表层土壤作为生活燃料，肥料缺失，土地日益贫瘠，广大农民只能吊着一根绳索，在陡坡上开发耕地，维持生活（Lawless）。在海地南部一个村庄，村民已经从一个没落的农业经济转向了以地区银行和教育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发展资金一部分来自于外出人员的汇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当地私人和双边援助资金（Balzano）。

自从1998年以来，委员会时刻关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活动，力求广泛吸纳全球学者多样的观点。1998年以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的活动规定了委员会的会议主题。

2001年7月18日—21日，德国，哥廷根

“社会中的开发与过度开发：过去与现状”是2001年在哥廷根（德国）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的中心议题。本次大会是21世纪第一次中期会议，组织者希望集合人类学、生态学、环境历史、历史地理和相关学科的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个学术问题。大会主题再一次表明：这是21世纪亟待解决的首要社会问题。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布里吉塔·本清（Brigitta Benzing）博士和本恩德·赫尔曼（Bemd Herrmann）博士指出，“本次会议关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紧急问题，同时补充全球变迁进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

本次会议的议题有：人类的影响和地球、环境历史、城市空间和环境的开发和环境社会学。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本委员会组织的“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本专题的与会者们还特别关注在畜牧业生产中使用土著知识所产生的问题（根据Jerome Gefu的研究，非洲土著游牧技术利用当地植物来维持动物的健康和繁殖量，对这种技术进行研究发现它对植物的组成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这些植物在现代兽医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指出，在理解“自然”（对土著知识的探讨）的过程中，多元文化视角所起到的作用是：为自然中的固定认知活动提供了不同的模式。还有学者讨论了土著经验在如何利用植物解决现代问题中的作用（Sebestyen Eva, Chaudhuri Dulal）；如何导向食物行为（Nazma Shaheen, Aminul Haque Bhuyan）；生态环境中传统文化的角色（LinShen, Benli Mou, Fengxiang Huang）以及现代社会中传统礼节的角色（Martynova Marina）。

各位学者在本次大会上提交的论文深化了对“社会中开发与过度开放：过去与现状”这个主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土著知识和传统，包括土著医疗技术，都被纳入了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范围。

2002年9月22日—27日，日本，东京

在日本东京的中期会议上，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关注人类身体，讨论土著知识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价值。

而后，我们又继续探讨了人们如何看待土著文化知识在今天的存在价值，如何延续这些土著知识。

还有一些学者们讨论的是，由于了当地人和局外人对土著知识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适和冲突，从而对发展援助产生了负面影响；也有学者探讨日益盛行的外来后农业价值观（post-agricultural）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威胁。

另外一些研究者讨论的是，协调当地土著文化和知识，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人类学已经认识到，协调当地土著知识的发展计划无论是对于当地人、对于发展计划本身乃至于全人类都是最成功的。

2003年7月5日—12日，意大利，佛罗伦萨

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举行的第15届大会主题是“人类/自然相互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会议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为大家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讨论这个对现代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话题。

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了9场专题（包括一百多次讲座），主要关注全球和地方问题，特别讨论了文化遗产（主席：Chaudhuri，Ambedkar和Oraon）、不同地区的特殊问题——以安达曼人和尼科巴群岛人为例（主席：Icke-Schwalbe）、印度的部落发展（主席：Singh）、中美加利亚的人类族群（主席：Sugiura和Daneels）、不同环境中的自然/社会关系——山地（mountain-oriented）种群和水陆（water-oriented）种群（主席：Chiao Chien）、发展战略以及滥用自然的后果（主席：Ota）的等问题。

大会还讨论了（主席：Billings和Rudnev）有关概念化的问题（Dorothy Billings，Subhadra Channa，Gudrun Dahl和Helen Johnson）、现代人对于使用可再生资源传统策略的诉求、（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治疗心理疾病（Deema DeSilva）和解决当地经济问题（阿尔卑斯山地区，Cristina Grasseni；安第斯山地区，TetsuyaInamura；北部地区，Dessislav Sabev）。还有学者讨论了如何在极端条件下的生活（Brian Bennett）以及健康护理的问题（Elena Fursova）。

在此次大会中，人们也尝试将利用自然资源的土著经验的系统化过程应用于21世纪里的现实问题。

2004年10月12日—15日，印度，加尔各答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人口急剧增长，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展。我们通过对城市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缓解人类、自然和社会间的冲突。另外，我们特别需要深入理解土著居民的经验，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健康发展的能力，这可以帮助他们在现代社会的更好地进行可持续发展。地方性知识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以下四个专题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专题1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主席：多萝西·比林斯和维阿切斯拉夫·卢德涅夫）

专题2同一国际（Homointernational）：一种多种族社会的方式（主席：Cornelia Guja）

专题3第四世界还是第一民族？处在发展和国家的叉路口的土著居民（主席：Scott Simon）

专题4土著的明天：21世纪的安达曼岛人（主席：Sita Venkateswar，Vishvajit Pandya）。

“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关注了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评估人和衡量类在前工业化、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时期历史行为的一个关键指标。

卢德涅夫将工业发展和都市化带来的巨大生态问题同小规模非工业社会的经济体制作了对比。这些小规模非工业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和失败，已经达到了社会需求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

会议还讨论了由于发展带来的问题，包括长期贫困和贫困的转移（Aronsson和Tamondong），城市犯罪蔓延到乡村（巴布亚-新几内亚，Bilings），工业化导致了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变迁，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原住民来说，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非暴力的抗争以维护其文化自觉意识（Chotanagpurdd和Hazaribag个案：Icke-schwalbe）。

尽管土著居民的生活中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还是依靠自己的知识生存了下来。在西孟加拉的孙德尔本斯（Sunderbans），人口密集、森林退化、洪水泛滥，但当地人还是通过传统生态知识保存住了土著资源，帮助自己维持生活，获得了可持续地发展（Sahay）。在逊德尔本斯，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土著知识各异，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有相应的适应策略，所有这些都帮助他们获得发展（Danda）。安第斯（Andes）地区，当地土著居民在现代社会中，又捡起了原始的集体狩猎方法，通过采集骆马毛增加收入，在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取得了主导地位（Inamura）。在加尔克汉德邦（Jharkhand）的主要部落中，土著知识帮助人们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完成可持续增长。这些加尔克汉德邦土著居民的信仰都是自然崇拜，他们的生活十分简单，都是以社区为单位，与土地联系在一起（Jha）。土著知识对于部落社会十分重要，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也同样重要（Singh）。

一些开发者由于忽视了当地社会文化和土著知识，通常无法制定适当的政策帮助当地发展。只有这些土著知识和文化，才能保证土著居民在当地部落社会中的生活。在印度西孟加拉，在土著知识基础上发展的经济作物（cash crop）和市场体系，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但同时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复苏（Samaddar）。农业社会的复兴，能够帮助那些移民城市中心的农民返回家乡，他们在城市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乔杰马尼制度（Jamjani-system）的基础是农村中的劳动交换，该制度的复兴有助于当地的可持续发展（Sharma）。在奥里萨邦及其他地方的部落中，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当地可持续发展（Mahana）。“行动教育”（active education）工程安排年轻人沿着伏尔加河畔进行考察，用以帮助当地年轻人学会做出正确的生态学决策，以服从公众利益（Grigulevitch）。

在某些情况中，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冲突。而今天的捷克与大部分地方不同，乡村居民和许多小镇城市的人们一样，举止文雅，老于世故。由于他们靠近城市的中心，人人都可以接受同等的教育，共同分享信息（Skalnik）。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必需品都发生了改变，乡村和城市变得更为相似，共同朝向更好或更差的方向发展。城镇居民对“自己”（own）和“外人”（alien）的生态观念已经传播到了乡村居民之中，乡村中四处堆积的垃圾也成了城市垃圾的真实写照（Fursova）。

在智利，土著居民和他们的文化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少数民族及其认同的讨论重新兴起，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促成政府制定了智利土居法令（indigenous law of Chile）（Castro Lucic）。而在俄罗斯，1999年通过了“俄罗斯政府支持北方少数民族”的联邦法，识别了26个所谓的北方少数民族，有人曾经错误的认为这26个民族将会灭绝。随着苏联的解体，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也随之消散，许多少数民族离开城市，回到冻土地带，回归传统的自己自足的生活方式（Stepanov）。俄罗斯城市中不同民族的个案研究也揭示了非经济要素在解决城市可持续性发展中的作用（Martynova）。

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群体和文化，他们之间相互影响。Simonic描述了一种竞争可持续发展（contested sustainability）的情况，它出现在于斯洛文尼亚Pohorje山区农民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Cabo Delgado）省瓦姆万尼（Wamwani）地区，那里的土著知识非常复杂，亚洲、欧洲、穆斯林和基督教汇集于此，相互适应、形成了当地的均衡饮食（Sebestyen）。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少数民族移民进入城市，产生了不同民族共处的问题。尽管这些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政策变化和心理适应可以增进不同民族的友谊，形成良好关系，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Wei）。在非洲，要想在可持续发展中以人为本，就需要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尤其是穷人，和谐共处（Nwaka）。斯瓦迪亚雅（Swadhyaya）的研究特别针对城市和乡村关系的转型进行了描述。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培养长远的眼光，同他人相互负责任的关系，以及一种在可持续发展观点中尚未得到重视的精神维度（Giri）。

2006年12月3日—7日，南非，开普敦

本次中期会议的主题是“超越后殖民时代：走向现代”，包括下列专题会议：地方性知识与科学、民间智慧以及超越社会。与会者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利用本土/土著知识和技术探寻利用自然的最佳办法（Viatcheslav Rudnev）；利用文化遗产优化当代社会生活（比如旅游业，Inga-Lill Aronsson；以及医疗保健，Tatyana Mastyugina）；挑战认识论对于本土知识的影响（Lesley Green）；尼日利亚农业和医疗保健中的本土知识和当地活动（Geofery Nwaka）；印度的生物工艺学对农业实践的影响（Swarup Dutta）。

学者们在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文化遗产，理解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后殖民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性。这次会议也证实了跨文化对话对于解决社会现代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下，土著知识和技术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那些由于人类破坏环境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比如，民间/土著耕作方式，可以帮助当地人们长期有效地进行耕种。在某些方面，当地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为我们指明了合理利用自然的道路。

专题会议为学者们相互讨论、相互合作、相互参与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参加地方性知识与科学、民间智慧以及超越社会专题会议的学者与听众（Subhadra Mitta Channa，Robert Mckee，Scott Simon以及其他人等）讨论了理论问题、伦理问题和现代社会问题以及民间文化研究问题。

委员会也特别关注从国家层面，帮助和解决民族问题。第三、四、五、六届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中，都设置了有关土著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的专题会议。这几次全国性的会议显示出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日益增长，同时也提供新的资料，展开了新的讨论，也为民族学的创新研究和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利用自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学资料

在联合国第二届环境和发展大会（巴西，里约热内卢，1992）上，与会者特别讨论了如何走出“人类—自然—社会”的困境，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找到了切入点。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促进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满足当代的需要，而不破坏后代的需要。这个任务艰巨而复杂，需要我们集中经济、生态、教育系统、医学、能源、农学，以及自然和社会科学，共同研究自然和社会。只有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我们才能正确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土著/民间经验是民族学的中心问题，也是这项研究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问题促使我们不断开拓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中，环境问题具有独特的地位。20世纪，“自然—社会”体系发生了一次重要改变：在全球范围内，工业社会对自然的影响第一次可以和自然（地质学）力量相媲美。在新形势下，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凸显出来，变得十分紧迫。与此同时，自然也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反映在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动植物数量的减少，以及森林面积的减少。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无处不在，大自然自我净化的能力也在减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物圈自我净化的能力是有限的。大自然和生物圈的自我控制和维持生命的机制，已经受到了挑战。

自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对传统的民间/土著文化的兴趣就日益增长。后来，在现代医疗实践中引入民间/土著知识（治疗和诊断）又强化了这一过程。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利用民间/土著知识开展生命保障活动的兴趣又逐渐发生了转移，转变为利用土著知识保护环境，因为工业社会给自然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方法，依靠自然界的“技术”，研究自然和人类行为。

民族学家在这方面有独特的第一手资料。在自然条件贫乏的情况下，前工业化社会在利用自然和解决生命保障活动中有着独特的经验。现代社会中，我们迫切需要这些资料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有效利用可再生资源。民间社会（尤其是土著经济）能够有效的利用可再生资源，并已学会完美与大自然相结合。

在当代社会中使用传统的民间技术，现在已经初有成效了。人们已经在现代医疗中使用草药（phytopreparations）（以民间处方对植物进行处理），既可以加强免疫系统，又能够在强化治疗（intensive therapy）之后减轻副作用（比如恢复胃中的有益菌）。农民们利用过去的经验来保护农作物。在南非，农民们已经开始了耕种具有较强抗病能力的谷类作物“金努阿”（kinua）和“金威奇”（kivichy），这在古代印加文明中就存在了；地震学家通过学习土著知识对地震的预报，可以得到更多的新信息；气象学家分析民间知识，能够在天气预报中运用新的指标：比如，在俄罗斯中部，在物候观测（phenological supervision）基础上应用的土著天气征兆对气象预报有着积极的意义。

面向未来

民族学对于民间/土著文化的研究，特别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寻找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背景中，能够为自然和社会提供一些新的资料。然而，只有通过国际化和跨学科的方法，这些新研究方向才能够充满前景。

现在我们正在为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做准备（中国，昆明，2009年7月27—31日）。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我们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委员会能够集中研究民俗文化、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的学者，积极参与讨论与合作，开启新的研究视角，强化这部分学科知识。




15.步入盛年的老龄化人类学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老龄化与老年人委员会

杰·索科洛夫斯基（JayS okolovsky）著杨春宇译

50年前，玛格丽特·克拉克片面地解释了人类学在运用其技巧和洞见来处理人生晚年问题时的失语状态：

对晚年进行沉思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专注——一种不健康的关切，有点类似于恋尸癖。因为人类学家实际上是自身文化的造物，所以民族志作者无意识地选择忽略生命周期里的这一阶段，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美国人对老龄化的普遍态度（Clark, 1967:67）。

好像是为了证明克拉克所言不正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老年人的研究、出版物和组织化尝试都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爆发，它们拒绝了上一代人类学家们的恐老症（gerontophobia）。

一、老龄化人类学的成熟

虽然有些人依旧抱着玛格丽特·克拉克在50年前所指出的那种观点，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已经渐渐开始放弃以往知识界关于晚年和老龄化的错误观点。在早期确实有一些开创性的著作，例如利奥·西蒙斯（Leo Simmons）的《原始社会中老人的角色》，还有渊博的格里高利·贝特森（1950）和玛格丽特·米德（1951）的一些文章。但是，对老龄化现象作全世界范围的、跨文化的分析还是由那些研究本国的北美人类学家发起。奥托·冯·默林（Otto Von Merling）、朱尔斯·亨利（Jules Henry）、玛格丽特·克拉克、芭芭拉·安德森他们第一次将民族志方法变成了理解老龄化、地方文化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有力工具。在1950年代晚期，冯·默林在精神病医院的老年病房进行了田野工作，说明了文化上对晚年的贬抑是如何导致老人无法得到心理的和社会的关怀（1957）。朱尔斯·亨利紧接着出版了一本让人不安的民族志，叙述了三家美国疗养院中的生活。然而，只有到玛格丽特·克拉克的《老龄化的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963）出版，人类学研究老龄化才有了明确的指导。此后她与芭芭拉·安德森合写了《文化与老龄化：美国老年人的人类学研究》（1967）。她们的著作考察了旧金山市在依托社区的关爱精神障碍老年公民的行动背后的文化动力学。从那以后，处理老龄化和老年人的人类学文献开始迅速膨胀。

幸运的是，随着这些有全球性比较视野的晚年问题研究工作步入全盛期，一个鼓励和支持这些学术努力的新制度性框架也发展了起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学与老年学学会于1978年成立（http://artsci.wustl.edu/～aage）；1982年由杰·索科洛夫斯基和拉尔夫·加鲁托主持，成立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老龄化与老年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萨格勒布大会上第一次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后来的墨西哥城大会和威廉堡大会上都有来自该委员会的有分量的论文。德纳·申克（Dena Shenk）、玛丽娅·卡特尔（Maria Cattell）、阿兰·比托斯（Alan Bittles）和克莱尔·文杰（Clare Wenger）、汤玲玲（Leng Leng Thang）都为维持和指导委员会作出了贡献。这些努力同样体现在创立了两份刊物上：《跨文化老年学学刊》和新创刊的《人类学与老龄化季刊》。委员会还协助编纂了《国际比较老年学研究者与研究目录》（Nusberg and Sokolovsky, 1994）。

要想查找关于老龄化的迅猛扩展的文献，可以从几本已编成的著作入手：《老龄化的文化背景》（第二版和第三版）（Sokolovsky, 1997, forthcoming）、《异文化，老年》（第二版）（Rhodes and Holmes, 1995）、《全球视野下的老年》（Albert and Cattell, 1994）、《衰老的经验》（Keith et al., 1994）、《人类学与老龄化：综合回顾》（Rubinstein，1990）、《老龄化及其转变》（Counts and Counts, 1985）、《衰老的其他方式》（Amoss and Harrel, 1981）、《面面观：老龄文化与健康》（Fry, 1981）、《文化与社会中的老龄化》（Fry, 1980）和《生活经历，老龄化》（Myerh of and Simic, 1978）。最近也有一些重要的文集关注具体的主题，例如东亚的孝道与社会变迁（Traphagan, 2003; Ikels, 2004）、非洲的年龄关系（Aguilar, 1998, 2006）、无子女的老龄化（Kreager and Schröder-Butterfill, 2005）和痴呆的文化分析（Leibing and Cohen, 2006）。

还有大量民族志阐明了印度（Lamb, 2000, forthcoming; Cohen, 1998; Van Willigan and Chadha, 1998）、中国（Bossen, 2002; Davis-Friedman, 1991）、非洲（Bledsoe, 2002; Rasmussen, 1997; Cliggett, 2005）、日本（Thang, 2001; Traphagan, 2000, 2004; Kinoshita and Keifer, 1992）和美国（Katz, 2005; Newman, 2003; Guo, 2000; Freidenberg, 2000; Savishinsky, 2000; Shenk, 1998; Vesperi, 1998; Meyerhof, 1978）的老年文化动力学。在医学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兴趣中，也有一些书和重要的文章在关注健康话题和长期关爱（例如Woolfson, 1997; Henderson and Vesperi, 1995; Savishinsky, 1991; Foner, 1994; Kaufman, 1986, 2005; Becker, 1980; Hazan, 1980; Staford, 2003; Margolies, 2004; Powers, 2003; McLean, 2006; Solimeo, forthcoming）。

还有许多杂志最近有特刊关注老龄化人类学，包括《生物人类学与老龄化》[20（2）, 2006]、《沟通实践与气候》[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4）, 2004]、《在跨文化视野中积极应对老龄化》[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6（1）, 2001]、《老龄化与老年人关爱》[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6）, 2000]、《家庭健康关爱与老年人：国际视野》[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8（4）, 1993]、《老龄化与健康的文化背景》[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9（2）, 1995]等。

重要的是，人类学在研究老龄化方面的专长通过以下几本著作走向了理论上的成熟，它们是《老年研究的新方法》（Fry and Keith, 1986）、《年龄与人类学理论》（Kertzer and Keith, 1984）、《全球视野下的老年》（Albert and Cattell, 1994）和《老龄化的经验》（Keith et al., 1994）。这些著作都旨在推动关于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的人类学方法和理论这一特殊领域的发展。上面提到的最后一本书报告了“年龄计划”，该计划是学者们第一次努力将长期的田野工作与具体而贯通的研究协议结合起来，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老龄化。研究不仅在中国香港、博茨瓦纳和爱尔兰乡村的居民中展开，也包括了两个美国社区。研究显示“成体系”的社群特征（例如社会不平等）和“内部机制”（例如价值观）是如何为老年人概念化生命周期、建立年龄规范、影响对于幸福的认知创造了明确的背景（Keith et al., 1994; Keith, forthcoming）。

“年龄计划”已经启发了其他研究者采纳它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得到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柯林斯发现在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中，意识形态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贡献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就是说，成功的长者是那些愿意把他们积累的知识传授给社区里的年轻成员的人（Collins, 2001）。

二、全球背景下的老龄化人群

直到20世纪末，世界上的许多人口只有不到60岁的平均生命预期，这低于人类寿命的潜在极限120岁。此外，15岁以下的少年人比60岁以上的成年人要多得多。这种情况变化得很快。从2000年开始，在大多数后工业化国家，人口中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了15岁以下的人；在其他地区，2050年以前也会出现这样的转变（Kinsella, forthcoming）。

到2030年以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地区还不会达到现在北美、很多欧洲国家、日本的“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但是像巴西、印尼和墨西哥这类今天的“年轻/少年”国家将会发现它们的人口中年纪最大的人数（超过65岁）至少会翻两番——在印尼甚至会翻四番。

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们的人口特征到2050年为止依然会显得相对年轻（见表1），保持着一种较高的潜在赡养率（8位年轻的成人赡养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在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的传染导致了“短命”（Shortgevity），过去10年里生命预期全面下降，并因此对传统的国际援助与交换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Sankar and Luborsky, 1998）。

人类社会戏剧性的人口成熟是伴随着所有那些极其强大且前所未有的当代全球转型发生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比欧美更严重的人口成熟问题；到2025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会达到46岁，比美国高7岁。这种变化已经促使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重新思考其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政策（Ikels, 2004; Arnsberger et al., 2000; Zhang, forthcoming）。全球老龄化的后果将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类学家研究的每一个题目，包括人类生命跨度的生物性极限，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代际交流与亲属关系、家户与社区、中年与老年的文化表述，对待残障与死亡的态度等。





表1：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人口数据比较，2006和2050年


三、老龄化、晚年（elderhood）和老年

从生物的角度讲，老龄化牵涉到长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在成熟期和衰老期都是如此，通常在男人和女人度过青春期之后，变化就开始了。生命周期中有漫长的成熟期是智人的种群特征（Crews and Garruto）。此外，人类也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一种在育龄之后还有大量雌性存活，而且由亲属和社群来赡养超过五六十岁、生理机能下降的老人的物种。对非洲哈德扎劫掠者（Hadza foragers）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儿童能否长到成年与祖母和老年的姑妈有莫大的关系（Hawkes et al., 1998; Hawles and Jones, 2005）。不过，现在有各种研究者已经在探讨有无替代霍克斯的“祖母假设”的可能，例如“母亲”、“族长”和长寿的“首要典范化身”等（Gurven, forthcoming）。

人类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在如何感知和对待老龄化和社会里最年长的人方面创造出了相当大的变异（Ikels and Beall, 2000）。人类文化系统通过语言创造标签来勾画出成人阶段的晚期，从而承认生命周期模式的重要性。

史迪夫·埃尔伯特和玛丽娅·卡特尔在老人、老年和长者（Elders, Oldage and Ancients）之间作出了有益的区分（1994, forthcoming）。“晚年”的概念存在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它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个人在生命周期中的地位的社会性和功能性界定。这个概念被用做指标，来将一代人放在与社群内他人的关系中，以衡量其社会成熟度。这与用某种晚年的标准来界定老年，并将这种标准与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行为如何反映出生物上的老龄化过程相结合起来的做法大相径庭。在许多部落社会中，晚年的到来伴随着仪式转换，并不一定经过许多年。没有通过这些仪式性过程的人，不论年纪多大，也不会被认为是老人。在澳大利亚土著和非洲游牧部落中，人们在30岁早期就可以进入晚年的初始级别，在以后的岁月中通过仪式过程，进入其他的老年人地位。

最早发掘人类学中关于老年人对社会作用的材料的是利奥·西蒙斯的经典著作《原始社会中老人的角色》（1945）。他展示了老人们在社会中起作用的种种方式，包括传承知识，关爱儿童，在仪式、司法和政治方面作决定。许多民族志都说明了老人头脑中深邃的知识与养育年轻一代的行为结合起来，是如何延续了人类社会。“老”是一个近乎人类普适的概念，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在文化上把它建构出来。迄今只有一项研究系统地使用遍及全世界的材料来验证这一题目。人类学家安东尼·格拉斯科克和苏珊·芬曼（Anthony Glascock and Susan Feinman, 1981）发现在随机抽取的60个社会中，有三种基本方式来界定“老”这一范畴：社会/经济角色的变化、年龄序列和身体特征上的变化。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1）社会/经济角色的转变是被认为变老的普遍指标。典型的例子是：孩子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的生产活动的变化、开始接受而不是给予更多的物品和服务。

（2）体能的变化是最不普遍的指标。严重的衰弱或者痴呆很少作为所谓“老”的首要指标。之所以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是因为被抽中的社会所创造的“老”这一概念的起始时间早在许多人体验到严重的体质衰退之前。

（3）大约半数的社会使用多重标准来定义衰老。这些不同的老龄化指标往往被用来明确地标示出与“老”本身相关的一些概念，其中可能包括一段与迈向死亡和丧失正常机能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老龄期。

四、性别与老龄化

从全球视角来看老龄化就会知道，相比起男性来，女性变老的历程颇为不同（Cattell, 1995）。虽然在大多数人群中，男人比女人的出生率略高，但是女人的平均寿命最高却几乎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在15岁阶段，美国女人的预期寿命比男人长8年；到了65岁，她们的预期寿命比男人长4年。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般而言这一差别缩小一半。在那里，60岁以上的人的性别比例相对比较接近，大约90个男人对100个女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地方的女性比更发达的国家的女性少了足有20％。

一些作者指出，对于女人而言，与绝经相伴随的四五十岁标志着女性在生理机能和社交领域方面的转折点，是进入老龄的标志。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需要有更精细的研究来对这一问题作生物—文化的探讨（Beyene, 1989; duToit, 1990; Flint and Samil, 1990; Kaufert and Lock, 1992; Lock, 1993; Berger, 1999; Leidy, 2001; Kagawa-Singer et al., 2002）。生物人类学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贡献可以参见莱妮特·蕾蒂的著作《绝经：生物文化的视野》（Lynnette Leidy, 2006）。

叶乌达·比英的著作《从初潮到绝经：两种文化中的农村妇女的生育生活》分析了在塑造女性绝经经验方面，生物、营养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Yewoubdar Beyene, 1989）。她比较了生活在乡村的玛雅和希腊女性，发现她们尽管在月经和分娩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有类似，但在绝经和老龄化的经验方面差别很大。希腊女性的饮食丰富而均衡，她们结婚晚，平均只怀孕两次。在这里，绝经与变老和步入“生命中的下坡路”相联系。绝大多数人都声称有潮热（Hotflash）或者出冷汗的症状。玛雅女性与此相反，饮食单调得多，而且不协调，她们结婚早，怀孕次数多而且频繁。这里的女性向往变老，期待着在老年得到新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上升。她发现没有一位玛雅妇女称自己有潮热或者出冷汗的症状，她们欢迎绝经。

就社会转型而言，许多作者都开始证实在非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模式，女性在步入中年和晚年时其角色、权力和地位会有戏剧性的改善（Kerns and Brown, 1992; Brown, Subbaiah and Therese, 1994; Rawlins, 2006）。加特曼（Guttman, 1987）提出，普遍存在的内心人格发展最能解释这种常见于老年女性的逆转，而其他的理论家则强调这些文化的转折点与生育周期和家庭周期相关。例如，研究非洲柏柏尔人的拉斯穆森（Rasmussen）提出，女性在晚年出现的雌雄同体现象并不仅仅是变得更男性化了，更是长期以来女性人格转变的一部分，这牵涉到亲属等级和其他社会分层的变动等同时影响到男性和女性的因素（1987, 1997）。

五、老年人的地位

在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许多传统社会中，老年人通常都发挥着智囊的作用，他们通晓诸如生态、亲属纽带、健康、宗教仪式以及解释部落由来的神话等知识。在许多非洲部落民族中，老年人是操纵生命仪式的关键人物，从为孩子命名到安排西非的村妇歌咏，这歌声可以让年轻的农妇相信必定会丰收。

然而，从民族志文献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年高未必会得到好的待遇。帕米拉·阿莫斯和史提芬·哈瑞尔提出，有两个关键因素能够决定老年人在他们各自的文化环境中过得怎么样。第一，老年人作出的贡献与他们所意味着的耗费是否平衡。第二，控制资源对社区里的年轻成员而言是否重要。他们用预测的方式言简意赅地总结道：

某社会中老人的地位可以表达为，老人对于群体的资源贡献了多少，他们的贡献与造成的消耗是否平衡，还有他们控制珍稀资源的程度（Pamelaand Harrell, 1981:6）。

使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的各种研究都证实了一点，在许多方面，地位和尊严不仅与有价值的活动和扩展家庭的团结相联系，更与控制信息和管理的角色联系在一起（Silverman, 1987）。希尔夫曼通过分析发现，在控制资源和信息方面，只有某些类型的控制与善待老人有关，具体说来就是管理和咨询。以某些形式控制超自然信息对老年人实际上是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推动变迁的权力。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与巫术等秘传力量相联系的老年妇女可能会被认为是种巨大的负担而被处死。在中世纪的欧洲（Bever, 1982）和1990年代东非的某些地区（Ageing and Development, 2000），这类事件数不胜数。

全世界的统计性研究已经揭示出老龄化的黑暗面——形形色色的拒绝赡养乃至虐待老人（Glascock, 1997, forthcoming; Silverman, 1987）。这些研究明确指出，在一个小规模的面对面社区中老去，并不一定就不会遭遇到严重忽视和虐待老年人的各种文化现象。格拉斯柯克研究的样本来自全球，最后表明其中大约有1/5的社会有杀死老人的现象，84％的社会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拒绝赡养老人，其中包括谋杀、冷落和抛弃老人。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希尔夫曼和马克斯韦尔（Silverman and Maxwell, 1983）注意到在他们的个案中，有62％的“负尊重”（虐待）情况发生。重要的是，学者们普遍发现，在同一个社会背景下既有加速老人死亡的行为，同时也有赡养老人的行为。两项研究都发现，在健康、身体好的老人和衰弱的老人之间的文化区别非常重要。巴克对纽埃岛（Niue Island）上的体弱老人所作的民族志分析（1997）同样表明，杀死老人和加速老人死亡这样的行为经常指向的目标是身体衰弱的那类人。

六、老龄化与社会转型

过去二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老年公民的寿命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高峰。这种人口上的变化与有力的现代化、全球化事件相伴随，包括经济生产、财富分配、超级都市的扩张和大国（通常以暴力的方式）分裂成小国（Lloyd-Sherlock, 2000）。现代化理论是第一个可以用来思考世界范围的重大变迁对老年人的影响的模式。唐纳德·寇吉尔（Donald Cowgill, 1974, 1986）一开始提出了一些零散的假设，后来发展出一个更为圆熟的模式，并由此成为这一问题最权威的作者。如果我们假设现代社会的老年人在可以获得的有价值的角色、资源和威望方面地位都下降了，那么据他说原因来自四个要素：现代健康技术、基于科技的经济、都市化、大众教育和读写能力。围绕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展开的争论非常活跃（见Rhoads and Holmes, 1995:251-285，是一个极好的综述）。历史学家尤其强烈地质疑该模式，说这不仅反历史，而且理想化了过去，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歪曲的“失落世界综合症”（Laslett, 1976; Kertzer and Laslett, 1994）。例如，历史学家安德烈·普拉坎总结了对几百年前生活在西欧的老人的研究，他宣称：

几乎成为共识的一点是，当时对待老人的态度非常严厉和讲求实际：据说厌恶和猜疑足以概括这两种态度（Plakans, 1989:175-195）。

文森特内森夫妇（Vincentnathan and Vincentnathan, 1994）对印度南泰米尔纳度地区的三个不可接触者社区的研究表明了这一议题的复杂性。在这些最贫穷的社区里，我们不能假设老人就一定享有尊敬和高尚的地位。这里的老人们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传承。通过新的现代化计划为老人们提供物质资源变成了联结年轻人和老人的基础。然而，年轻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导致许多孩子和年轻人觉得高父母一头。长此以往，代际关系恶化了，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虐待和杀死老人的情况，这一点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测更为接近。

对大规模社会转型更晚近的思考开始着眼于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民族国家受跨民族行动者影响（有时是削弱）的过程。这些全球网络跨越国家边界，沟通着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商品和资本、知识、交流和运输系统、污染、犯罪、音乐疾病（Music Diseases）和意识形态。克丽斯汀·弗莱（Christine Fry, forthcoming）明确地指出了全球化对老龄人口造成的危险。她注意到，国际金融制度（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所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满足它们增长着的人口的教育、经济、保健等需求的能力。她认为全球化对老年人造成的后果主要是负面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重新调整再分配经济导致工资更低，社会分层更明显。家庭生活也变了，在本地的亲戚更少了，他们必须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最极端的例子是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迅速的乡村—城市移民潮（Zhang, forthcoming）。对全球化和老龄化的一些新的重要研究包括阿伯德林关于加纳的著作（Aboderin, 2006）和莱姆关于印度的著作（Lamb, forthcoming a; forthcoming, b）。这样的研究似乎是极其重要和超前的，其思想能够为关心晚年及其后果的人类学家们在未来几十年内所用。




16.反思人类学与艾滋病： 未来场景与国际活动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

大卫·皮特 著 朱叶娜 译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简短地展示人类学在国际控制和预防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它所导致的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方面，已经、能够和未来应该发挥的作用。“人类学”通常的卫生警告应该首先出现，下列所述并不是为了做贡献，更不是批评本质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医学科学成果。人们尝试寻找患有HIV/AIDS的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答案，在各种机构的内部和外部，哪一个才是国际卫生项目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现在全世界有4000多万人“活在”HIV/AIDS中，并且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死亡，使之成为继中世纪黑死病和1918年流感之后，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撰写的《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2006）》，HIV感染了“历史上最多的人”。但是，最近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全球计划（GPA）前资深成员詹姆士·琴博士（Dr. James Chin）挑战了这一“官方的”令人恐慌的说法，他承认确实有一种全国流行病（全世界的流行病），但这种高传染性只出现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他谈道，UNAIDS（联合国控制和预防疾病的国际事务协调组织）存在着“流行病学与政治正确性之间的冲突”，它和其他带有某种目的的行动主义者一起，“歪曲”了事实，使人们误以为HIV/AIDS已经是一种普遍紧迫的威胁和突发事件。在琴的模型里，HIV/AIDS的全球流行率很低，并且以后将不会升高。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人类学视角来对照这些模式，说明本学科有特权评论，因为有许多争论是从文化、行为和社会结构角度对医药科学和流行病学进行的探讨。这一章吸收了关于全国流行的（虽然这很缺乏）例证性的民族志材料，以及在国际组织中已知的文化类型（这就更缺乏了），来倡导更多的研究和反思。

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是第一个注意到（不是在非洲，而是早在1980年代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正在发生的事的学科。之后，人类学家参与了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设立艾滋病全球项目（GPA）的过程，已故的乔纳森·曼恩（Jonathan Mann）及其他几位人类学家给予了大力的协助，比如，在曼努埃尔·卡巴罗（Manuel Carballo）的帮助下，该项目强调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这方面的关注被瑞典人推向更远，因为得到了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SAREC）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戈兰·斯特奇（Goran Sterky）的支持，他在之前把人类学家引进了世界卫生组织母亲与儿童卫生部。斯特奇离开的时候（1982），已经是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加学院国际卫生保健研究中心一位有影响力的教授，关注着艾滋病（Sterkyand Krantz，1988）。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委员会由大卫·皮特（David Pitt）和弗兰茨·斯图加德（Frants Staugaard）（两人都曾在斯特奇手下工作，并都曾在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全球计划工作过）创立于1988年，之后，赞比亚大学的费尔南多·阿库弗（Fernando Akufo）也加入进来。艾滋病委员会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中第一个关注流行病的同类机构。在此之前，虽然有医学人类学家（比如Cora Dubois和George Foster）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史，但他们的作用被边缘化了，因为人们大部分关注的是流行病。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科拉·杜波伊斯（Cora Dubois）说，世界卫生组织不知道如何与她共事。到丹麦的哈弗丹·马勒（Halvdan Mahler）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1973），组织编写了《阿拉木图（苏联）宣言》，建议将初级卫生保健作为世界卫生的最主要目标（见UNICEF1978）后，这一机构才更多地关注到草根社会（和社会主义）过程。在马勒离开后（1988），如果不是在这之前出现了对医药甚至制药的关注的逆转，一个新的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是不会建立起来的。它主要在联合国系统中协调关于HIV/AIDS的活动。人类学家米歇尔·卡莱（Michel Carae）在那里很有影响力，但是，定量研究的流行病学仍然是惯例。

自此，人类学在国际努力中受到了关注，虽然这不是本质上的关注，也没有因为似乎疯长的流行病而责怪他们。好在，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缓解。尽管应用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迅猛发展，比如，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对卫生有强烈的关注，因此，美国人类学联合会从一开始对此就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人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就给予HIV/AIDS只有不大的关注空间。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善，但在最近的一本书《今天最好的人类学》（The best of anthropology today）（Benthall, 2002）中，尽管这本论文集在很多方面是突出的和创新的，却只有一条提到艾滋病的参考书目。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委员会试图用很有限的资源来缩小研究上的差距，起步的工作主要集中关注于“从下而上”的草根社会及其卫生发展。首先，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它是在设于哥德堡（Göteborg）的北欧公共卫生学院的支持下，由博茨瓦纳的流行病研究中心出版的（Cabrera et al., 1996）。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资助下，设在莱顿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委员会，组织编写了一部在线的跨文化百科全书。学者们召集了一些会议，比如，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5届世界大会（2003）和在南非举行的中期会议（2006），后一个会议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委员会联合主席阿妮塔·努德尔曼（Anita Nudelman）和泛非洲人类学联合会的保罗·纳维（Paul Nkwi）组织，关注的是预防问题。上述活动都没有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进行合作，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热带疾病研究项目对社会结构方法有兴趣，但此项目并不包括HIV/AIDS的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关注医学的作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肯定自己在社会科学的领导作用，两者之间的特点和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引入人类学相对不足、与医学专业（至少在国际卫生亚文化中）的关系总体上相当糟糕的原因之一，曾经是现在也是以下的事实，即国际机构深深地怀疑人类学的定性研究、草根性的学科特点。人类学家也持批评的立场，并趋向于不是依靠医学的“福音”和话语，而是依据用于观察有时看起来有点奇怪的部落（或更精确地说，敌对氏族）的内部社会活动的方法（Pittand Weiss, 1987）来解释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这样的机构在做什么。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或文化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活动很活跃，提出了关于疾病甚至其规模和分类的选择性的文化解释。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和其他人（Ives and Pitt, 1987）通过“喜马拉雅山”边缘的例子，极好地指出了著名的国际机构的数据与别处的情况差别巨大（他们是在说那些山区砍伐森林在预估区间的系数40）。尽管数字不是那么巨大，但是，类似的情况在艾滋病的流行中也是存在的，今天官方数字称有3300万到4600万人生活在艾滋病地区，而一些非官方数字显示的数据比此数字要高出几倍。来自官方卫生机构的数字显然低估了现实的情况。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得了这种病，也不愿接受身体检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也许会被解雇，并带来一些其他的污名。政府也害怕丢失信誉和影响旅游收入，而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依靠，但我们也知道为了从国际援助机构那里争取多一些利益时他们会多报数字。

由于对疾病的定义不断变化，加之原本复杂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计算数字是有困难的。早期关于疾病的定义，比如，中非共和国（1983）的巴吉（Bagui）的定义有复杂的得分系统，它基于宽泛的症状，其中，有一些症状很罕见，而事实上通常使用一两个简单指示[尤其是消耗性疾病（厌食），或者在非洲流行的说法是减肥瘦身，还有发烧和疲倦]。人们发现了一种病毒（或1984年发现了一些病毒）和之后发现了抗逆转录病毒，十年后，通过血液接触传播方式似乎把疾病带回到医学正统领域，项目最先强调预防（比如，使用避孕套、节欲、忠诚、避免不安全行为、严格控制输血等），然后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来控制。

但是，人类学家早就指出过，其他文化模式对疾病的解释和传统上存在并与巴斯德微生物理论共存的治疗方式，通常以魔力或巫术等被西方医药专家或多或少否定的解释形式表述。人类学对传统的拥护有不同的甚至有时候导致相反的结果。在一些研究个案中，本专业里会出现保守派甚至右派阵地（Green 1993）。但是，其他人类学的研究（Pitt, 1970）指出，现代医学和魔术能够适应并共存，比如，前者解释最近的感染途径，后者在更广泛的场景中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患了疾病，而个人和社会是怎么治疗的。应该记住，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人的卫生保健仍相信传统的巫师和产婆等。魔术方法当然有缺点，而且应该坦率承认，特别是魔法和巫术在一些国家的使用方法是对人进行排斥、虐待和惩罚。女人和儿童经常被人们责怪，说他们传染了艾滋病病毒。

也有来自医学界的反对意见。许多热带非洲人被告知蚊子传播疟疾，附带也许还传播HIV/AIDS。那么，普通人认定这个载体（或另一个载体）应该牵连着另一热带疾病如HIV，这是否就不合逻辑呢？他们也许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将HIV/AIDS放在其热带疾病项目中，疟疾包含在内，但HIV不包括在其中，这看来主要是因为内部官僚的安排。

证据的可采性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医学专业和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这样的机构中只有那些能够作证的东西才被认可，特别是从以下实证研究中得来的：在远离田野的办公室对随机对照试验的解释和/或（不一定是同样的东西）通常是在封闭的、孤芳自赏的老圈子里与同伴一起评论过的材料。纯净的科学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一个简单事实是，许多证据，太多证据，被忽视或被讥讽驳回。这包括很多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无论它们有没有发表（特别是现在有了互联网），还有与这种流行病相关的最宝贵的、未加修饰的第一手看法。这一点千真万确，尤其是，考虑到不可避免地卷入可能（和应该）的思考场景中。人们似乎经常忘记，病人和科学家一样知道（也关心）关于疾病的一切。肯定有正确评估定性资料的方法，比如，法律方法（即使陪审团不在）和历史检验法，我们将很快回到这一点。

最困难的是病毒和病症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南非，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但不是医学上）总统姆贝基的结论反映出，人们认为HIV像许多其他传染病一样是贫穷的产物，因为贫穷使人们免疫系统能力低下。这意味着，不是拒绝，就是不愿意散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由此引起外交攻击。比如，2006年在多伦多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做的那样。姆贝基的立场，得到一些左翼人类学家的支持也无济于事。与保守派不同，左翼把贫穷看作殖民压迫或全球化的后果，并认为如果不是改变传统的革命的话，进步是一种进化。HIV/AIDS形成的政治经济特别受到人类学家保罗·法默（Paul Farmer, 2003）博士的影响，他主要在海地工作并且是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疾病研究的主要顾问。从制药业的定价作用来看，存在一种很深的怀疑，即卫生保健大致上故意将抗逆转录病毒置于贫穷国家和社区艾滋病患者不能达到的地方，并通过专利阻止更便宜的可以从事当地生产药品的销售。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跨国公司降价，有的甚至捐助药物。对这一方面全球化的批评得到本地人对西方影响的普遍怀疑的支持。有一种流行说法，比如，对药片的恐惧，认为使用注射剂和避孕套是放毒或至少是为了限制非洲人口的扩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专家认为，过剩人口是拥有有限资源的世界的主要威胁。尽管近年来，非洲开始挑战这些思想，至少在因为HIV/AIDS导致人口不足，以及强调人口相对较少的富裕工业国家的过度消费带来的浪费和内在污染的观点上。

在医学专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医学传统提出挑战，可以把他们解释为对确定理论的库恩式反对，比如，洛姆伯格（Lomborg）的《令人怀疑的环境论者》（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2004）。在艾滋病的例子中，细胞生物学家杜斯伯格（Duesberg, 1997）在论文中指出，艾滋病有化学起源，甚至说它是因为医生治疗时所给的药引起的，或者至少通过休养药物，而HIV就像过客病毒没有征兆。但是，这样的想法最后都消失了（Playfar, i2007），因为很难得到证据，而且很可能因为这种解释（或者争论本身）不能简单与国际活动过程保持一致。

其他人，通常是记者而不是科学家，认为HIV是一种“阴谋疾病”，也许是实验室或实验泄漏的或者出错的小儿麻痹接种疫苗，这构成了微生物战争或化学战争计划的一部分。著名的人类学家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 1998）和特瑞赤拉（Treichler, 1999），写了详细的材料来解释这些神话和其他关于艾滋病的说法是如何构建的，或者理论“发明”这种疾病的大致过程。他们展示了流行信念不管是否“正确”，能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们接受预防和控制程序的程度。不管西方科学家怎么说明HIV/AIDS的传播途径，非洲许多人认为，它仍可以通过蚊子叮咬传播。许多人怀疑，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社区的小儿麻痹接种疫苗是危险的，甚至有基督徒去投毒，不幸的是，儿童麻痹爆发在以前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地方。

所有这些对人类学来说，过去是现在也是，要少争论这一疾病的病原，因为证据稀少并且被严重矛盾地控制着，很难获取，因而，要寻找关于文化情境、历史的组成部分、以及思想的进化和动态变化等的讨论。如果到处都有人死亡，阴谋论和谣言就变得普遍，但是，卫生活动是否有效这样的观点仍需要研究。此外，解释还应承认情况的复杂性。西方医学专家对传染作用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应该过分简单化地把社会和文化从流行病学中剔除，就像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一样。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里出现一种趋势，即对离散的疾病用一次注射的快速治疗方法解决。其管理模式有一种原始的和过分的影响力，有时候只有很少或几乎没有医学相关性，其内在的范式远离基层，并要求在对抗疾病的战斗中服务人员具有军事化等级般的指挥和控制，效率和效能。即使底线是没有利润的，通常也是某种形式的量化指标，如果目标达不到，通常就会延期，并且一般都过分理想化。比如，所谓的千禧年发展目标或其他许诺在一年中（先是千禧年2000年，然后是2015年或2020年）在各国占某百分比的国家中，为“所有人”提供一切东西的“目标”。使用避孕套作为所谓预防HIV传染（和观念）的社会营销运动的主要焦点，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好例子。这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地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中许多避孕产品的不可靠性，或者为防止像HIV这样的小型传染性媒介，对市场上的任何产品都提供足够保护，这是有问题的）。另外，病毒本身不断地在改变，并能很快对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产生抵抗性。正如正在使用的许多其他化学疗法，例如，在使用药物预防结核病，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HIV/AIDS有关。

如果有多种狡猾的、不断变化的传染因子，其免疫方面也会同样复杂。普莱费尔（Playfira, 2007）最近列出了一个有效模型，把世界卫生保健分成十几个病原体（细菌、病毒、原生动物、菌类、蠕虫、朊病毒等）和许多免疫防御因子之间的战争。普莱费尔模型具有强烈的军事暗喻，这又是一次病原体与免疫因子之间的殊死搏斗。但与许多卫生组织的“疾病战争”模式不同，普莱费尔的探讨对象很和平并和平共存，这很有意思，通过接种疫苗的关键机制来达到预防。主要的病原体是我们早已熟知的，主要有HIV/AIDS和肺炎（每年超过300万人死于此病）、肺结核（每年死亡150万人）、疟疾（每年死亡130万人）、麻疹和流感（每年死于每种病的有60万人）等。普莱费尔在人的身体中找到了10种主要免疫防御因子：噬菌细胞、补足物、自然杀手细胞、淋巴细胞、干扰素、抗体、细胞因子、炎症分子等。除了以社会构建方法来分析这些区别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病原体在国际卫生官僚机构（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都占有位置、部门和机构，但很少有免疫机构有这样的特别认定。此外，尽管有许多证据证明疾病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都在笛卡尔哲学风格下被武断地进行了单独的个别分类。任何合作的好处，都因其中不同单位和官僚机构之间沉迷于势力斗争，而被消减至最小。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当然是为了免疫，疫苗确实存在（没有针对HIV/AIDS的疫苗）主要用来削弱这些疾病，或它们本身就是这些疾病的活版本。当然普莱费尔的和平想法需要更多HIV/AIDS领域的探索，就像在这个看起来永远不会停止战争和增强各种形式暴力的世界上，所有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所需要的探索那样（Pitt, 2008）。

对免疫的争论，主要关注的是寻找HIV的疫苗，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HIV极复杂而且不停变化。由于存在这些困难，导致国际讨论向着身体战争之外的动因探寻，尤其是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关联也很复杂。至少在金钱层面上，并不仅是贫穷降低了免疫系统能力。有例子可以很好证明，人可以没有钱但很健康[古巴、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萨摩亚群岛等]。在不同情况对免疫性的威胁中，也许受内在社会经济动力影响小于受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这也许可以解释乌克兰的HIV高发率）和内部压力水平等。在身体内反应出更大的社会冲突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普遍存在的战争。免疫抑制经常与其他形式的抑郁相连，包括社会经济和心理。抑郁作为一种精神卫生紊乱现在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主要疾病，影响了十亿以上的人。不同类型的抑郁之间的关联需要更多研究。

行政习惯中充斥着过分简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展出“三个一”的模型。这一原则提倡：一个活动框架，一个国家项目和协调当局，以及一个国家层面的监视和评估系统。这一计划正如联合国系统的大部分项目一样，反映出将近200个国家的世界政治分割图景。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被一小部分安理会主导下的联合国精英承认。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就是显示发生于或交织在世界许多文化中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既是多元文化的，也是跨国的。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语言基础上识别了6000多种文化。语言总是文化的关键所在，还有其他的衡量方法得出的数字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不幸的是，基于语言的大多数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多数“他者”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据估计，许多文化将在20年里消失。随着它们的消失，我们将失去无法计算的知识，不仅是在医药领域。先不管巫术所具有的相当大的安慰作用（或大体上有心理基础的文化），人们应该记得，现代制药1/3来自70000种植物，作为传统医药，它们的作用比粗糙的化学物品更温和，而且副作用更小。当然，很多新的文化出现了，就像都市移民加速的步伐一样，全球化瓦解了，但是，这些文化通常没有关于环境的深邃知识和对环境的依恋，而这在农村场景中是真实的传统。不幸的是，关于HIV/AIDS的统计数据，没有大致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分支或都市单位详细的资料，如果有这些资料将可以更好地给出文化绘图和城市熔炉中发生的混血图景。

关于艾滋病的另一个官方国际政策上的过度简单化，是对特殊风险群体的关注，特别是性工作者和毒品注射者。再一次，不管流行病学的证据是什么，这样关注的结果总是不符合人们的预料，比如，布鲁默休斯（Brummelhuis）和赫特（Herdt）（1995）关于巴西的说明、卡利朋尼（Kalipeni）和其他人（2003）对非洲的说明，他们认为，每种文化对风险的定义是不同的，既复杂又易变。风险群体自己也许是亚文化，但是，在生命和/或社会经济循环中通常处在非常易变的状态，普遍受到大范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权威人士把他们标记为高危人群，这在已经严重失去地位的群体中也许既不受欢迎又加重了人们的耻辱感。危险群体被秘密驱使，大幅减少这些群体参与预防的活动，使得风险增大。

那么，跨文化方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在为规划构建情景和选定合理模型的复杂任务中有什么用呢？首先，在HIV传播中，一些传统文化实践也许减少了感染HIV的风险，或者事实上其他性传播疾病为共同的致病因素。最近广为讨论的文化因素是男性割礼，它也许可以作为人类学提供的可能的、潜在的和缺陷的例证。必须首先明白，在官方神话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误导，事实肯定比能用单一文化或其他特征解释要复杂得多。在实行男性割礼传统的社会中，HIV感染的相对低发生率肯定与更广泛的偶然事件相关。比如，如果我们拿企鹅公司出版的《人类性行为图册》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出版的最新全球HIV感染观察地图（2006）比较一下，看它们各自的割礼分布情况，在已知的地方（见企鹅公司的地图），可以看出一些国家成人发病率很低，同时50％以上的男性实行了割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数据很片面。据估计，世界上有30％的男人实行割礼（一共有6.55亿人，每年1300万个手术），其中的大多数（3/4以上）是穆斯林（全球有5.17亿人），但是，还有1.15亿美国人和受美国影响地区（如韩国和菲律宾）的大多数男人。但是，书中只有30个国家的割礼数据，占世界人数的1/5。甚至在实行割礼的国家中，其成人HIV感染率比估算的要高1％（特别是，如果高估算值被算在内，这些国家包括冈比亚、几内亚、马里、毛利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索马里和苏丹等），而没有广泛实行割礼的国家也可能有低感染率。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论是，实行割礼的男人感染率明显很低，并声称如果十年内所有的男人实行割礼，可以避免200万新感染病例（由Williams和其他人撰写的报告，2006）。美国卫生研究院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进行的随机试验显示，实行割礼的男性被感染机会是没有实行割礼的男性的一半，这个比率数值较大，因此该试验被放弃了，因为人们认为，不让对照组的男人有权利实行割礼是不道德的。2007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蒙特勒（Montruxe）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平静而谨慎地讨论了“承认男性割礼，现在是附加的、减少男性异性恋者感染风险的重要干涉”这一话题。尽管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2007年5月），会议的报告还没有发表，但是，从表面上判断，从放弃的试验上得到的证据似乎有点微小。当然，人们可以批评这个研究像许多流行病学喜欢的样本那样，基础很小又漠视文化因素，不能被用作基本法则，不能成为莱索托（Lesotho）和其他地方计划的群众活动的唯一基础。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蒙特勒声明是一个友好的鼓励，或者是，将来的研究尤其可能成为人类学方面的模板。

人类学中这类研究应该是什么样子？显然文化环境影响论要成为主导。但对任何割礼与HIV感染之间关系的评估，在着眼于文化和亚文化层面时，都出现了无比的艰难。比如，从根据耶鲁大学“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的数据编制而成的民族志地图得到的资料，是非常陈旧的（Murdock, 1967）。观察“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中男性生殖器毁坏的情况（在200多个国家里），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南非成人HIV高发地区有很多人实行割礼，反之亦然，这伴随着不同行为、不同割礼类型和不同年龄。杨休（Hugh Young）（参阅Denniston et al., 2006）确定了300多个实行割礼的原因。通常，其仪式是不符合卫生基本原理的。除了伊斯兰和一些犹太社区的持续传统之外，这种行为似乎随着全球化和都市化而急剧减少了。割礼已不再是时尚的西方医学亚文化，甚至可能情况正好相反。比如，澳大利亚皇家医师学院在2004年彻底复习了文献后，断定“例行的新生割礼，没有任何的医学指证”，而且，事实上它可能像所有手术一样有并发症，尤其在卫生标准不好的地方。这些结论是美国（from 1989）、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类似协会的典型结论。由于被在手术或外科失误中不幸死亡的故事吓到，围绕着妇女割礼/生殖器毁损陋习的推迟的不利宣传，民意反映出了在医学建议下新的、对个人身体完整的信仰。如果通过了所有联合国决议的障碍，新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建议信息，将需要一些时间来让西方接受，并用更长的时间让别的地方，特别是不实行割礼的文化所认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建议或强制是与伊斯兰割礼相关的“文明冲突”的“入侵”。

在预防HIV/AIDS项目的方案中，已确定了其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比如，实行割礼手术也许被认为完全是一种保护。它是那么安全的方法，以至于人们不愿意使用其他的方法，比如使用避孕套；也很少有人自愿地检测、咨询和接受教育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初次性行为或性伙伴数量。考虑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应该在最广范围内找到更多定性和定量材料证据，无论它们是现存的还是新发布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提议，人类学的第一要务就是紧急绘画出尽可能多的文化的“示意图”。就算证据是不完整的，最紧要的是要有充分的实证，而非完美的调查。

可是，文化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应该注意到文化之间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麦克凯（McKay）主编的企鹅地图上，在美国西部地区“割礼”率是38％（尽管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拉丁美洲人社区不经常实行割礼）而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割礼”率是82％。澳大利亚也有地区差异（塔斯马尼亚州为3％，昆士兰州为20％）。随着时间不同，其“割礼”率也有显著的变化。英国的“割礼”率在过去的20年中下降了一半。在加拿大，最大的影响是手术费用不再包括在公共卫生计划中，这导致了人们对医生职业的冷淡态度。

也许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1978）在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946）之后提出的文化偏见而不是文化本身。本尼迪克特基于主要特征把文化分类为特殊类型，这些特征有平衡良好的“阿波罗型”（典型的是普韦布洛·祖尼人）或无政府主义竞争的“酒神型”（加拿大西北的夸扣特尔人）。道格拉斯在这个文化描述上，又加上了社会维度，即通过从观察个人行为到可能影响甚至决定大体行为的群体行为。她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著中寻找例证，即资本主义的胜利依赖于一些特质比如禁欲主义、节俭、努力工作等。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提供了预防HIV/AIDS的有用模型，包括对割礼的态度。不管什么样的文化和跨文化，都可能有个性类型，它们将导致危险的行为，或者相反带来更好的卫生计划目标。个性化，对与群体相反的个人的关注，使人们关心利己主义、感染与预防发生的网络动态性质。网络明显更具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潜力，迅速扩张到互联网主导的全球化世界。

互联网突出了一个需要，即看看什么是人类知识的总和，这是控制行为改变的大脑领域，并且不仅会通过共同价值改变，也会通过承认集体意识和部分社会性构造起来的精神改变。比如，杨休（见Denniston etal., 2006）在讨论割礼与艾滋病时用了媒密复合体（memeplex）的观点。文化基因（meme）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创造的术语，即自私的基因是与文化平行的；而行动单位反映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过程。但是，文化基因会比基因改变更快，并大多是合作性而不是竞争性的。媒密复合体是像宗教那样仪式化的文化基因联合体，并且是精神产物。道金斯把宗教称为精神病毒，还指出割礼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在那里，文化基因也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虽然这些方法中存在着歧视性、确定性和其他危险，就像在社会生物学中那样，也许可以通过把HIV/AIDS看做文化基因病毒（超越桑塔格（Sontag〉把艾滋病和癌症作为文化隐喻）来理解，也许因为在疾病进化中神经学因素很重要。当然，还有很多关于神经的研究要做，因为神经明显对预防和治疗影响很大，包括普莱费尔（Playfair, 2007）暗示的，目前还一无所知的安慰剂效果也许能从免疫防御因子的变化和遭受的文化基因过程中推测到。有太多教育依赖于过分简单化的虔诚讲道和空洞广告，毫无疑问，看起来这些根本无法使人接受。

事实上，要阐述文化和任何政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艾伦（Allen, 2007）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论证会有益处也还是会产生反对，比如，接种疫苗（包括有时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反映出普遍增长的对“西方”或权威、政客和组织管理的严密过程的怀疑，特别是对医学职业、制药公司等的怀疑。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似乎已经极大地增强了阴谋论流行的可能性，一旦它成为大众的意见，就很容易变得令人害怕。当文化和亚文化被排斥或与管理卫生政策的人远离时，这样的情绪就会加重。

不管哪一种文化研究方法都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HIV感染（在成人间的流行率为15％—35％）大量集中在非洲南纬10度南面大致一条线上的国家，以及以印度（见附录）和东欧的部分地区为代表的HIV高发但差别很大的不同国家。人类学要帮助人们理解这个现象，必须复习传统田野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类学“拉出安乐椅”，使之进入村庄，现在不仅需要进入村庄，而是要进入任何发生全球化的地方，并且用常规的方法进行实证讨论和理论探讨，有时是在投机和未来模式之间移动。比如，人们开始关注贫困和HIV/AIDS之间关联性的理论。乍一看，这种关联并不正确，但是这一现象很复杂。南非（Fassin, 2007）是继印度（大概50万人）之后，拥有最多HIV感染者的国家，但是，在国民生产总值意义上它是非洲大陆最富裕的国家，并且有许多移民想要去那里。事实上，疾病就像万众期待的革命，似乎是跟着所获的财富而来。在南非，疾病与贫困的等号不能完全抹去，因为大多数生病的是穷人。一种解释是，在种族隔离之后没有完全实现或在一些地方完全没有实现对财富的优化分配。这导致了镇区民心的巨大损失，比如，挫折使傲慢的政府看起来不愿分发显然是“神奇子弹”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种族隔离中更臭名昭著的等级问题可能已经消失，但组织管理严密的政府部门和自下而上的草根社会活动之间的等级仍然存在。这里与非洲其他地方一样，传染病的突然爆发不是通过贫穷来解释，而是要通过移民、社会不平等、压抑的社会性别关系、暴力、尤其是到处存在的战争（Hankins et al., 2002）等的复杂情况，才能更好地解释，所有这些都组织了个人对他们自己采取行动。例如，在坦桑尼亚的查格（Chagga），当人们自己采取行动时，产生了非常可观的进步，就算在赛特尔（Setel, 2000）看来那是“自相矛盾的瘟疫”，人们也不觉得自己被控制。

博茨瓦纳比南非（按比例）的感染率更高（为25％与18％）也很难解释，因为这里也很富裕（来自钻石），仅次于南非，有抗反转录病毒的公共卫生项目、以及自下而上的发展传统，叫做“Ipelegeng”，其中，女性起特别大的作用。在极度贫穷的莱索托（与博茨瓦纳比率类似）也有像Ipelegeng一样开展了一种独断独行的活动，叫做“Iketsetseng”，看起来也不能遏制高感染率。斯威士兰的比率（超过1/3）最高，在那里，尤其是学校性侵犯造成流行的因素，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出来了。但这些地区很不规则。比如，安哥拉很贫困，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被列在世界第160位，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民平均寿命只有46岁。但那里的成人HIV流行率相对较低（3％），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很难对此进行解释，由于那里长期有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有战争的地方（非洲有很多这样的地方，见Hankins et al., 2002），由于法律和秩序崩溃、军人横冲直撞，患病比率会上升。事实上，其他不稳定和没有法律的地方出现了HIV的高成人流行率，比如，在政治和经济大范围崩溃的津巴布韦（HIV流行率为20％以上）。另一方面，马达加斯加也是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世界排名第141位），但其发病率低于1％，很多岛上也是如此，不管经济水平如何，对岛上的成功的解释是，这部分地区与传染源隔离。但人们也发现那里有良好的通信和强大的社区活动。这个规则之下也有例外，比如，最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人流行率为4％），特别是海地（5％以上），我们一会儿会涉及。

非洲南部地带之外，非洲大陆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感染率居中（5％—15％），但是，中非共和国的比率非常高，对此人们还没有办法解释。非洲南部和中部之外的比例却降低了，埃及、利比亚、中东、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蒙古、土库曼斯坦以及日本的比率是世界上最低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的社会宗教习惯和经济环境差别很大，从最不发达的饱受战争摧残的阿富汗到非常富裕的日本。

伊斯兰社会在低感染率名单上很突出，但在比较贫穷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或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了。舍尔林·艾尔·费基（Shereen El Feki, 2006）认为，事实上，研究社会的低发生率也许是解释这一神秘现象的关键，就像福尔摩斯《银色火焰》故事中夜晚事件里的狗一样。很显然，认为伊斯兰文化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社会疫苗的说法是有争议的，正如同样的思路，一旦提出了在印度和中国已被证明，是非常错误的。艾尔·费基写道“揭开面纱”的时候到了。他指出，由于测试规模太小，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所知道的情况主要来自移民寻求工作许可证的过程，以及当地人认为HIV是外国人带来的偏见。但是，社会疫苗这个概念，就像任何其他接种疫苗一样是值得推行的。

在亚洲地区，印度和中国形成了对比，前者的发病率比后者高很多。印度的绝对感染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因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一半，平均寿命比中国少8年。不幸的是，在印度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被意识到，因为人们认为伊斯兰文化的地方远离危险行为。因此，很少有人会去检测，尽管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计划了义务检测。但就算有检测，也很少有后勤服务或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并且阴性HIV证书在黑市上很容易弄到。尽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了印度的数据，但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例外，在艾滋病流行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在喀拉拉邦，那是人们不富裕但更健康的一个好例子，对此的不同解释从基督教社会的影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影响都有。

成人HIV发病率第二高的地区是加勒比海。那里有声名狼藉的混杂旅游者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海地作为西半球唯一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其他地区的旅游者要少得多，却在发病率表上很靠前。发病率第二高的是巴哈马群岛，它是全球最发达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的加勒比海国家正在转向高发病率，奇怪的是其中包括一些中美洲（伯利兹）和南美洲（圭亚那和苏里南）的沿海国家。在这一地区，最异常的同时可能是最好的不富裕却健康的例子，是古巴，它的发病率极低，这毫无疑问是由于它出色的、自由且高效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事实上，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瓦解之前，社会主义系统似乎也行之有效，尽管现在较高的发病率可以解释为病毒相对较晚进入这些地区。“新”流行病，特别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的HIV成人发病率都是1％以上）似乎与日益衰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相关。这种衰落是与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的。平均寿命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急剧下降，大量贫穷阶级不能担负任何卫生保健费用，更不用提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了。年轻人尤其在新的系统之外，他们还注射毒品，这使感染的潜在来源不断增加。

低发病率在从前和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也存在着地区差别。中国虽然总体发病率很低（＞0.1％），但患艾滋病的人数正在增长，也许超过了50万，这也许与赤脚医生系统的瓦解和高比率的城市移民有关。显然，泰国（因为旅游？）、柬埔寨（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缅甸的发病率要高得多；它们的社会系统都很不一样，但都没有被好好地研究或理解。

这种共时率本身是对现状的静态描述。最有意思的是，对那些取得重大进步的国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其政策的描述从“危急处理”修改为“战略反应”，但是，一些乐观因素是来自所使用的统计方法的不同，并且使用抗反转录病毒的人活得比较长，所以降低了死亡率。一些国家被提出表扬，比如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布基纳法索都市区，以及海地、柬埔寨、泰国和印度的一些州比如泰米尔，虽然有所下降但基础值很高。以墨西哥为首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千禧年发展目标。效果明显和发病率降低，被归功于卫生医疗服务的预防和人们行为的改变，比如，更多地使用避孕套、减少性伙伴数量和推迟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以前，人们认为乌干达是成功范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发病率急剧降低，但是，现在人们只认为它是稳定的，这个词也用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其他地区，尽管它们通常仍处于高发区。但是，发病率本身，并没有任何对数字和发展趋势的真正确定。在每个国家中，这一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在普通人身上打下的烙印，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而更多是害怕和耻辱。大多数人似乎相信并且被说服相信日渐泛滥的宣传，认为问题存在并不断变大。曼恩（Man, 1992）认为，排在HIV和AIDS后面的“第三种”流行病是害怕，它将改变甚至使所有层面的预防都变得无效，政客会拒绝带头并倾向于把问题在私底下处理掉，普通人不愿意配合检测或治疗。

风险分类中也正在发生很多很快的变化。正如我们所说，人们极为关注所谓国家中的风险“人口”，人们推测那里有更高的持续增长的感染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特别挑出四个高危群体——性工作者、与同性性交的男性、注射毒品者和囚犯。但是，又很难得到数字，因为他们通常秘密活动，如果不是犯罪的话，根据官僚机构对什么是囚犯和妓女等的定义，两种估计和实际数字都相差很多。但是，毫无疑问，全球化过程导致了这些人口的增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因此不仅更贫困更不健康，而且更难与卫生预防工作进行合作。因为风险人群被边缘化，所以产生了很多偏见，人们认定他们是主要的感染来源。边缘化与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加深了这种偏见。“有风险”的人中，许多人是移民，特别是刚产生的城市贫民窟或难民（在他们不跨越国际边界时，内部称为难民），他们都是为了逃避战争和其他相关的“恐怖”而来。这种情况下，贫穷与HIV紧密连接，对此的解释是人们经常“集中在一起”无论是否被“关押”。

这些情况下，有很多压迫并且在其他地方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事实上新的奴隶类型，他们大量暴露在HIV风险中。新奴隶包括儿童、提供廉价劳力的被抵押或负债的工人或性交易中被称为白人奴隶的女人，他们经常与犯罪团伙的毒品交易紧密相关。国家卫生服务在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时，有一定程度的双重标准。因为很多人是违法的，卫生服务机构不愿意给他们应得的权利，或在社会服务网络中也视他们为浪费钱的人，不管其感染率有多高。在性交易的情况中，最大的风险也许不是性工作者，尽管他们在全世界感染的人数有上百万，而是数千万很少被鉴定的嫖客，以及不断增长的大群强奸犯，他们在遭遇不幸的地方掠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法律秩序不完备的地方。

解决对风险分类贴标签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把关注点放在风险性场景中，通常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绑在已经被打上烙印的人身上。在这里，研究发现，没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是主要原因。但就算在这种理想中，也不太能找到人们容易得到并买得起避孕套的地方，或者有可靠计算的地方，大部分性行为基本上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通常家里的妇女就是这样。这一现象有很多种重要的原因，其中，就有贫困社区教育项目的薄弱和女性地位的低下，那里的女性不能坚持要求性伙伴采取适当的行为。

这种情况既复杂又不好理解，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自信的声明强调假定流行病学及其行动路线清晰简单，除此之外的未来政策还不确定，人类学能对此做些什么呢？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类学田野专著关注禁忌，或者后殖民时代的田野机会非常受限，不是因为缺乏资金，就是因为人类学仍然有殖民的名声并且是绝对危险的职业。通常，人们不讨论男性割礼的研究，尽管琼森（Jonsson, 2006）在肯尼亚做了调查，希尔德（Heald, 1999）在乌干达的吉苏（Gisu）作了研究。更多的关注是，在许多不同观点下从“故事”中得到的有益见识（cf. White and Pope, 2007）。研究生田野论文应该鼓励当地学生的参与。人们很少利用田野工作替身比如“市民”科学，在该科学中是草根社会的人们从事观察，特别是使用因特网和手机可以联系到这个地球上任何人的，以及使用爆炸性的博客资源。还有一种重要的资源，即报章杂志和其他媒体，它们被称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总的说来，这一学科应该回到应用人类学前辈，中国的费孝通很久以前提出这一方向，他称之为“人民的人类学”（Fei, 1981）。

由于学科的分割，很少有研究能跨越社会科学和物理学/医学研究HIV/AIDS的方法之间的鸿沟。对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进化中的新综合模式，比如文化基因）更好的解释，需要复兴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传统紧密联系，并寻求与其他学科间的广泛合作，尤其是那些研究可持续合作发展的学科。最相关的是国家级和国际的跨部门项目，其中心理念是“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尽管大多数机构（和学科）仍把它们排斥在外，它们也应是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虽然人们进行了一些合作，这通常是出于某种偶然，但是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计划。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新数据，或在取得数据的同时对其基础进行反思。首先，人类学要更系统化、更主动，而不是对特定的基础作出回应或进行拥护，并应更好地融合到卫生项目中去，即使这些项目组织很严密。更好的做法就是，像古话说的那样，遵循看护而不是陷入更糟的境地。不幸的是，作为殖民主子的仆人这一耻辱的反应意味着，现代人类学很少关注现实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很少对此进行研究而只是批评官方项目或商业世界。巨大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也没有什么帮助，也许更多把注意转向了理论。那些理论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以及虚拟世界与互联网，通常对这些神话场景的模拟失去了情节。

我们需要有务实的模式，它要足够广泛，并试图找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艾滋病项目上的共同点，寻找能通过共享的共同合作基础。在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学院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合作基础上，埃德斯特隆（Edstrom）和同事最近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模型，它能提供大量高度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特别是能够提供在线服务。他们的分析框架和论述范式可以在自上而下方式和自下而上的方式之间进行互动，前者包括政府、官场（控制和害怕），而后者包括不同类别的社会团体（利益、价值和渴望）。所以，就有四个连锁循环和互相连接箭头——两个从上向下——公共卫生（强调风险）、安全（威胁），以及两个从下到上——权利（不公平）和发展（脆弱性）。人类学，像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一样，仍坚守在自下而上的阵营中，但不应该阻止与自上而下的部门的持续对话。所有形式的教育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一些反常的调查显示，男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感染率也越高，推测的原因是他们的流动性更大。

入侵检测系统（IDS）模型虽然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第一，对动力尺度的把握，需要在全球化场景下更多地强调未来学，就像巴内特（Barnett）和怀特西德（Whiteside）（2003）在研讨论文中所建议的要对脆弱性进行特写。关于行动导向研究的好主意是，在研究和行动上加强对形式、功能和对话的未来潜力的要求，这是为了在取得进步的同时，避免经常导致蓄意争论或暴力的不利形势。人们在官僚作风和争论中，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所有这些和医药问题一起阻止了HIV/AIDS卫生保健的高效性。这里，人类学方法大有可为，特别是在小规模面对面群体中表现出的和平倾向，以及莫斯机制—因—喜欢礼物交换而使对立减轻（就像在世仇文献中显示的和平一样）。这些经常包括“从正确的开始”（而不是通常的“向着正确的走”的格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社会群体和文化之间的共同基础令人惊讶，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概念比许多理想类型所设定的更可靠也更灵活。相关地，也存在各个层面谈判的动因，从社区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辩论，到发生在像联合国这样的高级会所里的各式争论。

人类学研究忽略的一个领域是，事实上制定政策的精英组织。卫生保健，特别是流行病“控制”仍然是从上而下的过程，这并不是因为这是政治意志（和金钱）的来源。一个密切注意和参与观察的例子是，从2000年千禧年发展目标开始到2015年，把减少贫困（到一半）和控制HIV/AIDS作为优先目标。为了跟随千禧年发展目标，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联合国会员大会艾滋病高端会议，于2006年夏天在纽约召开，与会的代表有12位国家首脑、100多位部长和1000多名“文明社会”代表。会议的焦点是在贯彻2001年联合国的意向声明过程中的机会和约束。这份声明将艾滋病作为全球社会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问题。还存在有大约1/4的希望，即使在那些艾滋病成为特洛伊木马的地方，可能会重新出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作为一个前高级顾问马勒称之为“革命的背叛”）。正如在这类会议上典型的情况那样，争论很长也很热烈并在一些点上僵持不下，特别是过头的措辞和程序。但是，最后形成了一个政治声明，承认把它包含进来，人们需要预防、更好的教育、保护人权、给妇女权利和更多支援弱势群体。更多的钱被专项使用，并在2008年进行回顾，目标是到2010年提供普遍的全面预防、治疗、保健和支持等。市民社会群体在会上强烈抗议没有特别发扬女性权利的有力目标，也没有保护她们远离暴力和虐待的目标，或者对之前许诺应有足够强大的延续。不幸的是，联合国仍然是一个保守部门，它既不实用又很官僚，而且是由男性主导的，并且对划分为性传播疾病的东西有点感到困窘。它更关注工业发展，而不是全民卫生或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是，2006年的声明进一步地将艾滋病列为优先日程。我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在日内瓦联合国高端会议上介绍一篇关于贫困和发展对艾滋病的潜在威胁的论文，多多少少被怠慢，并因为这一议题太不重要而被搁于日程之外（Pitt, 1987）。

人类学转向未来学，不应该否认而是确实需要有对卫生史的研究兴趣和更广泛的跨部门运动。历史人类学家爱德华·伊文思·普理查德爵士（Sir Edward Evans Prtcihard），在20世纪60年代中肯地提出人类学在成为科学之前是历史学，他的学生大卫·皮特（David Pitt）在1970年代尝试展示在发展的场景下即使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萨摩亚）中，编史能做什么（Evans Prtcihard, 1962; Pitt, 1972）。不久前，法国兴起的活动是把人类学再命名为当代历史学，也许它分析能力没有得到多少增强，但它成为了共和国新国家主义世俗主义的一部分，它想要在公共学校取缔面纱、十字架和赎罪日等，以此为起点，消除文化多样性标记。

在国际卫生史领域，有很多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资深科学家和从疟疾学家变成历史学家的苏格拉底·里茨伊欧斯（Socrates Litsios）博士学习。他在20世纪70年代为阿木图写了关于“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的官方世界卫生组织历史。在那里全民卫生运动始于1978年。这一工作的初步结果清楚显示了，出现的是复杂的、有点混沌的事，政治人物之间出现了有点混乱的交互作用，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马勒（Mahler）和苏联部长维纳迪克托夫（Venediktov）。存在相互冲突的是变化了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最后难产了，比如，中国赤脚医生（苏联自己也有类似机构）制度早就已经衰落了。里茨伊欧斯认为，这也许使得世界卫生组织从组织国家层面活动的重要任务中分心了。任何对人类学的投入在阿木图前面都被减少了，这不仅是因为肯尼思·纽威尔（Kenneth Newell, 1975; 人类学家William Newell的兄弟，其曾组织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人民健康书”，于1977年离开）。

人类学家也许可以脱掉知识分子的头盔，打上领带，坐在主桌前。但是，这需要的不仅是出席。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 1997）提出了几个对人类学和卫生史有帮助的模型，即在他的历史本质研究中指出，许多重大事件不是由伟人或强大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由于发生了偶然事件（比如，安东尼对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的沉醉而导致发生了亚克兴角之战，或甚至是“狗在夜晚的”综合征，那些事并没有真实发生）。在任何例子中，全民卫生的历史兴衰、良好循环和恶性循环都与艾滋病项目相关；同样地，在死亡的危险上，如果没有文化外交“厌食症”，人类学和“其他”文化大多会被忽视，或会被误解。里茨伊欧斯发展出来的情景分析方法，是超越简单化的、必不可少的桥梁，这也许是人类学与生俱来的对文化框架过分的关注。

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前环境卫生部主任贝恩德尼·迪特里希（Bernd Dieterich, 2006）最近指出，当谈到被忽略的影响是“环境”因素时，很清楚，在二战后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开头和专家建议小组的持续工作中就已存在了，但是到了2006年这还被作为新东西提出来。最近，由1300名顶尖科学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合作出版了综合性的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2006）（不要与政治的千禧年发展目标相混），也许能作为分析HIV/AIDS流行的一个模板。和其他社会生态问题一样，在讨论“安康”（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中被指出来）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在南半球（非洲南部？）可能减低免疫水平的环境因素中有臭氧空洞，在东欧是辐射（因为切尔诺贝利？），同时城市中汽车和其他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冒烟、有毒空气的污染等都可能牵连其中，特别是在受排斥的和贫困的人口中。气候变化本身也许也是相关的。比如，快速扫一眼法国活跃的HIV医院档案地图（在Secrétariatd Etatàla Santé-Leschiffsrcelés），显示了温室与其他污染的关联。都市地区的档案比农村和山区要多得多。一方面污染严重的巴黎地区占了一半的档案，另一方面科西嘉岛的案例最少，这也许是因为海岛和多山的缘故；两者都是低流行率和拥有相对干净的空气和水等优良指标。

当然，环境（不必回想毒气争论）在艾滋病流行的古怪绘图中扮演的角色，需要更多研究。在简单的感染因素之外，搜寻更广泛的原因，将降低所有冠冕堂皇的关于乱交和高危行为的说辞，这被视为代表了非洲文化，可能在一些例子中更多的是狂热的凭空想象或市场导向的“品牌推广”（比如，为了推广使用避孕套），以及被打了折扣的流行病学的有效性。

2006年联合国纽约艾滋病大会和2009年中国昆明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讨论从跨文化和历史情景、亚国家场景等角度看流行病的重要性，这是行动和计划更有效的先决条件。第一步当然就是对文献资料（和因特网上数量增长的材料）进行回顾，以展示不同文化、亚文化和情境中的预防参数。人类学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项目（GPA）中的非正式历史，如果不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要求，不会有这么多的审查，而是作为一个必要的范本，以供任何未来学的活动，那么这些几乎不透明的组织活动也许会被阐明和改进。这一工作将建立在詹姆士·琴博士（2007）富有洞察力的记录上，他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项目早期的主要参与观察者，并发表了一份珍贵的、坦率的和有见解的关于狂热气氛下的社会动因的说明。许多事情来自官僚主义，文化本身就值得仔细研究，但是，正如埃斯克（Esch，2007）最近指出的那样，科学归功于方法，不可能依靠同行审查来获得持续发展，就像意外发现珍宝一样走了好运。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可以（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处于领先，并准备投入联合国艾滋病评论程序和其他相关活动，比如，把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和创新的联合国国际灾难减少策略探究到底，这些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流行病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别的，因为这些机构之间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彼此，人类学家也许扮演的是“中间人”角色。为了使之最有效，这种投入应该涉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其他委员会及其成员，以及来自确实更宽泛的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大家庭的成员，来鼓励不丢失文化细微差异的跨学科研究工作。

这样的团体应该考虑艾滋病流行的整体问题、相关的部门互动、对其他流行病的未来学研究，特别是对禽流感和一般灾难的研究（Pitt, 2006）。如果还没有到世界末日威胁的时候，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战争（包括可能的艾滋病自身的生物恐怖主义）、大型难民行动等，都危及免疫系统。伦敦大学地球物理灾害教授比尔·麦克奎尔（BillMc Guire, 2007）已经提出，他称为“大量全球地球物理事件”（heebiegeegees）的威胁比通常认为可能的发生率还大，政府因不愿意制造恐慌而忽视它，是一种视而不见的同谋行为。许多行星相撞、大火山、核战争等不是导致世界变暖，而是全球变冷，在地球历史上云层覆盖的“冬天”几次都消灭了生命，免疫水平也被极度压抑。麦克奎尔号召紧急的、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就像HIV/AIDS自身不能被默无声息地忽视一样。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就像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开始做的那样，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好的懂得历史、文化敏感、应急意识、卫生规划和面向未来的思考。不管主要人物之间有什么争论和差异，人们都共同认可HIV/AIDS是一种流行病，是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主要的）全球性问题，这将成为国际政府和民众行动的优先任务。

附录





HIV流行率：主要国家（2005）

A.成年人比例（％）

1.瑞士33.4

2.博茨瓦纳24.1

3.莱索托23.2

4.津巴布韦20.1

5.纳米比亚19.6

6.南非18.8

7.赞比亚17.0

8.莫桑比克16.1

9.马拉维14.1

10.中非共和国10.7

11.加蓬7.9

12.乌干达6.7

13.坦桑尼亚6.5

14.肯尼亚6.1.

B.成人和儿童数量（百万）

1.印度5.7

2.南非5.5

3.尼日利亚2.9

4.莫桑比克1.8

5.津巴布韦1.7

6.苏联1.5

7.坦桑尼亚1.4

8.肯尼亚1.3

9.美国1.2

10.赞比亚1.1

11.乌干达，民主刚果各1

12.M马拉维0.9

13.象牙海岸0.75

14.欧盟0.7

来源：UNAIDS（2006）《全球艾滋病报告（Reop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 Geneva：UNAIDS.




17.儿童的权利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儿童、青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

迪帕克·库玛·比赫拉 著 杨春宇 译

背景

在1998年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威廉斯堡大会（美国）上，人类学家和其他专家们注意到，各种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会议、讨论组和讨论会正在呈上升趋势，他们积极地就此现象进行了讨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儿童、青少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就是在此之后成立的。在2000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于北京举办的中期会议上，有关人员提交了成立委员会的申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常任理事会2001年7月19日在格丁根召开的中期会议上，正式认可并授权委员会开展工作。

可见，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儿童、青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组织，其目的是一起来提出并升华一些指导性的理念。我们的初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和意图，就是鼓励那些把儿童本身作为主动参与者的研究，而不是像过去常常出现的那样，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当然，前提是如果有人研究他们的话。细细查阅几十年来众多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其中明显缺乏儿童的地位。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研究童年，或者把儿童纳入了更广大的社会图景中。总的来说，青少年研究的情况更好些，虽然表现的形式往往是以青少年运动、青少年文化等为题的研究，或者在研究音乐、时尚、吸毒等的影响时作为补充性的议题。我们有幸在今天起步，一群人数很少但一直在增加的专业人员正在证明在儿童与青少年中开展参与性工作的价值；我们作为民族志作者所获得的技能也因此将传承下去，为儿童们谋取更大的福祉。

我们同样希望在我们工作的范围内寻找和收集以儿童和青少年为题的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搜集并修订一份能反映研究现状的目录，以方便公众查阅，并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出版一份参考书目。因此，委员会旨在通过地方会议、网上论坛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历届中期会议上至少会有一次的与童年或青少年主题相关的会议，来促进学术讨论。但是我们的眼光并不只局限于自身，我们希望与关注儿童权利的各个地方和国际NGO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我们愿意委员会内的所有成员，以及所有志趣相投的其他读者都来了解我们。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由此开始一段充满挑战性的路程，推动我们的目标和意愿不断向前。

面对关于儿童和儿童权利的林林总总的宣言、章程、建议、原则和协定（它们有时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有时又互相矛盾），各个国家并不清楚应该怎样继续下去，那些负责推行这些条约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极为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人们一无所知。

实际上，即使那些号召推行这些规则的人的理论知识也不充分。各国对待这些被国际条约奉为圭臬的基本原则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国家片面地应用其中的某些条文，有些完全置之不理，还有些国家依旧在违反那些已经被阐明的基本原则。没有哪个国家能自称履行了所有这些条款。以此为题的权威著述依旧不多。因此，儿童权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确保它们在这一领域内得到切实有力的推行。委员会致力于传播关于儿童的知识，并推进它们的实施。它呼吁人们赋予儿童足够的机会，来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

一、我们是多么不了解儿童和童年

但是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人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儿童如何想象他们在其中长大的这个世界？他们是在一个安全而且有保障的环境中长大吗？他们的希望、梦想和幻想是什么？他们的关注点、恐惧和忧虑是什么？他们喜欢“儿童权利协议”中包含的各项条文吗？他们有效参与了那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决策过程吗？在一个变化的背景中，他们如何建构与重新建构他们的身份？代际关系是如何在家庭或者亲属系统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新经济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在一个变化着的地方——全球空间中，他们如何建构他们对于场所的感受？他们各自家庭的经济和教育背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于日益增加的负担，孩子们是否感觉到不堪重负？他们如何认识自己与成年人的关系？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世界上，他们如何与其他人协商？

仔细翻阅那些经典的民族志文献，我们会发现那些著名的民族志作者的作品并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重视。因此，人们恰当地把那些儿童称为“失踪儿童”。米尔恩（Milne, 1998:67）正确地提出：“在我们开始获得某种全面的知识之前，对于儿童曾经的和现今的状况，我们所知的比起我们须知的还很少很少。”还有，这些关于儿童的零星的文字并没有包括儿童述说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的声音。那些分析顶多只反映了成人对儿童的看法，并没有反映出孩子们对童年的看法。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异文化，用的办法是把自己沉浸到环境中去，好让自己被接纳为局内人。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无知地拒绝将儿童当做社群中的重要成员。探索童年文化显然正是传统民族志研究中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领域，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文化里创造自己的社会结构，并用一种大人无法做到的方式彼此影响。儿童这么做的时候有着自己的规则。研究儿童如何应对不同的环境，如何修正成人的规则，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儿童为中心的民族志把儿童放到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把他们的能动性和重要性视做当然。可是，这类研究固有的局限性之一就是过分专注于儿童，忽略了成人与儿童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如何理解和协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这里确实存在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差别本质化，并忽略儿童经验中与他人相关的一面的危险。

成人地位的定义——这需要承认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在所有社会中都至关重要，因为成人地位赋予个人权利和责任。这种重要性无论以什么方式，始终会有所显现。成人身份可以通过仪式——通常是婚礼——来获得，但是成人礼也可以标志童年的结束，获得一种成年人或准成年人的资格（Fontaine, 1986:19）。

二、作为一种普世公认原则的儿童权利

从1926年国际联盟通过第一个《儿童权利宣言》至今已有75年，我们此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其巅峰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该公约自1989年11月20日开始实施。这一基础性文本赋予了儿童一种新的革命性的地位。他们不再被看做是不完整的成年人，而是一个能独立申明自身权利的羽翼丰满的人。这个名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或CRC）的公约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没有任何一份关于人权的文本能受到如此的欢迎。而不仅如此，许多从未 接受过一份与人权这一敏感话题相关的文件的国家也签署并认可了《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全球性事实，因为公约及其神圣原则可以约束国—党（States Parties），优先于国家法律。所以可以说，《儿童权利公约》与《全世界人权宣言》有着同样的地位，尽管这一国际条约所引起的全部反响尚未可知，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就实际而言，儿童的地位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新的状况证明了“儿童权利”这种新的说法的正当性。

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诞生以来，所有签署这一公约的国家都熟悉并使用“儿童——权利的享有者”这一说法。这种说法似乎特别贴切，它真正的意思是儿童脱离了作为客体（也就是他人的财产）的地位，被承认为独立的人和权利的享有者，而且这些权利都是他能独立申明的。毫无疑问，与以前所有的文本相比，这一转变是最重要的变化，儿童的这种新的地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他与父母、同辈、成人和社会的关系。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孩子成了国王——他被承认是一个人，但是并不比任何其他人更重要，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他必须履行成员资格所要求的义务。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没有用一种狭隘的眼光审视儿童的境遇，其文本中包括了所有与儿童相关的议题：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议题，儿童面对家庭时的位置，他对民族国家的归属，他在工作场合、武装冲突、司法当中的地位，以及对其人类尊严的保护。更有，“公约”声称，只有将儿童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考虑在内，才能保证他的权利不受妨碍地协调发展。

“儿童——权利的享有者”这一新取向和全面、综合的儿童权利视角让公约成为了所有儿童权利的基石。它启发了1989年后其他所有被接受的国际条款，并且还将启发未来的条款，在所有国家立法中留下自己的印迹。

三、儿童的参与权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声明，所有儿童都享有同等权利，无论儿童及其父母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观点以及其他观点，也无论国籍、族群或社会渊源、财产、残障、出身或其他身份。然而，每一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成为剥削、暴力和辱虐的受害者，这些不幸剥夺了他们的童年，妨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最大潜能。

鼓励儿童参与意味着把儿童看做是有尊严和权利的人，关注他们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正如作研究或者宣传一样，这里没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参与意味着在所有活动中将儿童的观点和努力主流化，承认儿童是能够理解、抉择并据此行动的个人。然而，所有真正的儿童参与都适用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儿童应该有机会影响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决策；第二，他们需要信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RWG-CL, 2003:4）。儿童的参与和赋权关系密切。一个感觉不到个人力量的孩子不可能有效地参与，那些无法干预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决策的孩子会觉得软弱无力（Chil Wdorkrsein Asia, 2001:5）。

对每个孩子来说，参与都是一种学习的经验。通过参与，工作的孩子学会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理解并解释他们的工作条件，发展他们的技巧和能力，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参与让那些工作的孩子学习、发展自己的技巧，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无论对成人还是孩子而言，参与都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参与在促成有意义的交往与对话的同时，也需要可靠性来对双方施加影响。

儿童的参与是表达意见的过程，是在不同层面上积极参与关系到自身的决策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需要分享信息，需要儿童与成人在相互尊重、分享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真正的参与赋予儿童权力来塑造程序和结果，并承认他们不断发展的能力、经验和兴趣在决定他们的参与的性质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O'Kane, 2003, asquote by Lansdown, 2004）。

儿童需要表达意见的空间。这需要充足的时间、成人倾听意见的意愿和一个让他们觉得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他们同样需要与其年龄相称的信息，以形成这些意见（Lansdown, 2004）。

今天，在看待儿童劳工的主流观点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把工作的儿童的参与仅仅看做是“将儿童的意见与观点纳入考虑”。这在促进儿童参与提升工作条件和工作经验方面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但还缺少有意义的参与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让儿童参与到所有影响他们生活的行动中来。长期以来，工作的孩子们已经开始积极地呼吁，在所有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未来的决策和举措中他们不但要表达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Karunan, 2004）。

虽然儿童的待遇因社会而异，就像能力水平被认为因年龄而异一样，但是大多数文化都把童年建构为一段“成长”而非“存在”的时期，轻视儿童建构自身生活的意义的方式（Qvortrup et al., 1987）。成年时代被认为是“规范”，而儿童则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被归纳为非理性、无能、非道德、消极与依赖（Mason and Macarthur, 1996）。

人们总是通过一个框架去看儿童的行动和言语，这框架仅仅因为他们的儿童身份就低估他们的观点。这些关于童年无能的假设有效地钳制了儿童的声音，导致人们一直低估他们称职而理性地作出决定的潜力。

“公约”通篇都反映出了对儿童作为参与者的尊重，但表述得最清楚的还是“第12条”，这一条声明“国—党应该保证那些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的儿童在所有影响儿童的事务中享有自由表达这些意见的权利，保证儿童的意见得到与年龄和成熟程度相称的重视”。“第12条”是一条实质性的权利，它赋予了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行动者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成年人的关心和保护。然而，正如对成年人那样，民主参与的目的不仅仅是其本身。它同时是一个程序性的权利，人们通过这项权利来实现其他的权利，谋求公正，影响结果，揭露对权力的滥用。

四、被排斥的儿童

在国家层面，剥夺儿童权利乃至必需的服务常常是宏观因素的产物，例如集体贫困、治理不力、严重疾病（如HIV/艾滋病）蔓延无度和武装冲突。在国家以下的层面，在弱势和边缘人群中，造成排斥的原因通常是收入和地理位置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难以平等地获得服务，而排斥的方式则是基于性别、族裔或者残障等的公开歧视。对保护权利的侵犯同样会让儿童个体遭到被排斥的危险，这种侵犯包括失去或缺乏一种正式的身份、国家无力庇护失去家庭支持的孩子们、剥削儿童以及让孩子过早进入成人的角色（UNICEF, 2006:11-12）。

从国家统计以及家庭调查所得来的零散数据表明，随着家庭收入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保健和教育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儿童在健康、生命预期、入学率和学成率等方面的不平等同样受到性别、族裔或者残障的深刻影响。这些不平等的发生或是因为儿童和照顾他们的人被直接排除在服务之外；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地区，只能得到较差的服务；又或者是因为得到必需的服务的代价太过高昂；还有可能是因为诸如语言、族群歧视或者污名之类的文化壁垒（UNICEF, 2006:11）。

五、委员会的活动

在2000年7月，“儿童、青少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始了它的运作。2000年7月24—28日期间，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在中国北京承办了一次中期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都市族群文化”。委员会在中期会议上组织了一场关于“都市族群文化中的儿童与童年”的讨论会，由三部分组成。委员会的主席比赫拉博士负责讨论会的组织工作，他将来自全世界的儿童研究专家召集到一起，让他们互相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介绍给东道主中国的学者们。讨论会组主要关注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儿童：他们或必须工作养家，或生活在暴力和危险环境下，或极度贫困，或因战争流离失所，或因社会剧变生活艰辛，或仅仅因为身为儿童就遭受轻视。讨论会同样强调了这些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变迁和命运转机的儿童的勇气和创造性。来自英国、美国、南非、新西兰、印度、尼泊尔、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与会者们在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

委员会的第一次事务会议于同年7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们来自18个国家。到会的成员们签署了意见，准备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常任理事会批准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组建各国分支机构。

《国际人类学学刊》（佛罗伦萨出版）于2001年6月出版了一期特刊，选择性地收录了委员会北京中期会议的讨论会上的一部分文章。这是委员会的第一份重要出版物。

委员会是“变迁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会议的赞助团体之一，该会议于2000年6月9—16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市召开。组委会成员在阿格里琴托会议上制定了委员会未来活动的日程。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人类学视野中的人类身体”中期会议于2002年9月22—27日在京都召开。比赫拉教授在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题为“险境中的儿童与青少年”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子题有：“多元复合形式的儿童辱虐”和“街头儿童与童工：境况研究与政策问题”。来自印度、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德国、危地马拉、克罗地亚、尼泊尔、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比赫拉教授于2002年9月27日为研讨会组织了一次事务会议，上述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员们回顾了委员会过去的活动并通过许多决议，以便于委员会在未来更积极地开展活动，取得更多成果。

2002年9月28日，委员会与设在东京大妻女子大学的日本人类学会联合举办了一次题为“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整体综合讨论”的会后研讨会。芦泽玖美（Kumi Ashizawa）教授和克里斯蒂娜·桑顿·布兰科（Cristina Szanton Blanc）教授与比赫拉教授一起组织了这次会议。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向日本的人类学家介绍委员会的活动和未来的计划。

2003年7月5—12日，“第十五届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去、现在和未来”。委员会组织了以下讨论会：

——儿童对空间的利用。组织者：吉尔·克鲁格（Jill Kruger）女士（南非）。

——反思当下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以及与其合作的研究的各种模式。组织者：克里斯蒂娜·桑顿·布兰科博士（美国）。

——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政策与政治：对变迁中的背景的人类学视角。组织者：克里斯蒂娜·桑顿·布兰科博士（美国）。

——南非的儿童和青少年。组织者：玛格丽特·柴维克（Margaret Trawick，新西兰）。

——将儿童辱虐研究用于保护儿童。组织者：罗宾·福莱特维尔·威尔森（Robin Fretwell Wilson）教授（美国）。

在大会组织者举办的一次特别讨论会上，比赫拉教授和克里斯蒂娜·桑顿·布兰科博士向所有大会参与者报告了上述讨论会的主要成果。

2004年12月12—15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加尔各答举行。中期会议的主题是“大都市化、多元族群社会、人权与发展”。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新西兰和印度的参加者在委员会的以下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

——都市童年。组织者：比赫拉教授（印度）。

——理解儿童的创造性。组织者：比赫拉教授（印度）。

——经济被剥夺状况下的儿童与少年。组织者：比赫拉教授（印度）。

六、委员会的出版物

（1）儿童与青少年综合整体性项目的研究，2002年1月第一期：《对实现儿童权利过程中知识和实践的评价》，ESCOR小组，加德满都，纽约和佛罗伦萨。

这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期，意在讨论与儿童项目有关的研究，它呈现了ESCOR小组在尼泊尔研究童工的发现。这一期关注地毯业童工的工作经验和不同组织之间的通力合作。在这项研究中，儿童不仅是在童工田野点工作的不同组织的成员，更是研究者。这一行动—研究计划提出了新的策略来鼓励组织之间的合作，让他们意识到儿童的经验，并且了解对儿童生活的各种干预所造成的冲击。这些发现阐明了童工现象的复杂性，如果不把诸如移民、关系网和家庭支持、地毯业童工的自尊和比较机会、他们的社群渊源纳入考虑的话，就很难衡量劳动对儿童身体的和心理—社会的影响。地毯业的移民和雇佣现象在儿童身上造成的经验和后果看来差别很大，这一点值得在制订计划时加以考虑。研究在组织层面和项目层面上都提出了建议。对于儿童项目来说，建议除了向成人和儿童雇员提供服务外，还包括儿童对儿童的宣传、更灵活的教育机会和假期培训。

（2）特刊《大都市文化中的儿童与童年》。《国际人类学学刊》第15卷2—3期，2001年4—9月。

（3）《南亚的童年》。比赫拉教授主编（新德里：朗曼和皮尔森教育出版社，2007年）。这一期包括从加尔各答中期会议上挑选出来的一些文章。

（4）《儿童对空间的利用》。卡伦·马龙（Karen Malone）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班多拉，皇家理工大学教育与早期童年教育系）主编。这一卷包括了从佛罗伦萨会议上选出的部分论文（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forthcoming）。

（5）《人类学中的儿童与青少年》。这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儿童、青少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的通信。通信的电子版面向成员发布；委员会计划每年至少发行两次通信的印刷文本。




18.体质人类学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灵长类动物学委员会

布鲁内托·希亚雷利 著 关祎 译

引言

体质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是重建人类物种的自然演化史、生态系统对其施加的影响，以及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及其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对自然世界的影响等。当然，社会文化因素在这样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笔者对人类学家在生物体质（Bio-Physical）方面的研究任务进行了探讨。因此，在这里笔者主要论述人类的体质和生物文化演进等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对环境改造方面的需要。

环境适应是借由遗传变异、种群多样性以及人口和社会文化组织获得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跨越时间，与种群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一起帮助我们评估和界定个体、种群和物种之间的差异。

除此之外，还有不断采集到的化石，以及通过放射性测定年代法（Radio metric Dating）对其存活年代的准确测定。人类学的新见解来源于对人类种群遗传学的研究、对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以及对远古或古代生物DNA的研究。

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基因组比较为理解人类演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进行现代分子比较，始于大约40年前，并且经历了一系列技术革新。20世纪60年代，人类和类人猿之间首次进行了遗传学和染色体比较，结果表明我们最直系的亲属是非洲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这种观点与当前的观点（人类早期是从所有类人猿中分化出来的，可以被归为猩猩科）形成对照（Chiarelli, 1962a and b）。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演进研究起到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分子方法已经成为人类学家手中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第一项分子研究以免疫学研究为基础，将人类/类人猿分化定格在了大约500万年前。由于缺少类人猿遗存，对人类后期由非洲类人猿分化而来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可被推迟了。

20世纪70年代的染色体相关技术和80年代的高分辨率技术，实现了有密切相关的类人猿之间的染色体详细表型性比较，并且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Stanyon and Chiarelli, 1982）。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同非洲类人猿之间的关系远比同猩猩之间的关系亲近得多。近十几年间，分子与细胞基因学方法以非凡的活力整合在了一起。这种有力的结合预示着丰富的成果，因为染色体可以在DNA层次进行直接比较。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这种染色体涂染技术是确定物种间染色体同源性的有趣技术。过去十几年间，通过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得出的结果，已经解决了人类、类人猿、长臂猿和古代猴子之间同源性的细胞遗传问题，并且已经明确了染色体同线性，并涉及了高等灵长类动物染色体演进中的主要染色体易位情况（Stanyon and Chiarelli, 1982）。

早期分子学和染色体核型学研究的成就之一，就是肯定了非洲类人猿比亚洲类人猿（猩猩科）与人类更加接近。达尔文（1998，首创自1872）第一次提出人类起源自非洲这一假说。然而，古生物学家强烈支持亚洲起源说，其理论基础最早是黑克尔（Haekel）的动植物种类史重构，然后是直立人遗存，最后是一种错误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存在于1500万年前的印度腊玛古猿化石代表了最古老的人类祖先。

1962年，笔者以染色体形态学为基础，提出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物种关系的第一个“生物学”证据。1964年，M.古德曼（M. Goodman）研究出了一种免疫学扩散模式的分析框架。随后，在1967年，萨瑞奇（Sarchi）和威尔森（Wilson）利用分子钟技术实施白蛋白微量补体固定术，连同其他一些蛋白质资料一起将人类/类人猿的分化定格在了500万年前。最新的基因组序列数据，将智人（Homo）与黑猩猩（Pan）的分化确定在大约600万年前，智人/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分化确定在800万年前。令人兴奋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拉密达猿人（Ardipitechus Rarnidus）遗存具有450万年的历史，这可能是同人类与黑猩猩相关的“缺失环节”。然而，这种设想有可能是“不成熟”的，迄今为止，一些更加古老的化石在动植物种类史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

人类与类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分离最初是由细胞遗传差异和基因突变引出的，这造成了不同种类之间的繁殖障碍。人类与类人猿染色体核型最大的不同，在于染色体数量；人类有46个染色体，而类人猿有48个。这种差异是由前原始人类时期（生活在大约600万—500万年前）两个近端着丝染色体之间的衔接融合所造成的，并且在少数几代之中得到巩固。这种融合产生了人类染色体核型的二号染色体。

通常人们认为，人类与黑猩猩有98％的染色体完全相同，但是在基因组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人类的等位基因与黑猩猩的直系同源基因关系，比它们与人类其他等位基因的关系更为密切。

以这些事实为前提，卢凯诺（Lukeino）地区的大腿骨化石的记录与人属化石一样，可能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体质资料。森努特（Senut, et al. 2001）等人发现了距今约600万年的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

大约400万年以前，发生在非洲大陆的一次气候变化导致了热带大草原的扩张，于是也影响了那里的居住者，这或许也导致了南方古猿的出现。南方古猿在东非的两个区域内有存在记录：在树木繁盛的热带草原中，使用两足行走或者树栖生活（南方古猿阿法种）；以及在更加开阔的热带草原中，只使用两足行走（南方古猿湖畔种）。

上文中提到的探讨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分论题，它们组成了所谓的体质人类学的基本构架。

——学会直立行走姿势，进行两足行走运动及其革命性的结果；

——人类大脑的变化和人类智力的进化；

——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及人类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流行疾病）。

一、学会直立行走姿势，进行两足行走运动及其革命性的结果

生活在热带大草原中，我们祖先的体质和行为特点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变。一个改变就是学会直立行走姿势以及两足行走所带来的结果。结果是骨骼结构产生了许多与两足行走有关的重要改变。

脊柱主轴与四足哺乳动物的躯体主干结构相似，采用了圆柱形（脊柱圆柱形），躯体各部位都服从于它，并经历了复杂的改变：包括臀部肌肉变发达、作为唯一的支撑结构的脚部的发展以及骨盆区域的变化；从统计学角度来看骨盆趋向于变窄，这对生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几乎从未报道过的要点。颅骨结构的一个重要连接自行发生了改变，在学会直立行走姿势过程中，在半圆形轨道（由于重力作用和保持平衡所决定）上保持恒久不变的水平位置，包括头盖骨枕骨区域裂缝的形成。这种裂缝如今占据着人脑很大一部分。

直立行走姿势的形成，使得上肢从支撑职能中解放了出来。同时，还使得手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实现许多动作，如张开、合拢、抓握和攻击）。于是，手成为了控制外部环境的重要工具，可以制造和使用器具，更好地采集食物和防御伤害。

石器的制造（出现在300万—200万年以前）促进了几何概念的产生（点、对称性和直线），还有出现了语言（或许形成了人类活动相互合作的一种手段）和物体的概念，它们一起构成了关键激发力量，使脑髓容量从500毫升发展成了现代人类的1500毫升。

文化的最初产生对生存来说是个挑战。之前提到的脑容量增长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存活率的降低，但同时也有好处。当年轻一代脑容量越来越大，母亲的生产过程也就越来越困难。较小的儿童也就更加脆弱，需要更长的时间成熟并且通常需要由母亲照看更长的一段时间。然而，死亡并不是发生在最需要照顾的这段时期，这也就意味着反馈机制运作正常。

过了300万年的时间，文化（作为人类思维应对不同环境情形的适应性产物）使得这星球上更多的个体得以存活。形态学方面的改变与文化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关系。不仅如此，器具的使用和语言交流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时间关系。语言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能力。这些人类特有的能力包括仪式、神灵和艺术等。这对人类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希望它们能够使得我们人类得以存活。

人类在自然界的领地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发明了农业和驯养。这些发明促使人类定居下来，建立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村落和城市），并且发展了技术和工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世界的相对尺码不断缩小，产生的后果就是运输时长的减少和沟通能力的提升。

二、人类大脑的变化和人类智力的进化

当人类种群改变着他们的小生境，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基因形态也在发生着改变。在灵长类动物的自然历史中，同环境改变进行互动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脑容量相对于体重的增长。这种改变被H·杰里森（H.Jerison，1973）称做是“成脑系数”（Encephaliztion Quotient），可表达成下面的公式：

E=K

在这个公式中，体重平方的立方根是脑重（E）与体重（P）之间的关系系数，K是成脑系数。

相对于体重而言，更大的脑部重量能够产生更高的智商，并且使人类能够应对小生态环境中的认知需求。该指数在爬行类中远远低于0.1，哺乳动物为0.12，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则是0.24。

在人类大脑的进化史中，第一个重大的跳跃始于哺乳动物的出现，大约在2亿2000万年前。最初仅限于在夜间小生境中，哺乳动物白天睡眠、夜晚捕食；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将可视信息、听力和嗅觉整合起来；相对于爬行类来说大脑的增大与这种适应相关联。

爬行类动物大脑的一个重要结构是皮质下（原生质），为生存需要，它们最初控制低层次的元素功能，包括守护领地、捕获猎物、为争夺社会或集团地位和配偶与他者进行竞争。这一套固有的行为方式是由爬行类动物大脑经过严格的模式制造出来的，于是就形成了墨守成规的姿态，经由遗传基质，即自我繁殖，与其他物种保持着永恒的不同。这些智力密码使得彼此存在区别，决定了它们是否被集团接受及其对某种性别特征的选择。

哺乳动物的小生态环境在大约2亿200万年以前发生了改变，也就是侏罗纪时期，这促使上肢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种结构以大脑为基础拉长了其纵轴线，并且覆盖了爬行类的大脑结构。大脑的这部分叫做大脑皮质，能够处理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并且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构造的刺激接收器进行调节。它同样会对内源性刺激产生反应，例如由内分泌系统产生的刺激。它能够产生情感信息以支持其社会行为。

大脑容量的进一步增大发生在大约6500万年以前的新生代初期，也就是这个时候首次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紧接着，就是大型陆生爬行类动物（恐龙）的大灭绝，最初的那些灵长类动物开始适应新生境，变成了白天活动的树栖动物。这种新的树栖生活方式，可能是为了躲避其他食肉哺乳动物或者某种哺乳动物（如兔形目动物或啮齿目动物）；还有助于将昆虫和幼虫与它们主要的草食性食物相结合或者作为补充，昆虫和幼虫在茂密的阔叶林大森林中非常丰富。

为了成功地在树栖环境里交配并养育后代，它们不得不形成社会结构，那也就要求有更高水平的智慧。这种环境压力必定会产生一系列的基因变化，最终造就更大容量的大脑。这就是新大脑皮质的产生，是近代哺乳动物演进的标志。它超越于之前提过的低层次结构，达到了人类的最终发展阶段。人类新大脑皮质的特点是在其外部表面上有许多褶皱，这就形成了大脑沟回，从而使大脑皮质在头盖骨有限的空间里占有更大的表面积，大约2500平方厘米，这里的1/3位于外部表面，其余2/3位于褶皱中。

一些感觉运动神经存在于大脑新皮质中，将它同两个旧脑结构相沟通：爬行类动物（旧皮质）和上肢系统（原皮质）；但这对处理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并没有直接影响。最后，所有来自外部环境（以及来自内脏感觉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感知信息，通过两个旧脑结构到达新皮质并由其进行分析和加工。

不仅如此，在灵长类动物演进的最初阶段必定发生了某种改变，使得与神经组织和其余身体结构有关的胚芽细胞产生分裂或分化。经过了这种变化之后，神经系统重量大约是体重的12％。这就使古新世灵长类动物所繁育的后代具有更小的体形，至少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具有大小相当的脑重。

在接下来的演进发展阶段中，每次受孕生育的后代数量降低到了一个到两个。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森林生活环境要求母亲将她们的幼仔携带在身边。

这些古老的祖先，他们几乎只吃素食；为了增加蛋白质摄入，也会吃一些昆虫。在树栖环境中捕获昆虫的需要也许刺激了上肢灵巧性的发展；同时通过更高水平的视觉运动神经的配合，平衡能力也得到了加强。

大脑和智力发展的第三阶段跳跃发生于大约400万～500万年前，这时出现了南方古猿和人类。大脑和智力进步的核心是东非大裂谷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再一次生态环境适应。

这种气候变化迫使我们的祖先再一次适应更加开阔的热带大草原。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直立行走姿势和更高的成脑系数。

在最近的300万年间，南方古猿进化成了能人（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并且最终进化成智人（Homo Sapiens）。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大脑容量的增长范围是从500毫升到1500毫升。在大约200万年的时间里，大脑及其构造增长了3倍，这是哺乳动物进化史中数量上的最大变化。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200万年大约会有10万代（以每一代存活20年为标准，每100万年有5万代）。假设持续进化能够严格保持，早期人科动物的大脑容量的进化率就是每一代增加0.01毫升！

新的小生态环境带来自然选择压力，这就促进了直立行走的效果与更高层次社会合作相结合。如今从支撑身体解放出来，上肢能够用来使用工具。这应得益于语言（一种社会沟通模式）、新的大脑结构和镜神经团的产生（Rizzolatti and Gentilucci, 1988）。

人类物种的大脑新皮质是各种功能的场所，例如，反应和抽象思维、逻辑分析、创新、分析和综合，同时还有观念、幻想和直观思维等。

新大脑皮层对较低级大脑进行管理，这是通过利用象征和语言进行思考的能力实现的。

上文所述的三种大脑系统（旧皮质、原皮质和新皮质）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独的结构。每个系统有其独特的智力类型、记忆方式、时空概念、运动控制以及其他功能。不仅如此，这三种类型智能的内部联系性和功能内部协调，能够不依靠任何他者操控每个个体。正如麦克林（Maclean, 1990）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得不使用这样的一双眼睛看待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这双眼睛连接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类型，三种内在相连的生物计算器及其它们各自独特的智力类型、主观性、时空概念和记忆”。每个元素都同每一个重要且独特的进化阶段相关联。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捕猎为实用技能和社会协作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农业和畜牧业的开端，连同农耕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定居生活一起，共同影响着人类智慧的进化。动植物的驯养和栽培促进了更大规模、更加长期的社会集团的产生。更加集中的人口意味着更加完善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最终，这些新型的、富有活力的互动、智慧和技术进步催生了文字、数学体系，并使人们最终意识到自然界是独立于其自身以外的事物。

因此，根据杰里森（Jerison, 1973）定律，大脑容量增加与智能进步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和互动的结果。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神经科学为研究大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利用大脑成像技术，包括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或其他一些非入侵型方法研究活体。这有助于观察执行各种任务时的一些可感知机能，也有助于研究情绪。

事实证明，电生物学技术对我们研究暂时性配置特性有所助益。得益于感官神经科学，新视角开始涌现出来。毫无疑问，感官神经科学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具有可观的前景。

三、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及人类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他们通过许多世代来适应环境。这些适应包括：

1）独居结构或临时性伴侣：女性和男性分开活动，他们只是偶尔为了性行为而相聚。

2）家庭组织：男性、女性及其子女在“家庭范围”内集体行动。

3）单一男性集团：成年男性定期与女性和儿童组成的紧密集团相接触。

4）男性女性复合集团：该集团由不同成年男性、女性和子代组成。

许多动物包括人类，都处在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中。总的来说，每种哺乳动物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以下四个动因，其中两个与物种生物学相关联（母子动因和性动因），另外两个与种群居住的环境相关联（寻找食物的合作与群体性防御）。这些动因与环境的结合形成了社会结构的最佳适应性选择。

对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组织相关数据进行数量性的探索，是古代和现代生物人口统计学所关注的内容。所有这些动因都可以用时间和能量来进行量化。

因此，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维持两代间种群生存（同类种群）决定了个体数量的最小值，同时他们居住地土壤的产量又决定了个体数量的最大值。此公式可以写成如下：

（A+B）+k（C+D）=Δ

该公式如果针对人类的话，显然应该与和人类智力相关联的指数整合在一起，这样人类等式应写成：

[A+B+k（C+D）]ei=ΔH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种群的数量增长迅速。公元元年（JesusChrsti）时大约有2亿500万人。这个数量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增长，直到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时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又过了4个世纪，这个数字第二次翻番，1835年人类人口数首次达到10亿，仅仅90年过后（1925）人口就达到了20亿，又过80年人口就已经超过60亿了。

如上所述，从初级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全球规模人口增长需要以百万计。然而，这样的增长却不是平均地分配在这个星球上。在20世纪里，欧洲人口增长是2倍，非洲是7倍，北美是4倍，南美是10倍，亚洲是4倍，大洋洲是6倍。

自公元元年以来，来自地球生态环境的人口数量压力，形成了我们的道德伦理与社会观念。新技术实现了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新资源的增长，能够帮助跨越目前阶段人类面临的危机；但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需要进行变革。全球生物伦理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产生。

黑猩猩可以作为对古猿进行数量统计的一个较好的模型。一个黑猩猩10岁性成熟，平均生育间隔是5年。很显然这是由于哺乳期的延长降低了女性的受孕能力以及对这样长一段时期内性行为的接纳度。与人类很相似，黑猩猩的妊娠期是34周；婴儿的依赖期大约有6年；哺乳期大约有4年，同时需要母亲将其带在身边。当母亲在树木间移动时坠落很少发生，发生时幼仔通常会受伤甚至死亡。如果母亲死亡了，低于5岁的幼仔也会死亡。领养现象很少发生。需要指出的是，雄性在养育幼儿方面不起任何作用。黑猩猩的社会是单纯的母权制。

在陆生人科动物中，雌性抚育幼儿的压力低于树栖人类动物。抚育幼儿可以由几个母亲共同分担；在那种危险环境中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经常会有孤儿需要被照顾。

不仅如此，当雄性开始参与抚育幼儿和分享食物，更加巨大的人口数量增长就发生了，抚育幼儿的压力进一步降低。

雌性逐渐变得能够持续地接纳性行为，包括月经周期在内，例如今天的人类就是如此。结果是生育间隔缩短了。这种接纳度是由雌性激素水平决定的，它在月经周期中也能持续。直立行走姿势使得两性的性别特征——阴茎和乳房，暴露在外，它们由外分泌腺和顶浆分泌腺不断分泌性吸引气味（外激素）而凸显出来。不仅如此，毛发覆盖住身体，使得皮肤拥有更具吸引力的外观；雄性的面部特征是个例外，要求有独特的特征。

雄性和雌性在分享食物与抚育幼儿上的合作，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当父母亲共同抚育幼儿时，存活率大大提升了。生育间隔平均降低到了2年到半年。这是现代人类的平均值。这就意味着，女性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拥有若干个兄弟姐妹。

生殖表现方面的这些改变依赖于上肢系统。随着抚育幼儿压力的降低，由于下丘脑分泌的卵泡刺激素（FSH）的作用，血液中的雌性激素保持高水平。这引起了脑垂体分泌卵泡刺激素，同时反过来又激发了卵巢分泌雌性激素。另一方面，生育间隔的规模指数从类人猿的2.09上升到了人类的5.45，横向杏仁核从类人猿的3.05上升到了人类的6.02。不仅如此，具有性吸引力的外表刺激了性欲，特别是通过视觉、触摸和嗅觉，从而加强了雄性与雌性之间的纽带，逐渐产生了爱情。

四、人类学的视角

总的来说，体质特征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上文已提及的如下过程中：直立行走姿势的习得；脑容量的增加；第二性征的出现（两性异性）；获得语言能力；技术进步；作为食物来源的动物驯养和植物种植；人侵其他领地的迁徙组织；对不同环境的遗传适应；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目前的指数级增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与伦理的内涵。

以上每一项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正如科学家们关注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一样。

人类未来的生存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和文化异质性相关联。在笔者看来，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是重构人类分布和全球移民内涵。

我们人类物种进化的自然历史（包括不同观点对若干体质变化的描述）是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国家的大学体系中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包括：灵长类动物学、灵长类动物民族学、古人类学、人类古生物学、史前学、史前生态学、考古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工效学、民族学、人类生物学、种群统计学、人口生物学、感官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环境影响评估、全球生物伦理学、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以及都市人类学。

在笔者看来，语言学与数学历史学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我们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国家中，文化人类学被分到宗教人类学和人口学（关注民俗或大众传统历史）的范畴中。然而，后面的两个学科分到描述性历史的范畴中更为恰当。

笔者建议，分支学科领域重构和参会人员的教学水平应该立即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中加以探讨。




19.人类学与和平研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人类学、和平与人权委员会

罗伯特·A.鲁宾斯坦 里克·平克斯滕 著 关祎 译

和平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关注人类解决冲突和暴力，或者求同存异的种种途径，也关注生活在相对和谐环境中的人们。人类学从广阔的宏观层面研究到近距离的个人经验研究，几乎对涵盖和平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有所贡献。本文将论述人类学曾做出直接贡献的若干领域。

一、暴力的生物学基础

长期以来，和平研究领域中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参与暴力或发起战争，人类是否存在或者在怎么样的程度上存在生物迫使性。因为人类学家从进化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和平研究便迫使人类学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暴力是人类自然属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吗？

20世纪中期，有许多研究表明，暴力实际上是原始时代遗存的一部分。这些研究认为，人类的暴力行为产生自合作狩猎和联合御敌过程中的群体选择。这类研究通常使用来自行为学研究的数据，用以加强他们的分析（e.g., Ardrey, 1961; Tiger, 1969）。这类研究遭到了强烈的指责，认为它过于偏激，并且用以理解当代社会的分析方法也过于粗糙。

然而，不久以后，人类学家就使用当时的新兴学科——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一论题重新进行了审视。这类研究的立足点是：暴力甚至战争均归因于人类的基因迫使性，这种基因迫使性能使人类从他们的基因投入中获取最大值收益。研究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点，人类需要增加其子孙后代的数量用以日后武力征服其他人类，不然就需要增加女性比例或者通过弑婴等办法除去竞争性基因。

例如，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 1979）曾指出，雅诺阿米（Yannoami）村庄的分裂和内部争斗或许可以通过分析这些事件同男性基因投入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这些说法来自于强大的理论批评和经验研究的修正，因此，它得出的结论，即把暴力性与人类本性做比较的问题就被认为用处不大。而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研究相关文化与生物潜能对帮助人类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行为有很大作用（Kemp, 2004; Roth, 2004）。

此外，另一种研究方法被引用，去支持暴力性是人类本性这一观点。这种方法称：史前的战争比人们推测的要更加频繁（Keeley, 1997）。这本著作提出了一种在当时很流行但过于夸张的设想，即原始人生活在和平融洽的环境中（Edgerton, 1992; cf. Otterbein, 2004）。然而，这些著作没有真正从生物学的基础上，去阐述人类生活中存在的暴力性，而只是强调了研究相关文化与生物潜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沃尔特·高尔施密特（Walter Goldschmidt, 1986, 1997 [1988]）不断探索群落社会与美国社会中个人动机与制度化冲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满足感、个人荣誉感以及获得更大的权利是促使个体参与战争的动机所在，而这一切却使得人类陷入了民事诉讼与战争的恶性循环中。卡罗尔·格林豪斯（Carol Greenhouse, 1986）重申军国主义并不是混乱的社会秩序。她争论说，当军国主义被认为是维系宗教、血统关系以及法律的重要武器时，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参军被许多国家社会允许。这两个例子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说一部分暴力和战争以文化模式存在，一部分以人的阅历模式存在。因此，参与战争冲突的动机需要灌以文化的名义。

与生物遗传领域中对人类暴力性的研究相反，人类学家认为，冲突很少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甚至根本没有暴力的存在。这一领域中早先的著作都认为，许多社会都是处于和平状态（Fabbro, 1978, Melko, 1973）。道格拉斯·弗雷（Douglas Fry）和他的同事（e.g., Fry and Björkqvist, 1997; Kemp and Fry, 2004）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很感兴趣，经过调查他们认为，和平社会中根本没有冲突的存在。冲突是人类环境中的一个普遍情况，但人类已经寻求到许多方式去解决这些冲突或争论，这并不会导致暴力。相反，这些冲突的存在会使人们对许多事项制定规则，从而避免了暴力事件的发生，甚至增加了社会团结。施勒格尔（Schlegel, 2004:19—33）描写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霍皮人（Hopi），他们很爱争吵，但这并不是暴力。她描述了那里的文化机制，即肯定了冲突的存在，却否定了暴力事情的发生。这包括不存在暴力性的村落分裂，没有或很少发生村落之间的冲突、谋杀、抢劫和公众争吵等，后者被认为是可耻的，也意味着缺乏自我控制力（Schlegel, 2004:26）。施勒格尔指出，这里的暴力是人们通过宗教仪式对“愤怒、嫉妒、苦难和悲痛”等负面情绪进行调控而避免的，霍皮人对于冲突的处理方式来源于他们重视自我控制、协调和施勒格尔所谓的“睿智哲思”。

霍皮人的社会并不是唯一用交互作用的制度化和宗教仪式的方式，去处理冲突事件的社会。南太平洋、东南亚以及别的一些地区的人是用道歉这种非暴力性制度化方式处理争端的。在这种情况下，口头处理方式比暴力行为更具有文化价值（Avruchl., 1991; Benoit, 1995; Fry and Björkqvist, 1997; Howar, d2004; Sather, 2004）。从某种基本意义上说，对解决冲突和争论的所有非暴力解决方式都是依赖于对尊重、平等、宽容的信奉，以及对文化模式的遵循。所有社会成员在面对矛盾甚至完全对立时，追求的是以达社会行为合法化的文化模式。贝特森（Bateson, 1997 [1988]）和辛顿（Hinton, 1998），还有许多学者也都描述了人们面对冲突时是否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

从人类学的角度思考人类社会暴力的生物基础，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人体进化发展的限制，但生物学的分析并不能说明人类暴力性是普遍存在。和平与冲突的人类学研究了关系、结构和认知因素多样化，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处理暴力事件。

二、暴力：控制与理解

人类学对战争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比如，许多文献都在探究，人们发动战争的多种动机。弗格森（Ferguson, 1984）收集了许多论文，试图用文化唯物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理论去解释战争，并用这本书的观点去阐明战争对国家形成的影响。与此类似，弗格森（Ferguson）和怀特海德（Whitehead）（1992）搜集了许多对本土战争研究的论文，说明许多战争都是由于国家的殖民扩张所引起和激化的。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具有民族历史性，或者在小型“土著”社会冲突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人类学著作的传统特性。

在战争人类学中，和平研究关注到了理论的发展，它需要明确人类是怎样控制暴力，以及暴力是怎样消亡的，同时还要了解战争和暴力行为对特定人群产生影响的途径。

（一）以批判的视角看战争与暴力

人类学视角下和平研究的论题之一就是战争与暴力。人们需要对暴力行为与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批评性分析。在这一研究传统中，威尔戴斯（Weldes, 1999）与她的同事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仔细阐述了进入安全状态过程中暴力的作用，并提出了文化上产生各种危机和危险的原因，它们强化和重制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不连续性。这一研究思路提出，人类学中对于安全状态的定义，有助于人类更清楚地了解当代世界中的南北政治。

与此类似，一些和平研究人类学家发表了一些著作，主要是阐述冲突是如何被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即历史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比如，贾布里（Jabri, 1996）与沃斯里（Worsley, 1997 [1988]）通过对战争是如何被国家利用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暴力是在政府的统一标准致使人性消失的过程中产生的。

在这类著作中，许多学者论述了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中暴力的性别因素。他们通过探究把物质的、象征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怎样结合起来，会使妇女儿童在民族冲突承受较少的风险。罗宾斯坦（Rubinstein）和雷恩（Lane）（2002）对这一状况进行了分析，同时吉勒斯（Giles）和海因德曼（Hyndman）（2004）也搜集了许多这一论题有关的研究案例，这些案例涉及苏丹（Macklin, 2004）、伊拉克库尔德斯坦（Mojab, 2004）、前南斯拉夫（Morokvasic-Müller, 2004）和加纳（Preston and Wong, 2004）等。

（二）暴力与军国主义的后果

像上文提到的，批评性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危险与恐怖被国家利用和操纵，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目的。而且，这些国家组织经常把一类特定人群作为目标，让其服从与暴力，例如妇女儿童。人类学家还很关注暴力的地方性特点，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群和地区遭受暴力袭击后的恶果。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民族志材料去说明相关过程，下列是两个被讨论的事例。

对个人而言，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体暴力行动毫无疑问会对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严重的影响。琳达·格林（Linda Green, 1999）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详细地阐述了危地马拉政府的种族灭绝战争对玛雅妇女生活的影响。她说，这场凶残的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许多妇女成为寡妇，“对她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和地点都变得大相径庭。一些妇女受到民兵和当地军队的压制而变得缄默，只能利用地理景观和自己的身体作为记忆载体”（Green, 1999:9）。福兰斯（French, 2003）证实，这场战争对人们的生活和人权观念影响极大。

约克·马杜克·约克（Jok MadutJ ok, 1998）在著作中记述了，苏丹南北战争造成的后果，即战争破坏了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后代的延续。他指出，冲突对自我和社会信念产生深重影响，导致丁卡人（Dinka）军国主义的出现。与此相类似，尼埃·哈钦森（Nuer Hutchinson, 2000）也提出，战争毁灭了努尔人（Nuer）之间基本的交往活动，也造成了努尔人与丁卡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民族冲突。

对暴力和军事组织对人类社会文化造成的恶果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人类学和平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人们关心的重点是社区军事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兰德尔（Randall, 1986）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区域中，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发现人们这种被隔离的生活状态改变了美国普通民众的交往方式。在研究中，他提出美国民众的交往方式被男性主导和森严的等级统治给摧毁了。此外，它还影响了成人之间、男女之间的友谊和来往关系以及儿童的生活方式。普利亚姆（Pulliam, 1997 [1998]）、布拉塞（Brasset, 1997[1998]）、霍金斯（Hawkins, 2001）和哈勒尔（Harrell, 2001）等对美国军事主义的影响，也有类似观点。

很明显，军事组织改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与运行模式，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社区。在美国，鲁兹（Lutz, 2001）运用民族志和历史手法，描述了一个社会中军队是如何影响与这个社会相关的事务。她解释说，军事组织的存在破坏了这个社会内部人们的生活结构，摧毁了军队与百姓之间的联系。同时，她强调这个社会中出现的状况在整个美国社会都开始反映出来了。她断言，这种政治安排模糊了军国主义与暴力之间的区别，而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社会总是在做好战争的准备。

对于军国主义影响的研究，并不只局限在美国。人类学家编辑了一本民族志的文献资料去解释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例如，托博（Tobe, 2006）提出，美国对冲绳岛的军国主义政策，导致冲绳岛的统一性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成为美国开始世界扩张的跳板。大贯惠美子（Ohnuki-Tierney, 2002）对原本多种含义的“樱花”进行了仔细分析，即在日本社会如何利用“樱花”的象征意义来美化其军事化行为。

人类学家非常关注暴力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他们认为，通过对军国主义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和平研究。同时，人类学家工作的重点也集中在观察人们受到的来自间接的、结构性机制的伤害。

三、社会公平

和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和促使社会公平的顺利实现。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一些社会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于对政府组织的评判和对全球权力动态的评估。重视社会公平的原因之一是，和平研究者认为在所谓的缺乏暴力和战争的和平与被称为绝对和平的社会公平之间是有区别的（Barash and Webel, 2002）。在冲突具有直接破坏性的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判断谁采取了暴力，而在其他情形中，个人和团体却总受到不易被人觉察的事务的伤害。

1969年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把给个人和团体带来间接伤害的情形成为“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后来经过魏格特（Weigert, 1999:431）的补充，人们认为，结构性暴力包括“可预防性伤害……这种伤害的特点是没有人宣称对其负责；这种伤害来自权利与资源的分配不均，换句话说，就是结构不平衡”。人类学家进行的和平研究已经把这种结构性暴力概念，当做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方式。

保罗·法莫（Paul Famrer, 2001）将公众健康与结构性暴力结合起来，对海地进行了民族志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破坏性后果根植于结构性条件。他指出，疾病是结构性暴力导致的。他写道，“他们产生疾病的原因既非文化也非个人意愿，而是由于结构性暴力所致。”（Farmer, 2001:79）人类学家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美国和欧洲，他们识别出了，由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各种类型的不平等。

雷恩（Lane, 2004）和她的同事提出，在纽约雪城美国黑人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非常高，而这是因为她们与黑人男性的性关系混乱导致的。这本著作指出，黑人妇女患艾滋病存在的高风险，说明需要增强对监狱的管理，因为监狱是被监禁男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温床。但这些被监禁的人总会获得释放，因此，他们就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雇佣、住房和教育等领域。

公共政策剥夺了这类人的公民权，却没有考虑到社会中的现实生活状况。例如，美国的婚姻政策把减免经济资助作为对未婚妈妈的惩罚。这些政策认为，结婚是女人应该首先完成的事，然而，民族志学的一些分析认为，由于对男性进行监禁，使得妇女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男性并与其结婚，因而，因为没有结婚而受到惩罚的妇女数量在成倍增长。

这个研究结果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与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极为相似。他们的民族志学研究，把剥夺公民权利与权利的政治形式看成是结构性因素。通过总结大量的材料，布尔迪厄指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实现人们对自由、幸福和自我实现的追求：这种可行性不仅是依靠限制劳动力和住房数量，还要依靠教育体系以及对工作生活的惩罚措施。”（Bourdieu, 2000a:629）在欧洲关于种族主义的文献著作中，平克斯滕（Pinxten）和他的同事都认为，应该把民族暴力风险与结构性因素联系在一起。

四、建设性冲突

在关于导致人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方面，到底是由于文化差异还是结构不平衡，对此出现了不同意见。冲突是构成人类社会经历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进行和平研究时认同这一点，他们还积极推动社会动力学的发展，以使冲突能被有效地解决。作为推动冲突解决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和批评者，人类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平研究也包括冲突的解决（的确，许多大学的和平研究机构称为和平与冲突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谈判、仲裁和对公众的承诺。人类学家很早就认为，人类在处理冲突事件时可采用的方式很多，但是，在所有社会团体中使用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个人之间或组织间的谈判。

和平与冲突研究主要是制定谈判、仲裁的统一标准，也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的途径是，把发生纠纷的人们召集到法庭，以非敌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让双方都感到满意。和平与冲突研究对谈判制定的标准是来自博弈论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对立双方的分歧（Raiff, 19a 82）。1983年出版的一本名叫《达成一致：怎样在谈判中获得和解》（以下简称《达成一致》）（Getting toyes：How to negotiate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Fishe and Ury, 1983）的，书详细总结了谈判的各个细节。现在，这本书已经编辑到第二版本（Fisher and Ury, 1992），并且成为解决冲突的基础，被人们公认为“谈判的原则”、“谈判的价值”、“交涉的精华”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达成一致》一书中，介绍了谈判获得成功的四个原则：

——人：把对立双方从矛盾中分开；

——利益：关注利益焦点，不是立场；

——选择：决定行动之前，要考虑到事情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标准：坚持用统一客观的标准解决问题（Fisher and Ury, 1983:11）。

以下一些著作中也都提出了成功解决冲突达成一致的理论：《不要说不：你的谈判之路来自合作》（Ury，1991）、《做好谈判的准备：达成一致的谈判手册》（Fisher and Ertel, 1995）、《交涉的困难：如何把握问题的本质》（Stone et al., 1999）等。这些书给人们提出了指导谈判和自我控制的建议。

人类学家对谈判进行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达成一致》一书写成之前就开始了。在政治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的领域中，格列弗（Gulliver, 1979）主要基于在非洲广泛的民族学志调查基础，提出了一个解决纠纷问题的经典分析。他分析了，人们在冲突管理中运用的多种非暴力方式，详细记述了人们在（尤其在基本矛盾冲突中）从避免暴力到使暴力制度化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现在，格列弗所描述的在谈判、仲裁和判决中的差异性，被广泛运用于和平和冲突研究中，并且成为决策控制过程的条件。格列弗的著作导致产生了对主要谈判原则进行跨文化批评的时期，这个时期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

尽管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此主要谈判原则过于简单，甚至有些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它仍然被采用来检测跨文化谈判的标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解决国际冲突的谈判中，采用各种方式来运用主要谈判原则，例如，召开分析解决问题的研讨会（Mitchell and Banks, 1996）。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进一步加强，人类学家对这些谈判原则进行了批评。起初，这些批评与一些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使它不至于因为文化差异而不被接受。这些类别分析来自于民族志和民族学调查，以及由霍尔（Hall, 1976）、霍夫斯泰德（Hofstede, 2005）和其他学者所做的访谈。以科恩（Cohen, 1990）的分析为例，他提出，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阿弗拉奇（Avruch）、布莱克（Black）和希摩卡（Scimecca）（1991）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探讨了关于国际商务谈判的问题。

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是，有人指出《达成一致》一书中做描述的研究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许多人开始寻找其他可代替的方式。阿弗拉奇（Avruch, 1998）对冲突解决方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倾向，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兰德拉奇（Lederach, 1997; LederachandJenner, 2002）大量借鉴民族志的沟通方式，提出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为“引导性”的方式去解决冲突。与此相类似，马兰（Malan, 1997）提出了一个建立在注重文化因素基础上的替代性方式，用以解决矛盾冲突。

最后，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和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对冲突解决做出整体评估，提出要加强对社会公平的重视。评估的范围包括：人们能够解决冲突的观点，对主要冲突解决模式中个人主义的评判（Colson, 1995），对能增强能力、特权的谈判方式进行检测等（Nader, 1990, 1995）。

五、结语

注重发展社会公平，是把和平研究与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人类学家对和平研究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这门学科精细的民族志。这些都可以说明，人们在解决冲突过程中采用的方式是多样的，为实现社会公平，为制定较好的政策和发展过程提出好的建议。




20.文献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 以及图书馆如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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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据统计，1991年美国大学里有大约1450万学生，其中包括了42万外国留学生。欧盟三大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91年总共注册了包括32.4万留学生在内的大约500万学生，从发展中国家前往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数目依然在增加。由于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实行严格的签证制度，使得入美留学生数量持续下滑。直到2006年，美国留学生数量才迎来了新的增长，达到60万人。

在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但是，大部分则是来自南半球非常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举例来说，在法国，1991年的13.7万名留学生中有7.5万名（55％）是来自非洲的学生。而在美国，虽然只有0.16％（0.0016）的留学生来自非洲（1998年的数据），但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的数量却达到了2.3万人。在美国和欧洲，大多数留学生跟当地大部分学生一样，就读于公立大学，而不是私立大学。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当地的税收。虽然具体的税款数目很难计算，但是基于1986年所做的估计，当今美国人每年至少需要交纳四十亿税款，来资助这些公立大学的留学生。而在欧洲，由于支撑高等教育的公共费用的份额要高于美国，这一数字自然也就比美国的四十亿税收多一些。总之，不管确切的美金数额是多少，这项投资的数目无论如何都是巨大的。

这些用于留学生教育的投资是一支升值股。当第三世界的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会进入商界、金融业和政界工作，他们不仅会给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商业带来新的市场，还会促进那些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府政策出台。由此可见，美国和欧洲每年用于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数十亿美元的教育经费是物尽其用的。

一、导师问题

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所花费的钱则应另当别论。就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我们估计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700个博士头衔授予了来自非洲国家的学生。按照惯例，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才有资格进入欧美国家攻读研究生。他们和发达国家的顶尖科学家一起工作，致力于科研工作并成长为优秀的研究人员。他们也通常通过在高校中执教的方式，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笔者纳维在雅温得第一大学30年的执教生涯中培养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已经先后结束了在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活，除小部分的学生选择回国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尽可能地留在了其所留学的国家。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美国，每一位新毕业博士找的工作是当助教，接着，基本上要经过六年的博士后生涯，才学会如何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当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这些年轻学者就成为他们领域里厉行纪律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缺乏能够写出可以在享有盛誉的期刊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的训练；缺乏撰写项目申请书向有关机构争取经费的经验；缺乏独立开展新研究的能力。聘用任期是对获得教职新学者的一种奖励，他们因此也知道如何获得国际奖学金。

当新科博士们从发达国家回到各自祖国，如加纳、玻利维亚、喀麦隆、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等的大学时，他们作为学者的职业生涯也行将结束。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在最好的实验室里接受训练，在最好的图书馆里搜罗资料，在最快的电脑上分析数据，接受最优秀的导师的指导。而当他们回到祖国，面对着设备简陋的实验室、狭小的图书馆、配置低端的计算机和资深导师的缺失，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有资深的导师，也已经被研究资源的匮乏打击得一蹶不振，或者已经为了谋生而步入官场（而且，发展中国家官僚作风已经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当年轻科学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的时候，也就是当他们变成对全球人类都有价值的科研人员的时候。他们面对着自己国家的落后设备，经常被国际科学界所遗忘。资深学者或者选择发达国家更优越的条件，或者太专注于琐碎的顾问工作以维持生计，而根本无暇顾及年轻学者的培养。无论如何，假如他们自己都无法获得最新的资料，那么他们又该如何指导年轻学者呢？

二、文献问题

言归正传。二十年前，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文献委员会的任务是，试图找到能够收集人类学可用资料的方法。此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文献来源：美国哈佛大学托泽图书馆的人类学文献和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指数。这两者联合，制作了“Anthropology Plus”，其中，有大规模的网上数据库。Anthropology Plus（通过商业途径取自RLG[www.RLG.org]的资料）可以检索到2500种期刊，其中，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行的。对于大部分科学来说，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网可以检索到22000种期刊，并拥有全世界81个国家的20000000用户。

只要第三世界的学者获得这些在线数据库，他们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就解决了资料问题，但仍然解决不了文献问题。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有办法找到学者们所需的文献，但也买不起这些文献。这些文献包括了长期出版的期刊（可以回溯到几十年前的期刊）和每年新出版的几千本新书，这些文献许多都可以找到电子资源。

有几种简单的解决方法：（1）第三世界的学者以及大学的管理者可以申请各行业的赞助方来协助成立图书馆；（2）发达国家的学者自发捐赠期刊给第三世界的图书馆；（3）第三世界的学者可以去国外游说并搜集各种专著、期刊以及影印论文回国，来丰富他们的私人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这些方法虽然有用，但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际上的那些赞助方不可能给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建设提供哪怕某一运行阶段的足够资金。虽然国外捐赠期刊的方法很有用，但不可能遍及每个国立大学的图书馆，更不用说那些私立高校了。搬运退休学者捐赠的私人藏书的花费也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开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图书馆并没有足够的书架来摆放国外捐赠的这些期刊，而且就算他们有了地方也没有空调来保持图书馆内恒温存放图书。影印文章虽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文献问题的途径，但却是我们目前能够负担的起的途径。

三、如何解决

非洲各国政府机构还没有转型，发达国家中的学者该如何劝说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科学家投身到自己贫穷的国家的建设中呢？电子邮件的出现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图书馆数据库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计划很简单。考虑到文件问题，北半球（欧洲、北美地区）的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接受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高校经由网络去获得各种网上图书馆的资源。高校则应根据数据库的使用人数向通信公司付费。整个高校都使用数据库，虽然这意味着支出的增多，但是这部分花费比起让这些高校开办一个图书馆的花费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了。尽管如此，基金会也依然会在创办网上图书馆并提供运转费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基金会应当意识到，为北半球国家的大学支付运行费用使之接纳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虽然已经开始尝试这一途径了，但是一切仍处于试验阶段。卡内基公司开展实施援助非洲大学联合会使用网上资源的方案，虽然不包括所谓的“软学科”，如人类学，但是它却是一个优秀的范例。非洲基础学科的相关学者应博洛尼亚大学（www.unibo.it）的邀请加入了名为EDULINK的计划，这也为博洛尼亚大学融入欧盟学界的方案做了充足的准备。

另外，预计大约有78所意大利研究机构通过49个研究所联盟的ALMALAUREA （www.almalaurea.it）和29个研究所联盟的CINECA （www.cineca.it）来与非洲的大学进行合作。合作领域包括了政策发展和补充、数据开发和更新，以及数据库的扩展和更新，课程和教学技术的提高等（参照www.eal-net.org）。

至于导师问题，来自北半球的那些工作在第三世界的田野科学家们（包括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海洋学家），他们需要能听懂当地语言的人帮他们翻译，需要当地的学生帮他们收集关于各种情况的数据。那些需要得到这些资料和那些需要到田野获取所需数据的个别学者可以将之前的师生关系经由网络改造成研究关系。

最终，第三世界的学者将会收到他们目前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积累后，将会大大改善第三世界大学图书馆的现状。这些收获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以实际教学和研究的需求为主的，而不是以当今充斥在第三世界大学中的无计划的索取行为为基础的。总之，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图书馆理应率先与其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建立电子邮件关联。

实际上，近20年，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大学通过使用免费搜索引擎和免费电子邮箱，已经可以顺利访问互联网了。就像工业国家之前进行的大规模学术改造一样，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这种学术改造。例如，德国的大学职员可以很容易地、几乎不花任何费用地与喀麦隆和澳大利亚的同事进行交流。许多来自夏威夷、纽约、蒙特利尔、巴黎和东京的同行彼此间也可以做到很简单地、免费地进行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并且当我们使用“交流”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指的是短信息的发送，而且更多的时候指的是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把稿件发送给分散在全世界的同行们。这种“交流”由于在当今的社会太普通了，以至于大家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事实上，现在学术界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在与世界同行一起写论文的时候，笔者有时会给他们发送一些简短的询问消息（例如，“你有没有收到史密斯博士关于调查数据的答复？”“居住在喀麦隆的阿曼人口有多少？”），有时也会给他们发送长达20页的论文草稿或者调查得到的数据矩阵这样的信息。笔者和伯纳德一起合写了这篇论文，两人的空间距离是从喀麦隆的雅温德到佛罗里达之间长达一万公里的距离。

互联网也改变了学术的发布方式，使那些专业的小型期刊得以维持。以泛非人类学联合会（The Pan Afrcai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AAA）出版的《非洲人类学家》（The African Anthropologist）为例，此期刊自2001年开始将所有的论文放在网上期刊同步发行，这使得全球各国的学者都可以获悉那些需要跨越整个大洲才能获得的调查结果。免费的网上出版物也意味着，没有需要管理的会员，不用收取费用，不用印刷出来并邮寄出去。

假设那些在工业化国家中从事第三世界调研工作的大学学者都有第三世界当地的合作者的话，这个第三世界的合作者就可以提供特定领域的协助、查找并翻译稀有的本土文献、从所研究的那个乡村的角度介绍当地情况、特定领域的翻译人员等。

相应地，工业化国家的这个学者也会向第三世界的合作者提供他/她研究中用到的文献资料。当第三世界的这个学者需要一种文献（某本著作的一个章节、某个期刊的一篇文章之类的文献资料）的时候，他/她就可以跟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学者联系并获取这些资料。而这对工业化国家的学者来说，是举手之劳，他们可以很轻易地从他/她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者在电子图书馆中找到这些资料并用电子邮件发送PDF文件过去，即使是那些没有电子版的文献资料，只要多一个步骤、多花点钱通过扫描的方式制成PDF的格式就可以了。

此外，假如非洲的学者有一篇文章需要发表的话，他们可以将这篇文章寄给任何地方的资深同行阅读，这也适用于那些未修改的文章。资深同行可以通过帮这些年轻学者修改文章和项目申请书，来使他们日趋成熟。笔者二人伯纳德和纳维曾经共同参加了几个讲习班，在那里他们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如何撰写项目申请书。此后，就没有任何后续行动了。即使有，举行此类研讨会的经费相当昂贵，难以支撑。

我们想到的合作关系是相互的，工作也是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双方合作工作应该归功于电子邮件是快捷的、高效的、经常的、连续的和廉价的，而邮寄信件则是缓慢的、笨重的、不可靠的。但是，假如你给某人发送了一条索要某篇文章的信息，并且在一天或一周之内得到了答复，还收到了文章相应的PDF文件，你一定会继续与这个人保持合作关系，并且期待着也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帮助他。

四、困难和展望

在工业化国家，学术性网络是由相对富有的大学支付运作费用的。像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样的虽然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的国家的大学，也采取了这种运作体系，由大学支付费用。而这些大学的工作人员则免费使用着这些资源，并一直认为这些服务实际上就是免费的。实则不然。网络的运作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但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只是逃避了这个付费的事实而已。

笔者就职的雅温得大学几年前就创建了自己的网站，并且鼓励学校的学生使用这些资源（Nkwi, 1995）。在学校里学生多半不能获取相关信息。但是，在学校外面的咖啡馆里却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卫星上网。在离雅温得400公里的笔者家乡，天主教团医院安装了一套卫星系统，以保证医院的国际和国内职员，能够与世界同行保持联系，同时也可以下载到其他国家的资料信息。

电子邮件服务商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第三世界。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的电子服务商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运营商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人口稠密的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国家。作为由中国人接管的喀麦隆电话公司（Camtel）面对来自南非移动电话网络公司的竞争，不得不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喀麦隆电话公司最近在喀麦隆开通了商务电子邮件服务。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像雅虎和Hotmail这样的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商，它们侧重于多元服务和简单操作方面的竞争，但是，它们也懂得通过给用户提供访问该用户其他系统的服务来获得利润。例如，笔者一本著作的出版商使用的是商务邮件系统，而学术电子邮件系统是不与私营公司像出版商的商务邮件系统相通的，但是，这家出版商所使用的邮件系统则为笔者提供了在互联网上与学术邮件系统通信的网关。

这就意味着，学术作家与出版商可以在不同网络系统的情况下交流。而笔者与工作在距离墨西哥城数百英里的一个小城市的同事交流的时候，这个同事也是通过商业服务提供商利用本地电话上网的。

通过商业服务提供商上网的费用（包括无限制的电子邮箱）下降得很快（大约一年500美元），因此，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之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提高了。

由于本文阐述的是全球文献问题，因此，就需要从专业角度进行论述。我们中的许多从教人员并没有很好地使用基本的网络资源，来促进我们的教学工作、丰富我们的专业知识。将社会科学的文献资源免费提供给人类学学者是否可行？或者通过将网站运营费用降低到可承受水平的方式来增加使用率是否可行？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团体，共享资源理应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特点。

运行的途径之一是，如佛罗里达大学的主要研究型图书馆，通过一帮一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建立起电子资源。人类学学者使用的不只是人类学资料，他们需要当今网上的所有社会科学资料来进行学术研究。

而这只能在那些拥有宽带网络的大学里行得通，因为拨号上网的速度太慢。但我们一定要在某所大学开始实行这一方案。这也是前几年文献委员会主动继续运行的方案，即让欧美的大学在各个发展中国家成立一个图书馆。随着宽带网的扩展，该计划将持续发展。




21.人权与发展：安全、民主和环境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人权委员会

巴达德伯·乔度里 著 张小敏 关祎 译

一、导言

人权的演变和发展，主要是基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某些思想。人权的概念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公平审判权利、普通公民反对独断专权的权利、个人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国家或政权对公众的责任等基本权利。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作了明确定义，其中对人权的认识包括了局部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认识。《世界人权宣言》具有法律影响力。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人权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它将寻求更广大的表达内容，不断涵盖新的领域。起初，人权基本自由的哲理内容大体上仅局限于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就是通常所指的“第一代”的权利。由于概念具有外延不断扩大的特点，加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就直接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加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代”人权概念。人权概念在不断扩大理解的过程中，现在已延伸到涵盖所谓的“第三代”的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被视为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个人的权利、国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发展权以及对弱势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因此，人权运动所走过的道路已被载人史册，令人叹为观止。

人们往往局限在法律范围内研究人权。诚然，法律对任何权利的规定，包括对人权的规定，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大多数社会中，要保护和促进人权，仅仅靠法律规定是不够的。尽管人权的总体框架、理念和对人权的认知，应该是通用的，但是，有一点很关键：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人权的范围及其各个层面呢？人权是否能够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保持中立呢？这就引出了对人权整体理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学通过整体分析的方法，可以显著地增强人们对侵犯人权的动机和因素的理解，并不同程度地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斗争力量。

由于人权起源于西方，在国家对公民进行绝对统治的情况下，人权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权利或政治权利。在某些国家里，可能会有公民社会运动，以反对国家绝对统治的事件，但在不同的社会中，多数情况下这并不能真正保障人权。

尽管人权被认为是所有人固有的和普遍的权利，但是，若人权遭到侵犯，将表现为多种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包括从剥夺基本生活需要到对妇女、儿童、贱民阶层、部落、种族、语言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种对人权的侵犯导致了冲突、叛乱，以及人民由于被驱逐而离乡背井，或经历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无法休养生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军事独裁和沙文主义等政权。在这些制度中，政治压迫采取任意逮捕、拘留、酷刑、失踪、草率处决和滥杀无辜等形式。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人权问题及对人权的关注作为公共话题，就变得尤为敏感，作为学术研究就更为敏感。此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政治、经济集团和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模式，造成大量自然资源耗竭和对劳动力的剥削，进一步导致了人权边缘化和人口贫困化。

但是，最近全球政治发生的变化，迎来了创造更多民主空间的变革，有利于人民运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人民的联盟从事人权保护和推广工作。一些政府还成立了人权委员会。这些机构正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其中，包括改变看法和态度，如何通过人民的真正参与和授权，实现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建立民主制度和政府的民主化治理。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人们日益需要开发人类资源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公正与和平的社会。

新的千年迎来了新的机遇，但旧的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纯科学和技术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飞跃，然而，持久的大规模贫困、猖獗的暴力行为和缺乏和平的情况，公然剥夺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揭示出可怕的不平衡和差距。教育处于寻求启迪和征服未知未来的最前沿。不幸的是，同样是这个我们抱着从黑暗笼罩的愚昧和贫困中拯救人类的希望而创造的教育体系，却常常变身为盲从于或臣服于早已过时的生活系统的工具。这种统治体制充满了腐败，其经济体制把促进商品消费作为发展模式，其文化体系不承认传统的价值和土著居民的价值，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样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体系，所支撑的教育体系将把人培育成为被动、竞争、冷漠、孤立于社会文化环境之外、并且脱离现实的人。这样的教育不仅不能完成其解惑的使命，而且还选择了保持沉默和脱离现实的态度。因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形成顺应时代的教育体系，学习并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这种教育是牢牢植根于人民的：符合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处境和现实状况。这就是人文主义的发展方法对崭露头角的教育学的重要性所在。由于认识到这些挑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决定建立人权委员会，从既能塑造知识又能塑造灵魂的人类学方法着手，开展人权领域的调查和研究。它力争不但肯定人类的价值观而且赋予人类面对时代挑战力量的教育和研究，以此回应时代的挑战。

在介绍侵犯人权的案例、阐述人权的范围之后，本文将就人权与发展的关系回顾三个主题：人类安全、民主和环境。

二、案例

从人类学观点看来，在叙述经验和观察时，不可以断章取义。

案例1：这是一个人在印度南部的遭遇。在炎热的夏季，中午那种让人窒息的炎热，使他觉得非常口渴和疲倦。他想从一口井里取水喝。结果，他不仅没有喝到水，还被狠狠打了一顿。他的错是，他属于社会底层，他属于低贱的种姓，是个贱民，而那口井是高等种姓的人使用的。

案例2：这宗案件发生在孟加拉的一个偏远农村。这里封建关系还非常强大。富裕的地主会养一些有依附关系的仆人来打理家务。在杜尼制度（dunisystem）下，地主按照借10卢比一年后归还160卢比的比例贷款给仆人家。利息这样高，贷款者通常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于是，不得不用抵押劳力的方式，用他/她的一生为地主和放贷人工作。我曾经提到过一个案例，如果一个父亲为他儿子的婚礼借了高利贷，那么新婚夫妇与他们的父母都将成为放贷人的债役劳工。顺带说一下，据报道，当年，现在的这个父亲结婚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债役劳工制度虽然已被法律废除，但由于贫穷，现在仍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

案例3：在印度的U.P.丘陵地区的许多部落中，新郎的家人都要支付给新娘的家属一定数额的彩礼。按照传统习俗，彩礼越高（可能是牛或金钱），就意味社会地位越高。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去借巨额贷款，人们也会送出更多的彩礼。但由于贫困、资源有限，婚后他们往往无力偿还贷款。结果，在这些地区，一般的做法是把新婚新娘送往附近城镇，靠做妓女赚钱来偿还贷款。

案例4：这是个性别歧视的案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是非常普遍的。从小学教育开始，性别比例就有了差异。因此，如果比较男生和女生人数，便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女生远远少于男生。在卫生设施和其他许多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许多家庭中，男孩的待遇比女孩好得多。许多家庭往往会给男孩更多关怀和更好的伙食。许多国家，妇女地位低还表现在该国逐渐下降的性别比率方面。甚至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无疑也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案例5：这是指在土著人居住的社区为了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人们已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这些措施，当地土著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但却不是这些项目的受益者。再次，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在许多森林地区，种植了许多桉树等树木。作为人，尤其是土著人，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主要是靠森林的树木为燃料，他们被迫用这些新树种的树叶和树枝做燃料。人们注意到，在很多地方用桉树枝和树叶作为燃料后，很多人尤其是在家做饭的妇女，都开始出现眼疾。这样的商业造林项目已造成了健康危害。另外，森林是土著人采集植物药材或营养的来源。但是由于商业造林只侧重于种植某种商业林木，土著人民被剥夺了自己的传统医药品种和从森林中获取食物的权利。这毫无疑问正在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从人权的视角看，这些都是新近出现的、值得关注的领域。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这些问题可能会非常具体。我们不可忽视这些关于土著社区的健康、营养和生存的关键问题。

案例6：宗教提供了认同，并常常导致公众紧张和不同国家的冲突。但事实上，不应该将紧张局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权的侵犯归咎于宗教。不过，事实上，宗教即可使传统社会出现分裂，也可提供身份认同。假如既得利益集团将其消极地加以利用，以宗教为基础对人口进行区分，那么宗教无疑会成为导致种族矛盾、侵害人权的强有力因素。

如果我们分析上述案例，就不难看出，现行的社会文化体系和经济条件对侵犯人权有着主要的责任。因此，正如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规定的那样，所有公民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并且不应该在种姓、信仰或性别的基础上有任何权力上的差别。但一个属于非常低种姓（贱民）的人，不仅得不到政府所提供的井水，甚至会被严重殴打。因此，由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单纯的法律条文并不能防止侵犯人权。但人们也注意到，由于传统习俗文化，妇女被迫沦为妓女，或一些人由于贫困，被迫沦为债役劳工。再次，在特定文化中，由于现有的妇女地位较低，女性受到歧视，导致了普遍的人口不平衡问题。人们还注意到，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模式，应该对土著居民的流离失所负责，应该对影响了土著居民获取自然资源并控制自然资源负责，应该对导致他们健康受损的问题负责。这些都是人权学者或活动家所不能忽视的新兴人权领域。诚然，这些事件和情况可能不会出现在所有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权领域不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它再次引出了在人权范围内理解社会、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不仅应该对研究人类感兴趣，也要同样关心他们的发展和福利。事实上，人类学家也要有在学术知识与发展、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府举措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人类学家可以参与到促进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增进他们的福利的工作中。通过研究，人类学家可以在微观层面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国家的问题，促进当地的发展和福利，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对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出贡献。随着理论探讨逐渐地深入，应该把相当一部分重点放在实证和经验研究上。有关人权的工作或活动可能涉及文献资料、记录，或号召反对强势的政权、既得利益团体、政党或富裕的统治阶层等的活动。

人类学家必须熟知法律条文，并且同时要了解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尤其要掌握弱势人群、妇女和儿童、环境与发展、健康问题、宗教—族群—地方自治与人权，以及相关事宜的现状。它还应该包括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与信息技术、艾滋病毒/艾滋病等有关的问题。

三、范围

根据人类学的方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人权委员会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全面深入地理解人权的概念，在综合性和跨学科的教学方式下，把人权作为一个与民主、发展和社会文化多元化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发展所需技能，以便有效地执行国内国际监测、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机制；提供一个系统地分析和认识人权形势、人权问题的场所；努力开展人权领域的研究，革新人权手段、方法及适合进行这类研究的技巧。

人权最好应该是多学科的研究，并不可以分割成单个学科，它应该被当做一个整体加以定义，并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人权的内容应一体化，并且反映对争取民主、发展与和平的关切。特别是在南亚这样的地区，人权还必须包括社会正义、分配公正的问题，将被边缘化的人群和历史上被剥夺了人权的人群引入国家的主流生活，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并确保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的稳定、有意义的进步与发展。为确保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不同范围探讨人权问题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人权研究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1.哲学和文化基础以及历史的观点。

2.人权与民主、多元化、发展、生态平衡、和平及国际国内的军事化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3.国家视野：历史背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独立后的国家发展；保护边缘化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达利特人（贱民）、部落等。被国家及其各机构、法律机构等侵犯的权利，有关法规及其细则之中不符合人权的准则；侵犯人权的武装政治团体和恐怖分子；社会内部贫穷弱小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统治集团侵犯的，包括两性的不平等，剥削和不公正，司法部门、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法定委员会的作用；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和媒体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4.地区视野：地区的特点，如多元化、经济贫困、过去的殖民地历史、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大批文盲、对政治稳定和民主的经常性威胁、日益增长的消费主义，以及在保护和促进人权背景下新引入的全球化进程。

5.国际视野：研究国际社会在世界大战后，为促进和保护人权而颁布的文本、条约、安排和结构、革新的工具等；研究诸如联合国组织（UNO）、国际版权情报中心（ICI）、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劳工组织（ILO）等机构在人权领域的作用；研究这些机构在保护和促进尊重人权中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除了人类学的学术性或理论性研究，在人类学中应用或行动人类学是一个强有力而主要的分支学科。在这个方面，主要研究达利特人、土著人或少数民族、儿童、妇女、难民等。顺便说一句，他们大部分是人权遭到明显践踏的群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类和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权利。当任何文化或社会对自己的成员或其他人拒绝或允许别人拒绝让自己内部的成员或外来者享有自己的权利时，人类学家有抗议和反对这种剥夺别人权利行为的道德责任。这意味着，其底线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已实施的有关国际法规，但它也扩大了人权的定义，以包含国际法未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权利，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清洁和安全的环境。

人类学家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包括集体和个人的差异，而不是西方传统上的抽象的法律统一性。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它的操作性定义是建立在《世界人权宣言》（UDHR,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Rights）、《禁止酷刑公约》（Conventions on Torture），《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s on Genocide）、《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s on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及其他能使基本人权的各项参数存在于国际书面、习惯法和惯例之上的其他条约。需要强调的是，人权的概念符合国际原则，但不仅限于此。人权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我们了解了更多人类状况之后，对人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因此，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基础上，在扩大对人权的理解问题上责无旁贷。

人权委员会的关注范围应该是不仅仅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和宣传世界各地的人权。我们的目标包括批判性地思考人权，不要将人权视作某一类别，而是将其视作一套通过提出权利或主张权利来完成社会政治转型的概念框架。我们应考虑，如何从跨国的话语和行动的领域来定义人权。审查和研究土著人民、族群和宗教少数民族、贱民、妇女、儿童、战俘、难民等的权利，以及在不同文化和跨国设置中的人口种族偏见。

四、人类安全

让我提供20世纪的一些数据：

——在这期间，约有100万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1.2亿人死于与政治有关的暴力冲突，其中，宗教或种族或族裔或政治背景是主要的因素。

——02世纪初，在武装冲突中，5％的伤亡者是平民；20世纪末，90％以上的伤亡者是平民。

——超过1.2亿个地雷被部署在超过64个国家中，而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平民（Venkatachaliah, 2002）。

《世界人权宣言》付诸实施的这58年，它为人类社会所有成员，消除冲突和建立平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迈出了伟大一步。所有人，不论贫富，不论什么地位、种族、宗教、肤色、性别或政治背景，都有平等的权利。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中的野蛮和不人道。曾参与宣言起草、在20年后的196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法学家勒内卡森（René Cassin）教授，他曾说过“人类并不总是好的”。

在人权的演化过程中，西方列强倾向于将通常被称为“第一代人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置于优先地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对被称为“第二代的权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情有独钟。第三代人权的概念是“指人民的权利或群体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发展与环境。1993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重申：公民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普遍的、相互依存的和不可分割的”。据观察：

人权最好被理解为法律、哲理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人权观念的提出，在得益于法律原则的同时，也得益于诗歌和音乐。人权观念的提出，得益于对最伟大的宗教精神、对正义的永恒追求，同时，也得益于从国家暴政中争取自由的革命……权利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变化，因为在不同的情况、心怀不同的目标下，人们都会结合起来争取权利……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当新的权利作为一种力量的变化突显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时期就到来了。这使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其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同样重要。[克卢格女士（Ms. Klug）]

值得一提，国际人权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贡献非常有意思。它的发展对人权观念和人权实践都有着深远影响。在国际法中，主权国家是主要的对象和行动者。国际人权制度已深入到了个人层面的核心阶段。这在人权的范围和人类安全方面，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人类安全”的概念已经开始引发以下讨论：“安全”是什么意思，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不同的民族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对安全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探求：它是减少人类暴力冲突代价的手段，它是使各国政府解决人的基本需要和弥补不平等的全球化战略，它是为被边缘化的贫困人群提供社会安全网络的措施。为了理解人类安全，联合国在不同的论坛上，针对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情况，讨论裁军与发展的关系。此外，在许多委员会如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tl and Commission）和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on Global Governance）的帮助下，人们的关注点从民族和国家的安全转到了人民的安全上。事实上，在全球安全的辩论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军事因素对人类安全的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提供了人类安全的7个不同方面：①经济安全（保证基本收入）；②食品安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食物）；③卫生安全（免于疾病和感染）；④环境安全（获得安全饮水、清新的空气和非退化的土地制度）；⑤人身安全（免于身体暴力和威胁）；⑥社区安全（文化认同的安全）；⑦政治安全（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

有人批评，上述的人权定义和范围太广。不过，也有人认为，更广泛的安全定义对更广泛的联合国成员是必要的和可取的。其他一些定义更加明确了它与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联系。这标志着一种转变，即在主权国家中出现了有关人权保护的法规条款。加拿大批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界定的人类安全范围，更多的集中在不发达方面，忽视了暴力冲突对人类安全造成的后果。由于对人类安全有不同的理念和观念，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关于国家安全与人类安全、关于“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讨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亚洲的一些思想家和各国政府把人类安全看做是，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非西方社会的又一次尝试。另有人指出，在许多国家存在着非军方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并强调需要一个共同的安全议程。加拿大将“人类安全”看做是“人民的安全”，这个观点得到挪威的支持。这两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人类安全伙伴关系，确定了包括9个要点的人类安全议程。它们分别是：

排雷，设立国际刑事法庭，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和儿童，小武器扩散，童兵，童工和北方合作。

日本对人类安全的观察报告如下：

在日本看来，人的安全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我们相信，源于需求的自由并不比源于恐惧的自由重要。因此，在冲突局势中，其目标是确保作为人类个体的生存和尊严；在保护人的生命方面，有必要超越完全地考虑保护人的安全。为了理解人类的安全，阿斯特丽·萨尔克（Astrid Suhrke, 1999）强调指出了，三个类别受害者的“脆弱性”：那些遭受战争和内部冲突的人们、那些生活在最低贫困水平的人和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菲理·洛嘉德（Sverre Lodgaard, 2000）认为，小范围的人类安全不应与人类的发展混为一谈。因此，从不同的观点来讨论人的安全时：西方观点反映了个人主义的精神、自由民主与亚洲对待人类安全问题的观点有矛盾。亚洲的观点认为，人的安全应涵盖亚洲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人类安全要求，将关注点从国家安全转移到包括个人和社区的人民上，关注所有社区的生存和福利。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人类安全委员会成员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对人类安全的观察（1999），在此值得一提。他指出了，源于恐惧的自由和源于需求的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人类的安全在不忽视社会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的前提下，重视人的尊严。个人或人民的安全和尊严不能受到侵犯。事实上，在人类安全范式中，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容忍侵犯人权行为的做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五、民主在近20年中，世界上仅有81个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大约33个国家用民事政府取代了军事政权。民主施政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与决策，是人类发展的核心。独裁政权常常声称，他们在建设强大国家上有优势，在人民的利益面前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他们还认为，民主进程为政府制造了障碍并阻碍效率的管理，“各国必须在民主与发展之间选择，扩大政治自由和扩大收入”。可是，《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却提供了相反的景象：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和发展是兼容的。只有两个例外，世界上所有的最富有的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超过20000美元（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权。此外，48个人权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有42个是民主政体……亚当·布来泽沃斯基（Adam Prezeworski）等来自135个国家的专家通过系统的研究，对1950年至1990年间民主和发展之间存在的权衡问题，提出了质疑。

在处理冲突和灾难中，民主国家均优于专制政权。这已经得到进一步证实。民主为人们进行讨论和面对变化，提供了政治空间和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处理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突发问题时。《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还说：

在印度，殖民统治下饥荒普遍存在。例如，2至3万人死于1943年孟加拉的饥荒。但是，自从有了独立和民主统治，饥荒没有复发。尽管在1968年、1973年、1979年和1987年面临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和很大一部分人口购买力下降，每一次政府都采取行动，以避免发生饥荒。1973年，在干旱的马哈拉斯加（Maharastra），粮食产量下降，有500万人参与了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工作，得以避免了饥荒。……

正义、平等和人类的尊严是人权对话的表面辞令。但是，无论是在国内和在国际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的不平等让人无法接受。在美国（1994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1.5％的收入和消费，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则拥有45.2％的财富。这在很大意义上反映出，异常的和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也有所增加，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世界上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和1997年生活在最穷国家的人口收入的差距是74∶1；而这个数据1990年为60∶1，1960年为30∶1（世界发展报告，1999年）。过去30年，从1960年至1990年，富人占世界的20％，其应得的收入份额和消费量从70.1％增加至86％，而最穷的20％那部分人的份额下降至了1％。这种增长呈现的是无情的、无根的、无声的、无业的、前景暗淡的滋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1/5的人口占有：

86％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而最底层那1/5的人口仅占1％。

82％的世界出口市场——最底层那1/5的人口仅占1％。

68％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底层那1/5的人口仅占1％。

在当今基本通信手段中，占74％的世界电话线路——最底层那1/5的人口仅占1.5％。

5％最富有人口的财富是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财富的114倍。

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当于57％最穷人口的总收入。

从个人的角度比较，世界上三个最富有的个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罗·艾伦，他们的财富相当于48个贫穷国家的收入的总和，其总人口超过10亿人。

独立以来，印度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增长。1950年至2000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超过4倍。1960年至2000年，小麦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7560.0万吨，水稻产量从3500万吨增长到了8950万吨。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直到1960年代中期，印度一直依靠国外的粮食援助。这一幅绿色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普遍的反应。诚然，产量大为增长了，同时，不平等也加剧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印度的不同地方，出现了很多农民自杀的个案。“现代”农业需要更多的投资，但农民往往被迫借贷款用于耕种，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回报，他们往往自杀，这反映出人越来越不安全的状况。

最显著的是人口的增长。喀拉拉邦（Kerala）的生育率为1.7，是英国和法国生育率的总和，但低于中国的1.9，美国的2.0。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曾经提到：

没有胁迫，但主要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价值观。这一过程在政治和社会对

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喀拉拉邦，人们的文化程度，特别是妇女的文化程度高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省。这大大有助于提高社会和政治对话的可能性。

1910年，印度的预期寿命仅仅为20.9岁。2000年，喀拉拉邦的人均预期寿命，城市女性上升至80岁。有丰富的实证材料证明，教育的普及与经济的成就之间的相互关系。

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教育。从远古时代到现在拒绝女性学习，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处于从属地位。

在印度，产妇贫血的比例约为57％。近71％的为贱民和弱势群体。与国际比较，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列举如下：




在印度社会，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显著的。在喀拉拉邦，婴儿死亡率约为12，而在比哈尔邦（Bihar）的基山昆（Kishangunj），婴儿死亡率仍高达146。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今天出生在喀拉拉邦的孩子的预期寿命会超过在华盛顿出生的孩子。在喀拉拉邦得到熟练的医护人员看护比率为93％，而在北方邦其比率仅为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4年报告中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有近65％的疾病可能会被消除。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在许多国家，主要的人权问题都表现在教育、产妇贫血、出生时体重过低引起的相关神经系统缺陷、对子女特别是女童的教育等。当然，贫穷是最糟糕的，也是最重要的人权被剥夺。

即使是在1994年，《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第一章“新层面的人类安全”中，就指出：

50年前，爱因斯坦在总结原子能的发现时言简意赅地指出：“一切都变了”。他接着就预言：“如果人类要生存，就需要有一种可持续的新的思考方式。但在5年10年之后，我们需要另一种意义深远的思维转型——从核安全到人类安全。

该报告改变了安全的概念，从早先狭窄的内涵，转向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正当关切的安全。

对许多人普通人而言，安全象征着远离疾病、饥饿、政治压迫和环境的威胁。随着冷战阴影的消退，现在可以看到冲突存在于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安全感更多地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而不是可怕的世界性灾难事件。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将吃不饱饭吗？他们会失去工作吗？他们居住的街道和居民区会因为犯罪而变得不安全吗？会不会受到折磨镇压？他们会因为性别而成为暴力受害者吗？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宗教或民族血统而遭到迫害吗？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新世纪报告中提到：

20世纪刚刚结束了被一次又一次无情的冲突毁灭的厄运。……尽管有些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令人头疼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仍然突出地存在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新的、旧的疾病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发展。由于人类的日常活动，物种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正受到严重破坏，而变得退化。

许多开发计划已经启动，并对人口产生各式各样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开发计划在使有些人受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破坏和另外一些人的迁徙。迁徙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和缺乏组织的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中是很普遍的。由于这些数量不少的人口迁移，他们获得和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他们的生存与安全权利，都受到了影响。谁也不能停止开采自然资源，但如何寻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可能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与真正的参与性方法和创造的过程，以便使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是开放的、可参与的，并对这部分庞大人口的安全负责任。实际上，当安全受到影响的是一个规模可观的人口时，要预期能改进他们的生活质量是不太可能的。发展可能被当作是必需的变化，但应将其对相关人群影响减少到最小。世界各地的人民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发展项目提出了抗议，或在许多森林开发项目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开发不应始于物，而应始于人。此外，全球化制造了新机会和问题。阿马蒂亚·森教授注意到，基本上，全球性参与使得经济机会增多，通过适当的国内政策可以将成本减到最小、对经济和社会机会的供应和分配的公平性给予特别的关注。他强调了，某些正面社会变迁的重要性，比如土地改革、教育推广、更好的医疗保健、就业自由和恐惧的自由，这些都与人的安全密切相关。他还注意到，“这些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得以繁盛。这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的经验教训”。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进行了区分。在新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情况下，人民的安全受到很大影响。1994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出版后，在对人民安全进行定义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评估人类安全的标准，随着实践方式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严格。因此，人类安全是指人民的安全：他们的人身安全、社会及经济福利、人权与自由的保障。人民安全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人民的生命、健康、生活、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等免受威胁。当然，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在人民的安全及保护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六、环境

现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关心生态问题。人类用资源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人类以此种方式促进发展。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发展的推进引起了生态的变化。生态变化的本质凸现了发展的特点，发展的特点又决定着资源的使用。使用资源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统治集团已决定采取的发展道路。虽然这些问题都必须从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加以分析，但是，人类作为推动变化的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应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在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调整是必要的，但两者常常会出现矛盾。由于对自然体系的误解，工业、农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许多国家，如印度或马来西亚，其发展项目主要由政府规划师去制定。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环境问题没有被足够地考虑。环境问题现在被认为代价太高且难于避免。对于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应优先考虑规划过程和相应的管理决策。

许多国家在结束了殖民统治之后，粮食供应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而这些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设法增加粮食的产量。在那样的特定背景下，虽然增加产量也许是当时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也实现了，但是，是否就可以认为这就是在发展呢？虽然产量增长了，但是，发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词汇，它还有其他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增长，包括了设施和资源的公平分配，还包括减少甚至消除开发过程中隐含的剥削。最近，有一项非常重要且关键的指标又增加到发展中来了。它就是环保的问题。人类利用资源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发展的推进引起了生态的变化。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调整是必要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产生一些生态上的变化，但要看到这些活动是如何影响生态环境的。任何对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都不应被视为发展。因此，发展包括质的变化和量的变化两方面——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它也不会造成没有直接参与该活动的其他群体或社区的任何问题。因此，发展应有助于用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开发天然资源且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后果。

任何发展都有三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个地区要想实现真正的发展，就不可以忽略这三个方面。在这三者中，环境方面是无孔不入的，但现在它也很容易被忽视。在过去数年里，保护环境的浪潮已经无处不在了。潜在的环境破坏、废物管理问题都与经济增长的活动直接关系。一方面，在一些地区需要降低经济速度以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会导致出现失业、贫困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经济活动始终会产生并释放一部分废物到人类共同使用的空气、水和土地中。对社会而言，这就给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带来了诸多不适。然而，强烈的道德和伦理标准并不应该将这些成本和环境损害，强加于某一地区和某一社会中。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来管理环境，而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这种外部效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个地区开展某项经济活动时，虽然原则上允许最优的排放水平和最小的环境损害，这听上去是不错的规则，但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已付出了环境遭受破坏的代价。因此，区域发展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能够全面避免各种环境损害。

在探讨环境问题时，有必要对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考量。一个被某个社会群体看成是巨大的生态问题，可能被另一个群体视作只有微不足道的外部成本的经济机遇。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其空气和水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它可能会成为其他地区或国家理想的垃圾弃置场。作为接收地区，这可能令这一地区的人觉得高度反感和不公平。还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地区的居民期望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放弃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发达地区居民可以拥有乡下的非污染度假区作为第二居所。

工业化地区和国家已经开始对有限的非再生矿物质、金属、燃料，以及其他天然资源进行储备，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环境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环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难以承担保护环境所需设备的昂贵费用。

以部落为主的地区的发展项目，往往会对部落的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和迁移后的居住习惯等造成不利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非部落的人侵入到传统部落地区，并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这种现象日益激烈，它一般也会影响部落地区的生态系统。这些项目都是由国际机构提供资金，也通常由它们进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发展政策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困难。很多时候，这些项目更多重视和关注的是国家发展部门的利益，如工业部门或国家居主导地位的主管部门的利益。这些所谓的落后部落的有关权利和利益往往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其实，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的开发变得更加激烈，而且在获得和开采天然资源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竞争，这往往造成不同层面的冲突和紧张。发达国家或甚至跨国组织试图控制欠发达国家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居主导地位的主管部门试图以享有国家自然资源利益主要份额的方式，来剥夺当地居民的利益，绝大部分是部落的利益。

如果以森林为例，毫无疑问，森林已经有相当大的退化。当地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主要是参与采集工作，其劳作越来越辛苦，而得到的却越来越少。这场斗争与森林的退化程度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森林的退化情况更加恶化，那么人们被迫进行的斗争会更多。如果该地区的退化较少，则这种斗争也会少得多。

森林地区已经出现明显的土地转让、森林砍伐、盲目开采作业以及其他的建筑活动，这些活动将导致人口迁移和人类巨大的痛苦。不幸的是，很多活动都打着发展的名义或“国家”利益的旗号。这些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受开发项目影响的人，常常既没有收到足够的补偿，也很少或没有得到安置的支持。以合理的“国家利益”来启动这些项目确实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检讨和严肃的反思。

任何人也不能停止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但我们正寻找的是如何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传统模式下对资源的利用可能会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控制森林资源的背景下，这可能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即采取真正可参与的方法和形成自然资源利用流程。这一发展战略应是开放的、可参与的，并将权利从国家转移到地方。

七、结语

当前，人权是这个冲突、竞争和无情的全球化世界中一个令人高度重视的问题。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本土文化”和“普遍权利”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人类学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始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通过人类学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人类学在关键的人权问题上注入了有活力的观点。

最初，与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人权利或政治权利。渐渐地，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重要性也无处不在。接着，又是民族自决权。现在，涉及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发展的权利、粮食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就业的权利、生活在干净环境中的权利，以及其他许多相关事宜也被考虑进来了。随着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遍布世界各地，而且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些活动往往影响了环境、影响了当地人的利益，主要是土著人的利益。他们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的权利往往被剥夺了，这影响到了他们的生计方式。解除殖民统治之后，新的民族国家纷纷成立，人们也注意到，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在，大量的流离失所者、难民或无国籍人口遍布在世界各地，在那里侵犯人权现象非常普遍。不久之前，人们注意到，因种族引起的冲突普遍存在，并相应地出现了侵犯人权的现象和地方自治的抬头。再者，在许多国家，贫困已成为侵犯人权最关键的因素。还出现了一些新兴领域，如信息技术与人权的关系，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别与人权的关系。人权问题经常产生压力。因此，一些发达国家拒绝接受一些国家的货物，因为这些国家不能保障该国生产者雇用的童工各方面利益。在许多国家中，制作某些产品，特别是工艺品，是在家里进行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共同参与，连孩子都参加进来了。如果这种参与，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或未来成长，这些产品就会被拒收。一旦发生冲突，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很容易受到影响。在世界各地，在发生冲突的地区，有人注意到，如果有大量的失踪儿童，就说明这里存在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因此，如果不考虑有关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就无法对人权做出正确的理解和保护。这引发出了对人权进行历史性理解的问题，对此，人类学所采用的整体论方法，可以做出显著的贡献，它可分析侵犯人权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也可在不同的层面增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力量。




22.应用人类学：连接 人类学与人类生活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

琼·伍斯曼 著 殷鹏 陈石 译

引言

最近，人类学好像陷入了一潭浑水之中。人们开始怀疑她的科学地位和实用价值。这些怀疑，有一部分来自非学术界的人士和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工作、职位和处理好人际关系等，迫切需要并寻求合适的观点、知识、方法和实践案例。可是，这些怀疑，还有一部分来自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反映在学术工作中以及与该领域人们关系的快速变化。作为回应，在人类学界，人们深入地交流、广泛地讨论人类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应用方面的讨论；参加者有业内人员，也有圈外人士。

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讨论与交流的论坛，以为全世界的人类福祉和人类生活作出贡献为基点，推进讨论，为应用人类学的新发展提供温床，为确定应用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贡献。至此为止，首先，我们应该给出应用人类学在学界内外的地位和角色，就像现在讨论的那样。其次，讨论应用人类学向前发展的可能路线，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跨学科的发展，而不是单一学科或学科之间的发展。最后，将列举一些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计划中的活动。

一、应用人类学概述

本部分将开始于对应用人类学历史发展的总体概述，以及应用人类学与普通人类学（General Anthropology）的关系。接下来，正如大多数应用（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严肃假设的那样，有关应用人类学的关键概念（Key Notion）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之后，阐述应用人类学的两个不同概念在人类学中的地位和角色。这部分全貌性地讲述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现状。

1.本学科领域

在人类学领域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应用人类学。从历史角度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应用人类学兴起于19世纪中期，为普通的描述和理论人类学奠定了基础（Van Willigen, 1996:71, 2000:18-45）。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是，人类学是在帝国主义殖民政治时期产生的。在这种背景下，它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和巩固起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跨文化协调和机制。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它同当时其他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类似点。像人类学一样，这些分支学科也是起源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大影响，它们关注资本主义企业工业化对社会各界的负面效应，比如产业工人和失业的农村移民。在公共政策中，尽管宗主国（Mother Countries）同殖民地的地缘政治目的和战略军事考虑有根本的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无论在宗主国还是殖民地，社会政治稳定性、食品保障和基本医疗条件的改善等，都成了公共政策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政府的运动高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Decolonization）蔚然成风，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引出的解放运动，使大部分殖民地人民解放了，“个人和社区自决意识”成为应用人类学的基础。与此同时，应用人类学清楚地以“行动价值”（Value-in-action）的立场，以“系统地识别与开展的工作或项目功能相关的当地观点和需要”为基础开展工作（Van Willigen, 2002:×）。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类学在许多西方国家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尽管同应用科学的关系紧密，人类学还是以其传统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理论发展为基础，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基础科学。二战以后，人类学无论是作为基础科学还是作为应用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建立了普通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在向全球科学事业发展的漫长道路上，普通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关系紧密，相辅相成。

2.核心概念

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含量”（Cultural Counts）或者“文化事项”（Cultural Matters）（Shweder, 2001:3155; Nolan, 2003:119-120）。外来旅客遵循自己的“风俗习惯”而无法同当地人进行跨文化的互动，开发人员从事一些集体活动的“游戏规则”却招来一群属于另一文化的人们意料之外的异常反应，或者是在与其他国家或大洲的公司进行最后一轮商务谈判时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失败，以及一系列这样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个道理（Fikentscher, 2006:21）。正如一些含蓄的争论所说，社会互动失败、不曾预料的社会反应和社会进程的垮台等，都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些案例中，只要一方或另一方，或者双方，了解或理解一些关键的文化现象，例如人们思想或行为中的典型模式或群体关系。换句话来说，在这些案例中，文化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它，或者表达不同的价值，结果将大相径庭。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将会变得十分流畅，对带有目的的行为的反应将会符合预期目标，达到预期效果；跨组织的沟通进程将毫无阻碍地进行，可以成功地建立新的有利润的合资公司。在这些轶闻趣事的基础上，我们建议，（文化）人类学应该担当收集整理这类关键知识并让他人理解的重任，不但使之广为认知，也可以广泛应用于政策和实践当中。

3.定义

上文提到的应用人类学核心概念的表达方式多样，体现在关于应用人类学的各种评述和讨论之中。为补充说明这一点，我再举两个例子。

一个简短的定义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使用中的人类学”（Anthropogly in Use）（Van Wiliglen, 2002:8; Rylko-Bauer et al., 2006:178）。“人类学”这个词被理解为一门描述性和理论性的知识主体，人类学家以特殊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发展了这门学科的知识。“使用”（Use）一词是指人类学在被使用或实践中是政策的导向或行动的指南，或者是有目的地辅助人们、社会群体和社区等反思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适应变化的形势。尽管这个定义很简短，但是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情境或领域：一个是科学知识在其中发展或获得，即（基础的或应用的）科学研究领域；另一个是知识可以在其中应用，即科学应用领域（Van Willigen, 2002: ix-x）。这两个领域是否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还是一些连续体中些微不同但又相互重叠的领域？关于这两者，人们的观点有一些差异。

另一个关于应用人类学的定义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人类学家尝试发现和识别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并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践中的困难”（Van Willigen, 1996:68）。在最近的一本出版物中，又有一个更为深入的定义：“应用人类学是一系列相关的、以研究为基础的综合体，它通过提供数据、直接行为倡议和/或政策形式等，促进特定的文化体系的改变或维持其稳固性。这个过程形式多样，因为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人类学家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人们的动机也各有不同，人们参与的程度也是不同的。”（Van Willigen, 2002:10）该定义给出了应用人类学更狭窄的定义，将其视为在人类学框架内的一门科学分支。它特指在一种空间、时间和社会文化情境中，人类学家试图运用其知识、技能和方法来解决现有问题。不幸的是，情境、（科学）知识、解决方案和实际问题之间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目前依然是一个谜。

尽管如此，两种定义之间的差别反映出人们对应用人类学的看法和理解的改变。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人类学家越来越意识到，要改变社会和文化现实不能仅仅开始于某种形式、某种设计，或采用通行的有效法则或原则来改变。另外，为了使直接改变人们生活的行动、政策倡议和干预等有意义，应该考虑人民、目标群体和受益人群的看法和理解程度，或给予他们引导。

4.现状

作为当代科学，应用人类学被描绘和讨论的核心理念和总体思想清楚地包含五个重要方面：（1）应用人类学家参与的活动；（2）人类学知识的应用领域；（3）应用人类学的典型角色；（4）被用来达到预期目标或目的而使用的模式；（5）人类学的应用（Van Willigen, 1996）。下文将简短介绍各个方面。

应用人类学家参与的典型活动可以按照合理的、有目的的行动模式和政策循环周期来划分。在详细的行动模式中，应用人类学家可能会参与：（1）发现和定义问题；（2）通过对现有形势的描述和解释来诊断；（3）制订和评估可能的或可选的解决方案及其可行性；（4）对可行的行为、计划、政策或项目等作出决定；（5）实施行动、计划、政策或项目等；（6）执行过程的监管和再定向；（7）依据功效性、效率和有效性等标准，对执行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应用人类学家可以直接地以执行者的身份，或者间接地以信息提供者、计划者、设计者或者专家顾问等的身份，参与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为许多不同的群体、政府机构、私人商业企业或公司、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群体甚至个人而展开。

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范围很广泛（Van Willigen, 1996:68）。卫生保健和医药、教育和发展是人类学应用得最出名的领域。农业、犯罪审判、家庭计划、就业、住房、营销、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移民定居、农村发展和城市规划等，也是人类学应用的重要领域。应用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应用人类学家发展的专业性。除了具有人类学特点应用领域的广泛知识和理解与掌握人类学研究的调查方法和技能之外，专业人类学家还应该全面了解应用领域的组织运行方式，明了参与其中的各式各样的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权力结构，以及有效的行动方式等。

应用人类学的典型角色指的是其作为从业者的角色（Van Willigen, 1996:69, 2002:3-6）。像政策研究者、影响或需求评估者或评议人等，都清晰地显示了在政策循环周期各个不同阶段实施活动中不同种类等称呼。其他从业者的称谓，如倡议者、规划者、研究分析员或培训师等，是指人类学家为特定的人员或利益相关者提供或多或少不受阻碍的行动的称呼。还有其他一些称谓，如文化经纪人、鉴定人和计划或项目管理者，是指应用人类学从业者基于特定的专业能力的作用。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或目的而使用的模式，或多或少指的是在结构连贯、系统阐述和战略性实施中，采用的专业技术、步骤或方法，来解决特定的问题或执行特定的任务。依据不同的标准，也可以对这些模式进行各种分类和区分（Van Willigen, 1996:69-70）。首先，虽然应用研究或政策研究模式的种类多样，但它们都与政策循环周期紧密联系。比如，文化资源评估、可行性研究、需求评估、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以及技术发展研究等。其次，在特定人群或受益人群中实施的社会干预，如有行动的研究倡议、文化经纪、研究和开发等，都可以归到普通应用模式中来。最后，还有部分在人类学之外产生出来的应用模式，比如社区发展、参与性研究等，人类学家为这两类研究作出了贡献（Van Willigen, 2002:63-223）。

无论应用人类学家参与什么样的具体活动，无论人类学知识应用在什么样的具体领域，无论应用人类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为了达到特定目标或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如果应用人类学家的知识或技能没有被用于一些群体、个人、组织、社会阶层或社区，他们的任务将无法完成。在这里，其核心理念是“有用性”（Usefulness）。人类学知识和技能，应当被潜在的使用者看起来是有用的、可用的。总之，人类学应该为目标群体或受益人的需求服务，通过社会关系或制度安排的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降低他们的抵触情绪，或者克服阻力。建立合作或伙伴关系、按照协议或者时间有效地完成任务、使用有效的手段同利益群体交流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Van Willigen, 1996:72-73）。

二、前面的路

现在，无论是基础人类学还是应用人类学，都面临着“（实践的）参与”和“（理论的）关联”的困境。对人类学应当怎样向这两个目标迈进，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走出这种困境的最好方法是从应用人类学已有的强烈责任感出发，走到“（实践的）参与”行动中去。“如果务实的参与变成为现实的目标，那么关联也会随之而来。”（Rylko-Bauer et al., 2006:186）而Robert Borofsyk（2000）和Peggy R. Sanday（2003）等其他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强烈地倾向应从普通人类学的责任感出发来考虑“（理论的）关联”，以此推动研究方案转向对公共领域关键问题的关注。还有一部分人试图走出谨慎和折中的路线，他们公开指出，对正统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进行区分毫无意义（Bennett, 2005:2-3; Silitole, 2007:161）。无论如何，上述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类学需要重新定位。

1.重新定位应用人类学

最近，在对应用人类学进行评述的文章中，芭芭拉·莱尔克一鲍尔（Barbar Raylko-Bauer）、马利尔·辛格（Merill Singer）和琼·伍斯曼（John Van Willigen）指出，总的来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学界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学既应该参与学术领域，也应该参与公共领域；与此同时，关注产生和维系社会问题的结构、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等呼声日益高涨（Rylko-Bauer et al., 2006:178）。特别是，他们“要求重新定位应用人类学，建议把它视为人类学实证参与目标的框架之一”（Rylko-Bauer et al., 2006:178）。他们对应用人类学的理解是“作为一门复杂和宽泛的‘使用中的人类学’，要将人类学中的应用理论、概念和方法等的目标与实践结合起来，针对人类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深刻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Rylko-Bauer et al., 2006:179）。应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框架的一种支持力量，在塑造专业性组织、促进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建立道德标准方面，从一开始就起到了基础性和建设性的作用，它也是“人类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产生的源泉”（Rylko-Bauer et al., 2006:179）。更确切地说，他们呼唤“为了务实参与解决当代社会和物质世界中的问题，需要将社会批评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Rylko-Bauer et al., 2006:178）。

一般而言，人类学是由理论出发的，作为呼唤更广泛参与和关联的回应，已经意识到了该学科重点转向的重要性。这种转向日益显著，它正在从关注与学科相关的特定问题，转向关注更大的社会秩序背景下的问题。无论如何，“大多数学者对这种困境的回应是关注新模式的发展，他们试图与应用人类学相区分，并冠之以新的名称，如‘公共利益人类学’（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或‘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这些还都只是想法或框架，而不是尝试过的行动政策”（Rylko-Bauer et al., 2006:185）。取而代之的是，按照这些作者的想法，“要在更广的学科背景下，回顾那些数十年来曾经引导也曾阻碍应用人类学发展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怎样达到解决和改进社会问题的目的呢？我们怎样把知识成功地转化为实际行动呢？哪一种方法是实际发挥作用的呢？”（Rylko-Bauer et al., 2006:186）

2.重新发展应用人类学

人类学的学科知识（理论）和面向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应用人类学和普通人类学正在讨论的核心话题。克迪阿（Kedia）和冯（Van）恰当地指出：“应用人类学被认为是用人类学知识、方法和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Kedia and Van Willigen, 2005:1）。”有人假设，在学科知识（理论）和实际行动（实践）之间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理论可以多多少少直接地应用于一些特定问题。不幸的是，这些假设无法实现。在发展、农业、环境、保健和医学、营养、移民安置、商业和工业、教育和老龄化等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实际问题都太复杂，无法从单一的和/或有限的学科角度来研究和解释（Kedia and Van Willigen, 2005:2-3）。除了科学知识之外，大量的非科学知识也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知识是政策和实践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在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需要一个不同的、范围更广阔的、跨学科的视野，要使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相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跨学科的视野还没有完全成形，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在现有的学术和非学术领域里重新定位人类学，而是要创新地发展人类学。一些基本的观点、有希望的起点、要素和有用的经验等，可以将这种努力化为成果，可以应用到应用科学的其他分支领域，也可以被人类学所检查和采用。可惜的是，这个简短的回顾性文献不适合更详细地列举这些观点。在即将到来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上，将有一系列论文深入讨论此话题，以期更合适地实现此目标。

三、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

关于该委员会的历史、工作和领导层的信息非常有限。该委员会由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英国政策与实践社会人类学联合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in Policy and Practice, BASAPP）和美国应用人类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SfAA）共同发起，于1993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许可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在1993—1998年间，该委员会由玛丽塔·巴巴（MaretitaL Baba）博士担任主席、卡罗勒·希尔（Carole E. Hill）博士担任执行秘书长。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学术会议（墨西哥城，墨西哥；林雪平，瑞典；威廉斯堡，美国）、编辑出版物和组织交流活动，以及招募会员。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领导层变为：卡曼·鲍诺·卡斯特兰诺斯（Carmen Bueno Castellanos）博士担任主席，阿尔博特·瓦格斯（Alberto Vargas）博士、马利索·普利兹·利赞尔（Marisol PerezLizaur）博士和索罗门·纳哈姆德·斯顿（Salomon Nahmad Sitton）博士等三位担任联合执行秘书长。直到2003年，该委员会继续开展活动。2003—2007年间，暂无活动记录。

四、拟开展的活动计划

为了重新开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常规的或标准的活动，即以委员会为平台，讨论和交流现在和今后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实践中的思想、信息和知识；（2）创新活动，支持应用人类学创立和开发出代表该科学的新研究手段、方法和实践活动。

1.常规活动

——思想、经验和知识的交流；

——建立和发展与同仁的联系；

——研究发现、理论、阐释、思想、观点等的展示；

——对研究课题和研究项目的展示和讨论；

——对论文、概念文章、图书纲要等的展示和讨论。

2.创新活动

——发展和阐释应用模式的观点；

——发展和阐释整合科学知识的观点；

——发展和阐释应用人类学作为行动科学的观点。




23.人文生态学、经济和全球体系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人文生态学委员会

马切伊·亨内博格 拿破仑·沃兰斯基 著 关祎 译

引言

希腊文“oικoζ”（Oikos）的意思是：一座房子或者一个家户，被表面上不同的人类活动所使用，因此，研究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影响着人类生物状况的有关生活习俗）之间关系的为“生态学”（Ecology）；管理人类彼此间及与周边环境之间关系的为“经济”（Economy）。人文生态学的研究针对的是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其理论体系（Wolanski and Henneberg, 2001; Wolanski 2006; Wolanski and Siniarska, 2006）不同于经济。经济包含一系列以保证人类物质丰裕为目的的活动（Robbins, 1945）。人文生态学旨在理解，经济学旨在管理。人类自起源以来，便开始了彼此间的互动。如今，这种互动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变得至关重要。

目前，人文生态学运用复杂的跨学科模型，来探讨人类彼此间及其与习惯之间的关系（Wolanski, 2006; Wolanski and Siniarska, 2006; Wolanski, Siniarska and Henneberg, 2007）。它们是个体生态学（研究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群落生态学（从群体水平考量相互间的关系）发展的结果。早期原始人直接面对多种寄生虫和气候的挑战，因此他们同周围环境的互动主要是获取食物，建造抵御食肉动物的庇护所及其他保护设备。经由自然选择、技术革命和社会组织，他们适应并生存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演进，技术和社会组织变得愈加复杂，生物适应性已经不再仅对来自自然环境的刺激有反应了。我们正在形成面向技术革命和社会压力的生物适应性。这些适应性主要体现在行为特征方面，比如操控物体、作决定、理解社会等级、性交，以及与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等能力，或许还会影响到人体的大小和形状（Mathers and Henneberg, 1995; Henneberg, 2006）。

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产生出了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尽管丰富多样，人们也必须都遵守规则，以确保全人类的生存。人类生存必须有充足的食物，保护身体不受细菌病毒的侵害，不受食肉动物和同类的袭击。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也取决于风俗习惯的特点，人类种群的大小、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随着人类个体、群体、技术、社会互动、地理条件、气候及其他一些要素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日益发展，其复杂性也在与日俱增。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有机体开始以各种形式加入到人类体系中，例如家畜、常见寄生虫、微生物食物等；无机环境中的一些要素也是这样，例如人造设备、服装、房屋和后来的交通工具和远距离运输系统。人类开始改变生存环境，通过改变自然结构来集中人类需要的元素，例如采矿，捕鱼，建造房屋、道路和港口等。随后便产生了对这些活动进行管理的需要，因为这些生产活动的非合作性威胁到了个体和种群的存在。

对各种物品和活动的价值进行客观评估产生了钱的概念，来作为一种通用的计量名称。对某一物品定价，有一些是武断随意的，有一些则是取决于该物品在复杂的人类生活中与其他物品的关系。对物品的价值以数量形式来体现，或是以序表为尺度，或是以间隔为尺度。间隔性尺度使得特定人类体系中的各种物品的价值具有普遍可比性。在社会不同层面和不同社会中，一些物品被赋予的价值在数量上是不尽相同的。这些数量评估取决于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这种评估没有透过全球客观的视角，其暂时性、局域性和主观性决定了它可能出错。价值及其数量评估使社会中的物品与服务的交换得以实现。这是经济的基础。任何错误的定价都将威胁到人类种群的生存。

总的来看，人类体系的功能及其对人类生物性状况的影响是人文生态学关注的重点。这样，人们便能看出经济与生态学的不同。经济倾向于扩大任意价值的数量；生态学倾向于改善人类的生物性状况。对某一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很容易，数钱就可以了；然而，评估人类生物性状况的好坏，却没有一个通用的尺度。

人文生态学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试图为个体和群体的生物性状况建立数量化量度方式。那些数量化量度方式并不完美，但是，有些的确具有通俗简单的优点。人类身体的线性尺寸——身高，就是这样的一种量度方式。许多人文生态学的学生们提出这样的一种假想：身高越高，生物性状况越好。这种假想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他们用数值高低来评估某一经济体系的全部表现（e.g. Komlos and Batten, 1998）。在这里，生态学和经济再一次相遇。同经济学的那些指数相比较，身高尺度显然是不够用的。它的不足是由于以下几点：身高变化与生物性状况的发展变化无法形成线性关系（Henneberg, 2001a, 200b; Henneberg and Louw, 1997; Henneberg and VandenBerg, 1990）；而且身高可以通过病理学过程（例如巨人症）和医学干预（例如注射生长激素）等方式进行改变。另外一个身体尺度——体重，也可以用来量度人类生物性状况；然而，它的应用也由于过度肥胖者而有所局限。

对于一定数量的人群，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会使用一些人口统计学指标，尤其是那些与死亡率和出生率有关的指标。低死亡率和不断增长的平均寿命被视为进步指数，与此同时伴随着潜在的出生率增长。死亡率和出生率共同作用，组合成一个叫做净出生率或者生物性状况指数的量度方法（Henneberg, 1976; Stephan and Henneberg, 2001）。后者更适合用于控制人口出生。这些量度方法同样有它们的局限之处，因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可能会对过多人口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平均寿命的增长可能会导致患有各种老年疾病的老人越来越多。

流行病学提供了一种更加精确和灵敏的人口生物性状况指数，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感染率和患病率可以用来量度个体或群体的健康状况。然而，使用这种指数进行诊断和报告时却常出现偏差，并且在一些紧急情况下，由于研究与政策之间存在鸿沟，这些指数便完全失效了（Last, 1998）。

尽管生态学和经济如此不同，但是，当透过全球视角对人类生活进行考量时，它们便有了潜在的共同特征。我们将在下文展示一个人类及其环境的总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用来预测全球变化情况。

一、人类人口的生态学总模型

1.适应关系定律

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就是人口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定律。它的最简明的公式是说：某一自然环境中，只有具备某种特性的群体才能够生存（Darinw, 1895）。适应关系定律及其一系列理想化假说是我们建立该模型的出发点。

2.定义

环境和人口的定义见下文：

环境：构成某一人群生活环境（地理学、地貌学、水文学和气候等）的全部地理条件，包括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还包括来自其他人群的影响。总的来说，我们给“环境”所下的定义包含了现实生活中除去人以外的所有物质方面。人类群体活动带来的影响不同于该群体本身，某种程度上它同样是人口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活动却并不是该群体的所有物。

人口：由若干个体组成的系统，其个体具有繁殖自身、数代延续的能力，同时伴随生物与文化的繁殖和延续。对人口的完整描述应包括详尽的遗传、表型、人口统计以及包含所有技术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描述。然而，为了建立我们的模型，我们假设一个完整的人口“量度方法”应该考虑到人口规模（个体数量）、年龄和性别构成、（人口再生产）出生率和死亡率、空间分布、技术和社会组织等。这样，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运用一定数量的指标对这些特征进行量化的描述。

在这里，我们对“环境”和“人口”的定义并非是非常正式和明确的。“环境”和“人口”两种变量是合二为一的，同时，它们各自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复杂的互动形成了彼此之间反作用关系的广阔网络。因此，“人口”和“环境”并不是两个可以完全独立开来的变量。关于这两个词语的准确定义，仍然在生物学家和人文生态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由于分析层次的不同，“人口”与“环境”所表征的现实情况也在不同方面存在局限。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构建出这些词语，并有意识地忽略研究中某种现象因素或功能，因为这些因素或功能并不是目前研究中的重要或居于中心位置的部分。当它与经验观察非常接近时，这种构建是可以成立的。

毫无疑问，适应定律是完全正确的，在各种情境下人类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方式便是如此。该定律的唯一指向为，其调查研究的总体方向是揭示出这些关系的特点。依照该定律，不论处于何种环境条件下，拥有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要素的人们才能够存活。因此，在理论上存在的所有可能情况中，实际上会面临的情况非常有限：不管人类生活在哪里，在该特定环境条件下，必须有能满足生存需要的适当手段；然而，这世界上的人类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种类尽管相当多，但却绝不是无限多的。

任何人类群体对生存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他们所处环境（承载量）的不同情况，也取决于人们对环境中可利用资源的使用能力。后者可以被称为“实际生产力”或“资源开发能力”。利用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定律，即适应关系的生态学定律（The Ecological Theorem of Adaptive Relationship）：如果人类在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可以存活，那么该环境通过人类对其有限程度上的开发，必须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与能量，这些物质与能量至少刚好能够满足人类存活的全部需要（基本需要）。人类生存条件不仅仅存在于个体之间，同样存在于其文化认同（生物和文化要素的再生产）中。总的来说，该定律内容如下：

C·E≥S

C=环境条件，E=资源开发能力，S=生存需要总合

为了对该公式进行实际应用，我们必须从更多细节上分析某人类群体的需求及其资源开发能力（实际生产力）。在许多实际情况中，将生存需要总合分成以下的几个方面是非常方便可行的。

N营养需要：保证人体器官正常新陈代谢过程必需的物质种类与数量（营养能量消耗）。

H卫生需要：机体存活的合适环境——温度、湿度、气压及其组合，以及应付小气候的条件——服装、栖身场所、温暖、空气调节等。另外，还有抵御病毒伤痛和复原的能力。上述这些除了包括医疗活动之外，还应该至少包括部分战争因素。

It技术层面的操作：与机体存活存在间接关联的物质能量需求，但是却服务于物质、工具、建筑、营养元素等的生产（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工具及其零件，产品的总体情况，例如原材料的地理分配、产地及其相应的运输成本、产品所需的必要储藏地等）。

Io组织层面的操作：组织性活动（意识形态、行政管理、运动、娱乐等）对物质能量的需求，它与营养、卫生或者商品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却是维持人口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口结构关联着人类的全部活动（例如，焚烧食物祭祀品、人类祭祀品、官僚组织使用纸张印刷的宣传资料、寺庙建筑、政府大楼、权威的显示、运动竞技等）。

人类的资源开发能力可以简明地描述为以下两种变量：

T人类已掌握技术的功效性。这可以通过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进行量度。这些产品满足生产它们的劳动者的需求（比如工作一小时生产多少千克的面包）。当使用了工具或机器时，这一指标通常会增长。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计算每消耗一个单位的能量能够获取多少能量，但是对人类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这种计算是极其复杂的，并且需要许多相关知识，想要得到一个精确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W人类群体的有效劳动力。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全部有效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例如每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所产生的劳动力）。这个变量与人口数、性别与年龄构成、健康状况、组织局限性等有关。

3.总公式

将以上各个变量考虑进去，可以写成一个总公式：

C·T·W≥N+H+It+Io

可以将生存需要总和的各个组成部分进一步写成一个更简单的公式，左边是环境部分、技术部分，以及满足某一群体需要的全部劳动时间：

CN·TN·WN≥N

CIo·TII·oWIo≥Io

在这里，CN=食物采集/生产的环境条件，TN=获得食物的技术，WN=获得食物所付出的劳动时间。“Io”同样代表人们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变量。

这些公式写起来很简单。然而，在经验主义情形下，你会发现左边的一些元素（变量）同时满足几种不同的需求。将它们按照对不同需求的满足区分开来是有必要的。这种区分的前提是，所有需求应使用统一的单位。这可以通过重新调整该总公式来实现，使得总公式描述在已知环境条件、技术功效性和人口需求的前提下，为满足给定人群（x）需求所需要的最小劳动时间（W’）x。

环境条件通常会影响对技术的选择和技术的功效，因此，公式里的简单乘法也许需要由其他更加复杂的关系式来替代。在具体情况下，要对关系式类型进行分析，并且对公式进行相应的变更。然而，这样做并不会改变模型的总方针。

当所有的需求通过将最小必需劳动时间作为环境条件和技术功效性的函数这样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时，对人类群体的自足性（适应性）的考量便成了满足所有需求的最小劳动时间总合与人类群体可能劳动时间总合之间的一种比较。某人类群体靠其自身能够存活下来的条件可以由以下原创公式推导出来：

W≥WN’+WH’+WIt’+WIo’

简单地说，只有当人类群体自身的劳动力不小于满足其基本需求所必需的劳动力时，人类群体才能够存活。

该设想的有效性既为理想型假设提供证据支持，也依赖于数据资料的完整性，这些数据资料用于评估各种需求、技术和环境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数据库相对不均衡，缺少对一些特定条件和一些特定人类活动的关注。使用该模型则需要对一些数据资料进行补充，这些数据资料往往对一些特殊类型的研究至关重要。

4.对模型中的变量的评估

在我们的模型中，对变量的界定是这样的：它能够相对容易地评估它们的价值，并且保证其近似程度。例如，在评估环境条件时，必须掌握地形、气象、领地范围、植物动物区系和相邻人类群体等的数据。食物生产、手工制品、工业、基础设施、工作的社会组织等信息，可能会用来对技术功效性进行评估。在这些信息中，工具的种类及其功用、建筑物和特殊结构等的数据及其评估方法和使用程度、食物的采集与储藏手段、技术复杂性（以武器为例）和其他一些人造物等的信息，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数据必然地需要一些信息作为补充，这些信息包括：用于生产制造的原材料、生产方式、采集植物的种类、驯养动物的种类，以及十分重要的量化的评估，即群体规模或领地范围使用与生产的单位数量。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与社会组织相关联。“可能劳动时间”也许相对简单，并且在我们看来，将它用于对人类群体的性别/年龄结构、规模和每人每天生产活动的假设总量进行评估是十分有效的。在这里，还会用到一些关于不同性别、年龄和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经验的人们之间存在的不同工作能力情况的数据资料。

5.对人类群体需求的评估

想要衡量人类群体的需求，研究者必须了解该群体规模的大小，并且关于不同类型需求的数据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和卫生需求可以通过人类生理基本需求知识（例如，以一个个体为单位，包括维持其生命所必需的营养的化学构成与数量，对常见病菌的敏感度、易感度和感染后的结果，温湿度发生巨大变化后的反应等）来进行评估。在这些需求中，非常明显地存在着年龄、性别和人群差异，在该模型中必须将这些差异考虑进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人类群体居住的地貌结构以及人类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体型考虑进去；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将特定群体的调整适应考虑在内。

对操作（It，Io）进行量化评估，也许可以从一些早已被证明了在描述技术方面十分有效的资源之中获得。

6.随着时间产生的模型变化

到目前为止，该模型只允许使用统计学视角研究环境。改变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及时地构建一种不同点对应不同价值体系的结构。对于这样一个丰富多样的模型，想展示出它的所有形式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对于这种结构所进行的一些非常简单、初始的尝试将在下文展现出来。

我们再一次从适应关系基本定律和C·E≥S公式出发。需要注意的是：总量（S）应由所有可能形式的物质与能量消耗组成，并且对环境资源的开采与开采能力（E）之间的平衡对于人类群体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某一给定人类群体使用他们的全部感知对其生存的“环境条件”进行界定的时候，这种平衡才能够得以维持，例如包括环境条件（C）函数在内的一切都独立于被研究群体，然而群体属性又依赖于此。这样，其他人类群体的活动与土地的无机构成、野生动植物丰富的有机成分、降水等一样，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环境”的一部分。人类群体在一定的收集能力下从环境中获取的用以供养其自身的物质与能量总和，为量度总产品提供了标准：

（P）∶P=C·E，henceP≥S

由于人类群体需求的总和取决于文化要素（P）与人口统计结构（S），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群体生存的必需条件的固定表达式是：P=S，数量增长和（或）文化发展的必需条件的表达式是：P＞S.当关系式反过来时（P＜S），我们便可以推测出人口统计结构和（或）文化发展的一个相反趋势。人类群体成员的个体尺寸同样有可能降低，然而这却不会造成需求总量的降低。像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经济学指标同文化要素（P）十分相似。

产品与需求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可能会交替地出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下文中，我们将简要地讨论环境、资源获取效率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首先，我们从一个人口统计学特征固定不变（因此S的值固定不变）的人类群体开始，并且假定的生存必需条件为：P=S.基于以上假设，可写出公式：

C·E=S

假设初始条件是C1，后来的条件是C2，并且C1＞C2。这就意味着环境在变差。于是，为了保证P1=P2，资源获取能力必须提高以补偿环境条件的下降，这样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S1=S2（固定需求）；由此E2＞E1。环境条件（C）和资源获取能力（E）在数量上的变化必须相当。

现在，让我们改变初始假设，固定资源获取能力（E1=E2）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允许人口统计学特征也随着一起改变。基于以上假设，可得出以下一系列关系式：

C1＞C2；E1=E2；P1=C1·E1；P2=C2·E1；于是

P2＜P1

由于我们最初假设过一个满足生存必需条件的最小值（P1=S），随着生产率降低到P2，人类群体中的总体需求的下降必然发生：S1＞S2这就意味着人口统计特征回归式的改变是由于人口数量降低与性别年龄结构改变二者分别或一起造成的。发展下去，人口统计数字下降将降低E，因为它是有效劳动函数，并且作为系统回馈，还会引起P的进一步下降。

初始假设还存在着一些可能组合，这里所探讨的函数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变化趋势，但是通过之前提到的内容，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导出来，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非常详尽地对其进行描述。

看起来非常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在真实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参数能够永远保持不变。这种恒久不变是一种理想型假设，它帮助我们更加容易地了解由参数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动的大体方向。在一个参数（例如环境）迅猛变化的案例中，事实上并没有时间对复杂的回馈关系进行操作，于是，使用这样一个理想型模型是非常恰当的。

7.人口密度与广度

为获得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方法，在不同人类群体之中展开合作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人类群体群（Cluster）产生的主要原因。人类群体群的规模、大小及其安置地取决于由环境提供的安置机会（例如水资源），并且也取决于由该人类群体的文化特征决定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社会活动。简单地来说，安置结构是文化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关于给定领地内的人口密度情况的经验法则是这样说的，环境资源越丰富，人口密度越大。然而，“丰富”的概念必须依据给定人类群体的文化程度进行评估。因此，在一个环境资源客观情况相同的区域内，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人类群体密度，这是由这些人类群体之间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所造成的。

在现实中，某个被研究区域内的人类群体密度，在理论上并不总是如期望的那样与我们的模型基础（环境与人口的关系）保持一致。随着各种改变的发生，人口统计特征改变导致新的稳定状态出现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人口统计结构与某种惯性力量相作用，这种惯性力量来自于相对较长的人类代际和个人生命周期时间。因此，在环境或文化结构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情况下，想要形成一个与新环境保持平衡的稳定人类群体，并且该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固定不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我们不可能期望这样的一个理想型固定状态存在于流逝的时光中。我们只能期望在某一时期内存在一种近似的固定状态。不过，以环境与人口信息作为基础，对固定不变条件下可能会形成的有限密度进行探究是有必要的。这也叫做“饱和密度”（Ds）。人类群体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一个高于饱和密度的人口密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生存必需条件将得不到满足。

建立特定情况下的饱和密度评估方法，取决于研究的必要性和信息的可取性。在某些例子中，当使得环境能在总体上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十分有必要时，当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一个范围相当大的区域时，通过对真实密度平均值进行计算，可能会得出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饱和密度评估。预测未来的饱和密度对于现今的技术、人口与环境政策的评估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预测必须在上述政策中体现这些变化。

二、全球生态系统

由于地球从太阳获取能量并将其散布到宇宙中去，因此，地球是一个热力循环的开放体系。然而，从长远来看，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能量来源很有限并且其复杂的内部关系非常脆弱。

有些内部关系是负反馈类型（社会群体自我平衡）。它们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相对稳定的动态状态。关于这种反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汽车的速度（慢速）控制。同样的法则，存在于掠食者与他们的猎物数量多少的关系之中。一些反馈是积极的。意思是说，当速度增加时，给发动机增加更多燃料会使汽车跑得更快……很明显，这样可能会导致车祸。拥有技术的人类经常加强这种反馈。例如，人类付出相当多的努力砍伐树林，为的是增加农耕土地的面积。种植出来的粮食越多，可供养的人也就越多，人口数量增长也使更多劳动力随之出现。这些劳动力可以砍伐更多的林木，并且种植出更多的粮食。森林砍伐造成气候改变，于是作物无法良好生长，饥荒随着产生，人口开始萎缩。

目前我们的技术和组织力量水平能够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Lincoln, 2006）。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全球变暖的探讨。由于支撑目前全球经济的技术演进是一个开放的热力循环系统，它利用能量来维持其自身。因为只有某种物质能够用来提供能量，并且它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正面临着有一天能量来源完全枯竭的局面。对于一个开放的热力循环系统来说，能量的枯竭意味着灭亡。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加剧了我们对能量的需求，并且改变了我们同生态环境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较高的人口密度同样能够导致更多易感病菌。总的来说，我们在改变整个系统，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存在于反馈链条中的所有环节是如何运作的。加强对它的了解就是人文生态学的研究目的。




24.民族志电影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

罗尔夫·胡斯曼梅提杰·珀斯特玛 著 张小敏 译

一、概述

全球化的联系是当今世界对我们生活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正如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IUAES）是人类学家们的全球性网络一样，那些将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各种系统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购买产自万里之遥的产品；通过移动电话，我们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的人交谈；从本国的报纸上，我们看到遥远国家的照片；从电视上，我们还能观看到遥远地方不同文化的活动影像，虽然我们经常对这些文化相关的意义了解甚少。在我们这个21世纪的世界，影像媒介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没有了这些活动的图像，在多数社会，人们将难以想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就像人们难以想象没有互联网的生活一样。

人类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不仅仅是这个全球化世界当代生活的一部分，如今，由于它无可匹敌的学科优势，能够从各个方面对文化生活进行解释与沟通，所以，这门学科比过去更多地赢得特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类学的研究和分析涉及了全世界各种文化的视觉表达形式。这些林林总总、各不相同的文化视觉现象，如苏丹东南部努巴人绘在身体上的文身及其社会意义（Farsi, 1972）
 [1]
 ，或者加纳地区“留给未来的纪念”的照片、水泥纪念碑或棺材的外形图案（WENDL, 1998）；还有美国最大印第安部落纳瓦霍人所拍摄的关于自己文化的影片（Wort/Ahdair, 1997），或者印度尼西亚的电影文化（Heider, 1991），或者印度的“宝莱坞”（Dickey, 1993），所有这些关于“其他”文化的视觉表达形式都值得人类学进行研究和解释。这个研究领域被称为影视人类学——它是“视觉人类学”这个更广阔领域的一个部分。这个研究范围更广阔的、更综合的术语，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两方面原因，通常被认为等同于使用影视手段的作品，尤其等同于“民族志电影”（称为ethnographic film，或称为ethnographic cinema更好）。

在民族志电影中，声音和影像同样重要。然而，它的主题既不是声音和影像本身，也不是言语和行为本身，而是由这些材料互动所揭示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

基于上述要素，民族志影片的实践应该跟视觉人类学有明显的区分。

在这篇文章中，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得不放弃讨论视觉人类学这个重要的命题，而集中讨论民族志电影。我们将回溯其历史源流，就其目前的技术手段、方法论、主题和用途、道德准则及其同整个人类学的关系等方面，为读者提供民族志电影纵向和横向的图景，或者可以说，视觉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方面的图景。本文也将在2009年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的专题会议“人类学中的视觉”上宣读。

二、民族志电影史的里程碑

影视人类学这个术语本身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即1968年4月一群人类学家和电影制作人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聚会。由于方法论的形成和技术的进步，使得大家一致认识到：民族志电影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它曾被认为仅仅是一个非学术的工具。其结果是，在1973年于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9届世界大会上，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成熟的、与人类学高度相关的分支学科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在这届世界大会中，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民族志电影制作艺术的重要论文，其作者很多都是参加过1968年加州大学会议的与会者。这本论文集由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主编，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撰写前言，1975年正式出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一直是影视人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书籍（Hockings, 1995）。

尽管20世纪70年代影视人类学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发展，其实，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在之前已经开始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开展人类学研究，采用新的动态影像技术来拍摄少许影片的尝试已经开始。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费利克斯·勒诺耳（Felix Regnault），他拍摄了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一个非洲妇女（REGNAULT in 1893）；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在他的《1898年托雷斯海峡诸岛调查记》中，拍摄了第一部民族志电影（HADDON, 1898）；鲍德温·斯宾塞（Balwdin Spencer）带着笨重的摄影机到了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中（SPENCER and GILLEN，1911）；鲁道夫·珀奇拍摄了的影片是关于1901年至1906年在新几内亚的漫长探险的，此后不久，他又于1907—1909年在南部非洲拍摄了影片，其中，有一部为《布希曼人对着留声机讲话》。

托西（Tosi, 1993）认为，在民族志影片诞生的最早阶段，制作影片的特点是尝试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记录，把地球另一个角落的文化活动“捕捉到胶片上”。然而，人类学的这个愿望，即记录并保存这些文化现象，并使之能在今后得到反复放映和反复进行分析，很快就受到了这个新技术自身的限制。那个时代的木质摄影机设备，既昂贵又极其笨重，操作起来很麻烦，结果只能用于拍摄小短片，比如记录舞蹈、手工艺等活动，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高质量的素材，来进行更深入的人类学分析，也不能够使观众看清楚或弄明白镜头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将民族志影片当做人类学研究的有用工具的想法，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将近20年后，一个年轻的、自学成才的电影制作人，罗伯特·弗拉哈提（Robert Flaherty），他曾经去加拿大北部因纽特人居住地，拍摄了影片《北方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这部影片记录了“原住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在北极环境的恶劣条件下不屈不挠的生活状态。尽管弗拉哈提并不是一名人类学家（并且他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人类学家），他却经常被尊称为“民族志电影之父”。《北方的那努克》这部影片于1922年发行，在影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弗拉哈提又拍摄制作了其他纪录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发行的影片《莫阿纳》（Moana）（摄制于萨摩亚），1934年发行的关于爱尔兰西海岸阿蓝岛渔民的影片《阿蓝岛民》（Man of Aran）。弗拉哈提的影片既记录了真实生活，又根据电影需要进行重构，极尽所能地展示了电影的魅力。即使在当时的技术尤其是声音技术受到很大局限的情况下，弗拉哈提的影片仍能给观众全方位地展现异域文化。所以，这些可能是最早成功地尝试通过视觉影像使观众对“他者”产生情感共鸣和知性理解的影片。虽然这还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尝试，但是，它为几十年后人类学更好地使用电影进行研究铺平了道路。

更加有意识地使用视觉方法，包括电影和照片，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是玛格丽特·米德和乔治·巴特森（Gregory Bateson）。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们在巴厘岛和新几内亚进行了田野调查，拍摄了25000张照片和7千米以上的16毫米电影胶片。他们于1942年出版了著作《巴厘岛人的性格》（Balinese character），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的民族志影片，主要记录了巴厘岛人的家庭及儿童生活，比如，《巴厘岛的附体与舞蹈》（Trance and dance in Bali）庄重地标志了影视人类学的开端（Sullivan, 2007）。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影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很多人类学家不得不被卷入战争中，中断了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族志电影制作才有了新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来自于一个对研究土著人非常感兴趣的家庭。这个家庭研究的土著人生活的地方后来被称为纳米比亚（Namibia），而当时叫做西南非洲（South-West Africa）。在父亲劳伦斯·马歇尔（Laurence Marshall）的激励下，包括父亲、母亲劳娜（Lorna）、儿子约翰（John）、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在内的全家人，赴喀拉哈里沙漠研究昆人（Kung）。年轻的约翰·马歇尔带着Bell&Howell牌16毫米摄影机，在毫无电影制作经验的情况下，受命拍摄纪录电影素材。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好，最终拍出了150000米胶片的电影素材！这些素材现在保存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那里设有一个电影研究中心。马歇尔所拍的素材，后来编辑成了一些纪录短片和一部著名的影片《猎人们》（The hunters）（1958）。这些经历使约翰·马歇尔终生投入到昆人的人权保护事业之中，直到2005年去世。在这期间，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奈：一个昆人妇女的故事》（Nai: The story of a Kung woman）。

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电影研究中心，也是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学电影制作者开始民族志电影制作的地方：他们是罗伯特·嘎德纳（Robert Garnedr）和提莫斯·阿斯奇（Timothy Asch）。嘎德纳因他拍摄的电影《死鸟》（Dead birds)，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闻名于世。这部电影是他在人类学家卡尔·黑德（Kar Hleider）的帮助下，在新几内亚西部的达尼族（Dani）那里拍摄而成的。后来，他的影片，如，《沙之河》（Rivers of sand）（1973），讲述的是埃塞俄比亚中南部地区哈马尔人（Hamar）妇女的故事；《福佑的森林》（Forest of bliss）（1986），是和人类学家/电影制作者阿克斯·奥斯特合作完成的，讲述的是印度的贝拿勒斯人（Benares）生与死的故事。《死鸟》经常因为其艺术纪录片的风格胜于民族志影片而受到批评，但嘎德纳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为人类学而制作电影的。尽管如此，他的几部影片应当被当作经典，在影视人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嘎德纳在电影研究中心开始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一个助手，他就是年轻的人类学家提莫斯·阿斯奇（Timothy Asch）。跟嘎德纳一样，提莫斯·阿斯奇后来也成为了民族志电影领域的一个著名人物。然而，与嘎德纳不一样的是，提莫斯·阿斯奇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研究手段和记录手段的强烈兴趣。他的主要作品开始于与拿破仑·查格农（Napoleon Chagnon）的合作。后者是法国人类学家，在委内瑞拉研究雅诺玛米人（Yanomami）。1968年和1971年，阿斯奇陪同查格农两次进入雅诺玛米人地区拍摄电影素材。后来，这些素材被编辑成一系列很重要的短片，其中，有《宴会》（The feast）、《斧头战》（The ax fight）和《神秘的死亡》（Magical death）等。之后，阿斯奇到澳大利亚堪培拉讲授影视人类学，然后又回到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并与人类学家林达·康诺（Linda Connor）合作制作了几部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关于女巫医的“Jero Tapakan”四部系列影片，可以被当作是经典的民族志电影。提莫斯·阿斯奇于1994年英年早逝，像他这样生前发表了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论文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尚为数不多（Elder, 2007）。

在马歇尔发表《猎人》和嘎德纳发表《死鸟》的时候，美国开始启动一个庞大的教育项目，旨在用这些民族志电影为学校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课程。其设想是：通过观看这些电影和相关的文字材料，学童们应该深入地了解其他文化。这个项目被命名为“人类：学习的课程”，缩写为“MACOS”。制作的第一个系列影片是关于猎人及采集文化的，加拿大耐特斯里克（Netsilik）的爱斯基摩人被 选为拍摄对象。负责这个系列影片的人类学家是亚森·巴里克西（Asen Balikci）。关于猎人及采集文化的项目在北极拍摄，耗时一年多，摄影工作主要 由鲍勃·扬（Bob Young）来做，然后，编辑这些影片素材和撰写说明文本又耗 时了好几年。虽然这些课程在学校进行试用，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保守党政客的反对，这个项目很快命运不济。由于经费被中止，整个项目就搁浅了。

几乎同时，在罗杰·檀香（Roger Sandall）、伊恩·邓禄普（Ian Dunlop）等人的努力下，民族志电影在澳大利亚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并且引人注目的人类学方法。他们与土著社区紧密合作，进行电影拍摄。由于土著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Roger Sandal等l拍摄土著文化所采用的方法后人几乎不可能效法。在这些影片中，经典的有罗杰·檀香拍摄的《骆驼与皮坚加加拉人》（Camels and the Pitjantjaraa）和伊恩·邓禄普的《沙漠的人们》（Desert people）（Bryson，2007）。

民族志电影的另一项新方法与澳大利亚民族志电影后来的发展有关，由一对年轻美国电影制作人所开创，他们后来成为了人类学家，1960年代末期到东部非洲拍片。这对年轻人，大卫·马杜格和朱迪·马杜格（Davida nd Judith MacDougall）夫妇，先是与乌干达的杰人（Jie）一起工作，后来又与图尔卡纳人（Turkana）一起工作。在他们的电影中，如《与牧人一起生活》（To live with herds），他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加字幕的方法，使被拍摄的人发出了自己的 声音。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处理方法。他们在东部非洲的工作结束后，马杜格 夫妇抵达澳大利亚，给民族志电影带来了新的活力，完成了伊恩·邓禄普（Ian Dunlop）的未尽事业。马杜格夫妇制作了各种关于土著社区的民族志电影，题材 包括传统的土著文化，当代人权问题以及文化变迁所引发的问题。他们在堪培拉 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获得了一个职位，时至今日他们仍旧在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ANU）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们还在撒丁岛拍 摄了《酒吧人的时光》（Tempus de barstias/Time ofthe barmen），在印度拍摄了《慕苏里的摄影师们》（Photo Wallahs）。在过去的那些年头中，正是在这里，大卫和朱迪分头独立工作。大卫制作了被称为《杜恩学校》（Doon schooll）的几部电影，朱迪制作了《光节的土陶油灯》（Diyah）。除了作为电影制作者之外，大卫·马杜格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著作，最有名的是《跨文化的电影》（Transcultural cinema）（1998）和《肉身的形象》（The corporeal image）（2006），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影视人类学论文集，在影视人类学的教学中被广泛采用。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除美国之外，欧洲的民族志电影也得到了发展。在德国哥廷根成立了“科学电影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n Wissenschafticlhen Film，即IWF），它所收集的名为“系列科学纪录电影”的“电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Cinematographica，简称EC），使它拥有了一个具有大量纪录电影的档案库，使影片中各种与民族志相关的过程得到科学化的精确及完整的记录。这种实证的方法目的是要将不同族群的不同活动制成马赛克似的电影档案，以得到两个不同族群相似活动（比如建筑或陶艺）的对比影像资料，但同时，理论上，这些被记录档案又能提供同一种文化的所有的这类活动的影像资料。在“电影百科全书”（EC）中，直至今日，已发行了2000多部民族志电影，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项目中止了（Husmann, 2007）。除此之外，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IWF），还出版发行了其他很多民族志电影。现在，IWF仍然通过网络，组织两年一届的“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以及其他与民族志电影相关的活动。

当德国把民族志电影的重点放到以精确的科学方式集成影片库的时候，法国的让·鲁什（Jean Rouch）实践了多种电影风格，既有描述性的民族志纪录电影，也有电影故事片。在让·鲁什最有名的纪录片中，他开创了一种极其不同的方法，他自己称之为“直接电影”。二战后，曾经是工程师的让·鲁什转向人类学与电影制作，在非洲西部制作了大量的电影。他的第一部成功的民族志影片是很有争议的《疯狂的灵媒》，讲述的是加纳的豪卡崇拜。后来其他影片也取得了成功，在这些影片中鲁什采用了移动摄影的技术与片中的主角进行互动，由此形成了一种风格，其中包含诗意民族志的元素，使影片混合了纪录片与故事片两种体裁。这样风格的影片有：《美洲豹》（Jaguar）（1955）和《我是一个黑人》（Moi, unnoir）（1958）。鲁什还同法国的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电影摄影师迈克尔·布罗尔特（Michel Brault）合作，制作了著名的电影《夏日纪事》。让·鲁什一直是最受欢迎和最有名的民族志电影制作人，他的影片激励了一代代年轻的（民族志）电影人。2004年2月，年届84岁的鲁什在非洲遭遇车祸去世。他出版的多数法语著作，后来都编译成英文结集出版（Feld, 2003；以及Stoller, 1992）。

鲁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运用了比从前更先进的摄影机，它们更轻便，也能同步录音。电影设备新技术的出现一直是民族志电影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如20世纪30年代安全的不燃性胶片和声音录制技术的发明引起电影的革命一样，60年代的新设备能够进行同步录音，肩扛式的摄影机既能兼顾观察也能纪录活动和对话，甚至还能像鲁什所做的那样，在拍摄中与镜头中的人产生互动。这是以前的设备所达不到的。

自此以后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首先出现了录像设备，可进行录制与放映，这样影片素材的就能够无数次被加以使用（与之相反的是，昂贵的16毫米或35毫米胶片做不到这点）。在这里我们粗略地将民族志电影的制作方法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情况是人类学家兼电影制作者自己既研究又制作电影（如拍摄及剪辑），第二种情况是人类学家与职业摄影师合作（如巴里克西与杨合作，或者鲁什与莫林和布罗尔特的合作），第三种情况是人类学家与人类学家、电影制作人进行团队工作，如嘎德纳和奥斯特，或阿斯奇和查格农。后两种情况在16毫米胶片时代通常很受欢迎，由于录像设备的诞生，到后来数字化设备的出现，电影制作者和人类学家们已经能够便利地独立进行拍摄。

数字技术的革命导致电影制作有了显著的民主化。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通过数字技术自己拍摄（和剪辑）高质量的影片（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制作出好的电影！）包括目前为止被拍摄的人们，也能参加社区电影拍摄运动，如巴西的卡雅坡人（Kayapó）（Ruby, 1991:58），他们自己拿起摄像机，拍摄关于自己文化的电影纪录片。最新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这个广泛的电影拍摄运动带来了世界性传播和发行的机会。每个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将拍摄的事件和图片发送到任何其他地方，而不必局限于以前的专业发行渠道。

正是这个民族志电影制作民主化进程，使得影视人类学家形成一个世界性网络的需求越来越紧迫。第一个回应这个要求的，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的“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CVA）。亚森·巴里克西（Asen Balikci）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西里尔·贝尔肖（Cyril Belshaw）的邀请，设立了这个委员会。巴里克西在任期间，工作非常成功，他组织编辑印制的《CVA简报》，有几百个同行读者。巴里克西想强调的是，影视人类学委员会的成员仅仅来自于北美和西欧是不够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来自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正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更加缺乏影视人类学领域的信息和交流（很不幸的是，现在这种状况依然如此）。巴里克西还多次成功地组织了ICAES的影视人类学委员会的专题会议，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在萨格勒布举办的第十二届ICAES。自从巴里克西在20世纪90年代初退休以后，继任的“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席有来自意大利的安东尼奥·马拉齐（Antonio Marazi），来自德国的罗尔夫·胡斯曼（Rolf Husmann），2008年接任胡斯曼的是荷兰的梅提杰·珀斯特玛（Metje Postma）。

由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CVA）”的推动，以及大众对影视人类学的兴趣的增长，影视人类学的教学越发普及了。这主要是指在人类学课程中，普遍增加了如何制作民族志影片的课程。教授这个课程最有名的大学是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挪威的特罗姆瑟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有影视人类学的硕士课程。其他设有影视人类学课程的大学还有：荷兰莱顿大学（学士课程及人类学硕士中的影视人类学资质证书），英国牛津大学及肯特大学等。在美国，教授影视人类学课程最有名的是坦普尔大学和纽约大学。在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是堪培拉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因为在那里最著名的大卫·MacDaugall在影视人类学领域有着重要的位置。

从1998年到2004年，由德国大众基金会资助并由当时的“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设计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项目（EAIVA），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昆明市成立。“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目标是：用曼彻斯特格拉纳达中心的方式在中国创立影视人类学课程。尽管这个项目目前还不能持续进行下去，学生们在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nheeim）的指导下，所拍摄的民族志电影获得了世界的瞩目。（e.g. RONG-LI, 2004）。

民族志电影发展的另一个成果是，世界各地设立了很多著名的民族志电影节。这些电影节定期举办。继最早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波波里电影节（Festivaldei Popoli）开办后，20世纪70年代，让·鲁什在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Museedel Homme）创办了国际民族志影展（Bilan Du Film Ethnographique），它至今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节，每年三月由弗朗索瓦兹·富科特（Francoise Foucault）组织举办。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RAI电影节创办（两年一届，每届在英国不同地方举行。2007年在曼彻斯特举行）。与此同时，在撒丁岛的努奥罗（Nuoro）也开始举办有主题的民族志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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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民族志电影节会隔年召开一届，1993年，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GIEFF，两年一届）创办，自此后在好几个地方也都开始定期举办民族志电影节：在欧洲，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影像中的影像”影视人类学电影节（Beeldvoor Beeld）1990开办，现在由埃迪·艾波（Eddy Appels）每年6月举办，如莫斯科的电影节，由列昂诺夫·亚历山大洛夫（Yevgenij Alexandrov）组织，以及近年来在爱沙尼亚举办的年度塔尔图（Tartu）世界电影节，在罗马尼亚锡比乌创办的阿斯特拉（ASTRA）电影节，芬兰约恩苏（Joensuu）的国际视觉文化电影节（由佩卡·希尔文诺伊宁组织）。在美国，最重要最有名的民族志电影节是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Margaret Mead Festival），在中国台湾，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节（TIEFF，由胡台丽组织，两年一届）也是定期召开。这仅仅列举了部分最重要的民族志电影节，我们现在仍然期望（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也鼓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将来也能开办类似的电影节。

三、电影作为民族志实践

民族志电影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从人类学理论中得到灵感，运用的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拍摄的主题是人类学所关注的，并能从民族志电影中总结出民族学的理论知识，而这种类型的知识与通常以文本研究为媒介的民族学知识不相类似。民族志电影最重要的部分是表现人。从它的形式和风格两方面看来，民族志电影不容易与其他纪录片进行区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如果仅就电影是某种文化视像的表达这点来看，所有的电影都具有人类学价值（Crawfrdo, 1992），但是，不是所有电影都能够达到对事件进行民族志式的描述这个高度（Banks, 1992; Heider, 1976）。

然而作为人类学领域内的民族志实践，当然在方法上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说到当今对民族志电影制作在人类学领域内的地位的看法，不能不引用2004年10月“影视人类学的艺术”这个学术论坛上的发言：“通过汲取民族志理论的营养，这样制作出来的电影，从内容到形式，通过电影的手段，可以扩大民族志作为文化见证的范围。”

民族志电影的角色，所采用的制作标准和评价标准，因时而异。在深入说明之前，我们将总结出两个主要的方法。可以说，这在上面提到的早期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当时看来，早期民族志电影的任务是：记录并保存“正在消失的文化”（Disappearing Cultures）。这种所谓的“抢救式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观点的主张是，由于文化世界正在快速消失，所以必须提前加以记录。这种现代主义对“文化世界”的处理方法假设文化现实“就在彼处”，如果用严格的方法，是既可以认识，又可以用胶片捕捉下来的东西。这个观念在电影发明并被用于制作民族志电影后，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来自人类学内外的批判声音开始出现，不仅对人类学作为学科整体提出质疑，还对其形式，民族—政治化的视角和民族志文本和电影的认识论状态及它们如何表现“他者”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声音在更大程度上使人们看清楚了“表现他者”中的政治化民族倾向，使民族志电影更以开放的思路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进行新探索。我们还看到影视人类学家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自己身处的社会，民族志电影曾经的“主角们”，现在正在开始向着未来的电影制作人方向转变，他们加入了自己的新主题、新方法、新形式，这样，使民族志电影的视角更加“去殖民化”。

民族志电影制作，以及在人类学研究中使用视听媒介，其另一个任务一直是作为研究的技术手段，来对观察做出例证并生成民族学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的事件和活动对肉眼和外来者来说，非常复杂，不能够尽收眼底；并且对于人类学家身份的观察者来说，由于自身文化的太过局限或者太过忽视，他也不能从以前获得的文化知识中找到答案，或辨认出他/她所看到的是何种文化现象。因此，可以使用电影和其他视听技术，进行记录、回放、研究和分析文化事件和社会互动，并且，通过系统的访谈和对话，人类学家能够与被拍摄者共同分享拍摄录制的影片，来“学习如何看片”，并理解不同的参与者对这些事件的意义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阐释。

现在我们稍稍深入地分析一下民族志电影制作的两个方面（记录及研究），我们可以说，从影视人类学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之日起，关于民族志电影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方法及认识论；2.电影策略、纪录片传统、风格及美学；3.影片播映的伦理准则及播映的政治；4.主题及手段。

（一）方法及认识论

民族志电影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一个植根于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产品。这是由于它运用的方法和表现的内容都是人类学的，但实现形式是视听媒体而决定的。由于人类学认识论的假设，由于期望达到以文本为基础的人类学目标，民族志电影的处境一直都很紧张。这是因为它不能用学术著述那样的方式对民族学知识进行分析并抽象出理论。出于希望民族志电影被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迫切愿望，影视人类学家一直以来，力图证明自己是科学实践的有用工具的这方面努力，还在影响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他们试图为民族志影像记录设定一个操作标准，使之为人类学服务，这个意思是，他们能够展现那些可以被当作“可靠的数据”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志文献记录服务的文化事件和社会生活。这个方向的主要努力主要包含了：制定出拍摄的指导原则，以保护被拍摄的事件的原貌，追求客观性（尽量减少事件变形），并使事件的原貌得到明确的定位，通过电影摄影技术的属性，将观察到的现象透明地，原封不动地描述出来。他们从现代主义的认识角度出发，制定了拍摄方法的原则：相信“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再现”是可能的，因此，拍摄事件时应该将拍摄过程对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拍摄导致的被拍摄者行为的任何改变，或受到的任何影响，都应该在伴随影片的文本中得到说明。

后来杰伊·鲁比（Jay Ruby）（1980）甚至号召“反射性拍摄”。“反射性拍摄”的意思是，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在影片中现身，将他/她所采用的方法和与拍摄对象的关系都呈现在影片中。后来这个号召反射性拍摄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为另一个现代主义的理想，那就是“捕捉本真现实”（Mac Daugall, 2006c），通过展现电影制作人对现实的影响来达到对客观性的追求。在当今的后现代时代，任何民族志的记录都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或作者不同的立场，主观性和职业视角的限制（Grimshaw, 2001）。它们表现在对内容、方法、理论的选择上，也表现在人类学家—电影制作者所采用的电影拍摄技巧上。民族志电影现在可以公开表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也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和观念相遇，发生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在懂得电影画面语言的观众看来，摄影机记录下来的每一个选择和动作中，不但显示出了电影选用的方法，而且显示出了它的主观性。这也就是最近马杜格提出的“深度反射”理论（Macdougall, 2006C）。在当今的影视人类学领域，“深度反射”的理论假设和民族志电影实践正在赢得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下，拍摄者可以在更广阔的文化和民族志环境中，对纪录片有不同的选择和定位，但是可以有“绝对真实性”的描写这样的假设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方法论上说，参与观察作为民族志的主要研究方法，包含了系统化的观察、问询、参与，也被民族志电影制作的前期工作作为主要的方法。在被研究社区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使研究者不但能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了解当地的各种经验特点（包括智慧、味觉、视觉、听觉、移动、感触等），能够对当地重要的价值观、规则等产生敏感，而且能在当地人对时间空间和物质文化的运用方面产生敏感，建立民族学式的理解，从而建立与当地人的关系与信任。相反，也让当地人了解并学会信任拍摄者。

经过一个阶段的民族志调查之后，多数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电影制作者，需要与田野保持距离来消化并分析所得的数据，并决定用哪种形式来拍摄它们通过民族志调查后所选择的拍摄对象和事件。拍谁，拍什么，怎么拍才能表现这些知识以及研究者自己的理解。很多电影制作者还需要写拍摄计划或“电影剧本”（scenaro）i来申请经费，然而，这种方法中也潜藏着认识论的问题。比如，法国的克劳汀·德·弗兰丝（Claudiende France）（1982）和她的同事就反对这样的研究流程。他们号召使用摄影机来探索物质技巧及其他文化实践，而无须首先将研究变为“文字”。他们从理论及方法两方面出发，将这个方法称为“电影的探索研究”，这个方法省去了把研究过程“翻译”为文本这一步。他们在探索使用哪些方法，去避免受书面文本的条条框框的影响，避免它的推论性理性因素强加在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上的影响，相反，让“现实的逻辑”来引导研究者进行拍摄。

随着数字录像设备（价格上大大地便宜）和非线性编辑设备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电影制作者能够将他的研究和电影拍摄方案紧密联系起来，开始把摄影机当作“研究工具”从一开头就介入研究。大卫·马杜格（Davd MacDougall）（2006e; Barbash, Tylor, Macdougall, 1996; Ragazzi, 2005）称这种电影为“探询式电影”。马杜格在杜恩学校项目中第一次使用数字摄像机（Macdougall, 2000, Doon School），并探索将杜恩学校的社会美学移植到印度的其他机构（与朱迪·MacDaugall合作），如印度西南城市马达纳帕利（Mandanapalle）的里施（Rishi）山谷学校，以及德里的一个儿童之家。马杜格所追求的是：

……电影制作者不能仅仅让他们的工作成为旧知识的传播者，他们需要将电影拍摄当做能够创造条件，让我们惊喜地发现新知识的手段。

罗塞拉·若嘎兹（Rossella Ragazzi）用电影的方式探索了儿童移民在巴黎、爱尔兰上学的儿童世界，还探索性研究拍摄了住在爱尔兰的一个移民家庭的世界（Ragazzi, 2000, 2005）。这种探询式研究拍摄过程允许电影制作者的观点及电影拍摄的主题，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而发生转变。“探询式拍摄方法”还允许探索并展现研究的进展动态，及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拍摄素材可以被剪辑成一部纪录片，也可以剪辑成表现几种不同观点，不同内容的系列影片。以罗塞拉拍摄的场景为例，这些素材剪辑成了一部配合研究著作内容的影片。

与传统描述式民族志电影拍摄不同的另一个方法是：将与（电影的接触）当成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或通过使用参与式拍摄方法，提供共同构建现实的机会。研究者/拍摄者把摄像机作为“催化剂”催生出自己的拍摄方案，或邀请被拍摄者随心所欲地表演，展示他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想法，由此展示他们的“内心现实”（《直接电影》（cinemavértéi）），这是在让·鲁什这些更加充满想象的电影：《我是一个黑人》（Moi, unnoir）《夏日纪事》（Chronique d’unété）Jean Rouch与Edgar Morin，1961）等，企图实现的其中一个目标。

拍摄机的介入也经常会改变人们之间的关系，改变田野调查中的角色。虽然调查者会强调自己的角色是非侵入式参与；对于一个带着摄像机的人来说，当他想要通过对所有人都保持同等的关系来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时，就明显地表现出他是在观察“他者”：他在拍摄时到处移动，有时就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置于“正常”社会互动的范围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物、时间、事件的选择，电影拍摄者将所见所闻通过影像的方式进行了保留和删减，这样的工作流程可能会引起被拍摄者（或没被拍摄者）、研究者的不同反应，将研究者置于（有时事关职业道德方面的）两难中：他必须在他的社会角色和决定拍什么，为什么拍和何时拍摄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要找到既拍好电影又与被拍摄社区的人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平衡点，需要研究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另外，民族学知识的掌握，知识面，主动探索型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能力等因素，是成功拍好民族志电影的先决条件。从正面的角度来讲，文化的展现过程中的社会交往过程，从某些方面讲能够帮助实现“分享的人类学”的理想（《分享的人类学》，让·鲁什，1985）。因为拍摄过程也为参与者利用摄像机，由着自己的愿望来表现自己提供了“舞台”和“机会”，从而将电影拍摄者引领到他们的世界（MacDougall, 1998C; Postma, 2006）。

我们可以下结论，摄影机引入的时间与方法依主题、理论假设、情境、与拍摄者达成的协议以及研究目的等方面而定。在多数时候，如果拍摄者进入时有足够的耐心与敏感度，通过与被研究社区的人们对话的方式，他们会找到开始拍摄的最佳时间。最终，通过使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来寻找人类学电影的各种表达形式，从而生成新的知识，在更深的层次上挖掘被拍摄者的意识，通过录像进行调解的效果，使事件发生的当时便进行拍摄成为可能，这样拍摄记录下来的事件避免了语言和“由影片翻译到语言”对事件的干扰。从理论上讲，影视人类学家曾建议（deFracen, 1982; MacDaugall, 2006），影视作品的展现能够部分解决民族志描述跨文化“翻译”的内在问题（Asad, 1986）：对事件的观察和其他人的生活经验的观察，无须经过研究者的术语（思想及语言）的翻译就能够实现。在人类学研究中使用文字以外的媒介，也使得人类学家可以探索“媒介即信息”是如何达到的（MacLuhan, 1967; Carpenter, 1975; Prnis和Bishop, 2002-03）。换言之，摄影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去反省人类学知识是如何被语言和学术文本，如抽象、理性思维的特征所局限。摄影机不仅能够描绘具体的“有生命”的人、事件和社会的多面性，而且能够生成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和另一种（现实）逻辑及敏感性，并与之进行交流。与之对应的是，通常更加抽象的诸如社会现实的知识，及“文化”等因文本而产生并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逻辑知识。摄影机的介入能与上述抽象知识互为补充，使人获得与之相连的（实践性的）逻辑及感性认识。影视人类学家们现在正在探索。

……民族志电影可以弥补人类学写作的不足，我们不仅仅要把它当作描述的手段，而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可以形成新知识和新的知识形式这样的媒介。

很多人类学家—电影制作人通常采取与某一地区和某个社区的研究专家合作拍摄的方式（ASCH, 1969, 1975; ROUCH, 1968, '69, '70, '71 '74; NIJLAND, 1985, 1997; DUNLOP, 1978, 1989, 1996, 1991, etc.; GARDNER, 1964, '71, '74, '76, '86）。因为电影制作是一个很费时间的工作，在一个既定的工作周期里，有时电影制作者不可能既抽出足够长的时间去学习当地语言，并对当地人、他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又完成摄制影片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根据情况，接受与人类学家合作的邀请，或者寻求与专家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因素有：影片主题所需的知识水平（如一个复杂的仪式及其相关的宗教背景），对当地口语的掌握，以及如何成功进入一个社区，以及建立电影制作者所需的人际关系或约定等。它还有可能取决于电影制作者对哪种知识感兴趣：是否需要他自己与被拍摄社区融为一体，与被拍摄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相互的信任，以便拍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密感情（这就需要研究者成为拍摄制作者）；抑或是通过人类学家的引荐就足够了。还有一个考虑因素是：影片制作者是否希望在影片中把电影拍摄过程当做作者的个人研究过程，如果有这个愿望，他希望怎样做。

无论是与专家合作还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进行拍摄，都能反映人类学家—研究者是否认为摄影机媒介与被拍摄事件的关系，较之写作媒介形成的报告对事件的认识有区别，以及区别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摄影机改变了研究者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与所捕捉的现象和事件进行读解的知识类型，原有的理论型知识尚不算完整，需要影片加以补充使之得到更好的理解。当研究者捕捉到社会的互动和事件，并采访当地人，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其以音视频格式“逐帧”记录的媒介方式，与采用写作的方式所记录下的当地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经验的研究过程，是不相同的。从“裸眼”观察、作田野笔记到以电影为媒介的观察/摄制过程的过渡中，正如马杜格曾经提到的（Barbash，Mac Daugall，Taylor和Mac Daugall，1996），研究者“从以词语—句子为基础的人类学思想转变为以图像—场景为基础的人类学思想”，其含义是：对于通过音像媒介而产生并表达，通过对拍摄场景的剪辑来进行反映的这种类型的知识，已经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一部分。马杜格提出了三个将重建影视人类学观念的“影视人类学的新原则”，他鼓励影视人类学家：1.……“采用视听媒体的强有力的表达结构”；2.不能仅仅满足于充当附属于人类学理论的有用的科学方法，要开拓人类学知识的新形式；3.“探索哪些领域可以让视听媒介具备有力的表现性：比如三维地形的，现世的，有形的实体及个人等方面的领域”（MacDaugall 2006c:271）。

我们需要探索这些“新原则”来建立影视人类学的新理论假设和新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它是共享的知识和共享的实践——也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整。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为以下问题亮出自己的观点来：人类学家—电影制作者眼中的民族志纪录片相对于用文字书写的人类学知识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究竟是纪录片或者研究性电影完善了民族志的写作呢，例如，在民族志调查的写作之外，用视听媒体辅助展现一个特定的事件，还是相反，研究文本服务于人类学影片，为影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形成的新知识而提供文字表达和情景呢？

一旦拍摄完毕，民族志电影的研究素材片或民族志研究电影可以被用作研究数据进行分析（Marcus Banks/Haddon Archive; deMaaker, 2006; Nijland, 2006; Henley, 2004），田野调查中的对话，如通过投射法访问（projective interviewing，也称为：反馈，诱导式访问fedback，elicitation interview），可以就被访谈者针对同一个事件的画面给出的不同观点和解释进行比较。通过记录的影像——无论是照片还是活动画面——进行交流，使研究者能够通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对话，来深入探察参与者的思想，并通过事件，物体及行为在影像中的表现方式，发掘其中隐含的意义。影像的记录还使研究者可以对他/她自己的观察进行研究，对他/她观察世界的选择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参与者发现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基于上述研究的积累和了解，电影制作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某种叙事规则将影片素材剪辑成一部民族志纪录片，使民族学的知识和文化以及自己的理解在影片中得以表现。

影像从一个视角展示人之所见和人们的活动这个能力，以“影片”的形式将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礼物”送还给参与者，被让·鲁什称为“分享的人类学”。众所周知，早在1922年罗伯特·弗拉哈提拍摄《北方的那努克》时，就与他镜头中的主角们讨论他打算拍摄的每个场景，来决定影片下一步拍什么，还与被拍摄者讨论他已经拍好的场景，看他们是否能够接受。另一个有诱导式访问过程作为其主题的著名的例子是由罗伯特·布扎尔·弗里斯和马丁·任兹（Robert Boonzaayer-Flaes和Maarten Rens）于1986年拍摄的影片《波尔卡舞曲》（Polka）。在影片中，奥地利与墨西哥演奏波尔卡音乐的不同风格的比较，是通过给每组的音乐家播放另一个国家的音乐家演奏波尔卡的片段来实现。德克·尼基兰德（Dirk Nijland）进行过一个非常细致的反馈研究，他在印尼的托比洛地区（Tobelo）放映婚礼的影片片断时，收集到了参与者关于婚礼中哪些过程是最重要及婚礼之前的准备工作方面的各种观点（Nijland, 2006）。最近罗塞拉·若嘎兹利用他拍摄的移民儿童在巴黎学前班上学，学习法语，为进入正规的学校系统作准备的录像素材（Lamémoiredure, RAGAZZI, 2000），与教师和学生分别进行了对话并拍摄下来。对话的话题是：孩子们和教师的互动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影片尤其表现了儿童们在严格的学校组织框架外，如何展示自己并讲述他们的故事（Ragazzi, 2005）。

（二）电影拍摄制作的策略及纪录片传统、风格及美学

民族志电影通常被划入纪录电影之列，因为它有电影拍摄的风格，非导演的性质，以及追求客观性等特征。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其他纪录片制作者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就能根据影片的最终用途来选择不同的电影拍摄方案： 1.研究用素材片（米德和贝特森, 1954; Heider, 1972）；2.民族志研究性电影 （Asch, 1981; Dunlop, 1991; Rouch, 1975; Balikci, 1995; Nijland, 1985; deMaaker, 1998）包括用于学校教学的“解释性”电影；3.民族志纪录片（Flaherty，1922；GARDNER，1967；MacDaugall，1976等， KILDEA，1983；O'ROURKE，1988，1991，2000；ANDERSON和CONNOLLY，MEYKNECHT，2000；RAGAZZI，2000）。

第一种类型仅仅是为了研究和教学用的素材，无须（依照电影拍摄惯例）根据摄制法则剪辑成影片。拍摄这样的素材“电影制作者”无须任何特殊的拍摄剪辑的专门知识。

第二种类型的电影主要是根据影视民族志的标准来展现文化，使电影拍摄制作技术达到服务于民族志的目的。这类影片是采用影视方法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通常记录文化事件及其过程，卡尔·海德尔（Karl Heider）（1976，2006）提出了几个可用于衡量这类影片的“民族志含量”的标准（现在有些争议），如拍摄某个特定时空中的动作及人物的构图方法（全体人员，人物全景，完整动作），表现性，透明度，拍摄前的现实保存的程度，以及整个拍摄过程中保护拍摄前现实采取的措施（Heider, 1976; Ruby, 1980; Asch, 1983）。

最后一种类型的民族志电影，民族志纪录片，目的是用叙事性的方式来展现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报告。人类学民族学界或公众可以把这类影片当作独立的作品进行观看，不用辅以书面文字或口头解释。尽管头两类民族志电影是单纯为了展现民族志的文本中的内容（因为民族志文本有着大家熟知的局限），而第三 类，民族志纪录片，也采用了电影拍摄技术的表现手法来展现、解释并叙述 （Loizos, 1993; Henley, 2006）民族志内容和“文化差异性的体验”（Henley, 2006）。尽管大部分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不能大胆地将自己的民族志任务与独特的风格形式结合起来，但是他们也同意这个观点：民族志电影，从它的独特的方法及与人类学理论的联系上看，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电影是有区别的。对民族学知识的理解、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对文化的理解，使人类学家电影制作者能够与当地人社区打成一片。摄影机内在的品质，对社会互动及过程的理解，与被拍摄者建立起的放松的社会关系，这些近来被认为是一部好民族志纪录片的品质保证。这类影片也有着（参与）观察式电影的风格，或者也有着“直接电影”的风格（France）。

然而，在非人类学电影制作者的圈子，尤其是商业电视台的职业编辑，并不看好民族志纪录片。他们通常认为民族志电影缺乏艺术性及娱乐价值。从科学要求来看，究竟是选择艺术化的阐释，还是力求现实“真实的表现”，仍然是民族志纪录片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制作跨文化电影时，“艺术性的阐释”很容易变成一种不协调的美感，强加在有着自己内在美感的生活方式之上。马杜格（1991, 1998）曾有力地为此辩论：在参与式观察和电影拍摄过程中，相关的主题及社会关系，如空间的组织，时间的处理（节奏），物质文化、主导的表现方式及叙事已成为电影拍摄风格和美学的一部分，甚至无意之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诸如东非社区的口头文学传统和澳大利亚的宗教仪式绘画与风景画的关系。

尽管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试图建立一个标准，使民族志电影能被确立为民族志领域里完全描述性民族志实践，目前，越来越多的影视人类学家，如大卫·马杜格（2000, 2006），特林·闵·哈（Trnhi MinHa）（1985），罗塞拉·若嘎兹（Rossella Ragazzi）（2005），以及梅提杰·珀斯特玛（Metje Postma）（2006），却认为民族志电影是不同文化碰撞的见证（Henley, 2005），不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工具”的产品。相反，人类学电影制作者正在开始探索电影画面的阐释性及表现形特质，以及如何利用不同电影方法来传达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即过去十年中在人类学领域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的那些方面。

伴随着解放影像，认可它为人类学学科内的被接受的一种形式这个过程，人们对民族志电影的叙事结构和阐释能力的关注也日益增加。随着大家接受民族志文本属于特殊的散文体这个观点被接受的同时（Marcus和Ferguson，1986），民族志纪录片也从纯描述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现在已经有部分民族志电影能根据人类学分析，采用一定的拍摄风格来组织画面，从而达到反映或“翻译”当地的景象的目的。尽管民族志纪录片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采用多种叙事性结构，而根据一些人（Ruby, Heider, Nijland）的观点，这样的叙事结构在表现当地事件时会导致将非土著的叙事强加于“当地人叙事”之上的危险。

（三）道德准则及表现的政治

由于在“展现者”与“被展现者”以及被拍摄者的易识别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权力关系，民族志电影拍摄中，在对“他者”的影像控制方面，遭遇到一个强大的民族学政治的两难困境（Trnhi Minhha, 1989）。这个权力因素表现在：“谁拍摄谁”、怎样拍摄及为什么这样拍、其历史（殖民地的）背景，还有影片曝光和被拍摄者的形象公开的危险可能使被拍摄者今后的生活受到负面的影响，尤其在当今世界，民族性和压制少数民族这两点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政治斗争的依据，民族志电影有可能被作为证据来要求政治权利。

在影视人类学著述中，民族政治要素存在于民族志电影项目的各种关系之中，包括电影制作者、主题及观众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被拍摄者的社会生活，个人和行动受到拍摄过程和拍摄方式的影响，从而影响了被拍摄者的利益。我们可以区分一下下列问题：1.“职业道德准则”；2.“田野调查道德准则”和；3.“公共放映的道德准则”。

第一点，职业道德准则包括，1）人类学家在进行专业研究时，力求不偏不倚地完整展现他/她的研究主题；2）选择研究主题的动机。第二点田野调查道德准则指的是：在田野调查中，包括达成互惠原则时，他的行为和电影拍摄如何直接影响到被拍摄社区、影响到与被拍摄社区的人际关系，以及影响到这个社区内部的人际关系；第三点指的是：纪录片发行后对电影中被拍摄的人物、与被拍摄社区的人际关系，还有与整个社区所产生的（预期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效果。关于所有这三点，提莫斯·阿斯奇（1992）和大卫·马杜格（1998a）发表了许多论述文章，并且在文章中将“主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论述“公共放映的道德准则”时，阿斯奇建议在拍摄前应商量好付费事宜、版权、放映条件等问题，但他也强调：最终，放映所带来的责任应该落到电影制作者身上，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在自己身处的社会中放映其他社会的某方面文化的影片，会在观众的心里激起什么样的想法。

在民族志电影制作中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点上，“不加评论的再现”以及完整再现是其中的两个标准，除此之外，还要包括文化政治的再现。在殖民地与后殖民地时代，跨文化再现的框架下，再现“他者”的方式可能直接反映并影响着主流社会对“他者群体”的态度。从积极方面来说，民族志电影通常带有人文主义关怀，抱着尊重的态度再现少数民族来宣传他们。在《北方的那努克》（1922）中，弗拉哈提再现的“他者”，印纽特人主人公（Kabloonak）和他的（虚构的）家庭第一次作为“个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使世人能够认识并印象深刻。让·鲁什与象牙海岸的朋友们合作，在影片《我是一个黑人》（Moi, unnoir）（1958）中再现了他们的梦想，大卫和朱迪·马杜格于1968—1972年在乌干达拍摄《与牧人一起生活》（To live with herds）（1974）时，通过逐句将Jie社区的人的对话用字幕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的方式，第一次给予“主体”“话语权”，而当时民族志电影的主人公们在电影中还没有类似纪录性的对话，这其中既有技术的原因甚至可能也有观念上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整个人类学的知识仍然被局限在是关于“他者”而非“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

在现代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用图像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人的声誉”，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结也越来越多，所以视听媒体的播放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即被拍摄的主体是否愿意以他们所不能掌控的方式被曝光。在后现代著述中，最早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6/2001）对西方的散文、诗歌、戏剧中的东方形象进行影响深远的分析，通过分析其中的表现手段，他认为在西方社会过去和现在的所有领域的文化产品，包括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当中，“东方”都被表现为奇异的，危险的，不可信任的，弥漫着种族优越感的气息。影评家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甚至指出，这其中还有窥淫癖的因素，以及潜在的色情因素渗透到民族志电影中，这尤其存在于观看银幕上的被拍摄者时，观众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中。然而，有人会反驳说，任何跨文化的再现，只要是真诚希望将一个社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义带给另一个社区，使他们相互理解与沟通，就不应该由于害怕重现殖民关系，受到不合时宜的政治正确的条条框框所限制，而应该表示衷心欢迎。马杜格强调，相对于其他媒介来说，影片中拍摄的人物，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只是被动的主体，而是能够有意无意地控制影片摄制的过程，正如他在与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合作摄制的几部影片中发生的情况一样（Macdougall, 1991/1998）。

（四）主题与方法

民族志电影传统上将主题集中在一个社区有组织、有意义的社会过程中，如仪式，物质技术和其他社会事件，包括口头历史和情境讲话等（MacDaugall, 2006）。一般情况下，民族志电影会聚焦于这些人类学感兴趣的事件，因为在仪式等情境下展现了民族认同和社会角色，或者重新定义商定了民族认同和社会角色。虽然“日常生活”的描写或是建构（KILDEA, 1983; PRELORAN, 1969; MACDOUGALL, 1972; MEYKNECHT, 2000），也是民族志电影的主题，但通常被认为更有问题，因为他们明显需要一种强加的“叙事性”（Rouchm, 1975; Dunlop, 1967; Nijland, 2006）。尽管图像看起来尤其适合表现一定时空下，通过文化进行组织的有形的社会活动或物质技术过程，不适合表现“无形的”交流，如意义、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等，但是，在情感、机构、感知觉、风景、物质文化及其体现，生活节奏、人们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等这类经验及意义方面，电影的表现力就强于文本。电影画面易于让观众产生一种现场感，仿佛置身于情境中，与画面中的社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通过这种共鸣使文化得以认知与传播。在表现形式方面重新定义民族志知识，使民族志电影能发掘自身的优势，找到解释和沟通社会世界和不同民族的认识论根基。

一方面，由于受到人们对获悉知识的方法与协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转变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学的主题向着更易于通过视听媒体进行展现的方面发生变化，如机构、身体、感知觉、情感、物质文化、风景、“社会美学”（MacDaugall, 2006d）以及时空的组织等，影视人类学与以语言为基础的人类学之间似乎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在民族志电影节上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民族志电影在内容上有意识地向着这方面转变，并且达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度。然而，真正致力于找出人类学的不同形式和不同表现方式，并进行综合运用的人类学家还很少，不过人数在增加（MacDaugall, 2006; Ragazzi, 2005）。有些人类学家找到了多媒体的方式，把民族志视听产品放在CD或DVD的互动式程序上来进行演示，这当然为了解背景知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正如马杜格指出的那样：

……超媒体也有消解作者作品的完整性的危险，因为这些作品通常是用一整套体验来解释性地引导观众[马杜格2006a：63]。

我们可以在民族志纪录片看到的最后一个趋势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正在转向自己的社会，或者与他们的社会相关的机构定位。这方面的主题包括：离散群体、多元文化、共同作者、人道主义机构、多国合作等。

四、学术中的民族志电影

明天？……明天将是彻底的便携式彩色录像、便携式录像剪辑和即时回放（“即刻反馈”）的时代。这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维尔托夫和弗拉哈提关于电影眼耳的技术，以及电影可以完全参与的梦想都能实现，摄像机将自动传到那些直到现在还一直在我们镜头前成为被拍摄者的人们手中。从这点来说，人类学家将不再独享观察的专利权；原来的被拍摄者反过来将观察和拍摄人类学家的文化和人类学家。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民族志电影将帮助我们“分享的人类学”[让·鲁什（1973）《摄影机与人》 人类学的视觉交流研究1（1）：37-44]。

在学术领域，民族志电影最主要用于教学或辅助研究。然而，让人们认可视听媒体在学术领域与文本媒体对等的努力，却遭到了相当数量的反对（Mead, 1975; Banks, 1991）。尽管数字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所有人类学家都能够使用视听技术，学术著述和人类学理论却仍然牢牢地植根于文字语言（Ong, 1982 in MacDougall, 2006a）。人类学学科仍然不承认有声画面语言是人类学学科中认知的另一种方式（MacDougall, 1998b），这样更加强了这个假设：在学术文化中，某些表达形式形成了某些认知方式，而人们用这个认知方式来限定了学科的定义。人类学的核心努力看来是——文化的“翻译”和阐释、描述事件的类型、总结成理论著述——从这个角度也限定了民族学知识的范围（Hastrpu, 1991）。正如马杜格（2006a）所观察到的，图像这个媒介所具有的隐式信息与其丰富性使它的价值连科学家们如此重视的精确、明白的语言运用都难以匹敌，需要用语言以外的另一套知识标准进行衡量。找出那些更加适合于通过图像进行交流的种种知识类型，是影视人类学目前与将来对人类学理论著述的一个贡献。以著述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除了偏爱写作作为研究媒介和表达方式以外，他们认可民族志影片还存在着一个障碍：由于不懂画面语言和摄制技术，自己难以衡量民族志电影的价值。人类学电影制作者在培训人类学的同行，建立影视人类学与主流人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方面的工作，已经很滞后了，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类学家不理解民族志电影，忽视民族志电影，不能把它看做一种严肃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影视人类学家已经越来越开始意识到，如果希望自己的学科和成果成为学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主动与人类学同行们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只要以文字写作为基础的人类学家们还不能读解电影“语言”，他们对如何评估民族志纪录片感觉知识受限，无所适从，这样，他们就无法将民族志电影纳入民族学的表现方式的范畴。因此，电影制作者们应该通过发表对现有的民族志电影的批评和评论来宣传他的视觉语言的理论。社会上，尤其在互联网上，人们对图像的运用日益增加（图像的转向，Mitchell，1991），文化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向着视觉化的方向转变，不可避免地促使人类学家们既要学习使用视听技术，还要学会解释这些视觉表达，这样，才能够分析社会世界和文化这方面的现象。

然而，随着拍摄设备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易于操控，再加上受到我们这个读图时代的耳濡目染，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专业的学生，选择了视听课程，或者跟随相对占少数的民族志电影拍摄项目，摄制出自己的民族志电影。尽管学术界给予影视人类学家们的位置还很少，正如2004年的论坛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希望在于：……由于有了其他的机构性设置，比如说musea，还有网络发行站点，可以帮助他们与学术界内外的其他学者和电影制作人开展合作项目。

毫无疑问，未来的人类学将包含文本和多媒体以及交互式的作品。为了鼓励人类学家们真正使用现有的民族志纪录片，……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行动起来，建立起一个数字化的经典民族志影片库，展播世界各地林林总总的优秀民族志影片……影片库应该是一个图书馆形式的，而不是“数据集合”，即这个影片库保存的是一系列受到过人类学著述影响、具有不同的电影风格、蕴藏了当地传统知识、经过民族志实践的原创作品。

例如，现有的数字化民族志电影影片库，有英国牛津的“哈顿档案馆”（Haddon Archive），德国哥廷根的“民族志电影大百科”，美国纽约的“人类的研究电影资料”，以及“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MINPAKU）馆藏的大量影片。尽管有上述海量的影片库藏，但是至今研究这些影片、拓展研究视野的人类学家还为数寥寥。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可以从互联网获得，

看来似乎在将来，民族志电影博物馆和档案馆与人类学部门之间应该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以促进档案资料片的研究和利用。通过激发这些资料片在民族学中的应用，并将已有的资料片带回到被拍摄的社区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就能植入更多历史视野的内容。通过将这些影像带回“家”，被拍摄社区的人们将会重温他们的历史——这个历史通常不会有文字记录，这样，研究者就能够达到互动互惠的目的，这也是田野工作的职业道德的一部分。

五、全球化社会中的民族志电影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地方的居民所创造的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能即刻为其他地方的所有居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者”仅仅意味着，通过我们所有人创作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影像，表达出我们所见、所感，并通过渴求影像的大容量同轴电缆提供给大众传播网络，使“他者”了解我们，我们了解他们” [SolWorth，发表在：视觉传播研究，1981：85
 ]。

通常人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民族志电影制作者都坚持人文主义理想，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即把“他者”的生活和社会世界展示给自己所处的社会，将使自己的社会学会理解，尊重并欣赏“他者”的世界。民族志电影制作作为一项使命，一种内容和一个类别，是对西方知识体系传统的很大贡献。民族志电影制作首先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地思想，但是后来脱离了殖民地思想，成为更加人道主义的，更具求知精神的民族学实践及人类学思想，它一直在探索在我们和“他者”社会中，作为人究竟有什么意义，探索人类景观和社区怎样地有不同。这些问题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随着全球化社会及人类学学科内理论的流变，不同社会及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别将一直变化，对他文化的兴趣也会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尽管目前录像制作和发行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仍然需要既有相关技术，又有献身精神，还具备人类学的视角和民族学的理解力这样的研究者，来对这些当代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公之于众。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已经从单一视角转移到了制作中的与拍摄对象交流对话过程。

数字化革命尚不能成功地为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跻身主流媒体提供更多的机会，因而民族志电影就不能够获得真正的“大众”观众群。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从人类学的理想出发，它作为对文化的批评、分析，作为社会“现实”、文化的阐释以及他们的前提，都不用区分谁更真实。这就不易与决策阶级的利益保持一致。在表现“他者”的文化社区时，运用陈腐的观念，怀着敌意，或者将“他者的差异性”政治化，仍然比通过提供当地环境，展示其独有的细致区别，来寻找理解人们“共性”和“差异性”的方法更受人欢迎。

然而，如果阻碍民族志电影进入主流媒介的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从某些意义上讲，还更容易争取。不幸的是，这些原因经常是更琐碎因此更不容易辩驳：商业化的电视台编辑们的反对的理由仅仅是：民族志纪录片中的娱乐性不够，因此，受众面窄，不能满足电视台的商业利益。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这个呼吁相互理解、相互接纳、提倡主流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的现代化时代，其解决方案仍然掌控在影视人类学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手中，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组织民族志电影的发行并超越自诩为“公众意见守护者”迎合大众只播放“人们想看的节目”的观念。许多新创建的互联网站点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影视人类学家们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培养新的观众群，建立新的发行渠道，形成新的理论。并且，我们希望，以此证明主流媒体的论调是错误的。影视人类学的未来是光明的，只要世界各地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们继续挖掘并描述他们所处时代的利益，用影片反映不断变化的文化景观中的世界。

民族志电影在社会中的角色，除了主流媒体与学术界之外，主要在于教育领域。用DVD的方式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青少年展示其他形式的生活方式，把恭敬的人文主义精神带给下一代，使他们增长见识和学识，理解全球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件产生的背景。民族志电影节可以为非专业的观众提供欣赏的场所，使他们能够就人类学观点、民族学知识和对文化的理解方面进行沟通。

少数民族常常在影视人类学家的帮助下，运用制作民族志录像的方式，来争取社会解放，争取土地所有权（Kayapo, Yanomamoo）并进行文化寻根（North American Indians, Inuit, see MAKEPEACE2000）；或者在传统的仪式表演中和艺术中获得新的灵感，找到新的艺术表达方式（Central America）。最近（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旨在通过可以让文化遗产得到传播的各种创作形式，支持各民族保护和促进文化遗产，使传统知识得以传承和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计划遴选出一批中心地区，帮助这些地方的人们将该民族的珍贵非物质文化制成文件，归档，并展出相关物品以及文本等。在政治背景下，尽管强调民族认同总会存在着被当做（新涌现出的）冲突的政治工具的危险，或鼓励已有的民族冲突的危险，但是，少数民族认同的明确，首先会减轻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支系由于民族认同混乱所产生的痛苦和尊严问题。民族志电影，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现在的民族志纪录片，通过反映文化传统的尊严，都能在帮助这些社区明确认同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增强弱势民族的自尊心。



[1]
 梅提杰·珀斯特玛（Metje Postma）是影视人类学委员会的指定主席继任者，她是民族志电影制作人， 荷兰莱顿大学的讲师。



[2]
 2006年电影节不再限定为某个民族学的主题，并改名为撒丁岛民族志电影节（Sardinian Ethnogarphic Film Festival（SIEFF））。




25.早期国家和全球文明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理论人类学委员会（COTA）

彼特·斯卡尔尼克 著 殷鹏译

一、过去

理论人类学委员会于1993年在墨西哥IUAES世界大会期间，由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的韦斯纳·戈迪纳（Vesna V. Godina）教授创立。当时的秘书长是维也纳大学的托马斯·法利兹（Thomas Fillitz）教授。指导委员会成员除了戈迪纳、法利兹和扬·范登·不来梅（直到他去世）之外，还有索菲·达斯卡罗珀鲁斯—卡普坦纳基斯（Sophie Dascalopoulus-Capetanaksi）、亚当·库珀（Adam Kuper）和乔斯·普勒顿坎普（Jos Platenkamp）。各大洲的学术网络联系人分别是：非洲，Paul Nchoji Nkwi和Robert Thornton；欧洲，Jos Platenkamp和Miháyl Sárkány；拉丁美洲，Estebán Krotz；北美洲，Lisa Cerroni-Long；亚洲，Janvan Bremen。在20世纪90年代，该委员会十分活跃。1993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上，在韦斯纳·戈迪纳的组织下，该委员会举办了一个主题为“今日理论人类学：困境与前景”的研讨会，于1993年6月31日举行，共有两场专题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有：文化演化、全球化、后现代性、国家、传播论、人类学与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等。

接下来，在1995年9月29日到10月2日，理论人类学委员会在匈牙利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主题为“理论人类学和国家意识形态”；1998年在威廉斯堡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大会上，该委员会又举办了一个主题为“世纪末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人类学”的研讨会。

理论人类学委员会与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曾在卢布尔雅那先后组织了两届理论人类学国际学生暑期学校。第一届的起讫时间是1998年9月20日至27日，第二届的起讫时间是2000年6月22日至7月4日。

有两本出版物记录了该委员会的活动：（1）扬·范登·不来梅（Janvan Bremen）、韦斯纳·戈迪纳（Vesna V. Godina）和乔斯·普勒顿坎普（Jos Platenkamp）合编：《理解的地平线：欧洲理论人类学选集》（Horizon so funder standing：Ananthology of the oretical anthropology in Europe），莱顿：Research School CNWS 1996年；（2）丽莎·瑟隆尼—龙（Lisa E. Cerroni-Long）主编：《北欧的人类学理论》（Anthropological theory in North Europe），Bergin and Garvey出版社1999年。

2000年以后，理论人类学委员会本应在佛罗伦萨的第十五届世界大会上再次聚集，可是，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本次活动流产了。

二、现在与未来

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理论人类学委员会获得了复兴，参与第十六届昆明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任命彼特·斯卡尔尼克，从2007年开始担任理论人类学委员会的新组织者。经过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彼特·纳斯（Peter Nas）教授的深入交流之后，决定要求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于中国昆明举行）筹委会安排足够时间，举行本委员会的专题会议和工作会议，其中，专题会议包含两个主题，即“人类学理论中的早期国家”和“全球文明的未来：人类学视野”。

第一个专题会议指的是，到2009年，亨利·克莱森（Henry M. Claessen）和彼特·斯卡尔尼克主编的开拓性著作《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已出版30年了。这本书已经成为经典，世界众多学者或针对本书中的论点或回应本书，而撰写自己的分析案例和理论作品。最近，有关伟人（Bignanship）、酋邦（Chiefdom）、王权、建立国家的方式和早期国家的道路等的讨论，要求我们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在昆明世界大会上举办专题会议是理论人类学委员会复兴后的活动之一。与会者将评估早期国家理论的重要性，回顾该理论引发的研究，以新的发现支持或反对其观点。《早期国家》以及后来几卷书的编者及许多作者大都健在，并依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们将为这个专题会议增添光彩。此外，我们还特别欢迎新一代研究政治集权化的人类学者参与进来。

另一个专题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当代社会理论虽然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有两个概念呈现出了两个极端：特殊文明（人类学方法）和全球化世界体系（社会学方法）。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对立的，那么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进程，既可以从整体的角度（作为一种社会体系，以及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部分的角度（文化区域，以及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整体特征和特殊文化类型，对于我们理解特定的社会和整个世界转型的路径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方面，即目前由“国际”（International）向“跨国”（Trasnational）的转变，出现了“超国家”（Super-national）的市场经济，还应该看到政治方面（即全世界多党民主的巩固），虽然现在有许多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做出了这种归纳。再者说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文化的因素也考虑进来，加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就可以更理性地看待全球化问题。这个问题在人类学（文明）理论框架中，也许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检验。特别是，把全球化和西方化（Westernization）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全球文明只能在地方文明的基础上，在普遍的层面吸收各个文明的特点，并结成联盟而形成。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对于全球文明和地方文明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单纯的西方或非西方的解决方法，都不适用于全球文明。因此，全球文明也不可能仅仅是西方的，或是非西方的。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从历史角度讨论从古至今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的互动交流；西方文化的影响和非西方的应对；从人类学视角看全球化影响下非西方文化的政治经济变迁；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影响下非西方的家庭和宗族关系的转型；全球化与移民；全球化与非西方的宗教与精神；非西方世界中的西方流行文化；等等。

理论人类学委员会在昆明大会期间召开的工作会议，将决定今后的研究战略。同时，还将选出新的指导委员会和各大洲新的学术网络联系人。

考虑到理论人类学委员会的未来研究战略，我们将广泛讨论各种研究主题。其中，人类学与哲学的关系，人类学与其他社会、文化和历史学科的相互影响，人类学在设有民族学与民俗学学科的国家中的地位，这三者似乎是许多人最关心的话题。然而，关于研究的优先顺序和合作方式（如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中的专题会议、学术研讨会、出版物特别是期刊中的特刊、论文集和专著等），只有通过该委员会成员的民主商议，才能作出决定。




26.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从过去到现在



彼特J.M.纳斯玛丽斯·德格鲁特 著 殷鹏 江秋雨 译

导言

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将在昆明举行，这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历史上是重要一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成立于1948年，恰好是60年前。如其名所示，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它能够在变化莫测的世界中逐渐成长壮大，实在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联合会不仅容易受到行政事务的影响，也容易跟随世界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它所依赖的这些学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都已经历过了无数个发展中的高潮和低谷；而且，过去的那个政治时代可以说是经常动荡不安的。那么，联合会是如何做到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同时，还坚持不断地每5年成功举办一次世界大会，甚至进一步发展壮大，加设中期会议并不断增加各类专业委员会的呢？它是怎样克服发展的低潮期，又是怎样庆祝发展的新高峰的呢？这些都是上文各章已阐明的，通过对一些世界大会、声明、组织结构和交流的介绍，向读者展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发展背后的故事。

虽然联合会本身是成立于1948年，但该组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865年。其前身最著名的事是1865年创建于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LaSpezia）的国际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世界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1932年，在瑞士巴塞尔（Basle），国际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世界大会被一分为二，即一个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另一个为史前学和史前人类学（Protohistoric）大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就此诞生了，并于1934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1938年，在哥本哈根又召开了一次世界大会。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召集学者而被迫停止。时隔十年之后，下一届世界大会才再次于1948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在本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也就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它是一个常设机构，只关注人类学的兴趣范围。联合会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建议而成立的，也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CISPH）的成员之一，二者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非政府组织。直到今天，联合会仍然保留了其成员资格。

至此，四年一次的大会又恢复了，并在维也纳（1952年）、费城（1956年）、巴黎（1960年）和莫斯科（1964年）依次举行了四次世界大会。至此，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一直保持相互合作但彼此独立的关系，两个组织也一直由不同的人掌管；直到1956年，两个组织的主席合二为一，由亨利·瓦罗伊斯（Henr Vallois）兼任。在此四年前的1952年，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成立，联合会也从那时起成为了其成员之一并延续至今。1964年的莫斯科世界大会上，大会作出决定，认为两个组织在事实上已经合二为一。在之后的1968年东京世（接上页）西里尔·贝尔绍（Cyril S. Belshaw）主持、设立于1970年代的财务委员会（Finacina Committee）的财务资料。就本文而言，主要资料来源于《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第1卷 至第21卷）中刊登的简报，这些简报后来又单独出版了（编号1—69）。本文还对Henri Claessen（也叫 Han Cslaessen）、Mohan Gautam和Eric Sunderland进行了访谈。Cyril Belshaw（2007），Eric Sunderland （2007）和David Pitt（2007）也非常慷慨地撰写了一些简短文章，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peterNas， Eric Sunderland，Henry Cilaessen，Petr Skalnik和Olg Sakalnikova还贡献出了一些照片。这些都将在即将于 昆明召开的联合会六十周年大会上展示。最后，我们对以上各位教授，以及看过这份手稿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的Luis Vargas、Eric Surnderland和Freek Colombijn，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赞赏。界大会上，两个组织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合并。在那次会议上，大会还决定了将会议周期从4年改成5年，并决定下届世界大会将于1973年在芝加哥举行。在1978年印度德里的世界大会上，有人提议举办中期会议，这样可以使得那些没有足够的资源举办大型会议的国家能够积极参与进来。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于1981年举办了第一次中期会议。此后，还策划了另外12次中期会议，但只成功举办了10次，亚历山大（1986年）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年）的中期会议曾被取消。与中期会议相比，世界大会（至今总共举办过15届）在举办过程中虽然遭受到了重重障碍，但无一被取消。

一、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

人文科学需要我们具备所有物种的知识，了解它们在最充分和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从最原始的状态发展到今天复杂多样的形态；这些知识必然是国际性和全球化的——就像数十亿无边的拼图拼在一起那样。显然，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这些都能为我所用。一战前，学者们可以容易穿越国界，甚至是活跃的战区，用学术语言，通过信件轻松交流。“全面”战争和从技术角度来说更加便捷的通信，却使那些本可穿越的界线变成了限制重重的铁幕。僵化的官僚和货币管制（如果不将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以及由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的人类各文明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都使工业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交往减少，同时减少的还有这些工业化发达国家及其所属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各殖民地获得独立，成为了新的国家，但它们还是需要依靠文明世界的大力帮助，去解决自身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独立却使这一切变得不再可能。新独立的国家对向它们伸出援手的世界强国心存怀疑，这就使它们受到的关注和得到的帮助进一步减少，国际间联系交往的网络也因此缺少了更多的节点。人文科学家已经面临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即“世界拼图游戏”中大多数——不仅是许多，而是大多数——的图块已经遗失，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整个“游戏”无法再进行下去。因此，这些濒危的种群（民族）比以往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也只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我们怀揣着技术和信念，为了让跨文化的“人”的因素为公众所理解，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政策当中而时刻准备着。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网络，能够适应这个新世界的国际网络。而……世界大会的初衷正是如此……（Editor’s, 1973:175）

这篇摘要选自索尔·得克斯（Sol Tax）写的评论。他在芝加哥第九届世界大会之前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主席。这篇文章语言华丽，本意是为了吸引赞助，但它同时也折射出那次大会所处的时代：美国正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同时，全世界都在不安地观望着即将爆发的冷战。危机四伏，知识交流进一步深化，而民主自由却发生了倒退。在这种情况下，该文正是一种呼吁，呼吁加强对话，反对异化。从参会人数来看，这次大会是成功的；索尔·得克斯估计，参会者大约占到了世界各地相关领域学者和学生的25％。这也似乎正是该文得以起到作用的原因。大批人员的出席表明各种专题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但是由于争论过多，经常难以达成共识；甚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个真正的亚马逊人，由于几乎无法控制喋喋不休的争论而不得不抡起手边的东西，高喊“安静，安静”！除了这一点，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大会，部分原因来自与会者可以获得的连带效益。例如，此次大会提供双程机票，安排观看了一场歌剧（吉安·卡罗·梅诺蒂的歌剧“达姆，达姆”）。

接下来，在印度德里召开的世界大会对于其自身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世界大会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国家举行；这也是世界对印度在全球人类学界作出宝贵贡献的认同（Vidyarthi, 1976:543）。在组织本次大会之初，由于缺乏凝聚力和一个高效的秘书处，组委会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阿瓜瓦尔（B. Agrawal）的组织下更换了工作人员，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度大会对联合会的工作流程也作出了重要的结构性改变，大会修改了部分章程，并通过了上文所述举办中期会议的提议。1978年至1983年间的新任主席西里尔·贝尔绍（Cyril S. Belshaw）体会到了这些变化，将其形容为“这些改变使联合会更加充满活力”（Belshaw, 1979:244）。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中期会议是一次尝试。它是联合会的第一次小规模会议。其参与级别自然十分有限，目的也只是按照中期会议的主题邀请相关的学者。世界大会虽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个专题会议的主题比较分散；与之相比，中期会议则更加专业化，也更具有针对性。这个构想源自联合会在国际社科理事会（ISSC）中的兄弟组织举办会议的经验，同时也仿效了常务理事会（Permanent Council）的以往会议以及同时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和其他活动。在皇家热带研究所（Royal Tropical Institute）举行的这次中期会议非常成功。亨利·克莱森（Henry. M. Claessen）指出，这主要得益于本次会议有一个高效的组委会。正如上一段提到的，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组委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会议组织所涉及的工作量纷繁复杂。这次会议还就出版简报（Newsletter）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时任秘书长的埃里克·桑德兰（Eric Sunderland）也成为简报的第一任主编。每年出版3期简报，内容包括会议纪要，以及其他一些主要来自于专业委员会的信息。

阿姆斯特丹的中期会议期间就出版了一份简短的简报，以幽默的手笔记录了整个会议的过程。在第一期《Anthropolog》中，有一篇题为“人类学世界大会是多么‘无用’？”的文章。这个题目似乎有一点贬意，让人大吃一惊，但同时似乎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它是针对“（大会需要）既是杰出的人类学家又是有经验的大会参与者”而提出的（How, 1981:1）。有人因此提出，这些论文及其讲演的科学价值并不需要如此盛大的会议来体现。但是，这个大会本身就具有其他许多重要意义，从社会交往方面，如学者的聚集或网络拓展；到信息化方面，如人们敏锐的察觉到潜在的就业市场以及获得多元文化的洞察力等。另外，还有一点很明显，世界大会很可能是一次公费旅游（Subsidized vacation），因为各届大会除了举办各种会议之外，通常还要组织与会者参观主办国的一些主要景点。

虽然《Anthropolog》中的那篇文章让大家觉得忍俊不禁，但是会议的组织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比如，国内外政治因素会给整个大会带来阴影。1983年，魁北克/温哥华世界大会是在一个双语国家举办，遇到了许多内部困难。“双方”都不可避免地想能在自己的领地内主办本届大会，最后本次大会只能被无奈地分割为两个会议（Nas, 1991）。自然，许多专题会议被迫取消，因为很少有学者能够承受参加两个会议的昂贵开销。这就大大降低了整个会议的学术氛围。另外，通货膨胀和世界经济衰退等问题也对大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内部问题应该灵活处理，给参会者带来最大的便利。

另一个政治因素阻碍会议召开的例子就是1986年的亚历山大中期会议。当时，距离会议召开只有两个半星期的时候，主办方要求推迟举行会议，进而不久之后完全取消。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这个消息没有传达到位，很遗憾，致使一些学者依然按时参加，其中有些人显然“不是很高兴”。由于会议组织者没有向联合会作出书面解释——中期会议与联合会有道义和协议上的关系——当时的执行委员会只能起草了一项声明。因为联合会对其会员有道德上的责任，他们被迫作出解释——有人怀疑“亚历山大大学内有组织曾扬言将对以色列学者采取军事和/或暴力行动，这是主办者不希望出现的，或者无法控制的”（Executive Committee, 1986:2）。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发生任何争吵，人们只是发表了一些公共的评论，并表示了遗憾。然而，非常讽刺的是，“以色列学者乘坐巴士到达了开会地点，在过境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并在之后举行了他们自己的会议”（Belshaw, 2007:6）。

1988年的萨格勒布世界大会，在帕瓦奥·鲁丹（Pavao Rudan）的热情领导下组织得非常成功，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参会者；但它却扣上了政治动乱的帽子。虽然它在科学层面并没有造成影响，但却把会议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虽然没有任何人怀揣恶意，但是政治性传闻仍无处不在。由于政治问题超出了组委会的能力范围，这自然不能怪罪于组委会，但是，有人指出某些与会者过分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布于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次强调，在国际层面上，应该平衡国家利益和联合会利益。

在下一届世界大会之前，虽然我们计划举办两次中期会议，但最终只举办了一次。计划于19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中期会议被取消了，但是由于一年前的里斯本中期会议的巧妙协调，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为了纪念里斯本会议的成功举行，参会者每人都获得了一个传统风格的陶制餐具，并印上了自己的名字。

墨西哥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在当地的一间酒店和附近的一所中学举行。在组织过程中，虽然曾发生一些小问题，但组委会都积极地给予了解决，几乎没有人发现。会议期间，大会还组织了与会者游览当地壮丽的阿兹特克（Aztecs）古代文明遗址。不过参观阿兹特克的遗迹并不是参会者唯一可干的事，还有许多人可能遭受了蒙特祖玛的报复（Montezuma's revenge）；这导致有一些人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愿参与各个研讨会。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类似情况在其他会议上也曾经发生过，而且很有可能再度发生，这对人类学家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它显示了建立社区紧密关系的速度。某天，一个电话亭出了一些故障，可以免费拨打国际长途。消息一传出，在极短的时间内，参与者大排长龙，都不放过这个意外收获。

在佛罗伦萨召开的主题为“生物统计学（Bio-demography）和人类进化”的中期会议，是在多个地点举办的，因此非常了不起。会议不仅在佛罗伦萨，还在意大利其他许多城市举行。为了确保各个会议的凝聚力，每个专题会议的组织者都要在佛罗伦萨的全体会议上向与会者汇报工作。这些报告最后还被制作成了软盘，这在当时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早期即时数字出版物的典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5）。在林雪平（Link ping）和珀斯（Perth）的中期会议继续以“对环境的依赖”为主题；尤其是珀斯会议，回归了以人为本，关注人类遗传多样性。这两次中期会议都是与其他独立机构合作举办的：林雪平中期会议与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合作，而珀斯中期会议是与澳大利亚人类生物学协会（Australiaun Society for Human Biology）和澳大利西亚人类遗传学学会（Human Genetics Society of Australasia）共同主办的。珀斯中期会议偶尔气氛会比较紧张，因为参会者之一，原住民协会（Association of Aboriginal People）有机会讨论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而该计划已经遭到了一些来自其他组织的怀疑和攻击。但是，结果是富有成效的，促成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专题会议的举办。这对于在这样偏远的地方召开的中期会议来说，已经是相当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lan H. Bittles提出的“在国际会议的选址过程中，地理因素不一定是主要问题”的建议是比较恰当的（Bittles, 1998:3）。

威廉斯堡世界大会标志着人类学一个世纪的完结和对下一世纪的热诚欢迎。阿德里安·约翰逊（Adrani Johnson）的声明更强调了这一点，“在教授人们有关自己和他人的知识以及在下一个世纪如何共同生活方面，没有哪一个学科比人类学更重要”（Shahshahani, 1999:5）。为了纪念即将过去的100年，大会播放了历史上的第一部人类学电影（制作于1898年，恰好是一个世纪以前），以示象征。虽然阿德里安·约翰逊为大会的召开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是专题讨论会的空间规划（它们分别位于一个大学校区的不同地点）却差强人意，不够方便，成本也比预期的要高。但是，必须指出，费用往往是一个问题，并一直是风险最高的因素。在本次大会上，大家提议开办一个网站，并很快由新任秘书长彼特J.M.纳斯（Peter J. M. Nas）与莱顿大学（荷兰）合作建立起来，而且由荷兰莱顿大学管理主页。

在1998年至2003年间举办的中期会议都非常成功，并且都起到了模范作用。北京中期会议标志了时代的变迁，中国开始向国际学术界张开了臂膀。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都市化和民族多样性”；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人口的重组，其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国家和国际间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相互联系，深入交流，也为昆明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在哥廷根（Göttingen）会议上，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了焦点话题，在隆重的晚宴上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发言中，大家共同讨论了许多问题。日本人严格遵守时间的优秀品质也确保了东京中期会议的准时召开。日本官方的行事风格和一定程度上来说固执的性格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对于很多其他文化来说，人们似乎更注重灵活和即兴的风格。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和谐与互补的价值观，加上饱满的热情和亲切感，正是这个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人类的会议成功召开所必需的。

佛罗伦萨世界大会与之前各届世界大会相比，是受世界主要力量影响最大的一届。这次世界大会很不幸，与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发生在同一年。这对参会人数，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由于总体经济形势的恶化，财务状况也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大会主席布鲁纳托·希亚雷利（Brunetto Chiarelli）不畏艰难。他表示“人类学必须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甚至要在第三个千年中成为一门负责任的新科学”（Wolf, e2003:3）。与会者铭记了这一点，同时见证了这种积极的态度，并在他们的各种努力中受到了鼓励，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加尔各答中期会议组织在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会议议程发布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却没有公开发布。如果这类问题再次发生，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大屏幕来发布最新消息。从积极方面来说，许多的论文关注印度本身，与会者在会议大厅之外都可以直接地放置。此外，在体验印度的过程中，印度文化节目令人印象最深刻。为了确保印度其他大学能够参与其中，一些后期会议（Post-congresses）分别在印度不同地区举行。比如，紧急人类学的后期会议在兰契（Ranchi）举办，大量当地和部落的参与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州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也对此次会议表现出了极大关注。

只有少量人员出席的帕尔杜比采（Pardubice）中期会议，关注的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与我们的研究高度相关的议题，即种族（Race）的概念和种族主义（Racist）意识形态。这是引领整个组织都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的关键一步。有趣的是，在随后的中期会议中，种族观念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尽管不太明显。二十年前，开普敦要想成为主办城市还不大可能。幸运的是，如今种族关系紧张的局势已大为舒缓，虽然当地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如艾滋病和安全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在当地，公共空间的使用仍然以肤色进行划分。或许从帕尔杜比采中期会议中，我们可以明白，种族问题与许多生活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密切联系。然而，开普敦中期会议本身在组委会的出色努力下，组织有序，会场环境优美，可以说是会议主题“后殖民状态”的一个完美背景。

以上就是对昆明大会以前的各届会议所作的一个简要概述。从整体上看，各届大会的主题涵盖了五个主要方面，即公共和交流、发展和人类学见解、文化多样性、体质多样性以及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各个中期会议的主题范围十分广泛，因为世界大会似乎过于庞大和多样，很难严格地忠于某一个主题的讨论。尽管如此，它们依然为各位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世界大会的参会人员高达3000人之多，而中期会议的与会者只有200—500人。虽然这些会议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常常也代表着国家/政治利益。印度总统N. Sanjiva Reddy和总理Moraji Desai就对在印度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大会予以了赞助和支持。墨西哥的大会也得到了墨西哥总统的支持，由Salinas总统接待，并受到墨西哥城市长宴请。对于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而言，举办一场大会是非常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大会能够获得来自该国高层领导支持的原因。然而，我们在此再次强调，虽然联合会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它必须上升到国际性的层面。这自然意味着联合会对道德基础有着迫切的需要，可以帮助自己不屈服于阻碍力量；如何管理它以确保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将在下一节中进行探讨。

二、声明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最负盛名的是它的世界大会。多数时候，各个成员也通过它，特别是各个专业委员会，进行交流与合作，并出版科学出版物。但与此同时，联合会在全球事务中也颇具代表性，从诸如向荷兰教育部起草声明，要求重新考虑关闭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和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人类学系这样的小事（Permanent Council, 1984:2），到一些重大国际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温哥华第十一届世界大会上，执委会通过了一份由美国和前苏联代表共同发起的反对核战争的提议，并为之广为宣传（Permanent Council, 1984:2）。在冷战时期，联合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向前苏联施压，要求前苏联政府释放一位著名人类学家。这位学者是犹太人，他在申请出境移民时遇到了重重困难。1976年，一位人类学家在巴拉圭被逮捕，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以他个人代表的身份出面干涉，要求正确对待这位学者。然而，这些行动的对象不仅涉及个人，还包括文化遗产。联合会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组织）施压，要求确保某些项目能够得以实施；其中一例就是要求保护柬埔寨的吴哥窟（Permanent Council, 1984:5）。类似的事件还有，联合会大力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案（Nas, 2002）。这些努力虽然不易被察觉，但却有着重大影响。除了这些活动之外，联合会还草拟了一些作为道德准则的声明，并坚持严格遵守。鉴于这些准则的重要性，我们在此将其全文引述。

1980年，作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会发起了一项由38个非政府组织签署的有关技术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如果不考虑当地的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观，也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不但无法达到既定目标，还会破坏当地居民的福利。

我们认为，在引进新技术，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引进适用于当地的新技术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认清当地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不但能够将当地居民组织协调起来，同时也是实施技术创新的机制。（2）尊重当地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文化价值既是当地居民的情感体系，也是个人的动力来源，它赋予了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意义和满足感。（3）利用和借助当地的技术知识和当地居民的经验积累。（IUAES, 1980:412）鉴于这种“发展思路”（Development Thinking），1983年，在魁北克/温哥华举办的第十一届大会上，“发展和人口迁移”专题研讨会提出了下列相关建议：

（1）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发展计划过程中如果需要原住民或当地社区进行迁移，我们呼吁该国政府考虑可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其他方案，计算各个方案的所有成本——包括社会和人力成本，并最终选择一套消耗社会和人力资源成本最低的方案。

（2）各国政府应该制定一套机制，从项目拟定开始到最终执行的各个阶段，从各个层面与受影响人群进行全面协商。

（3）为了计算移民在迁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人力成本，为了对这些受影响的移民及其社区作出补偿，各国政府应该尊重迁移者对土地、森林，以及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惯例权（Customary Rights），以及他们为了生计而获得的这些资源的产品的惯例权。

（4）国际或双边的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AID）、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挪威开发合作署（NORAD）和其他国际基金组织等，应该注意，首先，在批准新项目时，应当为移民提供适当的教育、培训和相关设施，帮助他们利用新的机会，为相关的社区及团体提供足够的社会和人力成本补偿，并为移民人群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提供必要的制度和物质帮助，保证他们能够过上比原来更好的生活；其次，这种移民恢复计划的改进和执行都应该由国际基金组织或通过独立的研究机构直接负责，在两年内完成。

（5）以联合国及其机构为代表的世界人道主义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ESCAP）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应该把这些移民摆在首位，协助他们国家的政府，为他们的复原计划、教育、卫生和就职培训提供足够的帮助（Mahapatra and Bartolomé, 1984:3）。这些建议后来在一份涉及强制移民（Enforced migration）的环境问题声明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类声明的形成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环境危机正在逼近，开发工作极其影响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当今世界，人类主要面临着两大灾难：一类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另一类则是由于人类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导致的大灾难。

在许多国家，我们常常看到第二类灾难，它们都是在“发展进步”的名义下开展的——包括城市规划、农业整理（Agricultura Clonsolidation）、建造水库引起的洪水泛滥、移民安置、森林砍伐，以及对整个移民居住地的取缔。

强制移民是人为导致的灾害中的一种，已知的人类学/民族学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制移民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干扰经济发展，造成社会文化问题和文化失范（Cultural Anomie）。

联合会提请一些国际组织，主要包括联合国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注意这些问题极其潜在的危险；同时，为了减少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危害，联合会正在全力提供帮助（Permanent Council, 1988:3）。

199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有关种族的生物特性的文件中，索尔·卡茨（SolKatz）提交了一份置换声明（Replacement Statement）。这份声明获得了常务理事会的通过，前言部分很好地解释了它的目的：

作为研究人类进化和多样性的科学家，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与其他科学家和公众一同分享目前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得到的关于人类多样性的认识。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于种族的划分，今天在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却常常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学说。至今，人们仍然把这种概念当成一种社会传统，进而导致了制度性歧视。偏见不一定会造成物质损失，但它的确会引起虐待，因此，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带来危害。科学家应尽力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人们滥用于歧视性的行为中。

我们提出以下各点，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声明的修正：

（1）生活在今天的所有人类同属于一个物种——智人，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种群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经历了相同时间的进化。人类的绝大多数生物差异都是在大量共同特征基础上产生的轻微变异。一些人类种群也曾偶尔相互隔离，但从未产生巨大的基因差异妨碍人们相互通婚。

（2）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差异，是受遗传因素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差异是由这两种方式互相影响形成的。环境或遗传因素对各个特定性状的影响力是各不相同的。

（3）人类所有群体都有很明显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同质性意义上的纯种人在当今的人类种群中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纯种人。

（4）显然，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人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某些差异是具有强烈遗传性的；而其他一些差异，如身材和体形，更主要是受营养状况、生活方式及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不同人群出现不同的遗传性十分普遍，就像同一遗传性状也会出现在不同人群之中一样。

（5）数百年来，学者们试图通过划分生物类型来理解自然界的模式。人类现存的唯一物种——智人，已分化发展成为高度多元化的人口连续体（Array of Population）。在这一连续体中，遗传变异的地理格局十分复杂，但却没有什么巨大的中断。我们不能把人类分为不同的地理类型。此外，人类历史复杂，我们很难确定某一群体在分类中的位置。这种分类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增加亚种（Sub- categories），也无法纠正这种错误。通常，用来表征人群的性状要么是独立遗传的，要么仅仅表现了同一种群个体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在大多数个体中，这类性状的总和并不等同于任何典型的种族特性。这一事实驳斥了那些认为不同种群有各自典型特点的观念。

（6）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基因构成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长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自然选择、环境适应、涉及遗传物质改变的突变和遗传特质的随机变化。人类特性对于本物种的生存来说，都有着普遍的生物学价值，无所谓某一人种的特性会比另一人种更多。因此，从生物学的观点而言，不同“种族”之间无所谓孰优孰劣。

（7）人类种群过去常常进行迁移、领土扩张或收缩。结果就是，总体而言，我们适应了地球上的大多数环境，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能适应某些特殊环境。几千年来，人类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进步，这些都依靠文化的进步而非基因改良。在人类历史上，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通婚不仅可以减少获得性差异，对人类历史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不同的人类群体只要能够发生接触，就能互相通婚。通婚的障碍来自于社会和文化方面，而不是生物方面。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加之洲际迁徙，可以减少所有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8）部分地是由于通婚的原因，人类群体的遗传特征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些地域独特的人群不断出现，同时也在不断消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这种人类的繁衍同家畜间的交配相提并论；那是通过人工选择，为特定的人为目的而服务的。

（9）对于人类整体而言，通婚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弊端。婚姻的生物学结果仅仅由夫妇个体间的基因组成决定，而与他们的种族无关。因此，不存在任何禁止所谓不同类型的“种族”通婚的生物学理由。

（10）生物学特性和文化群体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一片土地上都有在语言、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区别的不同人群，不存在以民族、宗教、地理、语言、文化团体或经济阶层为标准划分的种族。然而，讲同一种语言，有着相同文化的人往往相互选择对方作为结婚对象，其结果是，一方面这些群体中经常存在某些相似的体质特点，另一方面也造成语言和文化特质局限于这些群体中。不过，在体质特征和行为特点上并没有已知的因果联系。因此，认为基因遗传影响了文化特质是没有道理的。

（11）体质、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会造成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差异。虽然遗传会引起某些人群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但并不影响任何人群在社会环境中的处事能力。智力发展的遗传能力是我们生存必需的一种生物特性。众所周知，这种遗传能力因个体的不同而有差异。今天，世界各国人民都拥有平等的生物潜力，可以吸收任何人类文化。在现代人群中，影响整体的智力和文化发展的遗传潜力并无不同，并没有遗传学的理由可以证明人种有优劣之分。种族主义政治的学说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过去的人类群体中，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Permanent Council, 1995:4-5）。2004年，《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征召人类学家的新闻文章，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议论，联合会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伊拉克战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于该地区将会持续发生的危机都是十分适用的。在这场辩论中，联合会秘书长彼特J.M.纳斯起草了一项声明，表达了立场：

美国的帕特·罗伯茨情报学者项目（Pat Roberts Intelligence Scholars Program）正在进行一项为期两年的试验计划，每年秘密地资助150名学员，使这些分析人员掌握情报领域所必须具备的语言和科学技能。该项目由一位人类学家设计，包括人类学专业培训。这个项目自然也在《今日人类学》上引起了一场严肃的辩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曾就在镇压叛乱中运用人类学，或者更广泛的人类学的职业道德，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最终，全球专业人类学协会共同制定了职业道德规范。对我们而言，铭记这些讨论、坚持这些道德规范非常重要。

在历史上，实地调查以及在其基础上开展的秘密研究的例子，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在荷兰殖民史上，有一位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斯诺克·汉格兰杰（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他曾在印尼的亚齐（Aceh）开展田野调查，并撰写了一本宏伟的民族志描绘当地人民。之后，这位学习阿拉伯文化的学生和人类学者（那时还没有“人类学者”这个词）便受邀担任荷兰印度殖民总督的顾问，为北苏门答腊的战争问题提供了建议。在他看来，要想赢得这场19世纪末的战争，只有退出与当地头人的谈判，并发动活跃的游击战来反对当地的宗教领袖。那时候，这位宗教领袖已经集结了一批反动军队，并得到了当地部分群众的拥护。一旦这些敌对势力被彻底根除，并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亚齐地区就会重新恢复和平。斯诺克进一步表示，通过促进农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可以恢复人民的信心。最终，他的建议得到了亚齐的指挥官凡·赫兹（VanHeutz）的采纳。几年后，该区域的确“和平”了——那时候人们都用这个词来表示征服。

韦特海姆（Wertheim, 1972）曾指出，斯诺克的立场模糊不清。一方面他与他的报道人（Infromants）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谴责荷兰当局的蛮横行为并热衷于促进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他认为，镇压亚奇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亚齐人被认为不可靠，并且很奸诈。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他建议，征服和发展应该交互进行，这个观点是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殖民价值观的。在田野工作中，他并没有向报道人透露他的研究目的。

如今，这样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已不再适用，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人民享有自决权。韦特海姆认为，地球上的不幸者表达统一的愿望，也是我们的道德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现在我们认为报道人有权知道我们研究的目的和结果。

由于价值观念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很难制定一种绝对标准来判断行为的优劣。其他许多早期镇压叛乱的事件，例如，卡罗瑟斯（Carothers）和利基（Leakey）在20世纪50年代曾就镇压茅茅党（Anti-Mau Mau）运动提供意见；还有美国国防部臭名昭著的凯密罗计划（Camelot Project），该计划针对20世纪6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以流产告终。通过这些例子，我们认识到，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可能被利用，也有可能被滥用，进而产生各种不同结果。

问题就在于学术界缺少一个可以包罗万象，并得到世界公认的整体伦理规则。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涉及各行各业的参与者，包括科学团体、报道人、科学家个体、学生、政府、高校职员、管理人员和雇主等，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定价值观，他们的兴趣和利益也大相径庭。在许多国家，人类学专业协会都把越南战争视为教训加入职业道德中。社会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支持军队，通过这种类型的研究，我们得出了著名的参照群体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战争中不同士兵群体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

我们的职业道德所强调的价值观，如保护报道人的隐私和利益，报道人有权知道他们在调查中的角色和调查目的，我们有义务遵守科学界的标准指导恰当的研究，诚实，研究结果的通用性等。然而这些道德标准往往随着情境道德（Situational Ethics）的不同而变化，而且当不同的情境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学者们往往应该挺身而出，尽可能地减少冲突的损失。举例来说，荷兰人类学和社会学协会（Dutch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规定：

本守则有一个前提，即在社会研究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利益要视不同情况而定，没有哪一个绝对优先，今后还有可能互相冲突。同时，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有更加透明的信息和更多的隐私，这两种需要本身就十分容易发生冲突。调查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权衡所有相关因素，并作出选择。一般来讲，这也就意味着调查者要在劣势中尽力作出最适中的选择（NSAV, 1975:2）。

关于在人类学领域内训练间谍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完全用过去对镇压叛乱的研究和今天对人类学职业道德的讨论来评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当地情况决定的。如果我们只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穆斯（Moos）关于全球人类学家都应该参与间谍活动的提议就是有问题的了。此外，任何资助方案要想获得通过，它必须保证，在应用人类学的过程中，愿意遵守人类学界的职业道德，开展恰当的研究和教学。另外，它需要向科学界证明，由于安全局势的迫切性，要想为这种间谍训练方法正名，以及通过正规的学术途径招募间谍是不可能的。任何秘密的间谍培训都需要依靠有力的观点，获得科学界的认可。

我对帕特·罗伯茨情报学者项目的实用价值和培养过程均持有异议。人类学者完成学业后可以成为出色的间谍，外语专业的学生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一样。但是，如果那些间谍秘密接受人类学的训练和研究，而目的是暗中收集关于当地人民和地方的信息，那么他们肯定会违反我们的职业道德，并使人类学界蒙羞。这会引起大家对人类学田野调查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可能会危及人类学者个人的田野工作，并阻碍人类学者的整体发展。

正确的程序应该是：首先，要证明政治局势非常紧急，因而秘密行动是合理的；接下来，要指出已经找不出更好的间谍培训方式，也没办法进一步妥协了；然后，再从有关国家和国际人类学专业协会的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处寻求支持，随后指定一个彼此都信赖的第三方对这些活动加以监督。这个程序是必要的，以保证相关的价值和行动学术团体能够进行适当评估和组织。

安全机构打着人类学培训和实地研究的幌子从事间谍活动，开展间谍培训，不但败坏了我们的专业，也使他们自己的职业蒙羞。一个暴露的间谍必死无疑，像凯密罗计划这种暴露的间谍资助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开诚布公最终会战胜尔虞我诈（Nas, 2005:19-20）。所有这些声明，都是确保联合会的行动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使其避免深陷于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之间不断凸显的道德两难问题中。三、组织结构一直以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以其章程为立足之根本。它是由一套准则发展而来，现在已经成为一套健全的内在规定（如果有必要，我们依然会修正章程）。联合会现在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组织结构


很明显，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运行基于三部门结构（Triple body Structure），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是主要的管理和运作部门，代表联合会进行决策，并受常务理事会（The Permanent Council）的监督；执行委员会还任命专业委员会的领导，批准预算，同时制定收取会员费的标准。常务理事会由各国代表（每国6名代表）组成，有权力对各种提案，如下届大会和中期会议的举办地点和组织者，建立或撤销专业委员会，以及任何其他有关联合会的事项等，进行表决；其投票结果要参照会员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的讨论结果执行。会员大会也可以提出建议，但没有决策权；只有常务理事会才有权作出决议，并由执行委员会执行。

主席、秘书长和财务官是执行委员会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联合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主席任期为五年，在世界大会中选举产生。这是从过去大会的主席恰好也就是联合会的主席继承下来的传统。秘书长终身制，并作为联合会的高级管理官员，保管联合会的记录和所有机构的会议纪要。会员的记录及其交流（见下一节）也是由秘书长完成。财务官，顾名思义，负责与财务有关的事情，包括支出和收入。执行委员会还包括前主席、副主席（下届世界大会的主席也作为本届的副主席）和执行委员（Members-at-large），他们都参与制定决策过程。

荣誉会员是常务理事会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为学术作出了突出贡献，并考虑到区域和学科代表的平衡”而当选（Handbook, 1999:18）。他们无须交纳会费，并且是终身会员，其全部数量不超过20个。这就意味着，每当一个荣誉会员去世时，他/她将会被别人取代。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除了执行委员会之外，还有专业委员会，它们是关注某些特定主题的独立群体（可在世界大会上组织有关的研讨会）。在世界大会中，这些委员会不仅仅宣传它们自己，而且还积极举办自己的讲习班、会议和展示出版物。目前，有27个专业委员会，它们的大部分已在前面各章详细论述过。其中，只有7个委员会是在过去十年中成立的；这表明在人类学与民族学内部，分支学科日渐丰富，研究日趋多元化。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在过去60年中，专业委员会的总数得到了增长，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委员会被取消了；因为他们的思想过去陈旧，总是在同一群学者中打转，因此缺乏创新。

每一个组织都面临着陈腐的风险，无论是对于各个专业委员会还是对于更高一层的整个联合会本身，都是这样。从一定程度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会就遇到了一次类似事件。当时联合会似乎是“由官场上的人组成的一个永存的朋友网络”（Belshaw, 2007:1）。正是在这个阶段，联合会输入了新鲜血液，吸收了索尔·得克斯（Sol Tax）、西里尔·贝尔绍（Cyril S. Belshaw）和其他人。在贝尔绍眼里，联合会改革始于1971年在丹麦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会议，其目的是“民主化、公开化，与各国学者紧密联系，并引入问责制”（Belshaw, 2007:1）。出乎意料的是，对该提议，北美/欧洲的研究团体得到了俄罗斯学者特别是于连·布罗姆利（Yulian V. Bromley）的强力支持。这超越了冷战时代紧张的政治关系，体现了积极的科学氛围。对联合会章程的修正，于1978年在印度德里世界大会上获得了批准，保证了这次改革的实施，取代了1967年制定的指导方针，包括1974年的修改方案，并允许再引进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财务人员。到了80年代，领导权也开始轮替，首先是埃里克·桑德兰（Eric Sunderland）和彼特J.M.纳斯（Peter J. M. Nas）更多地参与管理事务，巩固了联合会的结构，促进了联合会的运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界参与进来并发展壮大（特别是通过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的发展）。现在，它们正与联合会鼎力协作，成功申办和正在承办昆明人类学世界大会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联合会组织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由于某些成员的能力有限而无法保持有效的管理。这导致有人批评联合会的管理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吵，不利于相互沟通和整体凝聚力。另一个长期困难来自于财政方面。1977年，执行委员会被“激怒”了，建立了一个财务委员会（后来又被撤销了），当时由西里尔·贝尔绍（Cyrli S. Belshaw）主管。这对建立透明账目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联合会需要获取会员费，确保自己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CISPH）、国际社科理事会（ISSU），还有后来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中的成员资格。虽然目前联合会及其伙伴的资金账目与世界大会的账目是分开的（这是为了确保万一世界大会失败的话，联合会组织不会负担外债），但是现在财政系统还是广受争议，因为全球的银行系统使得会员交纳会费时必须交纳昂贵的服务费；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该系统已进行了改进并允诺会提高效率。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体制。

回顾过去，我们应该继往开来，敞开大门，迎接变化。最近的变化发生在1998年，联合会主席不再同时担当下一届世界大会的主席。财务官一职也是在这个时期设立的。最新的章程（Handbook, 1999）指出，目前的结构是一个有效率的、协作的框架。它首先应该保证民主，保证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在这个意义上，联合会从“老生俱乐部”（old boys club）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有人认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的名称可能会显得有点过时。联合会（IUAES）和世界大会（ICAES）的英文缩写十分类似，容易造成混乱；两者同时存在也是多余的。此外，还有人提出了一些加强沟通的建议，如在网上申请一个永久域名，对网站的警戒维护，给所有的专业委员会建立独立的网站，还有建立包含其所有会员的数据库等。至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意见主要集中在财务官要居住在美国这一点，因为联合会在美国得到合法承认，并免予征税。重组财务委员会的提案也正在考虑之中。在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困难集中在常务理事会中建立国家代表团上，主要是因为相关网络的缺乏和不够完善。上述这些可能的变化仅仅是建议，尚需要公开讨论，但它们的目的是促进联合会不断发展，实现自己的科学使命。

四、交流和合作

20世纪常常被人们称为交流的时代，联合会通信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从最初的大家互相传阅的一些简单通告，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数字格式的定期出版的简报。1960年，《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创刊发行；从此开始直到1981年，它一直是联合会发布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所有的会议记录、世界大会的简短提要和各科学委员会的最新动态等。上文曾提到，简报始于1981年阿姆斯特丹的中期会议，埃里克·桑德兰担任其首任编辑。同早前的《当代人类学》相比，虽然它的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其新颖和独立的编排给人以更加独特的形象。1999年，彼特J.M.纳斯接任了通讯的编辑职务，他给通讯加了一个彩色的封面，使之更加吸引人。现在，简报还希望能够刊登一些轶事类的内容，尤其是各位学者对世界大会的评价。

彼特J.M.纳斯还负责维护联合会的网站，它是整个联合会联系的中心。目前，网站是在莱顿大学的域名中，这就意味着如果秘书长改变，网址将不得不发生变更。这就引起了前文提及的一个提议，为联合会建立一个永久域名。目前，网站的内容大致与《手册》内容相同（《手册》以每5年一版，连续发行：1983—1988年、1988—1993年、1993—1998年和1998—2003年），包括联合会章程、声明、现任的执委会成员、常务理事会和荣誉会员。在《手册》的基础上，网站的内容有所扩展，包括电子版的最新简报以及自网站开办至今的所有简报档案。联合会的通信不仅包括会议纪要和即时更新，各个专业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网站和简报。世界大会也是如此，昆明世界大会的网站就很清楚地展示了所有信息。

数字通讯加快了工作效率和速度，带来了许多积极效应。过去，这总是争论的焦点，因为邮政服务过于缓慢，而且不够稳定，往往会对参会者的数目和论文的制作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整个世界大会的筹备带来连锁反应。当然，数字通讯也不排除在最后一刻才作决定，这同样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有电子邮件——这种我们现在正在广泛使用的交流工具的话，那次被取消的亚历山大中期会议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糕。电子邮件对于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而言，也意味着增加了与外界交流互动的机会；因为和电话费相比，互联网费用微乎其微，而且明显比邮政服务更为可靠。总之，通讯系统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在互动的基础上，从交流走向合作，承认联合会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CISPH）、国际社科理事会（ISSC）、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和温纳·格林基金会（Wenner Gren Foundation）。通过缴纳会费，联合会可以不时地向这些机构申请资助，用于出版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出版物，或者补贴举办世界大会的经费。例如，温纳·格林基金会提供了联合会制作《手册（1998—2003）》的费用；国际科学理事会资助出版了一本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网络百科全书；而国际社科理事会资助了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一个讲习班。获得这类资助的唯一不便就是，如果这些出版物或者世界大会没有按照计划进行，那么资助关系将会中止。无论如何，维持这些资助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通过合作，进行跨学科联系所获得的成果比联合会单独运作要大得多。

联合会不仅受益于它与其他机构的相互合作，也十分依赖于它的个人会员。无论是声名远播的人类学家，还是普通的人类学者，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联合会。显然，我们不应该遗忘这些人。通常，如果有人去世时，我们会在简报上刊登讣告，纪念他们的生平。虽然我们应该记住每一个人，但是下面五位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头两则讣告讲述的是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有极大贡献的人类学家。首先是刊登在1982年6月16日《泰晤士报》上的J. S. Weiner的讣告。

约瑟夫·韦纳（Joseph Weiner），教授，（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RCP），环境生理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卒于6月13日，享年66岁。约瑟夫·韦纳教授在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但是他最著名的工作还是与已故威尔弗雷·勒·格罗斯·克拉克（Wilfred Le Gros Clark）爵士/教授和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 Oakley）博士合作，揭开了皮尔丹欺骗事件（Piltdown forgery）的真相。约瑟夫·韦纳的精力和热情，加上他的科学能力和幽默感促使他寻找到了这些所谓的人类“化石”遗骸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之后又向科学界宣告这是早期人类祖先的线索。

约瑟夫·韦纳出生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在金山大学（Witwatersrand University）接受教育，1934年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位——生理学学士。之后他在英格兰圣乔治医学院（St. George'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获得了资格认证，随后作为一个生理学研究员加入了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后来，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牛津大学任职时，他对人体适应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产生了兴趣。

约瑟夫·韦纳对研究人类化石有着同样的兴趣。这源于他的南非血统和这一地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个兴趣促使他与其他学者共同提出了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的概念和学科，并建立了人类生物学学会（Society for the Human Biology）。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他是医学研究委员会环境生理学（Environmental Physiology Unit）的主任和伦敦大学的生理环境学教授。

他发表了无数论文和著作，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声誉，赢得了许多学术荣誉，1978年获得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Huxley Med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在国际上，他被推举为人类生物学计划（1964—1974）人类适应性部分的世界召集人，并且以杰出的表现完成了此项工作。

在他所有的荣誉中，揭穿皮尔丹欺骗事件吸引了最多的目光；在这项研究的三位主要学者中，是韦纳“推断”出化石是伪造的这一事实，然后才向其他两位专家寻求帮助，来共同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

韦纳始终认为，揭露这一欺骗事件为人类学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激发了相关研究，并促使人们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些作为人类进化理论基础的试验样本。

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一个开朗、风趣的同事，有着丰富幽默感和有趣的故事；这些令人喜爱的特征和他的热忱与慷慨相得益彰。他为世界人文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Obituary, 1982:6）。

皮尔丹欺骗事件是一个恶作剧，展现的是一个所谓早期人类遗骸。在当时，该发现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就被接受了，这也许是由于科学评价被限制在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范围内（那时候，国家/种族主义认为，第一个人类应该是在欧亚大陆进化出来的）。约瑟夫·韦纳的发现告诉我们，任何科学家都应保持批判的态度和怀疑精神。对于联合会这个发展中的科学团体而言，牢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应当避免用静止的观点看待这个世界，新的发现需要我们不断的分析，而不是武断地下定论。下面这篇讣告讲的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类学家，他的名字，甚至连人类学界的新人也耳熟能详。它是亚当·库珀（Adam Kuper）撰写的，刊登在1989年《卫报》上。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高大、瘦削、不修边幅、棱角分明、打扮过时；但同时，他却令人敬畏。他的作品，语言非常直白朴素，但却有着强烈的独创性和不羁。他喜欢给人以激进，甚至是革命性的形象，不屑于传统和习俗，藐视权威，但在某些情况下，他其实还是一个社会上和学术上的保守派；他甚至还成为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一名成功的院长。

他极端厌恶官定宗教（Established Religion），在他的辩论系列讲座——“一个逃亡的世界”（ARunaway World）？（1969）中，他抨击家庭和传统权威，但他本身却是一个守旧的举家男士，而且能够相当愉快地主持国王学院的事务（甚至与院长协作，为初学者编写了一本介绍windows操作系统的小册子）。

1985年，我代表《当代人类学》采访他的时候，我告诉他，最近他受到了高度尊敬，这对于他以前的学生而言有些意外。他表示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他坦言，每年填写《美国名人录》登记表的时候，他都会大笑不已。

他的祖父是罗奇代尔（Rochdale）的磨坊主，他的家族中，已经近亲通婚好几代了。埃德蒙的父亲在他出生时已经60岁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拉丁美洲，在那里他和他的一个兄弟开办了一个叫“利奇阿根廷地产”的企业。他的母亲曾希望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迫于包办婚姻的压力，嫁给了他父亲，她比他年轻很多。母亲把注意力集中在三个孩子中最年轻的埃德蒙身上。

埃德蒙十分聪明，她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传教士。但他的舅舅，亨利·豪沃思（Henry Howarth）却成为了埃德蒙的英雄。亨利·豪沃思撰写了一套5卷本的著作描写蒙古人历史，并因此而被封爵，成为了一名下院议员、一名艺术收藏家、大英博物馆和动物学协会的理事，并成为了皇家考古学会的主席。“他是我个人的终极目标。”利奇告诉我，“我一直在向那个目标迈进”。但他随即强调，亨利·豪沃思的主要政治成就是在议会中建立了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小党派，推动了一项不受欢迎的爱尔兰政策，并自豪地自我评价为“知识分子团体中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端者”。

埃德蒙被送往他父亲曾学习的学校马尔伯勒（Marbolrough），他已经是那里的第21个利奇了；但很不幸，他却是其中第一个不会打板球的人。“这段经历”，他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部分”。在马尔伯勒之后，他去剑桥先是学习数学，后来转读工程，并在1932年拿到了第一名。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国外（这是他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曾乘帆船到了新西兰）。他与John Swire及其儿子们（Butterfelid和Swire）的远东贸易公司签署了协议，并在中国的自由生活中找到了自我。他在那里到处旅游，攀登过5座神山中的4座，并学会了一些语言。协议到期时，他与两位朋友一起，在位于台湾东南边的偏远的兰屿岛（Botel Tobago）探险。他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并试图搜集当地的民族学资料。

埃德蒙在1937年春天回到英格兰，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入了魅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中心的圈子。他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正式的资格，但通过了关键考验，马林诺夫斯基因此很喜欢他，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人类学家。1938年，他在伊拉克做了一个关于罗万达兹（Rowanduz）库尔德人的田野研究，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又转移到缅甸的克钦邦做田野。

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娶了希莉娅（Celia）为妻，这段婚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结婚不久，她和刚出生的女儿就飞回了英格兰，而他被招入了他称之为“一个疯狂的间谍阴谋”的机构中。这是指在缅甸的征税部门，由史蒂文森（H. N. C. Stevenson）监管；他是一名边境服务官，曾在马林诺夫斯基手下受过一些人类学的训练。虽然他表现英勇，有许多勇敢的冒险经历（曾与受伤的同志走了七个星期，徒步穿越中国撤退），但其实他不太赞成这样的行动。后来，史蒂文森的职位被一位“可怕的澳大利亚佬”接替，他被调任到民事服务处工作。战争结束时，他任第十四军的参谋，与斯里姆（Slim）在缅甸共事。

战争结束后，经过郑重考虑，他继续人类学研究，并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克钦邦的，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花了一年时间自费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1954）。这是一部辉煌的原创性研究，它借鉴了最复杂的模式，但把它们放在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框架中，在历史转变的模式下进行共时性分析。

然而，令他的前辈同事们不安的是，虽然他曾从事克钦族的田野调查，并在战争期间对整个边境地区了如指掌，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基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而这在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已成为判断所有人类学研究是否合格的试金石。他对此的回应是，在斯里兰卡进行进一步实地研究，这就产生了他的另一部专著《普尔·艾里亚》（Pul Eliya）（1961）。这本书所倡导的朴素唯物主义（Forthright Materailism）与政治制度的唯心主义语调并不协调，但其中心主旨被看做是对当时正统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的抨击。利奇的学术思想进而转向了结构主义。虽然他与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usas）保持竞争关系，他也喜欢与雅各布逊（Jakobson）保持独立的联系（1960年至1961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进修中心学习的一年中，他曾与其有过联系），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20年中所写的很多论文显然受到了列维·施特劳斯的启发。不过，他在那本关于列维·施特劳斯的小传中，语调却十分尖刻。

利奇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弟子。奥黛丽·理查德（Audrey Richard）经常这样评论他：除非他有一些既定的正统可以攻击，否则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可以继续的原因也许就是他对新观点的兴趣，以及他时刻准备着用这些新观点来检验正统学说。

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下属。1953年，当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调到剑桥大学时，他很快就卷入了与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教授的长期对抗中。他不愿受人支配，于是在1966年，他接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的职务。

他最值得骄傲的政治成就也许是，他在把学院的大门向妇女敞开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他充分运用政治手段，使得在最后的历史性投票中，没有人反对这项议案。

他是一名伟大的教师，富有激情，充满挑战性，同时也很包容，他成就了下一代一些杰出的人类学家。虽然他从来没有支持任何学派，他的影响力却很大。他或许是一个后现代的英雄，一个很有才的人；他的这些才能使他与别人格格不入，不愿与人苟同。他很少会在意自己的敌手，而且亨利舅舅也对他的评论毫无异议（Obituary, 1989:5-6）。冈正夫（Masao Oka），正如他的讣告所描述的，他是亚洲人类学的先驱，是1968年东京世界大会的伟大推动者。这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大会。

由于长期患病，1982年12月15日，冈正夫在东京去世。在比哈尔邦，在维德亚尔塔（LP. Vidyarthi）的主持下，印度人类学联合会、社会与文化研究理事会的成员和兰契大学人类学系，于同年12月18日举行了一个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前主席和日本民族学的奠基人。L.P.维德亚尔塔详细介绍了冈正夫令人钦佩的品质，指出他是印度伟大的朋友。他还谈到了冈正夫在日本民族学、东南亚文化和爱斯基摩人研究中的出色贡献。他指出，几乎所有的现代日本民族学者都接受了冈正夫的训练，并一直按照他制定的路线开展工作；对于在日本制作影视材料，尤其是民族志电影的人而言，他也是一位指导者和鼓舞者。维德亚尔塔讲到，在冈正夫的主持和组织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3届世界大会在东京召开，这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大会。他同大家回顾了冈正夫1977年在兰契就亚洲稻作文化的各方面所作的精彩演讲；以及1978年在德里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0届大会上，他呼吁亚洲学者要研究亚洲的遗产和文化。

冈正夫去世，世界人类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民族学家。他是亚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是日本民族学之父，也是印度伟大的朋友和老师（Vidyarthi, 1983:6）。以下两个是于连·布罗姆利（Yulian Bromley）和索尔·塔克斯（Sol Tax）的讣告。这两位学者都参与了联合会的改革，帮助联合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完善的组织。在冷战时期，他们处于世界的两极，但是两位学者超越了对立，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布罗姆利于1983年到1988年担任联合会副主席，于1990年6月4日去世。他的讣告刊登在1990年6月15日的《泰晤士报》上。

于连·布罗姆利祖上是英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来到俄罗斯。于连·布罗姆利不仅在自己的国家享有盛名，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影响力。他最初进入大学时，学习的是数学和物理，但在二战中被征召入伍。回来后，他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历史学院，他的父母之一是该院的罗马和古希腊历史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南斯拉夫的斯拉夫人。

1966年，布罗姆利当选为苏联科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在苏联人类学界复兴了关于民族认同的讨论，这在以前总是遭受共产党权威的压制。1972年，布罗姆利指出苏联的民族关系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好，而当局却忽视他的警告。

他还提出了苏联人类学的理论问题。在那个时候，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他试图与国外学者和机构建立联系。他还成为了大不列颠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

他利用他的行政职务，帮助了几位曾受勃列日涅夫政府迫害的学者。他还成功地帮助极为想要移民的犹太人保留了他们的工作关系，直到他们离开俄罗斯。然而，他也曾遇到过一些争议，比如，他支持苏联内部的反独立“游说”运动，还有推动苏维埃民族大熔炉理念时，遭到了各个加盟小共和国的人类学家的不满。尽管如此，他超人的学术水平却得到了大家公认。

布罗姆利发表了300多篇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民族和民族志》（1973）和《民族理论概要》（1983）。

1989年，他退休后，即使健康状况不太令人满意，他仍然十分活跃，而且经常与人论辩。他去世后，留下了遗孀娜塔莉娅（Natalia）和一个女儿（Obituary, 1990:8）。至今还有很多人清楚地记得索尔·塔克斯，尤其是他在1973年芝加哥世界大会匆忙奔走的形象，为了确保一切能够顺利进行（Wolf, e2003）。下面这则讣告刊登在1995年的美国人类学联合会通讯中，以纪念这位永远不知疲惫的男子。

索尔·塔克斯，一位对亲属关系研究有创新的分析家和经济人类学家，一名“行动人类学”和当代美洲原住民运动的发起人，以及一位国际人类学界的组织者，因心脏病发作于1995年1月4日去世，享年87岁。

1907年，索尔·塔克斯出生在芝加哥一个有着强烈犹太教传统的移民家庭中。他生长在密尔沃基（Milwaukee），市长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那里，索尔·塔克斯吸收了这位市长的改革主义精神，并于12岁的时候担任了《报童的世界》（Newsboy's World）的主编。“我当时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Walter Mitty），并不断地向往着辉煌……以某种方式来拯救这个陷入困境的世界。”当他被介绍给威斯康辛大学的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 以后，他发现拯救世界的方法其实就是人类学。索尔·塔克斯早期的人类学 如同林顿一样，包罗万象，比较广泛：1930年，他随贝洛伊特洛根 （Beloit's Logan）博物馆考古探险队到北非考察；1931年，他参加了由露 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领导的，在麦阿帕契族（Mescalero Apache）的夏季民族学田野调查。在那个时候，索尔·塔克斯就已深信，“纯科学”必须为有效的社会改革提供先验知识；在近20年里，他“全心全意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

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期间，索尔·塔克斯学习了社会人类学，担任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 Bfreown）的助理，研究美洲原住民的血缘关系。他在爱荷华洲靠近多摩（Tama）的Mesquakie保留地作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比较和历史性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福克斯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1935）。他还深受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研究方式的影响。1934年，在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的资助下，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聘请他到危地马拉高原进行田野工作。在妻子的陪同下，索尔·塔克斯在那里工作了7年，重点研究关于经济学和世界观的问题。这些研究后来都在他开创性的《便士资本主义》（Penny Capitalism）（1953）中得到了应用。

塔克斯在墨西哥国家民族学研究所（Insituto Nacionalde Antropologia）做了一年访问教授之后，于1943年回到了芝加哥，做研究助理（他在卡耐基研究所的终身科学家的位置保留到1946年）。在1944年，他被任命为副教授，按照人类学四个分支的传统，制定了一套新的为期3年的研究生课程。1948年，索尔·塔克斯晋升为教授，并担任社会科学部的副院长五年，同时兼任该部人类学系的系主任（1955—1958）。

1950年前后，索尔·塔克斯的人类学研究重心，从原来的“纯学术”研究，转向他年轻时热衷的社会福利、编辑和组织活动。1948年夏天，一群研究生在福克斯印第安人保留地做田野时表示，他们在田野工作中多多少少应该关注回来的印第安老兵所面临的问题。索尔·塔克斯与他们一起建立了“行动人类学”项目——它不同于“应用人类学”，通过印第安人自己而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个人或机构来设定并完成任务。索尔·塔克斯深信，同化并不是不可避免，他也因此成为政府“终止政策”（Ternination Policy）的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并在1961年美国印第安芝加哥会议上，协同800名美洲土著领导人制定了“印第安人意志宣言”（Declaration of Indian Purpose），同时还成立了美国印第安青年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索尔·塔克斯在国家和世界层面上积极推进人类学专业的发展和传播。他主编了大量研讨会论文集，包括《征服的遗产》（Heritage of Conquest）（1949）、一本《“今日人类学”会议评论》（1952），以及三卷本的《达尔文百年纪念文集》（1959）。在担任《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主编期间（1953—1956），索尔·塔克斯将内容扩展了一倍，并在195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联合会主席。20世纪50年代末，他代表温纳—格林基金会前往世界各地，会见了铁幕（Iron Curtain）背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家，创办了《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以“行动人类学”的草根精神）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杂志”。直到1974年，他一直担任该杂志的总编辑。此期间，他也许是全球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在1973年，他组织并主持了在芝加哥举办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编辑出版了91卷世界人类学系列论文集。虽然那年索尔·塔克斯已退休，他作为名誉教授，在图书馆人类学资源集团（Library-Anthropology Resource Group）中仍然活跃，这是他推动的众多书目和传记资源之一。他遗下妻子格特鲁德·凯特·塔克斯（Gertrude Kate Tax）、女儿苏珊·塔克斯·弗里曼（Susan Tax Freeman）和玛丽安娜·塔克斯·曹尔丁（Maraina Tax Choldin）和三个孙辈。他的论文集《索尔·塔克斯选集》被保存在芝加哥大学的雷根斯坦图书馆（Regenstein Library）中（Stocking, 1995:6-7）。除了缅怀我们的前辈和那些难以置信的变化和运动，我们还应该展望未来，展望新时代，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然而，这一章我们现在没有写，将这些空白留给现在所有的人共同来填补。

五、结语

冲突、紧张和战争威胁着世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但我们的道德却在沦丧。在这个时候，我们人文学者必须站出来，用自己的研究改变世界（Skinner and Zamora, 1984:5）。这段话引自25年前拉利塔·维德亚尔塔（Lailta P. Vidyarthi）演讲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悲哀地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这就使我们更加需要社会科学家。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学者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他们的专业知识得到了不断认可，他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无可辩驳的作用。一项对未来世界人类学的声明草案中指出：

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当代世界的主要事件，比如，环境管理问题，逐步减少不平等和重组世界秩序的压力，民族国家的未来，民族多元化和国民社会的未来，以及制度对具有人类基本的、衍生的生物驱动和心理驱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的角色和职能等（IUAES, 1979:453）。多样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但绝不会减少。我们只要看看本书描述的这一系列专业委员会的范畴，就不难发现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兴趣范围之大、覆盖面之广。让我们谨记，个体之间的交流十分重要；同样，知识的传播也很重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能找到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更好的平台吗？在从一个“老生俱乐部”成长为一个民主机构的过程中，沟通对于整个联合会来说，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对章程的严格遵守，使联合会得以继续管理并扩大，而没有失去与各个下属机构——各个专业委员会的联系；同时，持续的监管和领导层轮换（联合会主席即大会主席，每5年更换一次）也促进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而执行委员会中的秘书长和财务官（这些都是终身制的）又保证了联合会的连续运作。新老合作，既避免了左倾，又遏制了右倾。在此基础上，联合会不断向目标迈进，为大家提供了交流、出版物以及道德声明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联合会长久以来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蓬勃发展的原因。除了世界大会，中期会议的增加加强了大家的交流，同时这种交流在当今时代也日益简单可行。通过中期会议，大家可以更集中地讨论特定的话题，同时也更便于掌控和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数量已成倍地增加，要求成立新委员会的申请也源源不断，以填补联合会在其他领域的空白。这些发展也加强了同世界各个区域的联系，使联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组织。互联网和通讯手段的改进也进一步加强了联合会的国际形象。当我们回顾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的地理位置分布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联合会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最初的六届都是在西方世界举办，然后到东方的莫斯科和东京。在印度世界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参与进来（Vidyarthi, 1979）。随着中国人类学者的加入，亚洲与联合会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最后两个标志性地区就是澳大利亚和非洲。最近的一次中期会议就是在南非举办的。尽管中美洲由于墨西哥主办世界大会参与到了联合会中，南美洲还是没有主持过世界大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很高兴地看到所有地区都被整合在一起，这会非常有意义。就如砌墙一样，将砖块一块一块地垒积起来，变化也就慢慢地发生了。不过，无法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憾。对此我们不应该忽略，而应该加以重视并改进。因此，展望未来，组织世界大会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困难的存在，比如距离、政治和效率等，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避免只在一个地点举行世界大会，世界大会应该在更多的地方举办。同时，我们还要评估大会期间各个设施间的距离是否可行。联合会章程中庄严地提到，大会是开放给所有民族的，不应该受地方政治观点所支配。但是，由于全球政治主张和事件难以控制，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至于效率，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组织和交流不力，这都可能会给与会者带来痛苦的感觉。他们花费时间和金钱是来享受有科学价值的讨论的。相对于中期会议，世界大会管理起来相当困难，很容易迷失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它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团队，各个成员需要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判断一切障碍。不过，如果之前的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都不够完美的话，那么我所指的就是绝对意义上完美的会议；那些参加过之前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的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么，这些给今天的联合会留下了什么启发呢？联合会可以自豪地庆祝成立60周年，展示多年来取得的伟大变化，同时期待美好的未来。联合会的章程健全，各届大会体现出它的多样性，各个专业委员会又体现了其专业性，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绝妙的和谐。在这个坚固的蓝图之上，是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科学创新带来的透明的道德面纱，并为后人留下进入这个领域的机会。在个人和其他科学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更为灵活易行，更加互相理解，为全面沟通铺平了道路。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

附录1：各届人类学世界大会和中期会议

各届人类学世界大会

1934年，英国伦敦，由翁斯洛（Onslow）伯爵主持。

1938年，丹麦哥本哈根，由托马斯·汤姆森（Thomas Thomsen）主持。

194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由埃德·迪·庄和（Ed.de Jonghe）主持。

1952年，奥地利维也纳，由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主持。

1956年，美国费城，由弗勒利希·瑞尼（Froelich Rainey）主持。

1960年，法国巴黎，由亨利·瓦罗伊斯（Henr V. Vallois）主持。

1964年，苏联莫斯科，由托尔斯特瓦（S. P. Tolstov）主持。

1968年，日本东京，由冈正夫（Masao Oka）主持。

1973年，美国芝加哥，由索尔·塔克斯（Sol Tax）主持。

1978年，印度新德里，由拉利塔·维德亚尔塔（Lalita P. Vidyarthi）主持。

1983年，加拿大魁北克和温哥华，由西里尔·贝尔绍（Cyrli S. Belshaw）主持。

1988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由休伯特·马文（Hubert Maver）主持。

1993年，墨西哥墨西哥城，由劳德兹·阿里斯佩（Lourdlez Arizpe）主持。

1998年，美国威廉斯堡，由文森·苏特利夫（Vinson H. Sutlive）主持（最初是M. Zamora）。

2003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由布鲁纳托·希亚雷利（Brunetto Chiarelli）主持。

2009年，中国昆明，由景军主持。

各届中期会议。

198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由Henr J. M. Claessen召集。

1986年，埃及亚历山大，由M. Mahgoub召集。

1990年，葡萄牙里斯本，由Augusto Mesquitela Lima召集。

1991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由Leopoldo Baroltomé召集。

199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由Brunetto Chiarelli召集。

1996年，瑞典林雪平，由Anders Hjortaf Orns召集。

1997年，澳大利亚珀斯，由Alan H. Bittles召集。

2000年，中国北京，由Jiang Jiafu召集。

2001年，德国哥廷根，由Bernd Hermann召集。

2002年，日本东京，由Keiichi Omoto召集。

2004年，印度加尔各答和兰契，由Buddhadeb Chauduri召集。

2005年，捷克共和国巴尔杜比采，由Petr Skalnik召集。

2006年，南非开普敦，由Andrew Spiegel召集。

附录2：各届主席、秘书长和财务官名单

1934年之前，主席：Onslow伯爵；秘书长：J. L Myers和A. H. Broderick；财务官：H. G. Beasley。

1934—1938，主席：Thomas Thomsen；秘书长：K. Birket-Smith，J. LMyers和A. H. Broderick；财务官：Kjeld Rordam。

1946—1948，主席：Ed. de Jonghe；秘书长：Frans M. Olbrechts；财务官：Fr. Twiesselman。

1948—1952，主席：P. W. Schmidt；秘书长：W. Koppers和J. Weninger。

1952—1956，主席：Froelich G. Rainey；秘书长：Yvonne Oddon；财务官：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华盛顿特区。

1956—1960，主席：Henry V. Vallois；秘书长：A. Leroi-Gourhan和P. Champion；财务官：R. d‘Harcourt，M. L. Pasquino。

1960—1964，主席：S. P. Tolstov；秘书长：G. F. Debetz, I. R. Griogulevitch和A. Leroi-Gourhan；财务官：L N. Terentyeva。

1964—1968，主席：Masao Oka；秘书长：Lawrence Krader。

1968—1973，主席：Sol Tax；秘书长：Lawrence Krader。

1973—1978，主席：Lalita P. Vidyarthi；秘书长：Lawrence Krader。

1978—1983，主席：Cyril S. Belshaw；秘书长：Erci Sunderland。

1983—1988，主席：Hubert Maver；秘书长：Eric Sunderland。

1988—1993，主席：Lourdes Arizpe；秘书长：Eric Sunderlard。

1993—1998，主席：Vinson H. Sutlive；秘书长：Eric Sunderland。

1998—2003，主席：Eric Sunderland；秘书长：Peter J. M. Nas；财务官：Tomoko Hamada。

2003—2008，主席：Luis A. Vargas；秘书长：Peter J. M. Nas；财务官：Tomoko Hamada。

附录3：名誉会员名单（1979年以后）

Lourdes Arizpe，墨西哥

Paul T. Baker，美国

Frederick Barth，挪威

P. C. Biswas，印度

Nils-Arvid Bringéus，瑞典

Henry J. M. Claessen，荷兰

Jean Cuisenier，法国

Fred Eggan，美国

Sir Raymond Firth，英国

Georg Foster，美国

Christophevon Fürer-Haimendorf，英国

Robert Gessain，法国

Vinigi L Grottanelli，意大利

Lawrence Krader，德国

Sir Edmund R.Leach，英国

José Matos Mar，秘鲁

Chie Nakane，日本

Paul N. Nkwi，喀麦隆

IkennaNzimiro，尼日利亚

MasaoOka，日本

Gonzalo Rubio Orbe，厄瓜多尔

H. Russell Bernard，美国

吴汝康，中国

Aidan Southall，法国

Mysore Narasimhachar Srinivas，印度

Claude Levi Strauss，法国

Hisashi Suzuki，日本

Sol Tax，美国

Phillip V. Tobias，南非

S. A. Tokarev，苏联

Lalita P. Vidyarthi，印度

Gordon R. Willey，美国

费孝通，中国

V. P. Yakimov，苏联

附录4：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73年后）

（1）老龄化和老年人委员会（1988—）

（2）非洲人类学委员会（1973—）

（3）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1988—）

（4）全球变迁的人类学研究委员会（1993—）

（5）人类学、和平与人权委员会（1983—）

（6）数学人类学委员会（1998—）

（7）政策与实践人类学委员会（1993—）

（8）公众人类学委员会（1976—）

（9）旅游人类学委员会（1993—）

（10）女性人类学委员会（1976—）

（11）生物伦理学委员会（1998—）

（12）儿童、青年与童年期人类学委员会（1998—）

（13）发展与挑战委员会（1973—1988）

（14）拉丁美洲发展研究委员会（1988—1993）

（15）文献研究委员会（1973—）

（16）民族植物学委员会（1988—1993）

（17）种族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委员会（1975—1982）

（18）民族关系委员会（1998—）

（19）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化委员会（1978—）

（20）食物与食品问题委员会（1973—）

（21）未来学委员会（1975—1988）

（22）人文生态学委员会（1988—）

（23）人权研究委员会（1998—）

（24）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1998—）

（25）语言人类学委员会（1998—）

（26）人与自然委员会（1973—1982）

（27）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委员会（1988—）

（28）移民研究委员会（1998—）

（29）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1976—）

（30）游牧民族委员会（1973—）

（31）人口委员会（1973—1982）

（32）灵长类动物学委员会（1998—）

（33）理论人类学委员会（1993—）

（34）都市人类学委员会（1983—）

（35）紧急人类学委员会（1973—）

（36）影视人类学委员会（1976—）

这部书是国际（50多位）与国内（10位）众位作者和译者以及两位编者，共60多人的智慧结晶和集体成果，希望本书（《当今国际人类学》）和本书的英文版（“Anthropology Now”），可以成为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和教学有价值的参考书。

老实说，翻译这本书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一方面，书中各章涉及的主题、研究领域和内容非常广泛，有不少是各位译者和我本人不熟悉的领域。比如，生物伦理学、数学与神经生理、医学人类学、流行病学、民间法与法律多元化、女性人类学、儿童与青年期等；另一方面，由于各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而其母语并非英语，其行文的风格、词汇和句型的使用等并非规范的英文。因此，这两方的因素（不太熟悉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知识、非英语国家的英文）加起来，大大增加了我们翻译的难度。

老实说，我没有参加这本书各章最初的翻译工作。我所做的主要是对译稿的一些校对、修改和补充等工作。

1.错译的修正

Sub-Saharan，直译好像是“亚撒哈拉”，实际的译名是“撒哈拉以南”。

the late Jonathan Mann，直译好像是“乔纳森·曼恩晚期”，正确的翻译应是“已故的乔纳森·曼恩”。

popularopinion，直译好像是“流行的意见”，正确的翻译应是“民意”或“公众意见”或“大众的意见”。

publications，被翻译为“刊物”，应翻译为“出版物”。

branding，直译好像是“烙印”，正确的翻译应是“品牌推广”。

University personne，被翻译成了私立大学，实际上是“大学的工作人员”。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Unions（ICSU），被翻译成“科学联盟国际委员会”或“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应翻译为“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Director General of WHO，被翻译成“世界卫生组织首席官员”，应翻译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比如，在一篇译文中，对同一个词“New Guinea”，译者有不同的处理，有一处将其译为“新几内亚”，这是正确的；另一处却将其译为有一处“新圭亚那”，是不对的；而在另一处却视而不见，即地名漏译了。

有一句话，原来翻译为“从人类学人体感知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成功的研讨会所必需的”，应翻译为“这正是这个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人体的会议成功召开所必需的”。

有一句话，原来翻译为“人类在自然界的领地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发现了农业和驯养”，我改为“人类在自然界的领地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发明了农业和驯养”。

有几个词，原来翻译为“地点（place-bound）和非地点（non-place）、通用（universal）和特殊（particular）”，我改为“地域边界（place-bound）和无地域边界（non-place）、普遍（universal）和特殊（particular）”。

有一句话原来翻译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可以随时成立新的专业委员会。”我改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可以不时地成立新的专业委员会”。

2.地名的补译和增加注解

在人类学民族学的著作中，地名的翻译是很重要的。

比如，Benares一词，译者没有翻译，直接写在译文中。我在译文中将其译成贝拿勒斯（Benares），并增加了一个译者注（脚注）：“贝拿勒斯（Benares），1957年以后叫瓦拉纳西（Varanasi），位于印度北方邦恒河中游的瓦拉纳和阿西两河之间，是印度教的圣地。现有人口100万”。

3.族名的补译和增加注解

在人类学民族学的著作中，族名的翻译是很常见的，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Kung、Hamar等生僻的词，原来没有翻译，直接写在译文中。我分别将其译成“昆人（Kung）和哈马尔人（Harnaur）”，并分别增加了译者注（脚注）“昆人（Kung）是居住在南部非洲的布希曼人的一支”和“哈马尔人（Harnar）是居住在北部非洲的巴加拉人的一支”。

比如，Yanomami一词，原来没有翻译，直接写在译文中。我在译文中将其译成“雅诺玛米人（Yanomarni）”。

4.在著作或作品名称的中文翻译之后，补充英文原文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更多信息，在一些重要的著作或作品的中文名称之后，补充了英文原文。比如，在译文中，原来翻译为“《巴厘岛人的性格》”，我把它补充为“《巴厘岛人的性格》（Balniese character）”；“《巴厘岛的附体与舞蹈》”，我把它补充为“《巴厘岛的附体与舞蹈》（Trance and dance in Bali）”。这两部作品都是玛格丽特·米德和乔治·巴特森的。前者是文字著作；后者是影视作品，而且是影视人类学重要的开山之作。

5.增加译者注或编者注（脚注）

在翻译中，补充必要的注解，如增加译者注或脚注，可以让读者了解更多信息。

比如，SIDA/SAREC，原来没有译者注或脚注，我补充的脚注是“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是1995年7月由瑞典原来的四个援外机构：瑞典投资与技术援助局（BITS）、瑞典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合作局（SAREC）、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瑞典国际企业开发公司（SWEDECORP）合并成的一个统一的援外机构。瑞典国际开发署是瑞典政府为开展国际合作组建的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经济合作，促进这些国家的对外出口”。

又比如，对santhal一词，补充的脚注是“简称‘桑塔尔人’（santhal），是印度东部的部落民族，20世纪后期，人数约5380000人。他们最大的聚居区是比哈尔（Bihar）、西孟加拉及奥里萨（Orissa）诸邦。另有65000人住在孟加拉国。据2001年统计，该族共有42698人住在尼泊尔”。

对“9·11双峰塔事件”，补充的脚注是“又称‘9·11事件’、‘9·11’、‘美国9·11事件’等，指的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峰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历史事件。2001年9月11日，四架民航客机在美国的上空飞翔，然而，这四架飞机却被劫机犯无声无息地劫持了。当美国人刚刚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之时，纽约世贸中心连续发生撞机事件，两座直冲云霄的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地处纽约曼哈顿岛的世界贸易中心是20世纪70年代初建起来的摩天大楼，造价高达11亿美元，是世界商业力量的会聚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计1200家之多，平时有5万人上班，每天来往办事的业务人员和游客约有15万人”。

对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简称ICAES，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简称IUAES，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补充的脚注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搞不清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世界大会等之间的区别。在此，我想说明的是：（1）先有世界大会（ICAES），后有联合会（IUAES）；（2）世界大会原来是作为一个会议组织独立存在的；（3）世界大会和联合会原来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后来合并成了一个组织。换言之，联合会是一个学术组织，世界大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世界大会成为联合会举办的一次全球性会议。因此，以前的世界大会叫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而现在的世界大会叫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xx届世界大会”。

对《世界人权宣言》，补充的脚注是“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由序言和30条条款组成，载明了世界人民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通过第423（Ⅴ）号决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2007年12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致辞，宣布联合国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以迎接《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尊严和正义’。”

对《千禧年发展目标》，补充的脚注是“《千禧年发展目标》是在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首脑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这项协议规定在2015年以前，将日均收入不足一美元的最贫困阶层人口减少一半；给所有孩子以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等共8项目标”。

上述5项工作之外，我还帮助译者发表译文。比如，杨春宇和关祎的译文都发表在了《西南民族学报》上了。

由于大会会期临近，有几章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地校对了。比如，第10篇、第13篇、第20篇等。

所以，如果本书中有什么翻译不妥的地方，恳请各位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希望在本书修订和重版之后，能呈现给读者更好的译本。好在，本书还有一本英文版，读者可以把中文版和英文版参照起来阅读。

张继焦

谨记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前夕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所三楼办公室（2009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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